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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政党研究的新范式

———读李海青教授新著《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研究》

一个政党,到底为何而立、因何而存、向何而去? 这不是策略层
面的权宜之问,而是关乎政党本质的哲学追问。 李海青教授的新著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研究》(商务印书馆,2026 年 5 月版),以
“使命”为核心范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类型与优秀特质进行了系
统性与学理化的探讨。 李海青教授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使命型
政党的代表性学者,这本著作体现了其最新的思考。 全书共七章,
从思想源流到内涵特征,从契约机理到组织之道,从党与中国式现
代化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担当作为,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建构起
一个逻辑严整、颇具创新性的理论体系。 通读之后,感觉其思辨力
度与理论锐度兼具,是一部将政党研究提升至哲学高度的著作。

其一,从历史深处走来,廓清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所
是”。 哲学讲“是”,追问的是事物何以存在的内在根据。 本书第
一章以思想史溯源的方式,追问使命型政党何以生成、何以如此。
具体而言,从《共产党宣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庄严宣告,
到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清醒自觉,再到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阐发,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条红线便是共产党担当历史使命的主体自觉。 本书指出,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始,直至今天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一以贯之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
对历史使命的承担与践行。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便绝非利益集团的政治掮
客,更非选票政治的简单仆从,而是有着坚定理想信念、坚实理论基础,并肩负伟大使命的时代先
锋,具有本质上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第二章继而从“历史之是”跃升至“本质之是”,对马克思主
义使命型政党的内涵、使命与特征作了明晰界定。 本书指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
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为最终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的政党。 这一政党类型
以实现初心使命为存在依据,集理论自觉、人民立场、严密组织与自我革命精神于一体,具有其他
政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这种澄明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西方选举型
政党具有本质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程度之别,而是性质之分。 前者谋根本,后者逐选票;前者担大道,
后者争权位。 这一界定牢牢抓住了使命型政党“是其所是”的内在本质规定,为全书的论证奠定了
科学的逻辑前提。 正是基于这种深邃的“本体论”追问,本书的叙事逻辑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历史
铺陈,而是直抵政党政治的本质特征,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这使
我们看到,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归根到底源于这种与生俱来的承担特定历史使命的自觉。
抓住了这一本质,也就抓住了理解党在新时代何以能不断自我超越、引领变革的关键。

其二,在价值关系立论,揭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建构的内外契约类型。 哲学不仅要追
问本体,更要追问关系。 本书的理论贡献之一,即在于通过“契约”范畴打开了理解政党内外
价值关系的新视域。 在此所讲的契约不同于西方社会契约论意义上的抽象契约,而是对中国
共产党与自身成员、与人民群众真实关系的揭示与展现。 再者,契约也并非源自西方的概
念,比如契古字写作“ ”,始见于商代甲骨文。 《魏书·鹿悆传》有云:“契约既固,未旬,综
果降。”本书在学理层面创新性使用契约概念,也属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种尝试。 本书
第三章论述党与成员的关系,提炼出“使命型契约”这一核心概念,强调社会个体基于对政
党主义与价值的高度认同,自愿加入这一政党,并承诺严格遵守党的规章制度,自觉履行党
员义务,为实现政党使命而不懈奋斗。 这种契约既非等价交换的经济契约,也非(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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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党建思想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团结精神的
传承与创新

刘学坤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创造、哲学根基和方法论精髓为新时代把握中国共产党团结

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立场指引和理论工具。 中国共产党在创业与奋斗中孕育并发展

了团结精神,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要求转化为精神谱系中的核心内容与卓越的

领导品质,进而逐步内化为人民高度自觉的团结意识,并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倡导与推

动,构建起团结精神的世界维度。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团结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新时

代以来,团结精神被提升至新境界,党构建了大党团结统一的新路径及正风肃纪与依规依

法治党协同的政党治理逻辑,凝练出共同体等团结新理念,重视新的团结方法与途径。 党

在将团结精神全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促进

国际团结的规律及方法体系。 党构建了包括政治、社会、教育等多维度的团结精神实践逻

辑和具体传承路径:一是政治维度,团结体现为党自身的信仰统一、意志凝聚与行动一致,
以及和谐的党际关系;通过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与共同目标的驱动巩固人民

团结,以外交协商、凝聚共识、国际合作等为路径推动国际政治团结。 二是社会维度,依靠

严密的组织体系实现党自身的坚强团结,通过经济保障、制度整合、矛盾化解与价值认同

实现牢固的人民团结,并通过共同发展、文化共鸣与民心相通推动世界团结。 三是教育维

度,党探索出了渠道丰富、形式多样、体系完备且合力强大的、覆盖全领域全过程的宣传教

育模式。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新时代开创团结奋斗新境界的行动指南的指引下,团结

精神的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价值在社会转型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

将更加凸显。
关键词:习近平党建思想;团结精神;团结奋斗;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从本

体论层面持续激活中国共产党团结精神的传统

基因,并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实现了从经验自觉

到理论范式的跃升,为深入把握党的团结精神

提供了立场、工具、理论指引和更宽广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团结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是在党的建

设伟大工程和党领导人民的事业中不断淬炼、
升华的生动历史过程,也是党的建设作为党的

一切事业的法宝价值的生动体现。 中国共产党

是弘扬团结精神的政党,在百余年的砥砺前行

中将团结精神内化为自身的精神追求与政治品

格,并通过与人民共同奋斗将这一精神内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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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鲜明特质与禀赋。 中国共产党团结

精神在党自身、国家和世界三重层面展开,且这

三重意蕴互为支撑,共同构成党和人民的精神

标识。 其中,巩固自身团结统一彰显了党的建

党治党智慧,团结带领人民体现了党全面领导

的基本方式,促进世界团结指向了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实践目标。 从历史脉络看,党的团结工

作在党的奋斗历程与理论创新中清晰呈现;从
理论传承看,党的团结叙事所凝练的团结精神

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精神的赓续,也是其

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党

团结精神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在团结精神的

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党对政党团结、人民团结与

世界团结的规律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系统

化的团结规律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
些成果为当代中国应对复杂挑战、为人类社会

破解共同难题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 追求各

领域团结,并不断凝练团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执政的鲜明特色和历史伟业成功的重要经验,
而目前对包括各领域团结在内的党的团结精神

及其实践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因
此,本研究旨在揭示团结精神的丰富内涵,论述

党通过团结治国理政的实践逻辑,推进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团结观的理论凝练,拓宽团结研究

的理论视野,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团结论

述的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团结精神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团结精神的历史演进本质上是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精神层面的话语建构和内

容生成。 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精神由党自身团结

统一、人民团结和世界团结构成,共同形成了团

结精神的观念体系、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 在

党诞生之初,团结精神在党内体现为政党品质

和奋斗的主体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要求;
在革命过程中,团结精神日益成为党的精神内

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团结精神则体现

为党的领导品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的群众动力和世界价值立场。
1. 团结精神在党的创业奋斗中孕育形成

在党领导人民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凝练

形成了宝贵的团结精神。 党的团结统一是全国

人民团结的前提和保障,团结精神是在不同情

境、时代和领域中的伟大奋斗所凝练形成的,党
的团结精神体现在各时期的奋斗和斗争中,贯
穿于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是
党的红色基因的核心内容。

自成立起,党就把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

阶级联合和政党团结等团结要求作为行动指

南,并在经验和教训中总结方法。 党找到革命

道路并领导革命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掌握了实

现自身团结的方法:1937 年,毛泽东强调党的

团结是其他一切团结的基础和保障,“只有经

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

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

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1] 同年,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写了“团

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其中“团结”被放

在第一位。 1938 年,毛泽东又提出,“经过了十

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

自己的许多方法” [2] ,这些方法包括党内统一

正确认识、形成成熟的领导核心和及时纠正自

身错误等。 在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再

次强调党的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是团结

的模范” [3]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反

对宗派主义、开展整风运动、防范党内思想混乱

风险和强调理论学习等方式增进党的团结。 这

一时期,党还总结了党的团结与其他各层面团

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团结的协同实现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团结统一在执政

条件下得到新发展: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要批判党员

干部不注意团结的态度;在《论十大关系》 中,
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和

方法;党的八大在修改党章时,将“维护党的团

结,巩固党的统一” 列为党员的义务。 在改革

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取得

新经验:1977 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届三中

全会上指出:“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

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 从延安整风以

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

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 [4]45 针对当时面临的

新的风险和问题,邓小平又提出“要加强全党

的团结, 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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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4]148,增强党性和纪律性、加强党风建设和

消除派性等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要求,强调党

性强、能团结人的领导干部标准。 江泽民在党

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

是力量。 首先是党的团结” [5] ;在党的十六大

上,江泽民又提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

利” [6]574,强调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并将

增强团结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点。 在党的十

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了“团结和谐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7]652”这一党的团结的重要目标。
2. 团结精神在党领导和团结人民过程中成

为人民精神认同和行动自觉

党领导和团结人民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

使人民清晰地意识到团结是伟大斗争的必要条

件,并引导人民在伟大斗争中由自在的团结状

态变为自觉的团结追求,以团结精神提升中国

人民团结的新高度。 毛泽东牢牢抓住团结这一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理论和实践中探求人民

团结的可行路线。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党通过科

学的阶级分析,强调以朋友的方式团结并争取

各革命阶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团结思

想。 抗战时期,党强调紧密团结群众,促进各阶

层、各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团结以及海内外中华

儿女的团结是壮大抗战力量的基本方式。 党紧

密团结了支持抗战的全体民众,以中华民族的

解放为目标,将全国同胞紧密团结在一起。 毛

泽东通过对经典作家统一战线思想的中国化,
推动团结精神的内涵和形式的丰富发展。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团结进入新阶段,党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完成了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为人民团结提供

了充分的制度保障,这些制度发挥了鼓足干劲、
增强动力的团结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等方式进行革命,在化解各

种社会矛盾的过程中保证团结,且团结目标是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之后,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团结的

对象和内容发生历史性变化,这一时期,党不断

总结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强调思想政治

工作和自我批评等民主团结的重要性,党凝练

的团结精神和总结的团结方法也成了该时期应

对挫折、防范社会危机的重要工具。 在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世情、国情、
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团结面临新的情况和要求,
党通过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使群众更加

团结起来。 邓小平认为,人民的团结和党的团

结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障,并在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党的团结、人
民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根本

保证。” [4]100 民族团结这一基础性、核心性的人

民团结,在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各项社会制度

建设中得到历史性发展。 1979 年,邓小平在回

顾民族团结的成就时指出,经过民主改革和社

会主义改造,我国各民族已经“结成了社会主

义的 团 结 友 爱、 互 助 合 作 的 新 型 民 族 关

系。” [4]186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转

型,党进一步强调了社会成员团结和睦、平等友

爱的人际关系和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提出要

“巩固和发展人民内部平等、团结、友爱、互助

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 [8] 。 进入 21 世纪,社会

转型进一步深入,党更加重视广泛联系和团结

各阶层群众及促进社会各领域的团结,强调基

层党组织在团结凝聚群众中的作用,如在党的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就强调了中华文化、和谐

文化在人民团结进步中的精神支撑作用,提出

要以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3. 在全球倡导和推动中建构团结精神的世

界维度

团结最初是马克思主义的行动要求,是党

和人民斗争的重要条件,在历史实践过程中逐

渐演变为政党精神和政党品格,并成了人民的

精神信仰,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因为党在世界范

围内对团结的倡导和推动,团结被建构起了世

界维度。 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国际团结精神

在其诞生时就携带着,“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

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9]

依托共产国际等进行政党间的国际团结,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国际团结实践的重要方式。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际团结一方面

是争取国际正义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支持;
另一方面是以团结推动世界各地民族民主革命

发展和争取世界和平,如“二战”结束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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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应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通过外交理念和制度有效

推动了国际团结,促进了与亚非拉等国家和人

民的团结,以政治交往、经济和文化交流合作等

形式推动了世界团结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在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判断的指导

下,我国的国际交流合作范围更加扩大,凝聚共

识、减少分歧的团结方法更为成熟,民间外交内

容形式更为丰富。 党重视以文化交流增进与各

国人民的友谊,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博鳌

亚洲论坛等增强国际团结的国际组织和平台。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实现推进

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

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 [6]529;胡锦涛在党

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

国人民的大团结” [7]658 这一世界维度的团结重

要目标。 党促进人类团结的实践体现着党的博

大的团结精神,党的团结精神在世界维度持续

凝练并发展。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团结理论的

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方

略,是以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其他一切团结及全

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指南,是团结精神凝练

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团结理论和实

践的原创性贡献传承并丰富了党的团结精神,
推进了团结精神的发展。 从根本上来说,党的

建设是对党如何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确保党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党领导中国式现

代化能力所进行的持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党

的十八大以来,团结精神进入新境界,党强调以

政治建设增进党的团结统一,重视团结的风险治

理,从理想、情感和文化等维度总结人民团结规

律,以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

人类团结,而共同体理念又进一步促进了多领域

的团结制度和理论创新。 新时代,党维护自身团

结统一、促进人民团结奋斗、推动人类团结,共同

体现着党的全面领导能力和高超政治智慧。
1. 以党的纪律建设与自我革命维护并巩固

党的团结统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巩固党的团结统

一的根本遵循。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探

索出了全党更加团结统一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

自身维度的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品质的

体现,体现了党的精神气质、理想信念和政党文

化传 统, 是 党 的 先 进 性 的 精 神 文 化 体 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个拥有九千六百

多万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团结统

一” [10]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成就,并
强调了确保党的团结统一的要求,即坚定的信

仰、健全的制度、日益成熟的党员干部教育体系

和永远奋斗的意志,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这

一现代化政党高度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
党提出了作为大党在政治上更加团结的要

求,突出强调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等制度化方式增进党的团

结统一,不断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以纪律建设、
自我革命和新时代的斗争精神维护并巩固团

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规模大了,一些

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
易出现尾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

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11]254 面对新

的形势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纪律建

设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
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步调一致前进。” [12]35-36

自我革命成为破解大党管党治党难题的方

法论指南,即通过自我革命,以党员坚定的党性

和党组织健康的肌体,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高度的团结统一。 党不断增强大党建设的自

觉性,探索大党团结的新路径,以忧患意识为指

导,提出并破解党在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等方

面的建设难题,提出“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

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

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 [13]515

党的制度和规范体系在党的治理中的作用

进一步提升,法治逻辑在治党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更大,党的治理的现代化则进一步提升了党

的团结水平。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以党章为根

本遵循,形成了内容科学、程序严密的党内法规

制度体系,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构建起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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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推进的有效机制,使依规治党与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协同发力,形成了国家法律与党内

法规相辅相成的政党法治格局。 与此同时,党
中央要求党员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通过互联

网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完善的党群机制和人民

对党的监督机制在促进党的团结统一中所发挥

的作用更加凸显。 党更加重视对可能危害团结

统一和党的肌体健康的风险隐患的治理,包括

净化政治生态,抓好“关键少数”,从严纠治“四

风”,坚决查处“七个有之”问题,坚决反对搞两

面派、做两面人,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与制度体

系,铲除腐败土壤等。
2. 以新理念、新方法和新途径促进人民

团结

新时代以来,党在促进人民团结的新理念、
新方法和新途径等方面都实现了重要创新。 新

的团结理念是对以往团结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实现了团结理论的创新;新的团结方法是对党

的百余年团结方法的升华和创新;新的团结途

径是对新的团结条件的适应。
在团结理念上,党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等新的团结理念。 党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共同体、同心圆等团结新理念:一方面,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及其实践为新时代

民族团结提供了理念保障和实践指南,这旨在

培育人民在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等方面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主张各

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奋斗在一起和共享奋斗

成果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建设理念。 另一

方面,党通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实践勾画出同心圆,
通过勾画民族团结同心圆、政党合作同心圆、军
民团结同心圆和网上网下同心圆等,丰富了团

结内容和形式,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

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等要求,生动描绘了人民

大团结的目标。
在团结方法上,强调党对团结的领导,强调

围绕奋斗目标的团结和精神文化引领的促团结

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凝聚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11]265 进入新时

代,党更加强调通过提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和政治凝聚力,巩
固党群关系,凝聚起万众一心的人民团结磅礴

力量,实现党对人民团结的领导。 党通过密切

党群关系和对群众的领导,促进人民团结。 党

以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保证政治稳定、人民的

国家认同和社会团结。 在党的领导下,各种社

会资源所推动的团结构成团结的重要形式,如
凝聚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能力,党在团

结人民方面不断创新,更加强调执政的人民立

场,不断激发并强化由信仰和梦想所生成的共

同力量,持续制定并推动实现反映人民利益的

奋斗目标,以此凝聚力量,形成围绕奋斗目标的

广泛团结。 与此同时,党也强调社会风尚建设,
将网络舆论等公共领域的科学治理作为支撑社

会团结的重要力量,时刻防范经济发展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信仰危机及人与人之间差异和区隔

的增大,并在多个领域不断巩固以马克思主义

共同体理论为基础的共同体团结范式。 党通过

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制度

化、加强虚拟空间引导治理及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等思想文化建设创新举措,不断夯实人

民团结的思想基础。
在团结途径上,党建构了社会治理、制度建

设和法治化等多元团结途径。 其一,党更加重

视通过社会治理实现对新的团结形式的引导和

规范。 共通的情感、共同的观念和价值、共享的

生活是团结产生的基础,党通过社会治理等制

度的整合促进社会团结,社会主义善治实现的

集体善治从根本上保证社会团结。 面对开放、
流动、生活方式巨大转型、舆论环境复杂等现代

社会的重要特质及其带来的问题,党通过不断

的制度创新处理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冲击。 当

然,现代快速发展的网络社会、教育程度提升等

社会结构变化因素和技术条件也使民族融合和

各种社会融合加速,为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和其

他各种团结提供了重要条件。 其二,不断完善

的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团结和民主的结合。 制

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证了思想观念在政

治生活中的作用,其不仅对各项政策的落实极

为重要,且保证了政治团结的实现,而国家政策

效果又从根基上促进了团结,与西方社会“缺

乏集体认同的聚合” [14] 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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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更加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

矛盾,增进团结。 法治思维要求遵循规则、尊重

程序、保障权利,法治方式注重依法办事、公正

透明,因此法治能稳定社会预期,增强公信力,
消除隐患,化解对立,提升治理效能,增进信任,
从而巩固团结,凝聚力量。 在团结带领人民应

对重大挑战、抵御风险、克服阻力并化解各种社

会矛盾的过程中,党坚持以法治方式维护公平

正义和群众根本利益,发展了以了解促进团结

的新方法。
3. 以对国际团结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推

动世界人民的团结

目前,团结已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核心

问题,每个国家都面临越来越多仅靠本国无法

解决的问题和任务,这些问题和任务只能通过

一定的团结形式才能解决,诸如气候变化、贫
困、战争风险、粮食危机和金融风险等大量的国

际问题都需要将团结作为解决之道。 为此,党
积极以政党角色参与全球治理,提出团结起来

是应对更加复杂的全球化世界中的新问题的重

要途径,提供了国际团结新智慧。
推动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推动国际团结的重要理念和实践。 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全球性挑战和人

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也是对

世界大同、和合共生、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借鉴和发展。 人类命运

共同体将推动构建更为丰富的国家间联系,推
动生成具有世界意义的集体观念认同,这些成

果已在中国的各种对外合作中体现出来,并在

各种国际平台上得到传播和认同。 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

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促进了人类共识的形成

及对共同责任的认知。
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和自觉地揭示了合

作驱动团结的国际团结规律,以及团结合作的

一体性和历史必然性。 推动国际团结和人类携

手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奋斗精神的内核

之一,伴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现而出现,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另一重要体现,这种精

神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得以继续保持和

传承。 党赋予了国际团结新的内涵,所提出的

理念和进行的实践均体现着国际团结的时代

性,如党提出要把稳团结合作之舵,“推动构建

团结、 平等、 均衡、 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 [15] ,并提出要以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

观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党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交往促团结

的方法。 共识是国家之间团结的观念基础,党
更加重视通过广泛协商来凝聚共识、增强互信,
继而构建国际团结的基础,重视国家元首之间

达成共识、民间交流达成共识等凝聚共识的形

式,并强调国际组织在凝聚共识中的作用。 与

此同时,党一贯倡导通过协商对话和谈判解决

分歧来减少分歧、促进团结。 如党不断“推动

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见” [13]457,在推

动互相尊重、包容差异和减少分歧的过程中促

进国际团结。 文化交流以文化理解和文明对话

的方式促进世界人民的团结。 新时代,党积极

搭建更加丰富的促进文化交流的平台,在各种

合作框架和机制中不断搭建以文化为载体的交

往平台,借助这些平台以文化互动促进国际

友谊。

三、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开创

团结新境界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团结精神践行、
教育、传承和开创新境界的行动指南。 团结精

神的传承创新,既包括历史演进和新时代发展,
也包括通过践行和教育等途径获得的具体认同

和实践。 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 从党

的百余年历史看,团结是奋斗的前提,奋斗是团

结的归宿,二者辩证统一,始终贯穿党的建设和

党领导人民共同奋斗的全过程。 从团结实践探

索到团结理论创新,再到团结精神精炼,最终都

是为了凝聚力量。 只有实现团结精神并用团结

精神指导实践,才能让团结真正转化为推动民

族复兴的强大奋斗力量。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党

的团结统一和党领导的一切团结事业提供了理

论保证和路径指南。 团结精神引领下的治党治

国和全球治理有明确的团结目标、丰富的团结

方法和健全的团结机制,并构建了在不同领域

运行又高度有效协同的综合性团结工作模式。
多重意蕴的团结精神在党的领导和国家运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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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化为政治、社会和宣传教育等多向度的实

践,形成了完善丰富且紧密协同的实践运行体

系,在弘扬和发展团结精神的历史经验积累中

建构了中国特色的团结精神实践逻辑和传承创

新路径。
1. 团结精神实现的政治路径

政党内部的信仰一致,对共同纲领、组织原

则、纪律和制度等的共同信念及与其他民主党

派的亲密关系是政党层面政治团结的核心内

容。 国家认同、对国家的信心、对国家规划和政

策的支持和参与、对国家或民族在重大时间节

点或特定情境下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等是我国国

家层面政治团结的重要内容。 国际层面的政治

团结则主要包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重
视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开展合作,遵守国

际法和国际规则,在全球性议题上关注协调立

场并赞同采取集体行动,尊重彼此主权、发展道

路,支持并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将人

类前途和共同福祉作为参与国际政治的重要关

注点等。
政治团结在党自身这一层面表现为共同的

思想信仰,统一的意志、协调一致的行动和政党

间的团结。 初心使命是党团结奋斗的精神源动

力,也是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政治团结,为此,党
不断通过包括政治建设等在内的自身建设推动

高水平团结统一,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等有效

的自我教育形式,使党保持了自我革命能力。
党以辩证思维把握并推动团结与统一,始终以

有效的理想目标指引、精神文化激励和风险忧

患意识强化等保持高质量的团结统一,不断健

全党内民主和人民监督,以自我革命使党保持

了自我更新能力。 党以自身团结统一作为全部

政治团结的示范和引领,且一贯重视合作,在成

立后不久便开始了正式的政党合作,党的百余

年奋斗历程是一个不断推动政党间团结的过

程,也是以团结为基础的政党关系实现社会民

主的过程,党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树立了政党间政治团结的模范。 习近平党

建思想中的“十四个坚持” 构成了新时代党的

政治团结的系统性实践纲领,以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规律和原理为核心,从政治权威、组织逻

辑、阶级基础及先进品格等方面,构建了党的团

结统一的科学方法体系与制度规范。
党的领导是人民团结的保障。 党领导人民

团结奋斗的历程创造了丰富的政治团结意蕴和

实践智慧,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社会主义

各个领域的人民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政治

团结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也是党的领导的一

种方式。 党的团结的基础和依靠是人民,人民

和党一起团结奋斗,因此党把人民的团结作为

团结精神的极其重要的维度,如毛泽东就指出: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

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 [16]

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是政治团结实现的有

力保障。 团结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底色,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和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团结

的最主要实现形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筑牢政

治共识根基,保障人民权益,以制度伟力维系全

体中华儿女同心同向。 通过选举代表,确保不

同群体在权力机关中有畅通表达渠道;在立法

与重大事项决定中将多元诉求整合为统一的国

家意志;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沟通互

动中增进共识,形成强大政治向心力。 人民政

协制度实现了团结与民主的结合,有广泛的代

表性和政治包容性特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在这一制度体系中共商国是,不同社会阶

层和行业等在政治协商中将各方意见和诉求纳

入决策程序,于求同存异中增进最大共识,凝聚

人心,从而实现大团结大联合。 统一战线是实

现社会团结的重要法宝,其既是理论体系,也是

包括政策和制度等丰富内容的实践体系,统一

战线所实现的团结奋斗,由主要针对阶级和各

政党的团结发展到今天针对广泛社会阶层、政
党及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的团结,成为包

含党际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

海内外同胞关系等在内的大团结大联合,成为

实现社会各领域团结的重要方式。 在这一历史

过程中,统一战线由党通过团结克敌制胜的重

要法宝,发展为同时是党以团结实现执政兴国

的重要法宝。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共同体

团结的重要条件,凝练了多民族大国高度团结

的宝贵经验。 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赋予了各

民族强烈的团结情感需求,在制度、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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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教育等基础上,我国形成了牢固的多民

族国家民族大团结的纽带,各民族共享共同的

制度、文化和生活理想,构成了民族团结的基

础。 与此同时,法律是政治团结的重要规范性

基础,为不同内容的政治团结和制度实现形式

提供重要保障,不仅通过具体规范为政治共同

体的团结关系提供直接指引,还通过防范和惩

戒等方式化解团结面临的风险。
目标和愿景驱动着多渠道、多形式的政治

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围绕明确奋斗目

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 [13]554。 党勾

画的奋斗蓝图不断为团结提供基于共同理想的

目标和愿景驱动,这种目标愿景的勾画使人民

真正感受到自己要参与伟大的共同的事业,而
这一共同的事业需要人民真正地团结在党的周

围并紧密地团结起来。 这些具有鲜明实践性的

目标和愿景,与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促进团结的旗帜,推动着最

广泛、最牢固的政治团结。 现阶段,“我们党以

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愿景激励人、鼓舞人、感召

人,有效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
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促进海内外中华

儿女团结奋斗,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磅礴伟力。” [11]266

以外交、合作和促进共识等为路径实现国

际团结。 通过高层交往、政治互信、打造全球政

党伙伴关系及构建国际合作平台等方式,党在

国际团结方面不断探索团结型国际政治理念和

路径,致力于探索一种包容性的团结型国际政

治理念,构建起政治团结的国际维度并不断丰

富其内涵,推动政治团结从狭隘的集团政治提

升至全人类命运与共的高度,为动荡变革中的

世界提供了超越冲突、走向共生的新范式。
2. 团结精神实现的社会运行体系

百余年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推进和长

期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孕育了团结精神的现代社

会运行体系。 团结精神社会运行体系的基础是

团结的理论内涵和内在逻辑,其共同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规定性和社会理想。 团结

精神的社会运行体系更加细微地满足人的情感

等各种需要,并通过经济保障、制度整合、矛盾

化解和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认同等实现社会团结

的目标,这些路径的促团结作用有机统一,不断

丰富着团结精神的社会实践维度,不仅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力量,也为世界不同

文明探索社会团结提供了饱含中国智慧的实践

参照。 当然,政治团结与社会团结没有完全区

隔的界限,二者在实践中深入融合、互相支撑。
党的团结精神的实践在社会空间中多向度展

开,使团结更好地发挥凝聚智慧、形成合力及激

发独特创造力的作用。
党以集体动员、榜样塑造、组织体系构建与

党史叙事的建构不断巩固党内团结。 在党内,
通过具有丰富内容和仪式感的集体动员,在基

于意义和价值的互动中强化全体党员的情感共

鸣和价值认同,如通过树立并宣传先进模范,实
现全党符号化的榜样塑造。 党建立了上下贯

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党的重要优

势,也是重要的力量之源,这一健全的组织体系

为实现党内团结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同

时,在党史叙事建构中完成全党成员的集体记

忆建构,并将团结、奋斗、忠诚等深层价值融入

其中。 政党的团结统一要求政党的结构功能协

调,而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党的思想、组织和行动

层面的要求使党的团结统一具有了更巩固的政

党治理制度保障和更强的政治生态韧性,同时

也为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党建社会学意义上的

方法论,为团结精神在党自身层面的社会运行

提供了指南。
我国团结精神的实现有着充分的经济保

障。 团结是多个层面的问题,人们首先将其理

解为情感、社会心理等层面的问题,但事实上,
团结同样是政治、经济的核心问题,“团结问题

不仅具有社会心理结构,而且具有政治经济结

构” [17] 。 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
过实施脱贫攻坚、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等

战略部署,将物质上的共建共享作为团结的坚

实基础,这种经济方面的共建共享不仅提升了

人民生活质量,更在全体人民中构筑起命运与

共的利益共同体,使团结精神拥有了坚实的物

质依托。 我国的经济制度是手段与目标相统一

的,是保障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安排,以共同富

裕为目标的社会安排,从源头上避免了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团结模式的弊端,从而实现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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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团结。
党通过不断地建立并完善社会建设制度推

动团结。 团结制度体系归根结底是一种凝心聚

力机制,这些制度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产生同

心合力的效果,构成团结精神的社会运行体系,
推动实现各种社会团结。 支撑团结的社会制度

中,社会建设领域的各种制度是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制度既是团结的保障,也是团结的制度体

现。 社会建设领域的各种制度以人民的获得感

等直接感受和利益满足促进并保障社会团结。
团结的社会心理结构依赖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

建设,而团结的政治经济结构依赖社会建设等

团结精神的社会运行体系。 团结是我国各项制

度安排的重要价值基础和目标,通过发展、分配

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全社会共享的资源和

发展成果构成了团结的基础,各种公共性认同

也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建立。 社会建设所实现的

群众福祉关怀强化人民的社会身份认同,形成

牢固的团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福

祉的增加,本身就意味着团结的增强。
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认同在社会更具体、

更微观的生活领域促进团结。 集体主义对团结

有重要的承载作用,两者具有天然的联系,集体

主义所提供的价值和制度为团结提供了重要载

体。 具体而言,集体可以使人相互信任和依靠,
形成普遍的社会联系,而集体主义通过价值和

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团结,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和

制度中实现个人与社会相统一。 为此,党注重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与家国情

怀,以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塑造全

体人民共同的精神标识与价值追求,这种精神

文化认同超越了血缘与地域等传统共同体的局

限,使社会团结具备深厚的文明底蕴。 集体主

义及其制度安排生成的是有助于团结的社会网

络和社会互动关系,无论在革命阶段还是在社

会主义建设阶段,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实现全社

会的组织化,实现全社会组织网络和组织体系

的建立是组织化路径实现社会团结的基本方

式,其使信仰、价值和文化促进团结具备了组织

化保障。 党建构的现代团结模式既超越了传统

的情感依附,也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异化

带来的社会冷漠。 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对群

团等各类社会组织的领导,党在社区治理等各

项工作中始终将人际互动中的信任培育与情感

沟通作为团结的润滑剂,使社会主义的团结既

是制度化的规范,又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情感联

系和价值认同。
调解矛盾是团结的前提,也是促进团结的

基本方式。 党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为通过矛盾化解促进社会团结提供了理论基础

和实践指南。 矛盾化解是社会团结得以维系和

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主要通过 3 种路径推动社

会团结:其一,矛盾化解具有社会整合功能。 通

过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制度化

的调解机制,能够将潜在的对抗性冲突转化为

程序化的利益博弈,由此既避免了因矛盾积聚

导致的社会断裂,又能在解决具体纠纷中修复

受损的社会关系。 其二,矛盾化解过程本身是

对社会规范的再确认与强化。 矛盾化解以既定

的法律规则、道德习俗或乡规民约等为准则,矛
盾化解过程能强化社会成员对共同规范的敬畏

感和认同感,从而修复或筑牢团结的价值基础。
其三,矛盾化解能够通过重构信任关系,积累社

会资本。 矛盾化解往往伴随着情感沟通与利益

妥协,能够修复人际关系的裂痕,激活社群内部

的互惠网络,使社会团结在微观层面进一步落

地生根。
党以福祉共享、文化共鸣和民心相通实现

世界团结。 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全

球社会联结,开展广泛的民生援助与对外支持

和帮助,直接增进相关国家民众福祉。 依托人

文交流机制,在讲好中国故事与发展经验过程

中推动教育交流、文化互动,在文化交流中倡导

平等包容和文明互鉴。 通过青年等重点群体的

对话交流、人员往来的便利化及民生领域的广

泛合作,不断夯实民心相通的基础。 同时,这种

以民生、人文和民心为纽带的社会联结产生了

消除偏见、培育友谊、构建覆盖全球的朋友圈的

作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了深厚根基。
3. 团结精神实现的宣传教育机制

社会主义各维度团结的实现都以团结精神

的宣传教育体系为重要保障。 团结精神教育有

丰富的渠道和形式,形成了团结精神宣传教育

的合力,构建了宣传教育体系。 党的团结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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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团结精神在党建、执政、治国和外交等层面的

科学实践,也是团结精神的宣传教育层面的实

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的、全领域和全过程的

团结宣传教育模式的形成过程。 “中国形成了

统一的多民族、拥有十三亿多人口而又精神上

文化上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独

一无二的。” [12]307 团结精神实现的宣传教育机

制是我国这一团结伟大成就的重要保障。 百余

年的历程中,党的团结精神不断发展,不断提出

适应人民需要和时代要求的团结目标,不断创

新团结的方法、路径和机制,使团结奋斗成为党

和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团结精神的宣传教

育也成了党的建设和人民教育的极其重要内

容,形成了健全的团结的激发鼓舞体系。
党领导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机制是团结精

神传承创新的根本机制保障。 我国历史和文化

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团结传统的形成过

程,而近代以来经历的转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

团结模式的探索和确立过程,直至今日,传统的

基于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团结在守正创新中

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别于其他政党团结精

神的生成逻辑和历史特征,中国共产党团结精

神经历了历史洗礼,党的团结精神是在曲折漫

长的革命过程和丰富的建设实践中锻就的,是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同
时又不断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团结精神

的精髓融入其中,在这一过程中,体系化的团结

精神宣传教育机制得以建立。 这一机制在实践

中涵盖了党的宣传工作、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建

设、思想政治工作、舆情管理、新闻工作等具体

的实践形式,这些实践形式之间既交叉又密切

协同,党的领导是保障,多主体参与、齐抓共管

等特征普遍存在。
遵循团结观念和行为发展的规律不断完善

教育目标和内容是党团结精神教育的重要特

征。 培养团结美德的团结教育体系与法律、制
度等是团结的实践体系。 作为由情感关系、道
德关系和社会联系等所构成的复杂关系,团结

包括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两个层面,在我国具

有丰富的意蕴和维度,且具有组织、道德、文化

和法律等丰富的支撑体系,因此,团结既是个人

关系问题,又具有极强的公共性。 团结依赖其

他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同时也是支撑社会主

义各项目标的资源基础。 在整个革命和建设过

程中,人民已经充分树立起团结奋斗促进共同

体利益这一认知,由此形成了普遍的团结意愿

和责任感。 在党的团结精神发展中,团结被融

入人民的信仰体系,并成了社会运行的基本逻

辑和人民的行为习惯。
从基础性的社会联系培育团结观念认同并

促进行为践行。 团结是一种社会联系,从日常

生活中开始并不断发展,需要由丰富的社会活

动和教育来持续保证。 日常生活中的同乡、自
家人等观念本身就是团结观念,为其他更大范

围的团结观念的形成奠定基础。 围绕家庭、家
乡等产生的认同对基础性的社区团结有重要作

用,由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家风家训和党领导的

百余年历程中不断形成的家庭文化构成的中国

家庭文化保证了社会末梢的团结。 马克思主义

的经济制度塑造了团结的工作关系,集体主义

和社会主义治理塑造了团结和睦的邻里关系,
且地域文化都包含着团结观念,人民在国家认

同中包含着强烈的地域认同,从国家到省域再

到城市和城乡社区都具备共同体的品格,涵养

人民的团结性格。 新型民族关系和社会主义的

平等人民身份关系生成了普遍的社会团结。 所

有这些由下而上,由家到国构成了一个涵盖政

治团结和社会团结等在内的团结体系,其均具

有鲜明的中国特质。 这些团结通过家庭、学校

和社会的力量贯穿于教育的不同时期,并能持

续获取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支持。 责任感、
归属感和义务感等是道德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

维度上团结的重要促动因素,其在团结教育中

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除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

系中专门的团结教育模块,团结教育全方位融

入语言、历史和其他全部文化素质教育,整个教

育体系及其完善的价值观教育内容结构为团结

教育提供了重要保障。
党员干部和学生的团结精神教育体系为各

领域团结精神教育提供方法支持和资源支撑。
团结精神是党通过长期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实现的实践自觉,也是党在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过程中的理论自觉,同时体现为历史经验和

政治品格。 党员干部和学生的团结精神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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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形成了重要的示范:团结是党员干部的

党性要求和基本品质,因此是党员思想理论教

育和实践磨炼的核心内容,干部教育体系为党

员干部团结精神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学生的团

结精神教育包括民族团结等丰富内容,贯穿于

各年龄段学生教育的全过程,并与学生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政

治心理培育等高度协同,学校教育体系和社会

教育、家庭教育为学生的团结精神教育提供了

制度保障。 党员干部和学生的团结精神教育体

现了鲜明的内容体系化、实施常态化和保障评

估体系健全的特点。
团结精神的宣传教育在国际层面也有生动

的实践形式。 党和人民的一切团结实践、伟大

历史成就中团结精神所作的贡献,党的国际团

结主张通过世界性的新闻报道、学术研究和经

验借鉴等途径时刻进行着国际传播。 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团结奋斗蕴含着丰富的实践

智慧,通过团结奋斗的伟大成就和理论创新得

以鲜明体现,同时又内化于中国的社会组织方

式、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社会心理之

中,构成了团结的生动现实和教育形式。 这种

实践智慧都具有世界性应用价值,适应于广泛

而复杂的情境,以多种形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关注。 团结精神还时刻体现在我国的外交理念

和实践中,在国际会议、国际交流等重要场合

中,团结都是我国的主张和立场中蕴含的核心

价值。

四、结　 语

中国共产党团结精神的传承与创新的历史

过程深入探索并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团结和

怎样团结的根本命题,凝聚全党、团结人民和推

动建设包容和谐、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党的团结

精神传承和发展始终追求的目标。 展望未来,
团结的 3 个维度都面临新的时代背景:中国特

色政党政治需要团结精神的保障,团结精神的

政党治理价值在现代社会更加凸显,团结是政

党的战斗力和活力的重要保障;社会现代转型、
媒介环境变化、虚拟空间对人的生活方式和交

往观念的影响等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团结难题需

要通过社会团结的不断创新加以应对;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社会更加需要团结精神,
更加需要实现人类团结的价值共识和治理平

台。 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在指导党的建设和党团

结带领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推动中国共产党团

结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这一传承与创新将在党

建层面、人民凝聚层面和世界团结层面同步进

行。 团结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既是党的建设的重

要任务,也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从事一切伟大事

业的重要任务,在现代化新征程和人类社会现

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背景下,团结精神将

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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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esse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provide
 

the
 

standpoint
 

and
 

theoretical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spirit
 

of
 

un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new
 

era.
 

The
 

CPC
 

has
 

cultivated
 

and
 

developed
 

the
 

spirit
 

of
 

unity
 

through
 

its
 

pioneering
 

endeavors
 

and
 

struggles.
 

It
 

has
 

creatively
 

translated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Marxism
 

into
 

core
 

elements
 

and
 

outstanding
 

leadership
 

qualities
 

within
 

its
 

spiritual
 

pedigree,
 

which
 

have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people’ s
 

highly
 

conscious
 

awareness
 

of
 

unity.
 

Through
 

global
 

advocacy
 

and
 

promotion,
 

the
 

Party
 

has
 

forged
 

a
 

global
 

dimension
 

of
 

unity.
 

Xi
 

Jinping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has
 

mad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unity.
 

In
 

the
 

new
 

era,
 

the
 

spirit
 

of
 

unity
 

has
 

been
 

elevated
 

to
 

new
 

heights.
 

The
 

Party
 

has
 

blazed
 

new
 

paths
 

for
 

realizing
 

the
 

unity
 

and
 

solidarity
 

of
 

a
 

large
 

party
 

and
 

formed
 

a
 

party
 

governance
 

logic
 

featuring
 

coordinated
 

efforts
 

to
 

uphold
 

Party
 

conduct,
 

enforce
 

discipline,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and
 

the
 

law.
 

It
 

has
 

distilled
 

new
 

unity-related
 

concepts
 

such
 

as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new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unity.
 

It
 

has
 

fully
 

integrated
 

the
 

spirit
 

of
 

unity
 

in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Meanwhile,
 

it
 

has
 

profoundly
 

uncovered
 

the
 

laws
 

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s
 

for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unity,
 

represented
 

by
 

effort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Party
 

has
 

developed
 

a
 

practical
 

logic
 

and
 

specific
 

inheritance
 

paths
 

for
 

the
 

spirit
 

of
 

unity
 

covering
 

political,
 

social,
 

educational,
 

and
 

other
 

dimensions.
 

I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unity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Party’s
 

unity
 

of
 

convictions,
 

convergence
 

of
 

will,
 

consistent
 

actions,
 

and
 

harmonious
 

inter-party
 

relations.
 

Relying
 

on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institutional
 

and
 

legal
 

safeguards,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shared
 

goals,
 

the
 

Party
 

consolidates
 

unity
 

among
 

the
 

people.
 

It
 

also
 

fost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unity
 

via
 

diplomatic
 

consultation,
 

consensus-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other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dimension,
 

the
 

Party
 

achieves
 

robust
 

internal
 

unity
 

through
 

a
 

sou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It
 

consolidates
 

solid
 

unity
 

among
 

the
 

people
 

by
 

means
 

of
 

economic
 

guarantees,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value
 

recognition,
 

and
 

promotes
 

global
 

unity
 

through
 

common
 

development,
 

cultural
 

resonance,
 

and
 

people-to-people
 

bonds.
 

In
 

the
 

educational
 

dimension,
 

the
 

Party
 

has
 

explored
 

an
 

integrate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model
 

covering
 

all
 

domains
 

and
 

the
 

whole
 

proces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channels,
 

varied
 

forms,
 

a
 

complete
 

system
 

and
 

powerful
 

synergy.
 

Xi
 

Jinping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serves
 

as
 

the
 

guide
 

for
 

ushering
 

in
 

a
 

new
 

horizon
 

of
 

striving
 

in
 

unity
 

in
 

the
 

new
 

er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world-wid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value
 

of
 

the
 

spirit
 

of
 

unity
 

in
 

party
 

governance,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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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农村党建的行动指南,农村的发展与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

展逐渐分化,党建工作的外部社会环境和资源基础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工作模式难以有效

适配日益分化的现实发展和治理需求。 面对农村党建复合型功能发挥和基层社会结构性

变迁的新挑战,构建基于农村发展水平和党组织组织力的二维分析框架,在将农村党建类

型划分为引领发展型、悬浮松散型、行政动员型、空心内卷型的基础上,系统探讨每种类型

的特征、成因及典型案例。 农村基层党建的形态差异并非随机分布的偶发现象,而是特定

的村域社会发展基础与党组织主体行动能力在特定时空场域内双向互构的结果。 通过对

农村党建 4 种类型的深度剖析,基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有效发挥的目标任务,提出了实施

规范化示范、嵌入式重塑、内生化赋能与结构性再造等差异化治理策略,旨在实现基层党组

织建设与农村发展治理的精准匹配。 农村党建的类型学分析既能够对以往整体化的研究取

向形成理论补充,也能够对新时代农村党建实践有所启发。
关键词:

 

习近平党建思想;乡村全面振兴;治理现代化;农村党建;组织力提升;类型化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 。 农村党

组织是组织体系最末端
 

神经末梢,是贯通顶层

部署与乡村实践的关键载体。 在农村治理场

域,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纵
向到底的治理结构使得党能够深入群众,实现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能有效地把群众组织

起来。 然而,随着市场化与现代化的非均衡推

进,农村社会正在经历从“总体性社会”向“分

化性社会”的深刻转型,农村发展的时空压缩

与阶层分化使得不同村域的社会结构、利益联

结机制及公共性基础呈现出巨大异质。 与此同

时,基层党建在实践中出现了“悬浮”“内卷”“行
政化”等诸多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突破传

统党建研究的整体主义视角,借助类型化分析解

构不同情境下党建主体与客体、资源与任务的特

定组合关系,探索差异化分类治理路径,以基层

组织末梢提质完善全域组织体系,实现纵向贯

通、执行有力,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学界关于党建研究的整体主义视角是指从

党的历史使命[2] 、政治建设[3] 、制度体系[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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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把握党建规律,并从系统性思维出发,
将党组织视为一个动态系统[5] ,关注其内部结

构和外部功能(如执政能力、社会整合)的统一

性。 整体主义视角并不限于宏观层面的讨论,
许多学者还将其运用于基层治理领域。 如,姜
晓萍等探讨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授权赋能机

制,总结了以组织赋能、人员赋能、居民赋能、质
量赋能、发展赋能为特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

系[6] ;何艳玲等认为基层党组织以统合治理模

式重塑了基层社会、 拓展了复杂治理的能

力[7] 。 在整体主义视角下,既有研究勾勒了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大致轮廓和基本特征,为理

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基本路径提供了有益参

照。 然而,随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

不断完善并趋于成熟,同质化的治理路径愈发

面临挑战,各地纷纷探索以地方性为根据的特

色党建模式,强调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的

问题导向和服务本位,推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的精细化趋势,尤其体现为社会治理重心下

移和力量下沉[8] 。 这种趋势不仅出现在城市

治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于差异化治理方式的

需求同样显著。 相较于城市,农村发展更加受

到地理环境、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制度文化等

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

分化态势[9]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
循序渐进。 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

分化特征,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突出

重点、分类施策、典型引路。” [10]为此,农村基层

党建需要与农村发展分化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因地制宜地开展党建引领农村治理工作。

在农村治理研究中,以理想类型为工具来

考察农村发展分化的方法由来已久,并形成了

诸多重要成果,对理解和认识中国农村的实际

发展情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1-12] 。 近年

来,随着党建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议题由宏观

转向中观和微观层次,许多学者认识到整体主

义范式下党建研究的局限性,开始吸收类型学

作为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对党建类型进行深

入研究,旨在探索党建工作的多样化实践及其

对基层治理的深远影响。 相关研究视角主要涉

及以下方面:一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相关类

型,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13] 、党建引领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类型[14] 、毗邻党建引领跨界

治理类型[15]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类型[16] ;二是

基层党建与农村治理的党建类型,如基层党建

类型与农村治理的关系[17] 、组织化党建与农村

党建现代化转型[18] 、 联村党建资源整合模

式[19] ;三是社会组织党建类型研究,如有学者

系统研究了社会组织高质量党建的理论逻辑等

内容[20] 。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政党功能和治理

理论,从组织动员、资源整合、服务供给、跨界协

同等维度揭示党建类型的多样性和运行机制,
但对党建类型的具体实践过程和动态变化关注

不足。 此外,学界对党建主体之间的差异和比

较研究未给予足够关注,在理论动态性、区域适

配性、技术融合性及区域主体差异和比较研究

等方面仍须深化。 在农村党建方面,大部分成

果将研究对象进行同质化对待,即忽视了当前

农村发展分化、农村党建分化的情况。 个别学

者虽认识到农村党建差异化发展的现实,区分

了统合式、引领式、协调式等类型,为农村党建

的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21] ,
但这种类型归纳的思路可能存在将农村党建孤

立看待的局限,未能将农村党建与农村发展的实

际情况结合起来,且后者往往是农村党组织建设

的重要外部条件。 同时,这种分类思路将农村党

建的生动实践静态化看待,缺少对党组织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而动态化治理这一重要本领的

认识。
综上,本研究将农村的党组织建设问题置于

农村发展的动态变化中予以考察,建构农村发展

水平 党组织组织力的二维分析框架,构建与农

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党组织类型图谱,继而结合

国家关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导向,分析不同类型党

建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适配条件,形成一类型

一政策的精准施策建议,旨在推动农村党建从经

验总结向科学治理转型。

二、新时代农村党建的分析视角与

类型样态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农村

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农村党组织在组织形态、
党员队伍结构、党建活动方式、领导能力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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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日益凸显。 当前,部分农村发展仍面临

着主体性缺失[22] 、治理低效化[23] 等问题。 作

为农村发展的领导核心,农村党组织需要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其所处农村的具体

情境,持续调整自身的工作思路与方法,旨在组

织建设与农村发展之间建立彼此协调、相互促进

的长效机制。 本研究建构农村发展水平 党组织

组织力的二维分析框架,通过将上述两个维度进

行交叉组合,可为农村党建类型化研究提供新的

解释视角。 其中,农村发展水平代表了治理任务

的难度与社会需求的复杂度,党组织组织力代表

了党组织的响应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
1. 新时代农村党建类型化分析的二维视角

(1)农村发展水平:作为党建运行的场域

结构与资源基础

在市场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多重转

型背景下,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巨大

改善,但农村发展的区域差距也逐渐显现[24] 。
选取农村的人口规模、产业支撑、农村精英 3 个

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大致可描摹出农村发展分

化的整体图景(表 1):村民回流返乡、人口规模

增长,农村有产业支撑、集体经济强,精英数量多、
农村发展与治理的人才资源充足,这类农村可以

归类为发达型;相反,人口外流、人口规模逐渐缩

小,基本以传统农业为主,呈现精英流失甚至农村

空心化特征,这类农村可以归类为衰退型;介于两

者之间的,大多属于人口规模相对比较稳定、产业

基础和集体经济增长态势一般、发展与治理的人

才储备相对不足的,可以归类为发展型。
表 1　 农村发展分化的影响因素及其类型划分

农村类型 人口规模 产业支撑 农村精英

发达型农村 人口流入 强 人才储备足

发展型农村 相对稳定 一般 人才储备相对不足

衰退型农村 人口流失 传统农业 精英流失、空心化

　 　 从农村发展和分化光谱的层面来看,农村

发展分化的 3 种类型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动态

连续的:从纵向来说,农村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

程,借助比较优势的转化及农村发展模式的调

整,通过对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经济因素等的

干预,衰退型、发展型与发达型农村类型都是可

以相互转化的,甚至同一个农村也会经历上述

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横向来说,衰退型、发展

型、发达型的分类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然而,农
村发展 3 种类型的判断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

为基于此能快速定位各类农村对治理需求与服

务精准性的不同要求,有利于为党建的类型学

分析提供坐标。 为此,基于农村人口规模变化、
有无产业支撑、农村精英数量等指标,本研究旨

在从理想类型的意义上刻画当下农村发展分化

的整体图景,而非对具体农村进行精准定位。
(2)农村党组织组织力:作为党建运行的

能动要素与核心变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创新农

村党建工作模式与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基层党

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和回应力。 党的

十九大报告更是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明

确要求,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

治功能” [25]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创新和

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
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26]65。 从上述

重要政策部署可知,在构建农村现代化治理体

系过程中,提升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至关重要,
且其必须与农村发展的差异化情境相适配。

农村党组织组织力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维

度(图 1):一是党建主体的权威性。 党组织的

权威性是其组织力的关键影响因素,面对农村

经济社会不断分化、农村社会个体化发展趋势

逐渐加深的情况,农村党组织需要再造社会基

础,在农村发展和治理的过程中强调党组织的

领导地位,有效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注
重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引领,将群众凝聚在党

组织周围。 二是党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 提升

农村党组织资源整合能力不仅仅是组织嵌入的

政治要求,更是农村持续发展和有效治理的内

在需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

广泛建立农村党组织,实现地方资源的有效整

合,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和治理

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和农业经

济的转型,农民原子化趋势日益凸显,农村党组

织的资源整合能力不断削弱。 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全面推进,农村社会已经到了重新组织整

合的新阶段,而提升农村党组织的资源整合能

力可以将原子化状态的农民组织起来,重建农

村共同体,为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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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供组织保障。 三是需求识别回应能力。 党

的领导方式是多样的,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差

异,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方式不同于党在中央

和地方政权机构中的领导方式,也不同于城市

社区领导作用的实现方式。 经济社会加速转

型、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农村个人利益诉求差

异化不断提升,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能不能有效识别群众的物质精神需求

以及有效回应的能力。

图 1　 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维度

2. 新时代农村党建的类型化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严密的组织体系

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26]27 并对增强党

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出了明确要求;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也明确

提出了“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细化村

庄分类标准”的工作办法[27] 。 在新时代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农
村党建要顺应农村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

不同农村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
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 组织振兴

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条件,组织力强弱

是评价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
在农村发展高度分化的同时,农村党组织组织

力也不断分化,因而塑造了不同的农村党建模

式。 从农村党组织组织力与农村发展水平两个

维度出发,可以将农村党建划分为 4 种主要类

型(图 2)。

图 2　 新时代农村党建类型

(1)引领发展型:资源禀赋与能人效应叠加

引领发展型农村党建具有党组织组织力与

农村发展水平双高的表征。 从党组织组织力的

细分维度来看,在党建主体权威性方面,该类型

的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组织动员

力强,党组织权威性高,组织建设完善,党组织

生活有效开展;在资源整合能力方面,该类型能

有效整合农村资源,在发展规划、政策制定等方

面均能有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农村经济

发展,做强做大集体经济,带领群众发家致富;
在需求识别回应方面,该类型能有效推进本村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宣传教育、社会

治安、生态环保、民生保障、民族宗教等工作,能
有效回应群众的服务需求,实现农村有效治理。

发达型农村党建大多属于引领发展型,农
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引领发展型党建创造了条

件,而引领发展型党建为农村的发展与治理提

供了组织保障。 如,位于浙江省中部地区的 H
村,作为中国十大名村,该村名列 2022 村庄影

响力 CPPC 指数全国第二位,是全国首个“村域

小城市”、浙江省首批“未来农村”,形成了“村

民比市民富、村容比市容美、生活品质比城市

高、田园风光和城市文明高度融合” 的发展新

局面,是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28] 。 2016 年 7 月

1 日,H 村党委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荣誉称号;2020 年,H 村又进一步创新

了党组织设置,成立联合党委,同时重组党支

部,确保党组织全覆盖,开创基层党建工作新模

式,实现了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功能优化。 此

外,H 村还建立村级党校,强化了组织学习和党

性教育,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H 村是引领发展型党建的

典型代表,农村党组织实现了从农村管理者、监
督者角色转换为协调者、服务者的角色,从资源

分配的管理模式转换为资源整合的治理模式,
在带领村民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
现了农村面貌的蝶变,为村民带来切实的物质

激励,树立了组织权威,培养了各类人才,用市

场经济的方式重新将本村居民联结起来。
(2)悬浮松散型:市场力量挤压与党建功

能虚化

悬浮松散型农村党建表现为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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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但党组织组织力不高,党建工作与农

村经济发展不匹配,组织生活存在“脱域化”风

险。 在党建主体权威性方面,能完成基本的组

织建设要求,党组织生活正常开展,但其政治领

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组织动员力相对不足,停留

于完成上级要求的规定动作,甚至存在形式主

义的应付之举;在资源整合能力方面,该类型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集体经

济规模较小,对农村资源整合度不够,领导力和

影响辐射力不强;在需求识别回应方面,该类型

能基本完成社会治理要求,但发挥社会服务功

能的主动性不足,回应群众服务需求的精准性、
及时性及党群服务效能感有待提升。 悬浮松散

型党建一般在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农村出现,
但是发展与治理的系统性、协调性不足,村党组

织引领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够,集体经济发展水

平有限。 该类型虽有较强的经济发展基础,但
党组织权威性不足,制约了党建功能的有效发

挥,导致对农村发展与治理的领导力不够,影响

农村长远发展和有效治理。 如中西部地区的一

些农村具有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耕地且农产

品资源丰富,但许多农村尚未实现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的转换,各项基础设施落后,农村能人

多在县城安家置业,农村凝聚力弱,干群联系不

紧密,农村发展与治理的协调性与系统性不足。
(3) 行政动员型:政策依赖与内生动力

不足

行政动员型党建往往表现为农村经济发展

水平低,党组织组织力较强但引领发展能力不

足,面临现代治理转型压力。 在党建主体权威

性方面,党组织建设完善,领导班子在村集体内

权威性强、影响力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
想引领力和组织动员力强;在资源整合能力方

面,受限于带头人个人能力素质及区域资源条

件,党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农村发展有

限,虽然村集体内部差异性较小,但整体发展都

处于较低水平;在需求识别回应方面,该类型主

要依赖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传统习俗来

解决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农村党

组织的服务和治理更多时候位于农民自发性行

为之外的补充位置。 整体上看,该类型党建工

作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较为传统,农村人口规模

较为稳定,集体经济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有

待提升,农村领导集体一般由具有较强社会资

本和历史影响的成员担任,虽然党组织权威性

高,但由于工作理念更新较慢且缺乏开拓精神,
党建工作停留在被动的运行模式,农村的社会

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如一些农村虽历来

重视党建传统,农村党员干部也由当地具有名

望的村民担任,党组织在村民中具有较强的号

召力,但这些干部的年龄普遍偏大,干事创业的

能动性及谋划发展的能力不足。
(4) 空心内卷型:人口外流与治理资源

匮乏

空心内卷型党建是党组织组织力和农村发

展水平双不足的典型模式,遭遇资源约束与动

员对象缺失的双重困境。 在党建主体权威方

面,党组织建设不健全,党内生活不能正常开

展,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组织

动员力弱化;在资源整合能力方面,该类型无法

有效整合农村资源,集体经济弱小甚至空白,党
组织领导本村经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在需求

识别回应方面,无法有效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农
村治理处于自我管理为主的自然模式,基层党

组织党群服务效能感低,农村党建与基层社会

治理呈现了割裂抑或疏远的状况,党的建设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了“悬浮化”,具体表现为

价值、平台、活动和机制悬浮化[29] 。 该类型党

建多见于衰退型农村,呈现出农村人口流失,党
组织建设不完善,党建责任人凝聚力缺失,党员

组织归属感较弱,党建工作处于封闭式应付状

态。 如一些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农业基础薄

弱,地理位置偏僻,资源贫瘠且利用率较低,缺
乏优势主导产业,以种植传统农作物为主,村民

收入普遍偏低,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村集体经

济难以运转,致使农村公共事务、公益事业长期

治理效率低下。
基于类型学分析,归纳出引领发展型、悬浮

松散型、行政动员型和空心内卷型共 4 种农村

党建主要类型,但现实中完全符合 4 种类型定

义的农村党建占比较少,更多的是处于 4 种类

型之间或靠近某一主要类型。 从理论分析上

看,这一分析框架能较好地应用观察分析和归

类农村党建的现状特征,理解高度分化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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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时代农村党建差异化治理的理论逻辑;从
实践价值上看,基于 4 种主要类型讨论农村基

层党建的分类优化路径,针对具体农村的发展

阶段和基础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利于制

定个性化、匹配性的优化方案。 总之,通过对基

层党建进行类型学分析,运用分类治理的思维,
围绕各类型党建具体特征探索差异化的适配路

径,有助于超越“就党建抓党建” 的模式,实现

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农村发展与治理的精准

匹配。

三、新时代农村党建类型生成的内在机理

农村基层党建的形态差异并非随机分布的

偶发现象,而是特定的村域社会发展基础与党

组织主体行动能力在特定时空场域内双向互构

的结果。 党建形态的生成过程,本质上是政党

嵌入农村社会结构,进行资源整合、秩序塑造与

功能适配的动态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4 种类

型的生成实质上是党组织在不同资源约束与权

威结构下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客观结果。 理解其

生成机理,是打破“千村一面” 的治理迷思、走
向分类施策的逻辑前提。

1. 资源禀赋的差异限定了党建嵌入的物质

向度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过程[30] 。 在农村基层治理场域,资源禀赋不仅

是经济发展的变量,更是党组织进行政治整合

与社会动员的物质载体。 农村发展的分化突出

体现为内生资源的非均衡分布,这种结构性的

资源差异直接关系到党组织嵌入农村社会的深

度、广度与方式。 首先,内生资源的充裕度决定

了党组织利益联结的强度。 党组织对农村社会

的整合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掌握和分配

资源的能力,在拥有丰厚集体资产或成熟产业

的发达型农村,党组织若能有效掌控集体经济

主导权,便拥有了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福利分配

和市场机会提供来吸纳村民的硬实力。 这种基

于物质利益的联结机制,能够将分散的原子化

个体重新组织在党组织周围。 反之,在衰退型

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导致党组织缺乏物质载

体,难以回应村民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政治动

员往往退化为苍白的话语宣教,导致党建工作

面临被边缘化和虚置化的风险。 其次,资源来

源的差异性塑造了党组织的行动取向。 资源不

仅有数量多寡之分,更有来源属性之别。 对于

内生资源匮乏但组织运转正常的农村(如行政

动员型),其治理资源主要依赖于自上而下的

财政转移支付或项目输入,对党员干部而言,向
上级政府争取政策和资源支持成为其日常工作

的重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开展群众动

员工作的动力和能力[31] 。 这种外部资源依赖

型结构,迫使基层党组织将主要精力用于应对

上级考核、争取项目资金和完成行政任务,从而

导致党建工作的“行政化” 与“机关化” 倾向。
相比之下,内生资源丰富的农村,其资源生成于

农村内部的市场活动与社会交往,基层党组织

往往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协调内部利益矛盾

来维持资源的再生产。 最后,社会结构的复杂

性决定了党建治理负荷的边界。 资源禀赋往往

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度呈正相关,高发展水平通

常伴随着高流动性的人口结构、多元化的利益

诉求及复杂的社会分层,这极大扩展了党建工

作的治理半径与负荷。 党组织不仅要处理传统

的邻里纠纷,更须应对劳资矛盾、外来人口融

合、公共空间争夺等现代性议题。 若党组织的

资源调配能力无法匹配这种高强度的治理负

荷,便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功能性超载。 反

之,在资源匮乏的空心村,社会结构相对封闭、
单一,治理需求主要集中在兜底保障方面,虽然

治理负荷较低,但因缺乏活力而极易陷入“低

水平均衡”的内卷状态。
2. 精英结构的整合影响了党建引领的政治

效能

中国共产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主要是通过

政治整合的方式实现[32] 。 在相似的资源禀赋

条件下,党建效能之所以呈现天壤之别,主要在

于党组织能否在农村复杂的权力网络中通过精

英整合与制度执行,构建起具有引领力的核心

权威。 具体包括:其一,双重权威的叠加与分置

机制。 对于新兴的农村精英来说,国家不仅赋

予其干部地位和身份,更重要的是赋予了治理

农村社会的国家权力[33] 。 强有力的农村党建

(如引领发展型)往往实现了体制赋予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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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与乡土社会内生的“社会权威” [34] (能

力、宗族、财富带来的认同)这两种权威的有效

“叠加”。 在理想情况下,党组织书记既是贯彻

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代理人,又是带领群众致

富的经济能人或德高望重的乡贤。 这种“能人

治村” [35]模式使得党组织能够同时调用体制资

源与社会资本,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 然而,在
许多农村(如悬浮松散型),这两种权威发生了

“分置”甚至“冲突”。 其二,组织制度的内化与

形式化张力。 权威的建构不仅依赖个体魅力,
更依赖组织的制度化水平。 党组织的组织力

强,主要体现为能够将刚性的科层制要求转化

为党员干部的行动自觉,通过严肃的党内政治

生活凝聚共识、整顿纪律,从而形成组织化的力

量。 这种力量能够超越个体权威的局限,形成

稳定的治理核心。 反之,在组织力弱的农村,党
建制度往往流于形式,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

化,导致组织纪律松弛、人心涣散。 这种“制度

软约束” 使得党组织无法形成统一的集体意

志,在面对复杂的农村治理难题时,往往表现为

软弱涣散、推诿扯皮,无法将潜在的党员数量优

势转化为现实的治理效能。 其三,农村政治信

任的积累与耗散逻辑。 权威的最终来源是群众

的信任,是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和服务群众的过

程中获得政治认同的结果,也是基层党组织法

权地位、治理能力、心理体验与政治社会化交互

作用的塑造结果[36] 。 党组织在历史过程中通

过为民服务、公正办事积累的“信任存量”,是
其得以号召和组织村民的重要基础。 在类型分

化的过程中,部分党组织(如行政动员型)由于

忽视了与群众的情感互动与服务供给,导致村

干部与村民之间难以真正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

系。 而优秀的党建模式则通过持续的服务下沉

与利益协调不断扩充“信任存量”,巩固了党组

织的话语权与号召力。
3. 供需匹配度的差异塑造了 4 种“理想

类型”
综合上述结构性维度(资源发展水平) 与

能动性维度(组织权威强度),农村党建类型的

生成,本质上是社会发展逻辑与政党治理逻辑

在特定时空下耦合互动的结果,且这两种逻辑

的适配程度,最终塑造了 4 种不同的党建现实

样态。 引领发展型体现了政治逻辑与社会逻辑

的有机嵌入,是高发展水平与强组织力的完美

耦合。 在此类型中,充裕的社会资源为党建提

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而强有力的党组织则通

过政治引领,保障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产业

发展的方向性。 “党建的内容与农村事务高度

相关,能够将下乡资源转化为农村社会的生活

或生产资料,进而增强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

认同” [18] ,实现了政治功能与经济社会功能的

同频共振。 这不仅是党建工作的理想形态,更
是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本。 当高发展水平遭遇弱

组织力,便出现了典型的“结构性脱嵌”,产生

了悬浮松散型类别。 农村市场经济活跃、社会

资本强大,但部分村干部难以及时转变工作方

法,致使党组织自身建设滞后,缺乏驾驭复杂局

面的能力,无法有效介入核心利益分配。 这种

“悬浮”并非党组织主观意愿,而是能力滞后于

发展导致的结构性错位。 在低发展水平与强组

织力的组合中,则呈现出鲜明的“输入型” 特

征,产生行政动员型类别。 由于缺乏内生资源,
党组织的强大组织力主要源于外部行政力量的

注入(如第一书记下派、驻村工作队进驻)。 这

种模式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动员维持运转,虽然

能够在短期内完成脱贫攻坚或环境整治等硬任

务,但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若无

法培育出内生造血机制,则极易面临治理效能

难以维持的困境[37] 。 当低发展水平叠加弱组

织力,便构成了农村治理的“洼地”,产生空心

内卷型类别。 该类型内无资源可依,外无能人

可用,农村陷入深度衰退与空心化。 基层党组

织为了党建而抓党建,致使党的建设出现“空

转”“虚转” 现象[38] ,这样既无法完成上级任

务,也无法回应群众需求。 政治系统与社会系

统同时陷入“低水平均衡”,这种双重溃败可能

进一步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公共服务缺失与社

会秩序失范等社会问题,成为当前农村党建整

顿的重点与难点。

四、新时代农村党建的分类治理策略

提升新时代农村党建的治理效能应该基于

政党功能的有效发挥并采取分类治理模式,
“要改进和完善基层党组织工作方式、活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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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增强整体功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39]229 作为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

关系具有独特性,其功能内涵比一般意义上的

政党更为丰富,不仅要发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

功能,更是国家与社会的领导核心,这些功能投

射到作为党的组织体系末端的农村基层党组

织,要求其实现统领、整合和稳定农村社会的功

能[40] ,
 

由此衍生出其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通过对 4 种农村党建主要类型的深度剖析,应
分别实施规范化示范、嵌入式重塑、内生化赋能

与结构性再造的差异化治理策略(图 3)。

图 3　
 

农村党建的分类治理策略

1. 引领发展型:聚焦规范与共享,在制度化

中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

该类农村党组织由于所处的农村人口规模

较大,人、财、物等资源丰富,其组织管理行政化

特征明显。 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社会治理政府职

能的转移承接,村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

第六级行政组织角色。 村党组织负责人在农村

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高的个人权威和强大

的农村社会资本,因此在实践中也潜藏着“能

人政治” [41]约束不足、集体资产监管失灵及利

益分配不公等风险。 对于引领发展型农村党

建,其党组织主体权威性高、农村内外部资源整

合能力强,是农村党建的理想样态,该类型党建

治理策略的核心不应止步于发展经济,而应转

向权力的规范化运行与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
旨在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样本。 要注重

激发农村社会活力,让更多村民能更有效地参

与,让农村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协调

发展,形成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农村发展新

局面。

具体来说,一是要推进权力的制度化规范

建设,防范“能人治理”的异化。 推动治理重心

从“依靠能人”向“依靠制度”转型:一方面,要
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严格落实

“四议两公开”,确保重大决策(特别是土地流

转、工程发包、资金使用) 在阳光下运行;另一

方面,要建立健全村级“小微权力” 清单制度,
厘清党支部、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

作社)的职能边界,既保障党组织对集体经济

的政治引领,又通过现代企业制度规范集体资

产的运营管理,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 二是要

推动利益的普惠性共享建设,发挥共同富裕的

调节功能。 高水平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利益分化

的风险,为此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二次分配中

的调节作用,通过建立科学的集体收益分配机

制,重点向贫困户、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倾斜,
防止贫富差距过大撕裂村庄共同体。 同时,要
注重将集体经济收益转化为公共服务红利,加
大在养老、医疗、教育及基础设施上的投入,让
村民在实实在在的福利中增强对党组织的政治

认同,实现从利益共同体向情感共同体的升华。
2. 悬浮松散型:聚焦嵌入与整合,在再组织

化中强化政治权威

悬浮松散型党建类型的党建主体权威性不

足,农村内外部资源整合能力有较大提升空间,
对于农村社会治理需求及村民服务需求回应的

适配性和有效性不足,主动服务意识和创新动

力不够。 此外,该类农村党组织倾向于满足完

成规定任务要求,这与新时代党中央对农村基

层党建的职责定位有较大差距。 悬浮松散型党

建形态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党建模式难以匹配社

会变迁进程而产生的结构性失衡,村庄市场经

济活跃、社会资源丰富,但党组织因能力滞后而

权威性不足。 为此,该类型治理策略的核心在

于“再嵌入”,即通过吸纳社会精英、整合市场

资源与提供稀缺服务,强化党组织在农村权力

网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42] 。
具体来说,一是要重构党组织的“头雁阵

列”。
 

解决“悬浮”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人”的

问题:一方面,要打破封闭的选人视野,重点将

致富能手、返乡创业青年、退伍军人等群体吸纳

进党员队伍,实现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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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针对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通过上

级党组织介入,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激
发基层党组织活力,“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

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 [39]232 二是强化党

建引领的资源统筹整合。 在市场化程度高的村

庄,农村党组织应主动介入村庄核心产业链,通
过领办专业合作社、搭建电商平台或提供政策

中介服务,将分散的农户与市场主体重新组织

起来。 通过在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将党的组

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党组织便

能从旁观者转变为主导者。 三是提供差异化的

公共服务。 市场往往关注效率而忽视公平,这
正是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如针对留守老人

等群体,党组织应提供精准化的关爱服务、矛盾

调解与权益保障。 通过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

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治理,从而以服务强化认同、以认同塑造权

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

功能。
3. 行政动员型:聚焦内化与培育,在减负增

能中激活内生动力

行政动员型农村党建形态的典型特征在于

党组织权威性高,领导班子成员政治觉悟高,组
织动员能力强,政治功能发挥较好,对村集体影

响力较大。 然而,这种强组织力更多体现为自

上而下的科层执行力,而非对下服务的社会回

应力,其深层困境在于:一方面,党组织带头人

多为传统的“守成型”干部,习惯于行政命令式

的管控思维,缺乏市场经济意识和现代治理能

力;另一方面,农村发展长期依赖外部政策“输

血”,内生动力匮乏,导致农村陷入“有组织无

活力、有稳定无发展” 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针

对行政动员型党建形态“管得住但富不起来”
的痼疾,其治理优化的核心逻辑在于激活农村

主体活力,即利用既有的组织优势,将强大的行

政动员能力转化为市场经营能力和社会动员能

力,通过“赋能干部”与“唤醒群众”双轮驱动,
打破行政依赖路径,重塑农村内生发展动能。

该党建类型多见于市场经济影响及社会流

动性相对较小、农村治理极大依赖传统熟人社

会管理模式,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影响较大的

地区。 首先,要将行政权威转化为动员效能。

利用党组织权威性高的优势,主动搭建“村民

议事会”等微治理平台,将村级事务的决策权

适当下放,让村民从被管理者转变为参与者,激
发其主体意识。 其次,要推动农村传统产业转

型,摆脱资源依赖。 党组织要借力外部政策红

利,通过股份合作、资源入股、联村共建等市场

化手段,将沉睡的村庄资产(土地、生态、劳动

力)转化为可增值的经营性资本。 通过培育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逐步做大村级集体

经济,从而为党组织摆脱对上级财政的绝对依

赖提供物质支撑,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动

力变革。 最后,要注重人才的本土培育。 行政

动员型村庄往往过度依赖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

队,治理优化的关键在于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注
重新生代组织骨干和各类人才的培育,不断强

化现代化思想理念的灌输,充分激发农村各类

主体活力,提升农村经济发展动力。 行政动员

型党建的优化提升,往往是一个以点带面的过

程,通过党建引领,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积

极性。
4. 空心内卷型:聚焦重塑与引入,在跨域联

建中实现结构再造

空心内卷型党建形态面临“人、地、钱、治”
系统性困境,所处的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突

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农村党员队伍在年

龄上出现断层,村“两委” 成员往往年龄偏大,
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了后继乏人的现象,一些

地方出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位”的局面,对农

村基层党建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该类型党建

所在农村一般来说集体经济薄弱,对党建保障

能力严重不足,党组织软弱涣散,无力领导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陷入“党组织软弱涣散 发展动

力不足 村集体经济薄弱 党组织软弱涣散”的

恶性循环。 因此,必须从整体上提升该类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

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

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 [39]235,更好地发挥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发展与治理中的“主心

骨”作用。 该类型治理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物

理空间上的组织合并、治理主体的外部嵌入及

服务功能的精准转向,打破村庄封闭的衰落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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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一是创新组织形态,构建跨区域

的党建共同体。 针对空心村党员老龄化、支部

空壳化、无法开展正常活动的现实,必须突破传

统行政村的地理边界,大力推行“片区联建”或

“中心村党委”模式,将邻近的若干个空心村整

合起来,或者将空心村挂靠在周边的强村、龙头

企业或涉农部门的党组织之下。 通过“强带

弱”“大带小”等,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事
务共商。 二是建立多元化的帮扶网络,构建常

态化的外部资源输入通道。 不仅要引入资金,
更要通过“党建+人才”平台,引导退休干部、乡
贤、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回流乡村。 党组织要

积极搭建外部资源与村庄需求的对接平台,通
过盘活沉睡资产来重建集体经济,为组织运转

提供物质保障。 三是聚焦情感治理与社会民生

保障。 针对经济发展在短期内难以突破的情

况,空心内卷型党建应主动调整功能定位,将有

限的精力聚焦于“民生兜底”与“情感治理”,如
针对村内留守老人、儿童居多等特点,建立“党

建+微网格”服务体系,重点解决留守群体的突

出现实问题;通过开办“老年食堂”、组建志愿

服务队、定期上门探视等方式,提供有温度的公

共服务;修复或新建具备社交功能的党群中心、
文化礼堂等治理空间,通过组织非功利性的集

体活动,重建村庄共同体意识。

五、结　 语

农村党建是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的战斗堡

垒,肩负着凝聚民心、发动群众、引领发展的重

要使命。 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广大农村

发展分化的复杂性和农村党建发展分化的复杂

性交织在一起,且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建设

和治理现代化既对新形势下的农村发展提出了

远景规划,也对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方式提出了

新要求。 本研究聚焦新时代的农村党建问题,
理论层面,基于农村发展水平 党组织组织力二

维分析框架,通过类型学分析将农村党建类型

划分为引领发展型、悬浮松散型、行政动员型、
空心内卷型,提供了一个研究农村党建新的分

析框架;实践层面,通过党建主体权威、资源整

合和需求匹配 3 个维度分析不同党建类型的主

要特征,结合各自的比较分析,提出了规范化示

范、嵌入式重塑、内生化赋能与结构性再造的差

异化治理策略。
当然,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和优化路

径的现实解释力有待进一步验证,特别是高度

匹配性的差异化提升路径亟待理论和实践的进

一步探索。 由于我国地域广博、区域之间的差

异性巨大,农村发展分化又是人的因素(主观

环境)和物的因素(客观环境) 综合作用的结

果。 因此,农村党建首先要调动人的因素,充分

发挥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

范作用,并通过强党建再造社会基础,激发村民

群众干事创业积极性。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物

的因素的改变,特别是要抓住数字经济这一机

遇,实现乡村产业的多元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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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
发轫逻辑、核心要义及原创性贡献

蔡佳卉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现代化人民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领域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立足我国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把握城市发展

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

市,为新时代城市发展标定了价值坐标和实践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

重要论述是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融通互鉴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

党城市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互融共进的进程中,在结合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实践

经验中对新时代城市工作作出的理论回应。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述

从认知域、价值域、时空域和目标域 4 个维度囊括了城市属性、价值本位、历史方位和目标

愿景,既在理论阐释层面续写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新篇章,又在实践引领层面开创了新

时代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更在具体路径上探索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
这一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容丰厚、逻辑严密,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和

实践要求,为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扎实推

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关键词:现代化人民城市;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城市工作;城市更新

　 　 202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

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
作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城市既是国

家治理的重要场域,更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

市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在科学

把握城市发展规律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谱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城市篇” ,为推动新时代我国城市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

要》指出,要“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

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

民城市。” [2] 这一关键性指引,全面勾勒出现

代化人民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充分

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

代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

的不断深化。 因此,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发轫逻辑和

核心要义,并深刻把握其原创性贡献,既有助

于深化对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的学理认识,
也有助于丰富并拓展世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路径和实践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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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

重要论述的发轫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

述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机结合

的产物,是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和中国古代

民本思想融通互鉴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城

市工作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互融共进中、在
推进新时代城市工作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理论

成果。
1.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和中国古代民本思

想的融通互鉴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理论之源。 尽管马

克思恩格斯并未明确提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命

题,但作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观察者和揭露者,
其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进的

历史阶段,在批判资本主义城市化种种问题中

系统阐述了对城市的深刻认识。 一是从集合体

的角度廓清了城市的内在结构,认为“城市本

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

集中” [3]67,指出了城市的本质。 在马克思恩格

斯看来,城市不仅是工业生产和商业交往的空

间,也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要素的集

合体。 二是批判了资本逻辑宰制下的城市,认
为工业大城市“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

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

穷” [4] ,强调这种异己的力量使城市建设陷入

存量争夺的丛林法则。 换言之,资本主导下的

城市化不断挤压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使城市

发展偏离以人为本的本质,成了资本增殖的空

间场域。 三是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的方式,即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

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 [5] 。 此外,马克思恩格

斯揭示了城乡分离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内生性矛

盾在空间维度的具体化呈现,要想真正消灭城

乡差距,必须扬弃资本主义城市现代化。 在此

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城乡融合的理

念,构建了未来城市的理想图景。 可见,马克思

主义城市理论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

城市重要论述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思想渊

源。 从本质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

民城市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

古代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

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尚书·五子之

歌》)蕴藏的重民、养民、从民的治国箴言与“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6] 的人民城

市理念相契合。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蕴含的人民、社稷和君主的

价值排序与“把保障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

事” [7]的城市建设理念相一致。 “卑而不失尊,
曲而不失正,以民为本也” (《墨子·内篇》)蕴

含的贴合民生需求的治理智慧与“更加注重以

人为本” [8]的城市发展理念相耦合。 “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
贵公》)涵盖的“天下为公”理念与“把最好的资

源留给人民” [6] 的为民理念相统一。 总体而

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深刻揭示了安邦兴业的

价值规律,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

市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智慧因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

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也是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弘扬:一方

面,以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

转型,让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从封建思想的局限

中跨越出来,呈现出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
另一方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

义的文化生命,让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成长为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2. 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实

践的互融共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

人民城市重要论述形成的实践基础。 中国式现

代化作为一场关系着社会城市变迁的巨大变

革,深刻推动了我国城市形态的变化。 可以说,
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就无

从谈起,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更不复存

在。 由此,要把握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历史脉络,
必须聚焦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交互。 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经历了从城市

到农村再到城市的转变,为推动城市化发展奠

定了实践基础。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城

·6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发轫逻辑、核心要义及原创性贡献

市为中心开展革命工作。 直到大革命失败后,
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领导城市的“农村包

围城市”的工作路线。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中后

期,毛泽东指出“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

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9] 而到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指出“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

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 神 为 出 发

点” [10]1324,明确了城市的人民属性。 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提出的“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

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10]1427,标志着

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以人民为中

心的城市化建设拉开帷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党在推进“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中

积极推进城市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城市化和工业化结合较好,城市体系朝着合

理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了推动城市发展

的重要动力。 邓小平将城市建设中工业、交通

等重大建设比作“骨头”,将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的社会事业比作“肉”,深刻阐释了现代化建设

与民生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1987 年,《国务

院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 明确提出,
“要正确执行‘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方针。” [11]

江泽民指出,“要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投资环境和人民生活环境,作为努力办好的

三件大事之一。” [12]14 此后,胡锦涛认为“城镇

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
代化的重要标志” [13] ,提出“以人为本”的城市

发展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
市建设的时空场域发生深刻变化,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城市发展也相应迎来了转型升级。 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化人民

城市的命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城市建设的规律

性认识,为新时代开展城市工作提供了新的

可能。
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理论升华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

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 [3]54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

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党的城市工作实际,聚焦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境遇,提出了一系列

务实管用的思路举措,这一重要论述回应了城

市发展转型的现实要求,是新时代推进现代化

人民城市建设的理论结晶和实践产物。 一方

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

述是新时代党的城市工作的经验总结。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系统把握新形势下

我国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城市发展在新

型城镇化水平、城市发展能级、城市规划建设治

理水平、城市宜业宜居水平、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水平等方面大幅提升。 因此,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是对新时代十

余年来党的城市工作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总

结概括,是在把握时代趋势、着眼现实需要与解

决实际问题中形成的具有内在统一、逻辑严密

的思想体系。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对当前我国城市所处境遇的现实回

应。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处在“ 两个转向”
的关键时期,城市发展既面临巨大机遇,更

面临诸多难题,面对新阶段新问题,不能再走

“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

老路” [14] ,必须以契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成

果为指导,有针对性地解决并回应现代化人民

城市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 正是在这一现实

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

判城市发展形势,系统回答新时代建设什么样

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形成了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

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

述从认知域、价值域、时空域和目标域 4 个维度

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且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

系,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

律,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明确航向。
1.

 

阐明城市的“有机生命体”属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城市发展规律,深化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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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创造性

提出了“有机生命体”的城市本体论,从生命体

视角揭示了城市的本质特征。 2015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城市发展

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必须认识、尊重、顺应

城市发展规律” [15]79。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
城市治理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 [16] 。 202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从“生命有机体”角度进

一步丰富了城市的内涵和外延,强调要“坚持

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 [8] 。
有机生命体原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常用术

语,指有机物质构成的生命形式,而将城市视为

“有机生命体”是因为其具有系统性和周期性

的特征:一是从空间维度的系统性来看,城市不

是建筑、交通、产业等单个要素的机械叠加,而
是各要素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中形成的有机

整体。 二是从层级结构来看,城市有机生命体

从微观到宏观可划分为细胞、组织、系统 3 个层

次。 具体地看,城市细胞是城市生命体的基础

单元,由人口、建筑、公共设施等要素构成;城市

组织是城市生命体的协同载体,由居住型组织、
产业型组织、公共服务型组织等构成;城市系统

是城市生命体的调节中枢,由城市神经系统

(政治)、城市动力系统(经济)、城市记忆系统

(文化)、城市运动系统(社会)、城市呼吸系统

(生态)等构成。 作为一个有机体,城市细胞、
城市组织、城市系统三者绝非彼此独立、各行其

是的独立个体,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统一

体,任何一个部分的缺失或紊乱都会直接打破

城市的平衡状态,干扰城市的整体运行和发展。
三是从时间维度的周期性来看,城市如同生命

有机体般经历着诞生、成长、成熟、蜕变的完整

周期。 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化是一个历史范畴,
其最初“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
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

进行的” [17] ,其阶段性变化与人口、经济、地理、
环境等密切相关。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

会经历从起步到巩固提升再到高质量发展等不

同阶段:城市化起步阶段,乡村人口向城市集

聚,城市人口呈现增长趋势,城市的经济、文化

等功能不断增强;巩固提升阶段,在城市人口持

续流入的基础上,城市基础功能不断完善、城市

早期的发展短板得到补齐,城市的承载能力得

到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满足基本需求

的基础上转向追求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让城

市发展更宜居、更有活力。 城市阶段性递进,本
质上是城市内部结构调整和功能重塑的过程,
其推动城市由功能相对单一、结构较为松散的

形态,逐步向功能复合、结构精密的形态演进,
呈现阶梯式递进的特征。

2.
 

坚守“人民城市”的价值本位

人民城市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

成的理论成果。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考察时强调“人民城市”的概念,指出“城市是

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 [18] 2020 年,在
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 [6] ,从建设主体和价值旨归两维度

深刻揭示了人民城市的科学内涵。 2023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又明确提出要“践

行人民城市理念” [19] ,将人民城市上升到理念

的高度。
人民城市理念的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凸显了城市发展的人民属

性,深刻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 “依靠谁”
“谁评价”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城
市发展为了人民。 “人民城市为人民” 回答了

城市发展为谁谋利的方向性和根本性问题。 马

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

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 [20] ,这意味着在共产党人指导下的城市建

设必须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为价值旨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发展的目的是为

广大市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1] 。 换言之,
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城市发展才有意义。
为此,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必须聚焦人民群众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的生活需求,着
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在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中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 第二,城市发展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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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人民城市人民建” 深刻回答了城市发

展依靠谁的重要问题,而“市民是城市建设、城
市发展的主体” [15]92 更进一步明确了市民是城

市治理的主体力量。 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

设,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鼓励市民通过各种

方式参与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 只有广泛吸

收人民群众的政治智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

城市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和首创精神,才能把人

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城市建设中

来,才能更好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创新思路

和解决方案。 第三,发展成果人民享。 “检验

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

正得到了实惠” [22] 。 人民不仅是城市建设的参

与者,更是城市建设的享有者。 事实上,城市建

设和发展的一切成果归根到底是由广大人民创

造的,最终必然要回归人民、惠及人民。 让人民

共享城市发展和建设成果,让人民享有更健康、
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生活空间,是推进现代化

人民城市的价值旨归。 第四,发展成效人民评。
城市建设得好与坏,人民最有发言权。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

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城市管理和服务状

况是重要评判标准。” [15]83 对于城市工作者而

言,人民的满意度是衡量和检验城市工作成效

的关键指针,只有以群众是否认可、是否满意作

为检验标尺,才能明确指出城市工作的各种短

板和不足,才能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才能让城市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3.
 

把握“两个转向”的历史方位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科学研判我

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城市发

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判断。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在我国城市发

展“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

城镇化进程”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即
“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相适应。” [23] 2025 年的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两个转向”,即
“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

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

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8] ,标志着城市发展

进入新的阶段。
城市发展是一个历史性过程,“是农村人

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

市建设用地的过程” [23] ,且随着人口结构、经济

规模、产业能级等要素发生变化,城市发展所处

的历史方位也会相应转换。 相关数据显示,
2013 年末至 2019 年末,我国每年城镇化率大

概提高至少 1. 02 个百分点;而从 2020 年末到

2025 年末,每年城镇化率大概提高不到 1 个百

分点,增速明显放缓。 这意味着以乡村人口大

量、高速进入城市为特征的城镇化快速发展阶

段基本结束,正在转向以小城市人口进入大城

市为主的人口跨区域城市流动新阶段。 一般认

为,城镇化率 30% ~ 70%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

间。 2025 年末我国 67. 89%的城镇化率[24] 表

明,我国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城
镇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京津冀城市

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都市

圈将会持续吸引中小城市人口集聚,同样地,部
分资源型城市和中小城市将呈现收缩型发展趋

势。 在城市与空间生产方面,存量空间的盘活

优化本质上是对增量扩张阶段形成的大规模基

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开发所积累的

空间载体进行功能性重构与价值性再生,其核

心逻辑在于通过对存量空间的功能性调整和空

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使存量土地在有效空

间内满足城市多元功能需求,以盘活优化存量

空间,实现对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

合理利用和统筹。 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方面,
提质增效本质上是对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

“重硬件基建、轻公共服务” 失衡格局进行的

系统性矫正和结构性优化。 尽管城镇化率

大幅提升,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滞后,城

市工作要从面向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提高城

市管理和服务水平、优化基层治理资源配置

等,从追求规模速度转向深耕质量效能。
4. 绘就“六个建设”的目标愿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顺应现代化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从
提出推动绿色、智慧、人文的新型城市建设[25]

到“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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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城市” [15]183,再到“打造宜居、韧性、智慧

城市” [26] ,直至勾勒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
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8] 的美好

蓝图,深刻彰显了城市发展由注重空间建设向

注重品质提升的深刻转变。
“六个建设”的目标愿景深刻回答了建设

什么样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大问题,系统勾

勒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图景。 一是明

确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时间点和任务线。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现代化人民

城市建设的时间线,即“到 2030 年,现代化人民

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制度不断完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人居

品质明显提升,绿色转型深入推进,安全基础有

力夯实,文化魅力充分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

高;到 2035 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27] 。
与此同时,《意见》还从六大维度明确了城市发

展的具体目标。 从推动绿色、智慧、人文的新型

城市建设到推动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
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既体现了我国在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更反

映了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目标正从满足基本需求

向提升生活品质转变。 二是打造城市发展新样

态。 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

现代化人民城市从创新活力、宜居品质、生态环

境、安全韧性、文化传承、智慧治理六大维度揭

示了我国城市发展的短板弱项,抓住了以存量

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基本问题,为
未来城市发展样态提供基本遵循。 在发展动力

上,由过去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

重创新驱动发展;在发展内涵上,由过去的“住

有所居”走向“住有优居”;在发展基础上,由过

去以自然破坏为代价的发展走向绿色低碳发

展;在发展底线上,由过去追求大拆大建、追求

高度走向韧性城市建设;在发展底蕴上,由过去

“千城一面” 的同质化城市走向塑造“各美其

美”的特色城市面貌;在发展方式上,由过去经

验型决策走向全域数字化转型。 三是推进城市

发展新格局。 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
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集中体现了城市发

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要求。 现代化人民城市建

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局限于单一领域或

单一要素,而是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
动各领域相互联系、协同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各

领域、各要素间的有机联动与整体提升。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

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作为新时代党的城市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

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既从学理层面深化了马克思

主义城市理论,续写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

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又从实践层面推动了城

市发展转型,开辟了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的新

局面;更从全球化视野为其他后现代化国家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续写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新篇章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

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28] 在他

看来,通过术语革命实现思想理论的创新,主要

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对既有术语的语义重塑,
二是创设出新的术语或概念范畴。 显然,现代

化人民城市是后者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从现代

化建设和人民双维度突破了对传统城市的既有

认知和传统理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当代城市发展特征和规律的新见解。 第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

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从未出现过的

新观点、新命题,原创性地回答了城市建设与党

和国家工作关系的重大课题。 无论是本质特

征、历史方位和目标愿景等基本内容,还是“城

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27] “构建人人参

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

共同体” [19]等重要论述,都属于这一意义上的

原创性贡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

确处理了城市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关系,
明确了“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

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23] ,为推进现代化城市体系

建设和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科学指引。
这些原创性贡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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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进行的深邃思考,为推进新时代城市工作指

明了方向。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

民城市重要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已有命

题、概念和范畴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的新阐释

与新整合。 从毛泽东“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
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

发点” [10]1324,到邓小平强调城市建设要“面对

群众的需要” [29] ,到江泽民“人民政府要为人

民办实事” [12]12,再到胡锦涛“以人为本” 的科

学发展观,均体现了城市建设与人民之间的关

系。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将人民性与现代化城市紧密联结,创造性地

提出了现代化人民城市理念,突破了以管理者

为中心的传统治理路径,彰显了城市治理的人

民性。 这些新理念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

市理论,续写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时

代化的新篇章。
2. 开创了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以
“功成不必在我” 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历史担当,将现代化人民城市理念落到

实处,让城市真正成为人民的城市,开辟了新时

代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首先,现代化人民城

市建设强调顶层设计与因地制宜相统一,开辟

了城市多元化建设的新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顶层设计出发,标定了未来城

市发展“两个阶段”的战略目标,明晰了城市工

作的基本方向。 在此基础上,《意见》明确指出

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27] ,这就要求城

市发展要在顶层设计框架之下推进具有自身特

色的城市建设。 各地从现代化人民城市“两个

阶段”的战略安排出发,清晰把握自身在现代

化城市体系中的基本定位,立足城市资源禀赋

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补齐城市发展动力、公共

服务设施等方面的短板,推动城市发展与自然

文化特色相融合,从根本上扭转了“千城一面”
的局面。 其次,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强调坚持

整体推进与突出重点相统一,开辟了城市一体

化建设的新局面。 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在整体

推进和突出重点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方法运用于城市工

作领域的政治智慧。 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现

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增强超大特大城市综合竞

争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县城协调发展,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在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中推动城市

建设向质量提升转变,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健

康发展。 另一方面,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以结

构性思维抓住现代化人民城市实践的关键环

节。 针对城市发展中房屋空置率较高、公共服

务不足等突出的短板弱项,根据各地区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功能定位、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

规模,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提高

了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发展的持续性。 最后,现
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强调坚持发展速度与发展质

量相协调,开辟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实践证明,速度和质量是城市发展的一体两面,
并非城市建设速度快,质量一定就低,也并非城

市建设速度慢,质量就一定高。 推进现代化人

民城市建设的合理逻辑在于其不过分追求城镇

化建设高速度、高效率,而是把发展速度和发展

质量协调起来,把发展质量放在优先位置,在提

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质量中开辟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新境界。
3. 贡献了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资本主义城市化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

为发展模式,其城市空间呈现为资本增殖主导

下的物质空间和商品空间[30] 。 马克思恩格斯

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为人类社

会实现城市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即通过扬弃资

本主义城市现代化道路,走社会主义城市化道

路。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

子,既积极借鉴、吸收其他现代城市的建设成

果,用本国的“钥匙”开启现代化城市之“门”;
又延续了“中国特色”的道路优势,为“现代化”
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中国特色城市现

代化新路子实现了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向中

国特色城市现代化道路的跃升。 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创造性地

提出“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

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25] ;
到强调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提
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明确“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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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道路” [15]183;再到加快城市发展转型

方式,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出“走出一条中

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8] ,体现了党对我

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事

实上,城镇化道路侧重于城市的发展规模,是缓

冲性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发展道路,而城市现

代化新路子则侧重于城市的发展质量,不仅强

调人口和地域的关系问题,更强调城市的文明

性。 然而,二者不是截然对立或毫不相关的,而
是相互联结、阶段递进的关系,其“实质都是要

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 [31] 。 若把城市现

代化进程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那么城镇

化更多承担的是“上半场”规模扩张的任务,而
城市化则突出“下半场” 品质提升的要求。 当

城镇化进程发展到一定水平,城市发展战略也

需相应地由注重规模扩张的城镇化向更加注重

质量提升的城市化转型。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摒弃了过去城市发

展过分追求规模扩大的外延式发展道路,转向

追求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一转变既

是顺应城市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其次,中国特

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开启了世界城市现代化道

路的中国篇章。 一方面,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

路子既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现代化模

式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苏联城市现代化模式的

照搬照抄,其既有各国城市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另一方面,中国特

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以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实

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的相互协调,在资源承载、公共服务、风险

治理等城市治理问题上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

和中国力量,拓展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

述立足我国城市发展的总体形势和历史方位,
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

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的核

心在于把人的现代化置于城市现代化的核心位

置,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贯穿城市发展的

全过程,使城市现代化不再聚焦于空间扩张和

功能完善,而是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城市文明

进步和治理效能提升的有机统一。 由此,现代

化人民城市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领域的

生动实践,更是新时代城市建设的目标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论述作

为不断发展且开放的理论,必将在理论与实践

的双向互动中拓展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理论内涵

和实践边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

展规律的认识,为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探索不

同于西方城市化发展道路提供新的理论参照和

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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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ized
 

cities
 

for
 

the
 

people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urban
 

spher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China’ s
 

urban
 

development
 

and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and
 

stag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it
 

has
 

explicitly
 

called
 

for
 

building
 

modernized
 

cities
 

for
 

the
 

people
 

that
 

are
 

innovative,
 

livable,
 

beautiful,
 

resilient,
 

culturally
 

advanced,
 

and
 

smart,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modernized
 

cities
 

for
 

the
 

people
 

have
 

taken
 

shap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enrichment
 

of
 

Marxist
 

urban
 

theor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eople-centered
 

thought,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PC ’ s
 

urban
 

development
 

endeavors
 

and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s
 

a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urban
 

work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
 

value,
 

time,
 

and
 

space,
 

and
 

objectives,
 

these
 

important
 

expositions
 

systematically
 

addres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vision
 

of
 

cities.
 

They
 

have
 

not
 

only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urban
 

theor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but
 

also
 

ushered
 

in
 

a
 

new
 

st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centered
 

cities
 

in
 

the
 

new
 

era
 

at
 

the
 

practical
 

level,
 

while
 

contributing
 

a
 

distinctively
 

Chinese
 

path
 

toward
 

urban
 

modernization.
 

Profound
 

in
 

conception,
 

rich
 

in
 

content,
 

and
 

rigorous
 

in
 

logic,
 

Xi
 

Jinping’ 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modernized
 

cities
 

reveal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y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model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guide
 

to
 

action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ed
 

cities
 

for
 

the
 

people
 

in
 

a
 

solid
 

and
 

steady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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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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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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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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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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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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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约束与价值理性嵌入:社会救助算法
决策的风险审视与防范机制构建

匡亚林,武　 丹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算法赋能逐渐成为社会救助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

力。 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为分析视角,把握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的底层运作逻辑,深
入剖析其可能诱发的异化风险,并寻找针对性的优化策略。 研究发现,算法通过感知需

求、配置资源、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赋能社会救助决策,实现了隐性需求显性化、资源配置

精准化及治理行动协同化。 然而,算法技术在提升治理效率、增强救助精准性的同时,也
带来了技术逻辑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张力。 当算法模型深入赋能社会救助决策后,产生了

错综复杂的风险隐患:其一是技术层面的算法“黑箱”对程序正义的遮蔽,即决策过程透

明度低且难以解释;其二是制度层面的权责边界模糊导致的监管真空,即决策失误时难以

厘清算法开发者与基层工作人员的责任归属;其三是价值层面过度扩张的工具理性消解

了受助者主体地位,甚至引发新型的数字排斥现象。 为预防上述风险,构建技术、制度、价
值三位一体的治理逻辑,通过构建可解释与可审计的算法机制重塑技术信任,依托全链条

问责体系锚定人机协同权责,并推动技术理性向人文价值回归,为数字时代社会救助体系

实现效率提升与价值坚守的统一提供研究参考。
关键词:社会救助;算法决策;预见性治理;算法“黑箱”;数字排斥;数字包容

一、问题的提出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 实现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

人民,既需要提高初次分配的劳动报酬,也需要

发挥社会保障等再分配制度的兜底保障和调节

功能。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社
会救助的运行效率与制度公平直接关系困难群

众的基本权益保障,也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和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相较于传统社会救助主

要依赖基层工作人员入户调查、群众主动申请

和部门人工审核的运行模式[1] ,算法技术推动

社会救助逐步形成了以数据汇聚、智能识别、动
态监测和精准匹配为特征的新型治理模式[2] ,
其广泛应用于救助对象识别、困难风险预警、政
策智能匹配和资源优化配置等关键决策环节,
显著提升了社会救助决策的效率与精准性[3] 。
自 1994 年我国正式接入全球互联网以来,社会

救助领域先后经历了信息化、业务数字化、数字

化转型的演进过程[4] 。 近年来,各地又纷纷探

索建设了以算法决策为核心的智慧救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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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算法模型嵌入社会救助业务流程:2017 年,
浙江省建设的社会救助信息系统,依托一库、一
网、一平台和救助大脑,运用数据建模和智能分

析算法,实现了困难群众主动发现、精准识别和

政策智能匹配[5] ;2020 年,广州市建设“穗救

易”平台,通过智能比对算法整合公安、人社、
医保等部门数据, 提升了资格审核效率[6] ;
2021 年,上海市徐汇区将空间地理信息( GIS)
与民生数据融合,依托全区 2

 

300 余万条底层

数据,运用困难家庭综合评估算法模型,梳理

47 项个人和家庭属性标签进行多维立体画像,
优化救助等级划分与资源配置;2022 年,重庆

市建设“渝悦·救助通”,利用数据画像、风险

预测模型和动态监测算法,对困难群众开展风

险预警和分类帮扶[7] ;2024 年,西安市碑林区

创新“救助+社工”模式,利用需求评估算法联

合心理疏导辅助 AI 工具,使算法决策向发展型

综合帮扶延伸。 然而,多地也陆续出现因算法

误判、模型偏差、自动化审核等引发的救助争

议。 不同于一般行政事务,社会救助直接关系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对公平性、透明性和责

任归属有更高的要求。 目前,社会救助决策越

来越依赖数据计算、模型推演和智能预测,当效

率提升、精准识别和成本控制成为算法设计的

目标时,工具理性①不断强化,公平、尊严、回应

性和包容性等公共价值则受到挤压,算法“黑

箱”、数据偏见、责任模糊、技术悬浮及生成式

人工智能“AI 幻觉”等风险不断显现。 因此,如
何防范算法效率逻辑不断扩张、如何实现工具

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成了数字时代社会

救助高质量发展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围绕社会救助算法决策,学界形成了较为

丰富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大多围绕算法如何利

用数据驱动进行主动识别[8] 、利用数字孪生技

术进行实时交互[9] 或是利用认知、行动、反馈

的机制主动发现困难群众[10] 等进行了积极探

索。 部分学者提出,算法嵌入标志着吸收型数

字福利国家的兴起,数字技术成为国家调和新

自由主义市场逻辑与传统福利价值、消解民众

异议的关键工具[11] ,界面优先的官僚制可以重

塑公民与国家服务的互动逻辑[12] ,实现以数据

要素赋能为核心、以系统整合为中介的整体性

治理[13] 。 然而,算法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
也带来了深层的治理危机[14] 。 一方面,算法的

不可解释性催生了算法“黑箱”,公众面临知情

权受损与权力失控的焦虑,与行政法中的说明

理由义务相冲突[15-16] ;另一方面,在基层应用

中,数字技术极易产生技术悬浮现象[17] ,即技

术功能脱离基层社会,技术与治理相互割裂,导
致政府公信力受损。 此外,“AI 幻觉”等问题也

逐渐凸显[18] ,即算法可能基于虚假或偏差关联

产生貌似合理实则错误的判定。 在高风险场景

中,社会救助算法决策极易引发严重的合法性

危机[19] ,如澳大利亚无现金借记卡的研究表

明,数字化监测可能演变为对底层贫困人口的

严密控制,加剧技术排斥[20] 。 针对上述风险,
部分学者提出优化治理路径需兼顾技术效能与

人文关怀,并且可通过法律层面重构程序正当

原则,增设算法规则转译程序、自动化决策纠错

的更新程序[21] 。 在救助力量层面,强调应推动

政府救助+慈善帮扶联动转型,实现资源、主体

与过程的精准对接。 现有研究为理解算法赋能

社会救助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总体来看,已
有研究多聚焦算法赋能效果或风险现象本身,
而较少深入探讨算法作为一种强工具理性何以

嵌入社会救助制度运行,且对于工具理性扩张

何以诱发价值理性偏离,其内在生成机制仍缺

乏解释框架。 基于此,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为研究视角,立足社会救助算法决策实践,在梳

理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深入

剖析工具理性扩张所诱发的算法“黑箱”、责任

弱化、技术悬浮、价值偏离等治理风险,进一步

构建工具理性约束与价值理性嵌入的防范机

制,以期为推动社会救助迈向效率与公平兼顾

的善治提供研究参考。

二、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的内在逻辑

在社会救助体系逐渐向发展型、精细化转

变的背景下,算法模型在社会救助领域赋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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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工具理性行

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与传统行动。 其中的工具理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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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理性则强调行动者基于伦理、信仰、责任等内在价值而采取

行动,其行动并不完全以结果效率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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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内在逻辑可以归纳为数据挖掘、技术驱动

与流程优化的动态耦合体系(图 1)。

图 1　 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的内在逻辑

1. 隐性需求的显性化:基于数据挖掘的主

动发现

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对破解信息不对称

导致的治理失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
主动识别隐性需求。 在具体实践中,尽管现阶

段跨部门数据无法实现完全互联互通,但部分

地方已着力探索集成民政、人社、住建及医保等

多部门数据,形成了困难群众多维信息画像,为
识别救助对象和资格判定提供决策依据。 如浙

江省的“浙里救” 大救助信息系统已经推动实

现了多部门间的数据协同与救助事项联办,通
过困难群众经济状况核对、风险预警与主动发

现机制,逐步实现低收入群体的动态识别与精

准帮扶。 此外,也可利用贝叶斯网络等算法动

态评估家庭贫困风险,及时识别潜在救助对象,
使难以量化的心理与社会特征显性化。 如上海

市普陀区依靠机器学习等大模型训练算法,将
民生数据接入数据中台,发现隐性需求,根据推

荐算法绘制待救助人群画像,并进一步链接社

会救助子项目[22] 。 其二,精准捕捉个性需求。
基于无监督学习的聚类分析,算法系统可以综

合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和教育负担等

信息对救助对象进行分层分类,进而辅助基层

部门制定差异化救助方案。 算法也能够通过多

模态数据分析贫困家庭,提供教育培训、心理辅

导和技能提升等非现金救助,提供高质量的发

展型救助。 如重庆市“渝悦·救助通” 平台利

用大数据对困难群众的健康状况、就业意愿和

子女教育阶段进行多维画像,精准匹配多部门

的个性化救助资源,为患病、失业等不同因由致

贫的家庭提供复合型帮扶。 其三,敏捷响应急

切需求。 一方面,面对急切救助需求,可利用监

督学习算法构建任务驱动模式,持续监测医疗

支出、生活消费和家庭变故等异常信息,及时触

发风险预警,并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基层工作人

员,实现急切救助需求的快速发现与及时响应;
另一方面,AI 大模型可实时采集用水用电异

常、医疗支出骤增等线索,自动触发预警信号,
并进行智能派单,快速响应并将相关审核后的

救助需求推送至属地基层工作人员。 如广州市

推行“穗就易”,通过接入国家电网的水电数

据、卫健部门的医疗自费骤增数据,建立了智能

化预警机制,当后台算法监测到空巢老人或困

难家庭出现连续多日用水用电量为零或其他异

常行为线索时,系统会自动生成预警工单,并智

能派单至对应网格的基层民政干部,由其进行

及时的线下核实。
2. 资源配置的精准化:基于技术驱动的靶

向供给

社会精准救助,是指从对象精准识别、资源

精准配置、服务精准供给到过程精准管理的全

链条精准[23] 。 其一,数据驱动赋能精准识别。
算法侧重于建立严密的数字化建档立卡体系,
研究发现利用监督学习算法模型并结合少量标

注数据与海量卫星图像,能够绘制高精度的低

收入群体地图,实时锁定可能处于社会救助的

边缘群体[24] ,也可引入空间机器学习算法降低

排除误差,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识

别难题[25] 。 其二,需求导向赋能资源配置。 精

准救助的核心在于解决扶持谁、怎么扶的匹配

难题。 基层人员采用深度神经网络和集成学习

模型相结合的方式,评估劳动能力、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等各方面因素后,可自动制定相应的

援助措施。 如浙江省打造的大救助信息系统通

过多维数据建模,在评估申请家庭的财产收入

的同时,更能深度分析其家庭成员的劳动技能、
身心健康及就学负担。 根据算法评估结果,系
统在后台将其归类为不同类型,并联动人社、残
联等部门精准投放定向岗位推荐或康复增能服

务,实现救助项目与个体诉求的靶向衔接。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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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时监测赋能闭环管理。 资源配置精准化

要求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责任

链条,精准管理救助资源:中央层面依托全国社

会救助信息平台,建立统一数据标准与算法模

型,实现跨区域跨部门数据共享与风险预警;省
级层面负责算法模型本地化适配与动态调优,
确保决策符合政策导向与地方实际;市县层面

聚焦算法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通过人机协同

将算法输出转化为具体救助行动,并实时反馈

执行效果。 算法系统通过建立以救助对象满意

度、救助效果持续性、社会公平感知度为核心的

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动态追踪与效果量化,
最终形成投放、评估、优化的良性循环。

3. 治理行动的协同化:基于流程优化的多

元联动

当前,基层社会救助体系普遍存在资源匮

乏和力量薄弱等问题[26] ,在对象资格审查标

准、信用监督机制、违规行为惩处等方面的法律

法规尚不明确,同时各部门在经费保障、人员管

理、信息共享、政社协同等方面也存在明显障

碍,而算法赋能的社会救助决策正成为解决上

述问题的关键。 其一,主体协同多元共治。 纵

向上,以市级统筹区级为背景,推进街道、社区

网格化管理,并利用非监督学习算法识别社会

组织和公益组织的优势领域,根据困难群众需

求自动匹配服务主体;横向上,依靠大数据平台

整合数据,创建覆盖需求评定、资源调配和服务

供给全链条的服务系统。 其二,流程协同制度

规范。 针对基层救助权责边界模糊、缺乏程序

规范的痛点,算法赋能通过流程再造为基层工

作人员提供支持。 一方面,算法模型构建“线

上预警+线下响应”的机制,用技术辅助基层人

力开展对象核访与资源链接。 如西安市通过纵

向链接救助资源、横向耦合多元社会力量,构建

了“融救联助”服务网络;江苏省江阴市则通过

集成式智慧救助平台,实现了“大数据+铁脚

板”的联动审查。 另一方面,算法介入形成的

数字化审计与动态监测体系,为救助过程中的

信用监管提供了证据溯源路径。 通过标准化决

策流程,算法为基层工作人员提供支持,但最终

决策仍需要基层工作人员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人

工复核,形成算法辅助+人工裁量的人机协同

决策模式。 其三,资源协同政策合力。 资源协

同的内在逻辑是利用数据比对机制,消除不同

救助主体间的职能重叠。 算法对民政、卫健、医
保、教育及残联等部门数据进行实时关联,精准

识别救助对象已享受的保障现状,进而达成资

源配置最优化的效果,并通过强化部门间的沟

通交流与数据共享,确保各项保障政策同向发

力,将分散的救助资源汇聚为共享的资源池。

三、社会救助算法决策的风险审视

数智技术与社会救助体系的深度融合,体
现了工具不断发展并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的趋

势。 算法依靠数据计算、效率优化与标准化识

别提升社会救助的精准性与敏捷性,但当技术

逻辑逐渐凌驾于公共伦理与社会公平之上时,
也易导致程序正义弱化、责任边界模糊及消解

弱势群体主体性等问题。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之间的张力,由此成了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

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议题。 技术失灵、制度悬浮

与价值异化等风险,正是工具理性过度扩张后

在技术、制度与伦理层面的集中体现。
1. 技术失灵:算法“黑箱”对程序正义的逻辑

遮蔽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算法被用来促进社会

救助领域精准化、高效化管理,其初衷是依靠信

息技术解决传统救助模式下信息采集速度慢、
响应迟缓等难题。 但当社会救助过度依赖算法

模型时,技术系统所强调的效率优先与标准化

判断就可能逐渐压缩程序正义、公众知情与个

体申诉等价值理性空间。 一方面,决策逻辑

“黑箱”化削减了政策透明度与可信度。 由于

决策逻辑处于“黑箱”状态,尤其是在救助申请

未被通过而又无从查证的情况下,低透明度将

大大削弱困难群众的信任基础,从而影响政策

公信力。 由于算法本身存在指标调和偏差、参
数训练约束及技术局限性,当制度主体过度授

权算法进行预测或自主决策时,极易产生误导

性的救助研判。 一旦出现贫困家庭因算法误判

而被不当排除的情况,受助者往往无法理解被

排除的具体原因,且由于缺乏纠偏补足机制,其
申诉权将被搁置。 这种缺乏公开性的自动化处

理过程在侵犯被救助者知情权的同时,也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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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的数据读取而增加个人隐私泄露的风

险,进而引发公众对社会救助体系的信任危机。
如美国印第安纳州曾推行福利自动化改革,通
过 IBM 构建自动化福利审核系统,对食品券、
医疗补助等福利申请进行算法化处理。 但由于

系统过度依赖自动化决策,大量申请因材料识

别错误、信息匹配失败等原因被自动拒绝,甚至

出现困难群体在未获得充分解释的情况下被取

消福利资格,引发广泛争议。 最终,该项目因大

量误判、程序不透明与公众投诉而被迫终止。
另一方面,数据训练的预设偏见对弱势群体公

平权利的侵蚀。 算法模型倾向于复刻社会结构

的既有偏见,尤其是监督学习算法存在着显著

的偏见固化效应,即通过学习历史数据固化偏

差。 在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的场景下,那些

因文化水平有限而未能留下数字足迹的群体,
往往被称为统计上的透明人,其真实需求未被

算法模型覆盖,加上缺乏相应的人工复核机制,
导致其受助需求难以被及时发现。 由于数据质

量缺陷及隐性偏见在训练过程中被无限放大,
算法带来的歧视在运行中难以消除,且将在长

期过程中进一步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公平权利。
技术理性对程序正义的遮蔽,使得救助过程不

仅未能消除数字不公,反而催生了新型数字鸿

沟,导致救助资源的分配与社会正义的目标产

生偏差。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也证实了这

一观点,在福利算法系统中,缺乏稳定数字记录

与数据痕迹的弱势群体往往更容易被排除在算

法识别体系之外,形成隐性排斥[27] 。
2. 制度悬浮:人机交互下权责模糊的监管

真空

在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的场景中,人机

交互的概念进一步深化为基层工作人员与大模

型的权力重组关系,人和技术共同构成救助资

格判定与救助资源分配的双重主体。 然而,在
工具理性主导的算法治理框架下,社会救助决

策越来越依赖技术系统的自动化判断,传统行

政体系中的责任链条也因此被重新拆解[28] 。
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将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难

题:一方面,执行权异化,行政责任在人机协同

过程中被稀释。 随着数字技术深入赋能社会救

助决策,传统的行政决策权越来越向算法开发

者、平台经营者、一线执行人员等多方面分散。
虽然在目前大部分的场景中,算法扮演辅助角

色,但其对资源分配及权力分配的影响不容忽

视,并且正逐渐变成隐形的决策中心。 目前,法
律体系对于这类新型责任划分并没有明确的界

定,加之信息流传输复杂,原来清晰具体的责任

链条也面临互相推诿的风险,追责难度提高。
另一方面,归责逻辑失效,缺乏问责机制损害制

度公信力与救助稳定性。 虽然基于大数据分析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为干扰因素、有效降低

人情保等违规行为,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核

查机制,当算法失误造成纠纷的时候,各方往往

会利用技术复杂的理由互相推卸责任,形成集

体逃避局面。 目前,针对由算法决策失误引发

的社会损害行为,我国尚未建立针对性惩罚的

法律制度,相关法律制度的缺位既会损害被救

助人的权益,也必然会削弱社会救助体系的保

障底线。
3. 价值异化:技术理性对弱势群体的数字

排斥

算法的应用虽能明显提高行政效率,但是

当前的数智技术嵌入过程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

性,导致技术计算逻辑与人文价值关怀之间出

现鸿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个体主

体性的消解体现在量化指标衡量下的救助对象

标签化倾向。 按照事先设定的规则,无监督学

习中的聚类算法将具体的个人转化为抽象的数

据点,并以此创建标准化的服务模型,由此虽然

可提高数据管理效率,但使得大量的非结构化

个人信息流失,使受助对象的特殊需求、个性化

特征被标准化的评价所忽略。 另一方面,技术

准入门槛障碍体现在数字素养差距引发的新型

社会不公平。 数智技术赋能社会救助决策的目

的是提质增效,但技术条件的高智能化要求与

弱势群体匮乏的数字素养之间存在严重差距。
由于信息获取能力的限制,老年群体、残疾人等

特殊人群面临着技术使用困难和身份认同歧视

双重障碍[29-30] 。 即使在理想环境下,由于数据

采集误差等原因,自动化系统也可能会做出错

误的判断或遗漏一些被救助者,对于经济条件

差、缺乏数字技能的特殊群体来说,其真实需求

将更难以被有效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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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救助算法决策的风险防范

机制构建

　 　 算法赋能是提升基层治理韧性的关键举

措,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是其

不容回避的议题。 在社会救助领域,算法决策

既承载着提升治理效率的工具理性诉求,又必

须嵌入保障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性内核。 为突破

单一技术应用的工具性束缚,亟须构建技术 制

度 价值三位一体的系统框架(图 2):在算法嵌

入社会救助治理过程中,技术失灵、制度悬浮与

价值异化成为影响算法有效运行的重要风险来

源。 对此,需要建立精准应对的防范机制:在技

术与制度层面,通过逻辑公开与过程审计实现

技术重塑与留痕溯源,界定权责边界、量化贡献

比例推动责任复位与尊严重塑;在价值层面,借
助多元评价与数字包容开展赋能激活与纠偏补

偿,确保算法运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方向。

图 2　 基于算法赋能的社会救助决策优化框架

1. 技术重塑:构建可解释与可审计的算法

治理机制

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算法治理逻辑下,社会

救助决策易陷入效率优先与技术中心主义的误

区。 因此,建立可解释、可审计的算法治理机制

是对工具理性扩张的必要约束,也是推动价值

理性嵌入社会救助过程的重要前提。 一方面,
算法逻辑可解释,即构建透明且可追溯的社会

救助决策机制。 由于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领

域的“黑箱”效应愈发严重,必须通过提高信息

透明度对算法权力进行约束,防止技术系统因

不可解释而侵蚀社会救助的程序正义与公众信

任。 依托金民工程的数据整合能力,将住房、医
疗、就业、社会保险等救助相关数据进行关联比

对,并通过可视化方式呈现低收入家庭识别依

据、风险预警来源与救助匹配过程。 在此基础

上,政府部门应建立适度透明的算法公开机制,
在确保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公开救

助对象识别标准、指标权重设置原则及算法运

行基本规则,并定期发布算法评估与修正报告,
以保障社会公众对算法决策的知情权与监督

权。 另一方面,过程可审计,即以公平导向修正

算法偏见的路径依赖。 算法偏见往往源于训练

样本分布不均衡或权重分配不合理,易忽视边

缘群体的特殊需求。 因此在数据管理过程中,
应全方位引入公平性评价指标,构建包含事前

预判、事中监管和事后审计的智能监管机制。
为提高模型稳定性和适应性,在算法模型测试

阶段应通过历史救助案例模拟、特殊困难群体

样本回测等方式,对低保边缘家庭、残疾人、独
居老人等群体进行重点校验,避免因训练样本

偏差导致算法偏差。 同时,可利用区块链技术,
搭建透明的数据追踪平台,用台账记载每一次

的决策过程和资金的流动。 当检测到异常行为

时,系统立即触发警报信号,调动人工队伍执行

应急处置任务,形成完善的预警与应急管理

机制。
2. 权责锚定:强化人类干预与全链条问责

体系

在社会救助算法决策实践中,算法将超越

传统技术工具的角色,且应将其作为关键的非

人类行动者,深度嵌入困难识别、资格审核、资
源分配等流程。 随着算法系统与基层工作人

员、受助对象、数据平台等多元主体持续互动,
人机边界日益模糊,公共责任稀释与价值判断

悬浮,一旦出现误判、漏保或歧视性结果,责任

归属难以厘清。 为防范此类治理风险,亟须在

社会救助算法决策中确立清晰的权责锚点,通
过制度问责,实现价值理性对技术权力的有效

规制。 一方面,通过界定权责边界,构建纵向贯

通的行政责任矩阵和追溯机制。 构建覆盖算法

设计、部署、运行与评估的问责体系,明确开发

·04·



工具理性约束与价值理性嵌入:社会救助算法决策的风险审视与防范机制构建

方、使用单位、监管机构及一线执行人员的职责

边界。 社会救助领域政策敏感度高、社会关注

度强,因此亟须突破技术中立的束缚,在模型运

行过程中对算法研发者及政务终端使用人的法

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算法研发者应承担算法

鲁棒性与逻辑合规性的首要责任,对所用技术

框架的安全可靠性、逻辑一致性及面对大量分

散数据整合时可能引发的风险进行评估。 基层

民政部门等执行主体需要提升自身的数据校验

与终审控制水平。 一旦救助决策出现偏差,通
过建立清晰的责任追溯机制,能够依据责任矩

阵,迅速定位是技术逻辑缺陷、数据质量问题还

是人为操作失误,从而及时纠正,并对违规行为

进行精准追责。 另一方面,应推进人机协同贡

献的量化,破解工具理性下的归责模糊与问责

推诿。 应当在资格终审、异议复核等关键环节

保留必要的人类干预权,确保算法处于辅助角

色。 在交互过程中,人与机器会相互影响,采用

传统的将主体与客体区分的方式处理问题已经

难以适应新的需要。 因此,司法实践中迫切需

要形成人类意志和机器输出之间责任分担的标

准。 在社会救助的自动化决策过程中,既要承

认算法在风险预警与精准识别中的辅助功能,
更要警惕技术带来的责任能力虚置。 若脱离自

然人的监管而单独设立算法责任,将导致问责

机制流于形式。 为此,应坚持人类干预的原则,
对资格审核、停保退出、异常预警等关键决策环

节明确人工复核责任,防止基层部门对算法结

果直接采纳、一键审批;当算法建议与基层实际

调查结果存在明显冲突时,应保留工作人员对

救助结果的修正权与最终解释权。
3. 价值回归:推动技术理性的人文价值转

向,促进数字包容

在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的过程中,必须

警惕过度追求工具效率而忽视人文价值的错误

观念,要着力解决量化评估模型过度简化的问

题与社会公平方面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以确

立服务对象主体地位和有效维护个体尊严。 一

方面,重塑多元评价维度,防范量化指标对救助

情境的扁平化刻画。 针对算法在处理复杂贫困

情境时易产生测量失灵等问题,应推动救助模

式多元化,实现物质与情感双重救助的转型,注

重情感关怀。 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

难群体,可通过定期电话回访、社区走访与基层

网格员协同排查等方式,弥补算法识别在情感

感知与特殊处境判断中的局限。 同时,应继续

坚持线上算法预警与线下人工走访的精细化治

理模式:线上平台负责常规风险定位,解决覆盖

范围的遗漏问题;线下社会工作者则深入具体

的生活情境,通过面对面沟通提供精细化的心

灵抚慰与帮扶。 数智技术与人文关怀的联动,
能够有效弥补算法在情感感知与复杂情境响应

上的迟滞,从而保障救助对象作为人的主体性

与尊严。 另一方面,构建数字包容体系,消除弱

势群体在智慧救助中的隐性排斥。 算法赋能社

会救助决策应当拓展人的自由和行动能力,而
非构建新的技术门槛。 为此,可推进城乡救助

服务一体化发展,针对偏远农村地区网络环境

脆弱的现状,部署低功耗终端和“云端+终端”
模式,避免困难群众因缺乏数字设备或技术使

用能力不足而被排斥在智慧救助体系之外。 同

时,也应从数智赋权的角度出发,降低技术落地

的准入门槛。 如在救助平台中增加语音引导、
大字体模式并简化申请流程,为老年人、残障人

士等数字弱势群体提供适老化、适残化服务支

持。 通过加强对基层社会工作者的数字素养培

训,提升其在数据采集、岗位匹配与政策执行中

的技术使用能力,消解困难群众与复杂系统之

间的数字鸿沟。 此外,应秉持以人为中心的设

计理念,确保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算法

洪流中始终坚守人文底色。

五、结　 语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过

程中,社会救助对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益、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数字

化转型的浪潮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载体的

算法技术逐渐深入传统的社会救助服务,通过

主动发现、靶向供给与多元联动优化社会救助

的流程。 然而,当算法深度介入决策时,其技术

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也产生了显著张力,为此,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在效率优先的技术逻辑下,
如何规避算法“黑箱”对程序正义的遮蔽、如何

填补人机交互中权责模糊的监管真空及如何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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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弱势群体在智慧救助进程中遭遇新的数字排

斥。 研究表明,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通过感

知需求、配置资源、协同治理的内在机制,实现

了隐性需求显性化、资源配置精准化与治理行

动协同化,推动社会救助向主动发现与预见性

治理的范式转型。 然而,当算法模型深度介入

资格判定与资源分配时,极易衍生技术、制度与

价值层面的三重异化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本
研究构建了技术 制度 价值三位一体的治理路

径:构建可解释与可审计的算法机制保障公民

知情权,依托清晰的问责体系锚定人机协同的

行政权责,并推动技术理性向人文价值的数字

包容方向转变。 算法赋能社会救助决策的图景

在于技术工具与人文价值的有机统一,地方政

府在引入算法赋能决策时,应推动数智工具与

价值理性的深度契合,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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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ic
 

empower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This
 

study
 

is
 

devoted
 

to
 

grasping
 

the
 

underlying
 

operational
 

logic
 

of
 

algorithm-enabled
 

social
 

assistance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deeply
 

analyzing
 

the
 

risk
 

of
 

alienation
 

it
 

may
 

induce,
 

and
 

finding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t
 

finds
 

that
 

algorithms
 

empower
 

social
 

assistance
 

decision-making
 

through
 

the
 

internal
 

logic
 

of
 

perceived
 

dem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realize
 

the
 

explicitation
 

of
 

implicit
 

demand,
 

the
 

precis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governance
 

actions.
 

However,
 

while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enhancing
 

the
 

precision
 

of
 

social
 

assistance,
 

algorithms
 

also
 

give
 

rise
 

to
 

tension
 

between
 

technical
 

logic
 

and
 

public
 

value:
 

first,
 

at
 

the
 

technical
 

level,
 

the
 

algorithmic
 

black
 

box
 

obscures
 

procedural
 

justice,
 

that
 

is,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s
 

low
 

in
 

transparency
 

and
 

difficult
 

to
 

explain;
 

second,
 

it
 

is
 

the
 

vacuum
 

in
 

the
 

regulatory
 

field
 

caused
 

by
 

the
 

ambiguity
 

of
 

the
 

boundary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at
 

is,
 

it
 

is
 

difficult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of
 

algorithm
 

developers
 

and
 

grass-roots
 

staff
 

when
 

decision-making
 

is
 

wrong;
 

third,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t
 

the
 

value
 

level
 

dispels
 

the
 

subject
 

status
 

of
 

recipients
 

and
 

even
 

triggers
 

a
 

new
 

type
 

of
 

digital
 

exclusion.
 

To
 

solve
 

the
 

above
 

dilemma,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trinity
 

of
 

technology,
 

system,
 

and
 

value,
 

reshapes
 

the
 

technical
 

trust
 

by
 

constructing
 

an
 

interpretable
 

and
 

auditable
 

algorithm
 

mechanism,
 

anchors
 

th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of
 

human-machine
 

coordination
 

based
 

on
 

the
 

whole
 

chain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promotes
 

the
 

return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to
 

humanistic
 

value,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unity
 

of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value
 

persistence
 

of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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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联结”: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
实践样态与逻辑机理

李　 博,任雨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凭借漂泊 扎根的流动性实践,数字游民通过重塑城乡要素配置格局并破除城乡二

元结构藩篱,逐渐成为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力量。 从“流动的双重性”分析框架出

发,以“液态联结”概括数字游民流动性实践的结果表征,意指其在城乡之间构建起一种

具备去中心化、双向性与适应性等特质的新型社会纽带,助推城乡迈向共生融合,由此揭

示数字游民破除城乡边界和重塑城乡社会关系的逻辑机理。 研究发现,数字游民主要以

身份、角色、发展的三重实践样态驱动城乡融合发展,并催生出共享办公、乡村文创、数字

乡民等新业态,进而推动要素优化配置、身份平等认同、关系协同共生与价值共创共享。
在逻辑机理层面,数字游民呈现出要素层面的脱域 再嵌入、身份层面的消解 再建构、关
系层面的轻灵 再编织、价值层面的递转 再沉淀等,从而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弥合城乡发

展鸿沟。 然而,数字游民同样面临职业化困境与身份焦虑、孤独感与社交障碍、稳定性不

足与社会保障缺失等现实挑战。 为此,仍要继续完善乡村数字宜养配套、满足数字游民生

活需求;丰富乡村数字宜居内涵、再造数字游民社群关系;聚焦乡村数字宜业项目、拓宽数

字游民生计来源,共同保障数字游民得以健康发展,创新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游民;城乡融合发展;“液态联结”;流动性;乡村全面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城乡融合

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1] ,为进一

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与制度保

障。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进一步强

调,要“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

村发展活力” [2] ,这从实现路径层面为地方政

府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城乡

融合发展从“蓝图”迈向“实景”的推进过程并

非一帆风顺,依然面临着空间资源配置失衡、地
域功能定位冲突和居民生计保障不足等挑

战[3] ,极易激化城乡矛盾,影响城乡社会和谐

与稳定发展。 在未来一段时期,城乡融合高质

量发展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在数字技术迅猛迭代与互联网全域渗透的

双重驱动下,人才市场正迎来深层次变革,人才

职业诉求发生根本性转变。 数字游民是不受传

统工作地点限制,通常从事有创造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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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动,同时致力于在

工作和生活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新型就业形

态[4] ,且其职业形态多集中于知识密集型领

域,主要包括内容创作、专业咨询、视觉传达及

新媒体运营等。 截至 2025 年底,全球数字游民

超过 4
 

000 万人[5] ,标志着数字游民生活方式

从“异类”到“主流” 的发展趋势。 《2026 中国

数字游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26 年 6 月,我
国数字游民规模已达到 800 万人,90 后、00 后

占数字游民群体比重超 70%[6] 。 值得关注的

是,国内数字游民实践已经超越因职业形态而

选择生活方式的单纯出发点,具有既可游离又

可进入的“中间人”角色[7] ,并发展出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实验形态,如安吉数字游民公社、
光山数字游民基地、西安秦托邦数字游民社

区等。
因此,笔者将中国式数字游民概念界定为: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通过流动方式栖居于乡村

或小城镇,既延续全球数字游民对工作自主与

地理自由的追求,又主动或被动地嵌入乡村振

兴与城乡融合的过程,参与乡村产业、文化、社
区再造的新型知识技能群体。 依据职业方向、
资源禀赋与在地融入的差异,数字游民大致可

分为自由职业者、远程雇员、游民社区主理人、
青创客、短期旅居者等类型。 在社会学语境中,
“液态”用以描述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流动性和

不确定性特征,而本研究所提出的 “ 液态联

结”,正是将这一社会学隐喻引入城乡关系分

析,指数字游民在城乡之间构建起一种具备去

中心化、双向性、适应性等特征的新型社会纽

带,是其流动性实践的结果表征。 这不仅体现

为个体空间移动,更表现为一种在流动中重建联

结、在嵌入中激发融合的社会过程,为实现城乡

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那么,数字游民

驱动城乡融合的实践样态表现为什么? 该流动

性实践又蕴含着怎样的逻辑机理? 为回答这些

问题,本研究以“液态联结”概括数字游民的实

践表征,并建构“流动的双重性”分析框架,从身

份、角色、发展三重实践样态切入,探讨数字游

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机理,在此基础上

提出保障数字游民健康成长的优化策略。

二、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

理论解构

　 　 1. 数字游民驱动下城乡融合发展的解读

围绕数字游民与城乡关系议题,既有研究

由分析数字游民具身特质,逐渐转向考察其与

特定地域的互动赋能。 国外研究多聚焦数字游

民现象的概念化与特征描绘,将其定义为依托

便携式计算技术和广泛互联网接入,能够在任

何地点远程工作,并利用这种自由探索世界的

个人,本质上是应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不平

等以及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机会主义适

应[8] 。 与传统移民群体相比,数字游民在工作

社交中展现出更强的线上和分享行为[9] 。 从

流动性理论出发,数字游民生存状态存在着现

实张力,全球性事件对其生活的冲击效应日益

凸显[10] ,对该群体的迁移逻辑与空间发展模式

构成较大挑战[11] 。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

推进,国内研究焦点则更为注重数字游民与乡

村场域之间的具体互动,如在福建省龙潭村,大
量数字游民与当地居民携手,尝试在乡村构建

一种打破单一现代性叙事的“叠加式”生活,寻
求另一种想象城市、 重造社会的现代化方

案[12] 。 这种数字游民回流现象,被诠释为国家

战略引领、乡村基础设施改善、乡村产业振兴机

遇与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等多重动力下的理性选

择[13] 。 从互动视角来看,乡村通过内化外来资

源,吸引并支持数字游民旅居创业;而数字游民

则凭借其技能、资本与流量反哺乡村,创造新的

经济社会价值, 体现出彼此赋能的密切联

系[14] 。 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城市多元资本与

乡村在地资源的协同创新,能够促进城乡要素

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发挥了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重要作用[15] 。
现有研究已清晰勾勒出数字游民从“进入

乡村”到“融入乡村”再到“激活乡村”的成效经

验,并开始关注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意义,但仍

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

多侧重于现象描述与个案分析,缺乏整合性理

论框架,难以阐明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

的实践样态;另一方面,对于数字游民驱动城乡

融合发展的逻辑机理仍缺乏深入研究,未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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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揭示数字游民通过其日常实践“液化” 城乡

之间的壁垒,进而动态“联结”城乡社会的内在

过程。 为此,本研究将从“流动的双重性” 视

角,剖析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样

态与逻辑机理,并进一步探讨数字游民健康发

展的优化策略。
2. 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构建“流动的双重性”分析框架(图

1),以“液态联结”概括数字游民流动性实践的

结果表征,并在“流动的现代性” 宏观进程与

“新流动性范式”微观工具的交叉视野中,系统

阐释其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样态与逻辑

机理。
(1)“流动的现代性”:数字游民缘何驱动

城乡融合发展

鲍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理论,成为解

读数字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范式。 鲍曼认

为,现代性社会正经历着由“稳固”到“流动”的

发展迭代,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不再奏

效,但新的行动参照模式、规范和准则又尚未确

定,整个社会既存在着认知混乱与不安全感,也
充满了许多发展的可能性[16] 。 数字游民作为

“流动的现代性” 的具身载体,受物理流动、社
会流动、数字流动性共同催化形成,主动利用流

动性“液化”那些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通过

“有选择的联结” 将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锚

定于乡村场域,从而助推城乡全面融合。 具体

而言,一是物理流动,数字游民摆脱了传统工作

对固定场所的依赖,能够在乡村、小城镇或县城

之间自由选择,带动了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逆

向流动;二是社会流动,数字游民往往具备较高

的学历、技能和工作经验,其职业身份多元且极

具弹性,打破了传统城乡社会结构中的固有阶

层;三是数字流动,数字游民依托互联网数字平

台开展工作、社交与生活,实现了劳动过程、社
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云端化,一方面将城市的

市场需求、创新理念和协作网络带入乡村,另一

方面也将乡村的文化资源、生态价值和生活美

学推广至更广阔的市场。
从这一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

所面临的桎梏始终源于以制度约束、地域边界、
结构惯性为特征的“稳固的现代性社会”产物。
一是制度约束,目前城乡要素流动仍面临不少

体制机制障碍[17] ,具体表现为户籍、住房、就

业、教育等制度方面的不完善,难以消除城乡之

间的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限制;二是地域边界,
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形成了较为显著

的发展与福利鸿沟;三是结构惯性,城市始终是

当地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由此导致乡村发展长

期处于被动依附地位。 因此,数字游民不是简

单地进入乡村,而是通过认同转向、行为互动、
价值共创的三重实践样态,着重强调在流动中

保持连接、在嵌入中激发融合、在互动中重塑秩

序,由此成为一种具象化表征,这也为实现城乡

要素流动、身份平等、关系协同与价值共创提供

了实践进路。

图 1　 分析框架

·64·



“液态联结”: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样态与逻辑机理

　 　 (2)“新流动性范式”:数字游民以何驱动

城乡融合发展

“流动的现代性”从结构层面揭示了社会

变迁的总体趋向,为理解数字游民现象提供了

依据。 然而,要具体分析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

合发展的过程,还需引入“新流动性范式”作为

工具。 由 Sheller 等提出的“新流动性范式” [18]

不仅关注实体空间中人与物的流动、虚拟空间

中的信息流动,也重视想象、意象与情感的流

动[19] ,同时提倡要关注停顿、等待、滞留、放慢

等各种非流动和减速现象,以及重视流动性的

具身实践,描述流动主体与空间、地方、景观或

环境之间的互动[20] ,深入揭示流动如何被组

织、感知并产生真实的社会效应。
基于此范式,数字游民对城乡融合的驱动

作用可具象化为在要素、身份、关系与价值 4 个

层面上开展的一系列流动性实践,提炼为以下

机理:其一,以要素的载体活化,实现脱域 再嵌

入。 数字游民本身即知识、技能、信息与社会资

本等要素的活化载体,从城市原有场景的脱域,
并与乡村生态、文化、空间等在地资源进行再嵌

入。 其二,以身份的动态协商,促进消解 再建

构。 数字游民的身份属性是在流动中动态协商

的产物,即在消解了与固定地域、稳定职业绑定

的传统身份标签后,通过与本地社区持续互动,
建构出数字乡民、乡村创客等新身份。 其三,以
关系的弹性调适,重造轻灵 再编织。 轻灵指数

字游民维持原有城市社会关系的低负担联结状

态,并在线下社群共建、线上协作及与本地居

民、机构的多维互动中,再编织出一种新型城乡

合作的关系网络。 其四,以价值的循环流动,激
活递转 再沉淀。 数字游民作为一种价值流动

的媒介,推动城乡之间资源、能力与理念双向自

由传递,城市生产要素注入乡村以驱动产业升

级,乡村文化生态优势反向赋能城市发展,在这

种循环流动中多元要素价值沉淀到乡村,并转

化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
(3)“流动的双重性”:数字游民与城乡融

合发展的内在耦合

“流动的现代性”与“新流动性范式”共同

构成了“流动的双重性”分析框架的理论支撑:
前者提供理解数字游民实践样态的结构视野,

后者则是剖析其逻辑机理的过程工具。 “流动

的双重性”作为分析框架,指向数字游民驱动

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而“液态联结”则是这一

框架所解释的结果表征,二者形成解释与被解

释的统摄关系。
数字游民的流动性实践是结构趋势与行动

过程的统一体,与城乡融合发展存在内在耦合,
这就构成了“液态联结” 得以生成并持续运作

的现实基础。 第一,实践样态耦合。 从“地理

套利”到“在地归属” 的身份样态、从“旁观接

受”到“协作共谋”的角色样态、从“空间栖居”
到“深度参与”的发展样态,数字游民所呈现的

三重转变正是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回应与具

体实践,这是在破界中立新、在流动中联结的辩

证过程。 第二,逻辑机理耦合。 城乡融合的壁

垒可操作化为与流动性实践互动的停泊点,而
数字游民在要素、身份、关系与价值 4 个层面所

展现出的脱域 再嵌入、消解 再建构、轻灵 再

编织、递转 再沉淀等逻辑机理,恰好对应并作

用于这些停泊点。 在此基础上,数字游民成为

“液化”城乡固有边界和重塑城乡社会“联结”
的创新动力源泉。

三、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

实践样态

　 　 基于对标准化都市景观和同质性消费体验

的反思与拒绝,数字游民是具有求新、创造及追

求自由与梦想的群体。 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
有必要充分凝聚起数字游民的力量,赋予其新身

份、新角色、新发展,引导其实现“游有所向、游有

所归、游有所成” [21] 。 笔者团队在 2024 年 7
月—2025 年 10 月,先后多次前往浙江安吉、河南

光山、陕西西安等数字游民集聚村社开展调研,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多种形式对数

字游民、社区主理人、基层干部、本地村民等获取

一手资料,并辅之以网络资料、出版物及当地提供

的二手信息进行补充与验证,力求使研究真实、可
靠。 实践中,数字游民主要通过身份、角色、发展

的三重实践样态驱动城乡融合发展。 为直观呈现

该驱动作用,从人口流向、资金注入、社会资本、产
业形态及价值分配等维度,梳理形成数字游民介

入前后城乡要素流动变化的对比情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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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游民驱动下城乡要素流动的前后对比

对比维度 传统的城乡要素流动 数字游民驱动的城乡要素流动

人口流动方向 农村青壮年向城市集聚 城市人才逆向流入乡村

资金注入方式 财政政策输血,依赖外部投入 外部市场造血,借助消费、创业、投资等渠道

社会资本结构 血缘地缘为主,外部进入困难 业缘趣缘关系增强,具备开放性与韧性

产业形态变化 乡村以原料输出、初级加工为主,附加值低 农文旅融合、内容电商、创意设计等高附加值业态涌现

价值分配格局 乡村价值被城市吸纳,本地留存有限 价值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部分沉淀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

　 　 1. 认同转向:从“地理套利”到“在地归属”
的身份样态

数字游民以数字化远程工作为经济来源,
兼顾旅行兴趣,自主选择离开城市到生活成本

较低、网络较好、风景优美的乡村,融合工作休

闲体验“诗意栖居”的群体[22] 。 这种游牧本质

上源于地理套利逻辑,即利用城乡之间的生活

成本落差,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再平衡。 但也常

因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中公共服务鸿沟、户籍制

度壁垒等,陷入漂泊悬浮的状态,形成物理在场

与身份游离的困境。 据一位数字游民所说,
“这种看似自由但漂泊无依的日子其实需要付

出的 代 价 很 高。” ( Web3 远 程 工 作 者 QQ,
20250904) ①当前,在城乡融合政策的推动作用

下,数字游民正经历从地理套利者向在地归属

者的认同转向,成了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质

生产力载体。 为加大对数字游民的支持力度,
各地也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 2024 年《丽

水市支持数字游民发展八条举措》提出要给予

激励、鼓励入乡发展、强化创业支持、优化就业

服务等八方面[23] ,意在围绕引、育、管、用层面

招揽数字游民旅居共创,这也是全国首个设区

市的数字游民专项政策。
然而,实现数字游民身份的转型不能仅依

赖于政策制度的创新供给,更取决于乡村社会

的情感归属建构。 数字游民在借助技术手段,
将乡村场景、本土文化转化为可传播、可生产、
可销售的内容与产品,在城市消费市场中实现

价值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乡土文化的现代转

译者。 同时,当以新乡民身份参与乡村红白喜

事、节庆集会及治理事务时,其认知也自觉地从

“他者”转向“共同体成员”,打破了与本地村民

间的身份隔阂,逐步建立起数字游民的在地归

属感。 如浙江省湖州市依托建言献策主平台搭

建游民会客厅,年轻的外来者们为辖区乡镇直

接引进了 50 余个新业态项目,在帮助村集体增

收与农民致富中重塑身份认同、实现情感扎根。
在此过程中,村社组织也扮演着重要的桥梁作

用,通过仪式性接纳、空间性赋权、制度性链接

等手段积极介入并催化,有效降低了数字游民

身份样态转换的摩擦成本。 概言之,数字游民

的身份转型绝非简单的制度层面差异,关键在

于通过制度设计打破资源分配和文化壁垒,建
构起“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情感认同,并充分赋

予其同等权利。 只有当数字游民在乡村旅居生

活中找寻到归属感和平等参与乡村发展,才能

真正将漂泊转化为扎根、套利者升华为新乡民,
并在此基础上助推城乡关系从“二元竞争对

立”走向“一体融合协同”。
2. 行为互动:从“旁观接受”到“协作共谋”

的角色样态

流动性是数字游民最为鲜明的特征。 据

NCC 共居共创社区发布的《2024 年全景式数字

游民洞察报告》指出,数字游民较多以 6 个月

为周期更换目的地[24] 。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迭代,颠覆了传统工作的空

间形态,瓦解了地理环境的职业束缚,促使人们

得以远离城市喧嚣、奔赴广袤田野进行就业,即
在不断探索新地方的旅行过程中实现灵活工

作[25] 。 从学理层面考量,数字游民群体在进入

乡土社会的初期阶段,主要是基于地理套利逻

辑以城市消费主体身份介入乡村空间的流动选

择行为,本质上通过城乡生活成本剪刀差来实

现经济效益优化的理性决策。 由此,该角色实

践必然呈现为旁观接受的现实特征,并体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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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城市中心主义视角下乡村作为客体的认知

思维与行为逻辑。 然而,随着驻留时间的延长,
游民公社内部成员间的关系网络日趋紧密,对
于乡村社会的情感认同逐日增强,角色样态开

始发生由表及里的行为互动,即不再满足于乡

村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依托自身专业技能,转化

为主动协作者,融入乡村发展场域。
久而久之,凭借着迥异的专业思维习惯,一

批从事创意设计、社区营造和新闻行业的游民

先后与多个行政村展开合作,积极参与文创景

观设施设计、各类公共活动指导、农旅产业更新

方案等具体工作。 安吉数字游民公社中,远程

雇员更多是以个体技能直接助力当地白茶品牌

升级;而游民社区主理人则侧重平台搭建、资源

整合与社群运营,带动周边民宿、餐饮、文创等

配套投资约 2
 

000 万元,年均吸引游民及相关

访客超 1. 2 万人次。 此外,像光山数字游民基

地,在补齐物理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打造社群空

间与地方场景,并将工作导向从完成政府规定

的任务指标转换为主动跟紧县域的发展方向,
自我定位也从“后花园” 调整为促进资源要素

在城乡之间充分流动的“桥头堡” [26] ,一定程

度上也在引导游民们深度嵌入地域社会。 这种

从旁观者到协作者的变化,标志着数字游民不

再是乡村发展的局外人,而是成了荣辱与共、风
险同担的利益共同体,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城乡

融合式的生产生活,渐渐衍生为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要力量。
3. 价值共创:从“空间栖居”到“深度参与”

的发展样态

对于数字游民来说,为摆脱科层制组织模

式对自身生活时间的侵占,他们选择了远离惯

常生活空间,追求自由游牧的生活方式[27] 。 这

种行为无疑是选择追求个体最大限度的自由,
但也使他们从以往人际关系中被抽离,考验着

个体在乡村环境下建立起人情往来的社交能

力。 同时,现实中数字游民收入的不稳定,使得

他们的情感需求被放大,而其群体不稳定的情

感联结则进一步加剧了心理上的孤独与焦虑

感,陷入双重不稳定的困境。 作为高素质人才

群体,相当一部分数字游民通过自身本能链接

了城市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市场等资

源,并试图让诸多外部要素进入乡村。 据原乡

映客数字游民绿洲计划发起人讲到,“引入数

字游民来到乡村能够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对

立,推动人才和资源的双向流动。” (导演 LYN,
20250908)这既为破解个体工作和情感不稳定

困境提供了可能,也推动乡村现有产业提质增

效和农文旅产业、特色产业等新业态发展壮大。
以西安秦托邦数字游民社区为例,该社区

不仅为数字游民提供共享办公、会议健身等设

施环境,还通过整合整村资源,将数字游民的生

活、工作与乡村发展紧密衔接。 正如游民社区

成员所言,“秦托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与村庄

的深度融合,我们不仅仅是这里的居住者,更是

参与者。” (策划工作者 BB,20241210) 在此模

式下,数字游民不再局限于独立空间,而是漫步

于乡村街道之中,接触本地各类业态,依托自身

的专业能力参与,助力当地打造村咖+民宿+文
创+农产品的全产业链,将创意与流量转化为

乡村发展的实际收益,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源泉[28] 。 在数字游民的带动下,截至 2025
年 12 月,栗峪口村人均收入已增至近 2. 5 万

元,较 5 年前翻了两番,这种数实结合的创新模

式,正重新定义乡村价值,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由此可见,数字游民这种价值共创的发展样态,
不仅实现了自身的收入可保障、社会有认同、情
感能归属,也推动着乡村产业升级、社区活力焕

发与治理效能提升。 二者在共创中逐渐形成深

度互嵌、共生共荣的发展共同体,为城乡融合发

展注入了兼具创新性、嵌入性与可持续性的新

质动能。

四、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

逻辑机理

　 　 人的能动性不仅体现为劳动力、技术与资

本等生产要素载体,更构成了制度变迁与社会

关系重构的重要推动力。 从“流动的双重性”
视角审视,现阶段城乡融合进程受阻,根源在于

“稳固的现代性社会”遗留下来的制度约束、地
域边界及结构惯性等刚性壁垒。 数字游民的流

动性实践充分呈现出要素层面的脱域 再嵌入、
身份层面的消解 再建构、关系层面的轻灵 再

编织、价值层面的递转 再沉淀等逻辑机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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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价值与乡土发展相耦合,成为推动乡村建

设、发展与治理的在地化力量,并在微观层面逐

渐浮现出促进城乡融合的可能[29] 。
1. 要素层面:数字游民的脱域 再嵌入机理

要素壁垒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梗阻,数
字游民凭借可以不受时空约束的线上工作形式

与城乡区域流动的地理套利偏好,天然具备特

定的灵活性与自由度,能够自主选择工作时间、
地域以及从事的行业与职业。 数字游民驱动城

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打破要素固着状态,并
通过再嵌入以实现要素的优化重组,从而重构

城乡要素配置格局。 脱域体现为数字游民摆脱

办公场所、时间等物理时空束缚,破除传统城乡

二元结构下的户籍与就业等地域限制,带动人

才、信息、资金等要素从城市向乡村逆向流动,
继而改善了乡村长久以来作为资源流出地的现

实状况。 如光山数字游民基地通过改造老库粮

仓和民居,运营后 4 个月内吸引接待数字游民

400 余人次,并先后策划举办奋斗青年说、亲子

趣玩节、首届乡村儿童电影周、时装设计研学营

等 30 余项活动,组织了 42 场乡村产业对接活

动,实现了要素的跨域引入。
再嵌入方面,核心在于数字游民将城市资

本、技术、经验与乡村农业、生态、文化资源进行

跨空间组合匹配,体现出其精准激活乡村本土

资源,从而实现要素价值的在地增值。 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数字游民能够弥合城乡差

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基础[30] ,这就要

求打破传统偏向城市发展观念、缩小基础设施

与公共服务差距、破除要素流动体制机制障碍。
如秦托邦数字游民社区通过整合整村资源,引
导数字游民参与村咖+民宿+文创+农产品的全

产业链打造,将创意设计、运营思维等软要素嵌

入乡村实体产业,使栗峪口村从缺人、缺钱到成

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仅 2024 年综合经济收

入达到 6
 

000 余万元。 数字游民的实践恰好回

应这一取向,即在流动过程中液化传统刚性壁

垒的同时,培育出要素增值下城乡交流的内生

动力,这本质上是数字时代人的发展与区域发

展的深度嵌套。 当个体能够自由选择与要素的

结合方式,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边界便开

始软化,进而形成了以人的自由流动带动资本、

技术、文化等要素精准配置的融合新范式,从而

印证要素脱域 再嵌入是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

合的基础机理。
2. 身份层面:数字游民的消解 再建构机理

户籍、职业等身份认知的隔阂,加深了城市

优于乡村的思想观念,成为城乡居民平等互动

的深层梗阻。 作为“流动的现代性”的载体,数
字游民大多是高技能、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具
备应用互联网的专业技能。 这意味着,数字游

民具备相对较高的创新创业精神,能够保持对

乡村新业态的敏锐嗅觉、抓住乡村产业发展的

创新动向和适应乡村人才振兴的现实需求,进
而打破传统身份标签、塑造兼具城乡特质的全

新身份,成为其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机理。
一方面,身份消解表现为数字游民脱离与传统

地域、职业绑定的固化身份,进入一种流动、开
放的中间状态,这是打破城乡壁垒的起点。 无

论身处城市抑或乡村,从事内容创作、运营咨询

的数字游民只需在数字平台上即可实现劳动价

值并获取报酬,从而极大弱化了身份角色的束

缚,使每个人都具备无穷的发展潜能。 如此一

来,数字游民原有的职业身份、地域属性和社会

角色就经历了一种消解。
另一方面,身份再建构则发生于数字游民

与乡村社区的持续互动中,通过参与本地生产、
生活与治理,共同塑造出全新身份,这也是实现

城乡全面融合的关键。 数字游民凭借自身的 T
型技能结构在地参与乡村发展行动,逐步获得

乡村社会的认可,建构出诸如数字乡民、新农人

等兼具城乡特质的新型身份角色。 互动过程凸

显集体意识而非个人意识,城市的法治观念与

乡村的礼治秩序得到较好地融合。 具体而言,
数字游民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力、打破传统城

乡产业边界,关键在于运用数字游民的创意技

能,将乡村生态、文化资源与城市消费需求精准

对接,发展出乡村产业新业态,以服务乡村全面

振兴新阶段,进而实现城乡间水乳交融的良性

发展态势。 如在安吉,数字游民深度参与民宿

运营、文创开发过程,逐渐被本地社群接纳为新

乡民。
然而,这一建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

满着种种阻力:一是数字游民所秉持的价值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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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乡村社会中强调人情伦理、差序格局的传

统交往规则存在摩擦;二是数字游民的涌入会

推高房租、物价,挤占原本有限的公共服务资

源,给当地居民带来“相对剥夺感”,并可能转

化为对外来者的隐性排斥。 此外,城乡融合发

展离不开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企帮村的

产业深度融合,这不仅需要数字游民以自身能

力摆脱乡村产业发展困境、激活乡村自身创造

力,更需要村社组织发挥作用,在差异中寻找共

识,在摩擦中塑造信任,共同推动城乡走向内生

自发融合。
3. 关系层面:数字游民的轻灵 再编织机理

由于帮扶单向性、乡村社会相对封闭性等

的影响,城乡关系往往显得沉重且低效。 而数

字游民通过轻灵 再编织的关系实践,以弹性

化、高效率的方式重新勾连城乡联结,在促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成为驱动城乡融合的关

键机理。
其一,关系的轻灵指借助数字工具,维持原

有城市社会关系的低负担联结,同时以轻资产、
项目制的方式介入乡村,避免传统帮扶带来的

依赖感与沉重负担,便于助推形成灵活、高效、
无负担的城乡互动。 面对以“996” “007”等为

代表的职场福报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数字

游民从一开始便被赋予成为一条介于躺平与内

卷之间、兼顾生存与理想的第三条道路。 一方

面,数字游民对美好乡村理想化追求的生活模

式,实质上是获取乡村的生态溢价与生活成本

优势;另一方面,数字游民凭借互联网工具,跳
过行政或商业中介,直接打通城乡供需链路,既
减少了中间环节的利益损耗,也让城乡互动更

贴近真实需求。
其二,再编织则体现为数字游民在乡村场

域中主动构建新的关系网络,得以重塑城乡联

结逻辑,形成城乡互通、内外开放的新型生态。
一方面,数字游民的介入使乡村从地缘社会向

业缘社会延伸;另一方面,数字游民的跨空间流

动使其成为城乡资源要素的载体,推动城乡从

单向依附转向双向互动。 如浙江湖州通过游民

会客厅这一平台,引导数字游民为乡镇引进新

业态项目,在协作中共谋发展,编织出新型城乡

合作网络。 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这一再编织

过程的实质,是数字游民所携带的“弱连接”对

乡村既有“强连接” 网络的激活与再造。 传统

乡村社会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结构,数
字游民将城市企业、行业社群、线上平台等异质

性网络节点引入并盘活。
然而,当前乡村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

件很难满足其群体的生活需求,暴露了城乡发

展鸿沟的深层矛盾。 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要

积极回应进城农民和下乡市民需求,有效保障

城乡居民财产权益和民主权利,实现城乡居民

基本公共权益平等化[31] 。 不难看出,数字游民

的流动性实践揭示了关系轻灵 再编织既满足

了自身对慢生活的追求,也让城乡居民在平等

协作中逐步消除认知隔阂,实现流动中共享发

展机会。
4. 价值层面:数字游民的递转 再沉淀机理

价值分配失衡造就了城乡融合发展始终停

留在表层、难以纵深推进的现实格局,数字游民

通过在地化社群,促使价值由单向流动向双向

递转转向,并以价值再沉淀于乡土社会,激活乡

村内生发展动能,成为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根

本机理。 尽管数字游民享受着地点独立带来的

高度自由,但孤独和隔绝的代价仍然存在。 于

是,该群体会尝试在真实生活中,寻找同类人组

成社群关系,组建共同生活和工作空间;同时,
在城乡之间搭建起双向、高效的价值递转通道,
以寻求情感和经济价值的实现。 一方面,助推

城市价值向乡村递转,即数字游民以自身高人

力资本为核心,将城市积累的资源转化为乡村

可吸纳、可承接、可落实的能力,推动形成“授

人以渔”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助力乡

村价值向城市递转,即通过深度在地化实践,识
别并活化乡村生态资产与文化资源,借助场景

叙事、包装体验与数字传播路径,将其转化为可

触达城市消费市场的有效供给。 概言之,这一

双向递转过程,实质上是在探索中持续追求个

体生命价值与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公约数,为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践进路。

然而,递转只是价值流动的过程,而再沉淀

才是价值落地的关键:其一,产业红利价值的再

沉淀。 数字游民自身特有的资源和技能,以传

帮带得以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能力,破解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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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乡村产业经营的边际效益困境。 其二,社会

资本价值的再沉淀。 在与村民各种生活或工作

的交往中,数字游民构建的社群逐渐内化为乡

村社会资本。 其三,文化自信价值的再沉淀。
数字游民对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

播,诸如拍摄乡村非遗纪录片、设计乡村文创产

品等形式,更增添村民的文化自信感。 如西安

市鄠邑区蔡家坡村举行“忙罢艺术节”,最初由

入驻的数字游民、艺术家、村委干部等共同策划

发起,通过组织本地村民参与创作、布展与运

营,以当代艺术形式注入传统的农忙节庆,将麦

田、农具、地方戏曲等元素转化为艺术表演内

容,在共同劳作与庆典中凝结起信任情感,增强

了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与经营能力。 在数字游民

的价值递转 再沉淀驱动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现

实路径日益清晰,并逐步深入践行着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

同富裕理念。

五、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

优化策略

　 　 数字游民拥有弹性工作时间、不受地理限

制、收入来源多样等职业特征,具备自由、灵活

和多元的就业优势,成了破解城乡要素错配、激
活乡村内源动力的关键力量。 然而,数字游民

也面临着职业化与身份焦虑、孤独感与社交障

碍、稳定性与保障缺失等现实挑战:在制度层

面,社会保障与治理体系尚不健全;在市场层

面,就业生态与收入结构具有不确定性;在社会

层面,文化差异与社群融入仍存在隐性隔阂。
为促进数字游民群体的健康发展,有待从数字

游民生活需求的满足、数字游民社群关系的再

造、数字游民生计源头的拓宽等方面发力,以更

好地为城乡融合发展释放充足的新质动能。
1. 完善乡村数字宜养配套,满足数字游民

生活需求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游民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 乡村网络信息服务体系与数字化生产模式

日趋完善,为数字游民融入乡村的工作生活提

供了有力保障。 相较于乡村原住民,旅居型数

字游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在更大程度上依赖着乡

村公共服务设施。 因此,破除信息壁垒、弥合服

务差距,构成了乡村建设赋能数字游民的关键

路径。 在此基础上,生态环境亦是吸引数字游

民集聚的重要禀赋。 为满足其对自然化工作场

景的空间诉求,就必须围绕乡村生态与人居环

境等方面进行改善,进而增强对数字游民的黏

合效应,以吸引数字游民的扎根和久居。
其一,要加快健全针对数字游民的保障服

务体系。 一方面,基层政府通过持续完善乡村

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

升网络带宽容量、运动休闲空间等承载能力,以
夯实数字游民异地办公与生活的基础保障。 另

一方面,针对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现实难点、痛
点和堵点,应从政策层面畅通城乡之间市场信

息、养老医疗等公共信息资源的共享渠道,依托

数字化手段逐步弥合城乡发展差距,并搭建面

向数字游民的一站式服务入口,有效回应弹性

就业情境下衍生的多元诉求。 其二,要推进与

数字游民需求相适应的乡村生态与人居环境优

化。 在乡村生态优化方面,村委会借助物联网、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精准感知并回应乡

村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通过美化景观环

境、扩大植被覆盖,以增强自然生态的自我恢复

能力。 在人居环境优化方面,积极引入企业、社
会组织对传统农房进行智能化改造,建设具备

环境自适应调节功能的数字农舍;或可在稻田、
竹林等自然场景中嵌入办公舱体,营造工作空

间与自然生态有机交融的共生场景,实现生产

生活与生态的协调统一。
2. 丰富乡村数字宜居内涵,再造数字游民

社群关系

面对流动生活所伴随的外部风险,数字游

民只能依靠个人赋能来确保自身安全感,而当

个人的心境或收入发生变化时,这种生活方式

极易受到冲击。 在数字乡村空间营造的基础

上,基层政府、村社组织及游民社区等多方主体

需要再造数字游民社群关系,着力建构起物质

支撑与精神认同的联结纽带,进一步丰富乡村

数字宜居内涵,形塑兼具自由、稳定的数字游民

社群生态,有效化解游民因高度流动性所衍生

的不稳定感与归属缺失。
 

其一,精准定位社群属性,构建差异化联结

的情感关系网络。 依据数字游民的兴趣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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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领域与价值取向,游民社区应锚定数字游

民社群的价值联结节点,分别以趣缘链接激发

创意共鸣、业缘协同促进技能互补、地缘活化再

造乡土认同,由此织密成员间多元且立体的情

感关系网络。
其二,优化社群治理结构,创设开放性包容

的共享空间范式。 一方面,村社组织建立健全

涵盖言行规范、信息发布的公约准则,维系数字

游民社群运行秩序;另一方面,游民社区搭建多

元观点对话平台,尊重成员异质性表达,形成兼

具规矩约束与开放包容的生活场域。 其中,游
牧生活中的情感疏离得以消解,数字游民的归

属感也更加稳固。
其三,强化社群互动机制,拓宽数字化驱动

的互动沟通渠道。 依托社交网络媒体与即时通

信工具的多维互动,游民社区定期通过线上主

题研讨、经验分享与线下辩论沙龙、运动展演等

活动,促进成员间实现信息交换与情感共鸣,以
社交实践强化社群凝聚力和向心力。

其四,打造在地社群平台,构建高黏性吸引

的地方支持体系。 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设立

人才库、驿站等形式,掌握数字游民人才的基础

信息与专业技能,切实为其提供政策支持与人

文关怀;另一方面,通过村社组织提供心理情感

支持,巧妙借助搭子文化,营造兼具人文温度与

情感韧性的治理生态,营造共创共享、共生共赢

的发展格局,从而使数字游民得以顺畅融入地

方社会,积极参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进程。
3. 聚焦乡村数字宜业项目,拓宽数字游民

生计源头

当前,不稳定感与社会保障缺位是数字游

民追求这种生活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 有鉴于

此,地方政府应通过聚焦乡村数字宜业项目,并
拓宽数字游民生计源头来实现双向赋能。 要依

托数字游民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

乡村建设为基础,吸引创新项目落地并创造经

济收益;推动数字游民共享乡村发展红利,有效

消解其旅居就业的后顾之忧,实现乡村与数字

游民的双向共赢。
其一,高效整合多渠道数字人才产业服务

平台,打通城乡之间的人才双向服务通道。 具

体而言,通过成立数字游民人才驿站,建立数字

游民人才库,用于掌握数字游民人才的基础信

息、专业技能和资源潜力;同时推出人才专员机

制,开发小程序对接数字游民与政府需求,引导

合适人才匹配适宜的在地项目,逐步形成以基

地(社区)为综合平台、覆盖城乡的数字人才服

务系统。 此外,充分发挥数字游民的先进理念

和开阔眼界带来的优势,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中各展所长,促使数字游民由流动转变为沉淀,
从而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其二,积极招引更多数字宜业融合项目落

地,主动创造适宜数字游民的乡村新型就业。
为此,可着力打造数字游民工作区、数字经济培

训基地、数创综合服务中心和合伙人共创空间

等多类型产业创业平台,在创业空间、餐饮住

宿、项目运营、人才引育、金融政策等方面给予

优惠支持。 在此基础上,引导数字游民群体对

乡村各类优质闲置的资金资产资源进行有效盘

活,从而切实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使人

才振兴真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其三,创新建立数字游民人才评价体系,并

将其纳入乡村人才振兴的统计口径。 一方面,
鉴于数字游民流动性强、工作地点不固定、内部

差异大等特点,可依托数字游民社区、人才驿站

等载体,将该群体的实际贡献纳入评价依据,制
定分层分类的认定标准,构建“弹性注册+动态

考核”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在国家及

地方层面的乡村振兴统计监测中,应增设数字

游民引进产业项目数、带动就业人数等指标,从
而方便该群体获得更为充分的政策资源倾斜。

六、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而城乡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在当前数智时代,要推动技术从善智载体转化

为善治要素离不开自由职业者、远程雇员、游民

社区主理人、青创客、短期旅居者等各类数字游

民群体的创新性实践,以此形成城乡互联互通、
互补互融的发展共同体,让秀美乡村和现代城

市交相辉映,实现城乡共生共荣。 为进一步厘

清数字游民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联,通过

构建“流动的双重性”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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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出“液态联结”这一核心概念,分析数字游

民如何以身份、角色、发展的三重实践样态驱动

着城乡融合发展,深入阐释数字游民如何“液

化”城乡固有边界,重塑城乡社会“联结”的逻

辑机理,进而尝试提出保障数字游民健康成长

的优化策略,培育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质动

能。 其中,“流动的双重性”作为分析框架,意
在揭示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而
“液态联结”则是该框架所解释的结果表征,即
数字游民流动性实践所生成的城乡关系新形

态,二者构成解释与被解释的统摄关系。
就研究解释力而言,“流动的双重性”更具

学理深度,更能衔接起宏微观界面,其创新价值

体现为:一是实践样态,数字游民通过认同转

向、行为互动、价值共创等样态变化,促进城乡

融合迈向新的台阶、达到新的高度、开创新的格

局。 具言之,从“地理套利”到“在地归属”的身

份样态、从“旁观接受”到“协作共谋”的角色样

态、从“空间栖居”到“深度参与”的发展样态,
日益成为破解城乡发展鸿沟、激活乡村内生动

力的关键变量。 二是逻辑机理,数字游民作为

“流动的现代性”的具身载体,受物理、社会、数
字流动性共同催化形成,具体以要素层面的脱

域 再嵌入、身份层面的消解 再重构、关系层面

的轻灵 再编织、价值层面的递转 再沉淀等内

在机理,主动“液化”城乡刚性壁垒,“联结”城

乡社会网络,为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相

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数字时代城乡全面

融合指明了发展进路。
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兴现象,其内在特征

与城乡融合发展天然存在多重耦合,笔者提出

的“流动的双重性”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所

归纳出的“液态联结”概念,可能更多适用于数

字设施建设较为完备、数字乡村发展更为成熟

的较发达地区。 未来研究有望在以下方面不断

深化:一是关注数字游民与乡村多元主体的互

动过程与协同逻辑,尤其注意可能存在的张力

与调适;二是开展多区域、多类型的比较研究,
揭示不同制度环境、资源禀赋与社群生态下数

字游民流动性实践的路径差异。 其中,由于我

国东中西部区位禀赋各不相同,城乡融合发展

的基础条件及要求有所区别,探究数字游民驱

动城乡融合发展应进一步予以类型化分析。 此

外,也需警惕流动性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如游民

群体的短暂性、本地社区认同稀释、公共服务压

力隐性增加等潜在风险。 如何在激发流动活力

的同时增强乡村发展的主体性与可持续性,仍
是未来研究始终要关切的重要议题。 总之,数
字游民作为流动时代的新型社会力量,其“液

态联结” 实践为推动城乡关系向更加平等开

放、协同共享的方向演进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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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Connectivity ”:
 

The
 

Practical
 

Patterns
 

and
 

Logical
 

Mechanisms
 

of
 

Digital
 

Nomads
 

Driv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Li
 

Bo,
 

Ren
 

Yule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 ’ 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Digital
 

nomads,
 

through
 

their
 

mobile-rooted
 

practices,
 

gradually
 

become
 

a
 

crucial
 

driving
 

force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y
 

reshaping
 

the
 

allocation
 

patterns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and
 

dismantling
 

the
 

barriers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dual
 

nature
 

of
 

mobility”,
 

the
 

concept
 

of
 

“ liquid
 

connections”
 

encapsulates
 

the
 

outcomes
 

of
 

digital
 

nomads’
 

mobility
 

practices,
 

signifying
 

the
 

creation
 

of
 

a
 

new
 

type
 

of
 

social
 

bo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haracterized
 

by
 

decentralization,
 

bidirectionality,
 

and
 

adaptability,
 

thereby
 

facilitating
 

urban-rural
 

symbiotic
 

integration.
 

This
 

elucidates
 

the
 

log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nomads
 

dissolve
 

inherent
 

urban-rural
 

boundaries
 

and
 

reshape
 

social
 

relations
 

across
 

these
 

spa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nomads
 

primarily
 

promo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ree
 

practical
 

dimensions:
 

identity,
 

role,
 

and
 

development,
 

engendering
 

new
 

business
 

forms
 

such
 

as
 

co-working
 

spaces,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erprises,
 

and
 

digital
 

villagers.
 

Consequently,
 

they
 

drive
 

the
 

optimiz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equal
 

recognition
 

of
 

identities,
 

collaborative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and
 

value
 

co-
creation

 

and
 

sharing.
 

At
 

the
 

mechanism
 

level,
 

digital
 

nomads
 

exhibit
 

factor-level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embedding,
 

identity-level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level
 

flexibility
 

and
 

reweaving,
 

as
 

well
 

as
 

value-level
 

transfer
 

and
 

re-accumulation,
 

thereby
 

activating
 

endogenous
 

rural
 

potential
 

and
 

bridging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Nevertheless,
 

digital
 

nomads
 

face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and
 

identity
 

anxiety,
 

feelings
 

of
 

loneliness
 

and
 

social
 

barriers,
 

and
 

lack
 

of
 

stability
 

and
 

security.
 

Therefore,
 

it
 

remains
 

essential
 

to
 

continue
 

enhancing
 

rural
 

digital-friendly
 

support
 

systems
 

to
 

meet
 

the
 

living
 

needs
 

of
 

digital
 

nomads;
 

enrich
 

the
 

concept
 

of
 

digitally
 

livable
 

rural
 

areas
 

and
 

reconstruct
 

digital
 

nomad
 

community
 

networks;
 

and
 

focus
 

on
 

digitally
 

suitable
 

rural
 

industry
 

projects
 

and
 

expand
 

sources
 

of
 

livelihood
 

for
 

digital
 

nomads,
 

collectively
 

ensuring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on-drive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digital
 

nomads;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 liquid
 

connection”;
 

mobi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across
 

th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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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编码的乡土:数字乡村空间重组的生成逻辑

石文杰1,沈费伟2

(1.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在实践中却引发了非预期的空间

重组。 以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示范村为案例,基于空间生产与流动空间理论,构建

“空间编码 空间整合 空间排斥”分析框架,揭示数字乡村建设引发治理异化的空间机

制。 研究发现:空间编码将复杂且情境化的乡土事务转译为表单、坐标与工单,以参数可

见性重组治理对象、行为边界与层级权力关系;空间整合借助数据贯通和实时考核穿透物

理距离,使远程感知转化为持续督办,推动基层治理的时间、精力与财力向数字空间集中;
空间排斥则将难以参数化的非正式治理与实质性事务置于系统视野之外,并诱发选择性

上报、集中留痕乃至实体景观改造。 三者并非依次展开的单向过程,而是在编码规则、资
源配置与考核反馈的相互锁定中形成“表征闭环”:空间排斥所生产的合规表征反向确证

编码体系的有效性,使治理偏差获得参数层面的自我验证,并随技术升级由数据操作扩展

至物理空间。 由此,数字形式主义并非技术应用不足的暂时现象,而是数字技术重组治理

空间后可能产生的内生结果。 数字乡村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叠加平台、数据采集与考核,而
在于打破参数表征对治理真实的替代,重组数字空间与乡土实践之间的反馈与校验机制。
关键词:数字乡村;基层治理;空间重组;数字形式主义;表征闭环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
字乡村战略”以来,数字技术正广泛嵌入乡村

治理各环节。 在国家战略部署中,数字乡村建

设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向,也是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支

撑[1] ,其核心预期之一在于通过数据赋能与平

台协同,推动乡村治理从粗放式管理向精准化

转型,系统性提升治理效能[2] 。 然而,随着数

字技术在乡村的广泛应用,实践中却出现了数

字悬浮、数字负担加剧、“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等多重困境[3] 。 围绕这些非预期效果,既有研

究主要沿 3 条进路展开剖析:其一,“技术 科

层”的体制俘获视角,聚焦数字工具嵌入科层

体制后的结构性张力。 在压力型体制与条块分

割的背景下,上级将治理任务分解为量化指标

层层下压,基层在避责逻辑驱使下以无差别留

痕、数据造假与迎检包装加以应对[4] ,致使技

术应用偏离乡村实际而陷入数字悬浮[5] 。 其

二,“技术 社会”的适配张力视角,揭示数字工

具理性与乡土社会特质的内生冲突。 刚性算法

规则与乡土非正式治理逻辑相碰撞,削弱基层

治理的自主与弹性[6] ,技术壁垒与素养鸿沟则

诱发权利排斥[7] ,使精英群体优先获取技术红

利[8] 。 其三,“技术 场景”的割裂视角,捕捉数

字技术对乡土空间结构的重塑。 标准化、程序

化规则推动基层治理从物理在场转向屏幕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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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域互动,削弱乡土实践的弹性与温度[9] ,外
源平台难以契合离散的乡土地理语境,虚实空

间的割裂进而削弱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10] 。
上述 3 条进路分别从科层结构、社会关系

和应用场景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数字乡村治理

困境的制度根源、社会成因和技术条件,为理解

这一效能悖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三者

共享同一种空间观:空间或被视为治理活动发

生的背景,或被视为技术作用之后的结果,始终

未被作为一个被数字技术主动重组的对象加以

考察。 而数字地理学的研究恰恰表明,数字技

术并非空间的外部工具,而是深度参与了空间

的生成、表征与组织[11] ,代码经由分类与排序,
持续重塑着“谁被看见、谁被排除” 的空间格

局[12] 。 正因既有研究止步于刻画避责、脱嵌、
割裂等问题,而未深入到空间被重组的过程,难
以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数字技术何以

越是迭代升级,治理异化反而越是层层累积、自
我强化,以致难以自我修正。 基于此,本研究引

入空间治理分析视角,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对乡

土空间的重组效应。 需要指出,此处的空间重

组不同于侧重土地利用与聚落形态的空间重

构,亦有别于关注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再生

产,而特指数字技术经由编码对治理空间结构

与关系的系统性重置。 循此,试图追问以下核

心问题:数字技术通过何种机制重置乡村治理

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关系、这一空间重组又为何

会演化为难以自我修正的治理异化,以期拓展

数字乡村研究的解释边界,揭示数字乡村建设

引发空间重组的实践过程与内在机制,并尝试

探讨中断这一自我强化进程的可能条件。

二、数字乡村空间重组的分析框架

1.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理解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深层重塑,需
要超越将空间视为治理活动发生之背景的传统

预设,转而将空间本身作为被重组的对象加以

审视。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由社会关系与权

力格局持续生产的产物,三元辩证法揭示了空

间生产的 3 个关联层次:由技术专家与行政系

统主导设计的“构想空间”、社会成员在日常运

转中实际使用和经历的“空间实践” 以及行动

者基于自身生活经验赋予意义的 “ 生活空

间” [13] 。 三者之间并非静态共存,而是处于持

续的渗透与张力之中,当一种新的构想空间被

强力植入时,既有的空间实践和生活空间都将

面临改写。 数字乡村建设正是这样一个典型过

程,承载标准化算法的数字治理规则系统构成

了一种新的构想空间,其定义何为合规的治理

行为、何种信息具有系统可见性、何类行动纳入

考核范畴。 然而,数字技术的理性是客观的、抽
象的与可复制推广的,乡村社会则是地方性的、
具身性的、情境化的与差异化的,理性的数字空

间与乡村感性的日常生活短时间内难以耦

合[14] 。 当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治理方式被替换

为数字技术方式时,其治理行为的发生场域、信
息的流转方式和行为的合规标准都在这一替换

中面临深刻改写。
卡斯特对信息时代空间逻辑的分析则揭示

了这种渗透何以能够跨越乡土空间的物理阻

隔,其将空间形态区分为依托数据网络运作的

“流动空间”与依附于地理疆域和在地网络的

“地方空间”,而前者具有消除物理距离及穿透

地理边界的技术属性[15] 。 数字乡村建设的空

间本质,正是流动空间对乡土空间的制度化介

入,且这一介入已展现出强大的穿透力:数字平

台通过流程化的归集留痕实施全景穿透式监

管[16] ,纵向数字网络使上级得以绕开逐级汇报

直接获取基层数据[17] 。 数字技术构建起覆盖

微观地理坐标的全景式治理网络,分散的物理

空间被纳入统一的数字调度视野[18] ,承载标准

化构想规则的数字系统由此深入到此前受地理

阻隔保护的基层治理场域,层级之间的空间关

系从根本上被改变。 综合列斐伏尔与卡斯特的

洞见,所谓数字乡村空间重组指承载标准化构

想规则的流动空间借助跨距技术优势介入乡土

地方空间,致使治理场域发生系统性重置的过

程。 就内涵而言,数字乡村空间重组不是村庄

物理形态的改造,而是数字系统对乡土治理空

间的规则化、可视化与合规化改写;就外延而

言,数字乡村空间重组体现在治理结构、治理资

源与治理实践 3 个层面。
2. 分析框架:空间编码 空间整合 空间排斥

基于上述理论脉络,数字乡村空间重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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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笼统的整体性变迁,而是可沿治理结构、治理

资源与治理实践 3 个层面加以解析,据此,将其

拆解为空间编码、空间整合、空间排斥等分析维

度,分别透视乡土治理空间在这 3 个层面的重

组机理。
空间编码指数字平台以标准化算法对乡土

治理事务实施格式化转译的过程。 数字技术内

含的工具理性强调标准化、效率化与可复制性,
而乡村治理需要兼顾情境适应性、权力协调性

与公共性。 当基层事务涉及的复杂社会关系网

络必须被转换为标准化格式才能被系统识别和

接收时,大量难以数字化的公共事务面临被忽

略的风险[19] 。 这一格式化转译在空间结构层

面引发三重变化:其一,治理行为的空间规制。
数字编码通过定位打卡、影像上传与终端操作

等技术设定,对治理行为发生的物理场所施加

刚性约束,平台的排名机制与规范化流程相应

地压缩了基层的策略空间与简约治理弹性。 其

二,层级间信息的空间贯通。 标准化数据接口

将村庄内部封闭的、情境化的治理信息翻译为

上级可远程实时读取的结构化参数,层级之间

的信息空间从隔断转向单向透明。 其三,正式

与非正式治理的空间重界。 参数化的合规标准

将未被系统记录的非正式治理行为排斥到合规

框架之外,治理空间的合法性边界从模糊共存

转向刚性切割。 空间编码由此重置了乡村治理

空间的关系架构。
空间整合指数字系统借助远程感知技术穿

透层级之间物理距离所提供的信息屏障,将分

散的治理节点压入同一感知平面的过程。 数字

治理平台实现了“一屏观全域”的技术支持,一
线处置过程可通过终端设备回传至上级平台,
大幅消解了因管理层次过多而产生的信息不对

称。 这种跨距感知能力所引发的空间效应,集
中体现为治理资源在虚实空间之间的系统性重

配:其一,治理时间的空间挤压。 物理距离所提

供的时间缓冲被实时督办机制消解,基层治理

节奏从自主调配变为系统驱动。 其二,治理精

力的空间转移。 基层干部大量时间被捆绑于虚

拟空间的符号化留痕之中,将大量精力从面向

乡土空间的实体治理,抽调到面向屏幕的数据

维护与合规操作,逐渐陷入虚拟的“人技关系”

而非现实的“人际关系” [20] 。 其三,治理资源

的空间抽离。 乡村治理的资金、人力与物质资

源被数字合规体系持续抽取,投入到考核体系

及短期见效快的显性绩效指标,由此偏离公共

产品生产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目标。 这 3 种

资源的空间重配,使基层用于实体治理的资源

存量持续缩减。
空间排斥指在空间编码与空间整合的联合

作用下,实质治理能力被数字合规体系持续挤

出的空间过程。 治理事务的数字化、指标化及

层层加码的科层压力传导,已经造成了“技术

消解自治”的治理矛盾[21] ,而空间排斥将这一

矛盾置于空间实践的维度加以透视,关注三重

空间异化:其一,治理目标的空间分裂。 数字空

间中的形式化合规目标与物理空间中的实质性

治理目标相互竞争有限资源,出于避责考量,基
层干部将有限精力从实质服务转向指标迎合,
真实治理行为被虚拟操作所替代。 其二,治理

行为的空间越界。 当监控手段从文本核验升级

到地表视觉核验时,基层的应对行为从数据层

面的符号操作跨越到物理层面的景观重塑,形
式主义突破文本边界向物理空间蔓延。 其三,
治理效能的空间悬浮。 本应在实体空间完成的

治理任务被托付于数字化工具,“人的问题”被

置换为“数据问题” [22] ,数字空间中指标达标

而物理空间中实质治理持续弱化。 就表象而

言,上述三重异化与形式主义、避责行为多有

交叠,但二者分属不同分析层面:后者刻画的

是基层行动者的行为类型与动机取向,而空

间排斥所揭示的则是这类行为何以在数字空

间与物理空间的分裂中获得结构性的容身

条件。
同一田野现象往往同时牵涉多个维度,笔

者遵循现象 功能的归类原则,将 3 个分析维度

的理论关注、经验识别标准及实践形态概括如

表 1。 综上,三者虽分属结构、资源与实践层

面,却在同一重组过程中共时运作、相互依存:
空间编码所确立的标准化数据通道,为空间整

合的远程穿透提供结构前提;空间整合所引发

的资源重配,为空间排斥的实践异化积聚压力;
而空间排斥所生成的参数化表征,又反过来回

馈并巩固编码体系,使其在数据层面获得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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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乡村空间重组的三维分析维度与经验识别标准

分析维度 聚焦点 识别标准 实践样态

空间编码 治理对象与行为如何被系统识别
字段模板、地址编码、定位坐标、时间
戳、工单流转、排名规则

表单化、坐标化、工单化

空间整合 层级如何被压缩、资源如何被转移
远程调取、实时督办、多平台汇聚、时
间 / 精力 / 经费转移

远程透明、资源重配、终端汇聚

空间排斥 实质治理如何被挤出、替代或遮蔽
选择性不上报、集中补拍、景观遮蔽、群
众低使用

形式合规、实质脱嵌、效能悬浮

验证。 如此,三者不再是一次性的单向传导,而
经由再编码相互勾连,在编码规则、资源配置与

参数反馈 3 个环节彼此锁定,由此生成了由再

编码自我维系的循环结构,即数字乡村空间重

组的“表征闭环”(图 1)。

图 1　 数字乡村空间重组的“空间编码 空间
整合 空间排斥”分析框架

三、数字乡村建设中空间重组过程的

案例呈现

　 　 本研究的实证材料来源于研究团队对国家

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山西省平定县 G 镇 HT
村的深度田野考察。 之所以选择 HT 村作为个

案,在于其是一个能使数字乡村空间重组机制

充分显现的关键案例。 平定县以获批国家级实

验基地为契机,自上而下强力推行基层治理数

字化转型,HT 村作为核心示范村,密集接入了

覆盖社会治理、集体经济、产业运营等领域的

10 余套数字系统,其数字系统密度、资源投入

与考核压力均远高于普通村庄。 而正是这种高

强度的数字化情境,将一般村庄中尚且潜隐、分
散的空间重组过程放大为清晰可辨的经验形

态,从而为机制识别提供了理想的观察窗口。
此次的实证资料主要来源于研究团队 2023—

2025 年在该村及所在县域开展的多轮次半结

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及系统收集的项目建设

报告、平台运行数据、年度工作总结与各类政务

文本等一手资料。 其中,2021 年数字化转型启

动之前的治理常态,主要依据对村“两委”干部

与资深村民的回溯性访谈,并参照同期纸质台账

与工作记录。 以下按照“数字化之前的治理常

态 数字系统的密集覆盖 逐级监控下的资源转

向 落差积累与基层应对”的线索展开,仅为叙事

清晰之需,并不意味着空间编码、空间整合与空

间排斥在经验过程中具有严格的先后阶段,三
者在数字系统建设与运行中往往交织并存。

1. 地理阻隔与具身在场:前数字化的乡土

治理空间

HT 村位于山西省平定县冠山脚下,辖 3 个

自然村组,共有村民 435 户、常住人口 1
 

134 人,农
业用地约 100

 

hm2,是典型的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

散居村落。 村“两委”班子共 7 人,保持着长期的

组织稳定性。 在 2021 年数字化转型启动前,该村

的治理逻辑深度锚定于物理空间的“在地性”。
在纵向科层维度上,县 镇 村之间的治理

关系呈现一种由物理距离所节制的弹性节奏。
由于信息传递高度依赖纸质台账与周期性的现

场检查,物理阻隔在各层级间构筑了一个天然

的治理缓冲区。 以低保核查等政务指令为例,
信息的层级传导往往存在数日的时空延宕,这
种延迟客观上为基层组织留存了裁量空间,使
村干部能够根据农时节律与村务轻重缓急自主

调节执行节奏。 镇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过滤

器与整合者的角色,缓解了上级部门对村级事

务的直接穿透压力。
在村庄内部的横向维度上,HT 村的日常

治理表现为一种典型的“走动式治理”。 作为

行政窗口,村委会的物理功能主要限于盖章、开
证明等程序性事务,实质性的治理行为则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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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村落的各个角落。 HT 村党支部张书记在回

忆当时的工作状态时说:“那时候一天下来在

办公室待不了一两个钟头,就是签签字。 剩下

的时间都在村里转,东头看看、西头问问,谁家

有个啥事路上碰着就说了,晚上在广场上再跟

几个老人聊聊, 差不多情况就都清楚了。”
(20230725-HT 村书记)无论是协调物业纠纷还

是邻里土地调停,村干部均倾向于通过入户走

访和人情斡旋等非正式手段,在当事人家中或

广场、戏台等公共物理节点完成信息交换与矛

盾化解,治理权威由此深度嵌入熟人社会的非

正式网络,而非依附于村委会这一固定的治理

空间。 然而,这种依赖物理缓冲与具身互动的

治理常态亦存在结构性局限:首先,非正式调解

往往导致治理过程缺乏透明度,弱势群体的利

益诉求在模糊的协调中面临选择性忽视的风

险。 其次,集体资产处置等核心事务缺乏有效

的外部监督机制。 最后,村级组织虽在执行节

奏上具备弹性,但由于缺乏即时反馈机制,部分

刚性任务易陷入搁置。 这种由物理空间维度支

撑的弹性治理与治理盲区并存的局面,构成了

数字化干预前的逻辑起点。

2. 技术下沉与规则转译:乡土公共事务的

格式改造

获批实验基地后,平定县将数字化转型作

为党委政府的标志性改革任务强力推进。 县级

整合信息数据中心、综治中心等多部门职能,组
建智能化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作为全县数字治理

的指挥枢纽。 在技术供给端,航天科工、乐村淘

等公司承担核心平台开发,中国联通山西分公

司提供网络基础设施和云端存储服务,数百万

元专项资金在两年内注入基层,用于平台开发、
硬件铺设和前期运维。 全县 574 个基础网格被

优化整合为 452 个一级网格和 3
 

022 个微网

格,每个网格配备专职网格员。 G 镇赵书记提

道:“我们对这个技术方面完全没有参与过人

家的东西,就在这个框架里头输入我们的东

西。”(20240709-G 镇赵书记)HT 村作为核心示

范村,先后接入了覆盖社会治理、集体经济、产
业运营、党务监督、民生服务等领域的 10 余套

数字系统(表 2),并在村委会一楼隔壁辟出独

立机房作为全村的“数字指挥中心”。 这些系

统对乡土各领域的公共事务实施了系统性的格

式化改造,集中体现在 3 个层面。

表 2　 HT 村所在县域主要数字治理平台概况

开发层级 平台名称 类型 功能定位 使用主体

省级
平安山西 App 政法条线的矛盾排查、信访维稳与特殊

人群管理
综治干部、网格员

综治系统 网页
社区矫正、涉毒等涉密信息的垂直报送
与管理

综治干部

县级

全要素社会治理
管理服务平台

网页
基础信息采集、特殊人群管理、网格员
巡查签到与事件上报

网格员、综治干部

12345 联动
指挥平台

网页
多渠道工单接收、分级派发、全程督办
与综合排名

县级调度中心、乡镇、村干部

大数据可视化调度平台 大屏 / 网页
依托 GIS 系统实时展示人口、房屋、部
件数据,接入视频监控与网格员轨迹

县级领导、职能部门

农村集体“三资”
监管平台

网页 / App 银农直连资金审批、电子合同管理、大
额资金预警、财务公开查询

村干部(录入)、村民(查询)、
上级主管部门(监管)

产权交易平台 网页
集体资产变动登记与产权交易规范化
管理

村干部、乡镇经管站

党组织党员
“双报到”平台

App 党员下沉社区扫码签到、服务时长记录
与积分排名、支部书记星级评价

下沉党员、社区(村)党组织

新时代文明实践
线上云平台

网页 / App 志愿服务发布与接单、服务时长统计与
排名

志愿者、村干部

网格微群智能
机器人“平平” 微信群嵌入

接入全县 159 个网格微信群,自动识别
群众诉求并生成工单,提供政策咨询

村民(发起)、网格员(处理)

“雪亮工程”视频
监控系统

硬件 / 网页
公共区域视频实时监控,接入县级大屏
供远程调取

县级指挥中心、乡镇综治中心

镇级 镇级工作调度系统 网页
镇级内部任务分配、进度跟踪与工作台
账管理

镇级干部、村干部

村级 产供销一体化数字平台 大屏 / 网页
大棚环境物联网监测、农产品加工仓储
信息化、“一批一码”全程追溯

村干部、合作社
(设计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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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治理内容的表单化

传统治理中依靠口头沟通和模糊记录处理

的事务,被全面转化为标准化的数据字段:一是

在社会治理领域,网格员须对辖区内标准地址

信息、实有人口信息、实有房屋信息进行逐户采

集与录入,数据格式须严格遵循公安部标准,涵
盖命名规则、特殊字符与地址编码;矛盾纠纷的

调处记录须填写调处时限、方式与责任人姓名

等规范化字段。 二是在集体经济领域,“三资”
监管平台采用“银农直连”系统,村集体的每一

笔资金支出须经线上审核后方可执行快捷支

付,大额资金和资金赤字由系统自动预警;每一

份合同须按规范模板完成线上创建、审核与备

案。 三是在产业运营领域,HT 村的产供销一

体化平台将大棚种植的空气温湿度、土壤参数、
产品名称与产量等信息转化为可视化驾驶舱上

的实时参数,并赋予农产品“一批一码”的全程

追溯功能。 过去一次上门拉家常即可了解的家

庭情况、一本手写账簿即可记录的集体收支、一
通电话即可确认的出货数量,如今均须被拆解

为标准化字段方能进入各自的系统。
(2)治理行为的坐标化

数字系统通过定位打卡与轨迹追踪,将基

层工作人员的行为活动纳入可核验的空间参数

体系:网格员每天须完成“一日双巡” 签到,手
机端 App 实时记录 GPS 定位并生成巡查轨迹,
统计轨迹时长与里程;发现的问题须分类拍照

上报,照片自动附带经纬度水印和时间戳。 消

防设备等实体物件加装了二维码,巡检人员须

逐一扫码签到,后台可追溯每个设备由谁、何时

完成巡检。 坐标化并不限于网格治理领域,党
组织党员“双报到” 平台同样要求下沉党员在

社区服务时扫码签到,系统自动记录服务时长

并生成积分排名,对党支部书记进行星级动态

评价。 坐标化意味着治理行为在空间中的分布

从此获得了可被上级远程读取的参数形态。
(3)治理流程的工单化

全县 40 个县直部门的社会治理事项被统

一纳入 12345 联动指挥平台,形成“发现 上报

交办 处置 办结 回访 评价” 的七步闭环流

程。 在群众端,平定县在全县 159 个网格微信

群中接入了智能机器人“平平”,居民在群内发

送图片或文字描述问题后,“平平”自动识别关

键词并生成工单派发至后台处置,同时提供办

事流程咨询与政策通知推送。 在管理端,工单

进入县级调度中心后被派发给对应职能部门,
系统全程自动计时,对超时事件逐级标识并计

入考核。 类似的流程化改造也延伸到党务监督

领域:四务公开平台和“小微权力”监督平台要

求村级组织将党务、村务、财务、政务信息按标

准模板定期上传并接受在线监督。
3. 远程透明与资源重配:乡村治理空间的

整合效应

数字系统的参数化通道一旦在县 镇 村三

级同时运行,层级之间由物理距离所维系的信

息屏障随即被消解,治理资源在虚实空间之间

发生了系统性重配。 这种消解首先发生在县级

的感知维度上:在平定县智能化社会治理服务

中心的办公大厅,一块占据整面墙壁的数字大

屏依托 GIS 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将全县 30. 6 万

常住人口、15 万所房屋、7. 4 万个城乡部件的信

息接入实时监测,并可随时调取“雪亮工程”视

频监控、查看网格员实时轨迹甚至进行视频连

线远程指挥。 但被纳入这一透明平面的远不止

综治数据:“三资”监管平台的“银农直连”使村

集体的每一笔财务流水对县级主管部门实时可

见;产销平台的驾驶舱数据可被上级调阅;四务

公开平台的更新频次和内容完整度纳入考核;
省委政法委主导的综治信息系统则构成又一条

垂直报送通道,基层须在县级平台之外同时向

省级系统上报维稳、矫正等涉密信息。 过去须

经镇级汇总、纸质传递和年终检查才能获取的

村级信息,如今在多个系统中同时向上敞开。
G 镇一位包村干部描述了这种变化:“以前县

里布置任务,我们镇里还能自己掌握下节奏,年
底台账过得去就行。 现在县里那个大屏幕上,
各镇的指标完成率是实时滚动的,县领导天天

盯着看。”(20240727 G 镇包村干部)12345 中

心按月依据按时办结率和群众满意度进行综合

排名,结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基层组织书

记实行星级评价,考核与各项待遇直接挂钩。
与垂直贯通同步发生的,是多条线任务在

基层终端的水平汇聚。 在 HT 村所在的 G 镇,
村干部和网格员日常须在综治平台完成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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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与巡查签到,在 12345 系统处理群众工单,在
“三资”监管平台录入财务数据与合同信息,在
产权交易平台登记集体资产变动,在四务公开

和“小微权力”监督平台上传党务村务材料,在
平安山西 App 处理政法条线任务,在“双报到”
平台记录党员服务情况,同时还需维护产销平

台的运营数据和镇级自建的工作调度系统,且
每个平台拥有独立的填报格式与办结时限。 一

位网格员说:“各部门都在采各自的信息,而且

好多信息都是重复的。 政府感觉我们是万能

的,其实我们是万万不能的。”(20240709 网格

员)垂直贯通与水平汇聚的叠加,直接改变了

村级干部的日常行动轨迹与村委会的物理功

能。 数字系统全面运行后,填报数据、回复工

单、上传材料、核查信息等屏幕操作占据了越来

越多的工作时间。 村委会从村务接待场所逐渐

演变为终端操作间,治理行为发生的物理场所,
正从弥散于村落各处的走动空间向固定于室内

的屏幕空间迁移。 村集体的物质资源也在这一

过程中被持续抽取,各个平台每年维护费七八

万元,占村集体年收入十八万元的近半。
4. 形式合规与实质脱嵌:应对治理落差的

空间积累

当数字系统持续运转所消耗的资源逼近村

集体的承受边界,基层行动者的应对策略开始

从系统内部的被动接受转向系统边界处的主动

调适。 这种调适沿着从线上到线下的方向逐步

升级,并在数字治理的表征图景与村庄物理空

间的实际状况之间积累起愈发显著的落差。 调

适首先发生在数字系统内部:面对多平台工单

的持续涌入与超时扣分的刚性约束,网格员逐

渐形成了“非必要不上报” 的操作惯习。 一位

受访者对此的解释颇为直白:“报上去如果解

决不了,长期在网上挂的,全省要对各县区进行

排名,就影响我们的排名。 所以说你报上去解

决不了,你的排名就靠后了,所以说现在我感觉

我宁愿不报,也不反映我的问题。”(20250709
G 镇干部) 与此同时,网格员的另一策略是将

可在线下直接处理的事务隔离于系统之外:能
通过一通电话或上门协调解决的邻里纠纷,不
再录入工单系统;需要拍照留痕的巡查任务,则
在特定时段集中完成,如几天的巡查照片在一

个下午集中拍摄上传、GPS 签到轨迹在路线上

一次跑完。 类似的选择性操作亦延伸到其他平

台:四务公开平台的材料在考核节点前集中补

传,“双报到”平台的党员服务时长集中于月底

突击签到,产销平台的运营数据由办公室人员

根据线下记录统一填入。 这些操作在各系统的

参数层面均完全合规,但其与实际行为的对应

关系已发生实质性脱嵌。
当监控手段从文本核验与定点拍照升级到

地表视觉核验时,线上层面的参数操作不再足

以回应来自更高维度的审视。 据调研了解,上
级部门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查中引入了无人

机航拍,镜头直接对准了村庄的地表面貌。 在

缺乏资金进行实质性整改的条件下,HT 村的

应对策略从数字空间退向了物理空间:建筑垃

圾与废弃宅基地被大面积覆盖防尘绿网,主干

道两侧的破旧民居前竖起了彩钢瓦围墙。 调研

期间,研究团队在村庄主干道沿线观察到,绿网

与围墙沿道路两侧连续延伸,将道路视线之外

的区域遮蔽起来。 这些物理改造的目标并非改

善村庄实际的人居环境,而是使地表的视觉呈

现符合航拍镜头的核验标准。 形式主义的应对

由此突破了数据文本的边界,向物理空间的实

体改造延伸。 数字系统的覆盖率指标与村庄日

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在村民层面表现得最为直

观。 调研中,一位近 70 岁的独居老人在被问及

是否了解“数字乡村”时,其表示从未听说过这

个概念,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网格,没有加入任

何村民微信群,也没有干部通过手机联系过她。
全县 159 个网格微群中的智能机器人虽已具备

自动识别诉求和工单派发功能,但群众主动使

用的频次极低;村委会机房中产销平台的可视

化驾驶舱始终处于无人操作状态;“三资”监管

平台虽已接入,但村民实际通过手机查询财务

信息的寥寥无几。

四、数字乡村建设中空间重组逻辑的

案例剖析

　 　 基于对 HT 村治理空间重组过程的呈现,
需进一步追问格式化改造、远程透明与形式合

规这三组现象各自的生成逻辑,以及它们之间

何以彼此锁定、使空间重组呈现难以自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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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 以下分别沿“空间编码 空间整合 空

间排斥”维度,剖析其内在机理。
1. 空间编码的格式化规制与治理架构的底

层重构

空间编码的发生并非纯粹的信息格式转

换,而是数字系统内含的工具理性与科层体制

“清晰化”诉求之间结构性耦合的产物。 数字

编码系统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构想空间,以标准

化参数为介质,重新定义了治理空间中何为可

见、何为合法。 国家通过标准化手段实现对社

会的“可读性” 改造[23] ,这一权力逻辑在信息

时代获得了技术延伸:编码将封闭在村庄物理

空间内部的治理信息转化为可被远程实时读取

的结构化参数,层级之间的信息关系由此从物

理距离所维系的相互隔断转向数据通道所建立

的单向敞开。 编码所改变的不仅是信息内容,
更是信息的空间流向。 基层治理行为对上级实

时可见,而上级对数据的使用方式与考核权重

对基层并不透明。 相关研究将技术化社会治理

中技术逻辑与社会逻辑的不匹配概括为“异步

困境” [24] ,而这种异步在空间维度上的具体形

态,正是层级间空间可见性的非对称重构。
HT 村的经验显示,这种单向透明覆盖了

社会治理、集体经济与产业运营等多个领域,这
些性质各异的数字系统在空间上呈现出一个结

构特征,即信息流动的单向性。 在重建层级间

信息关系的同时,空间编码还对正式治理与非

正式治理之间的空间边界进行了刚性化重划。
数字技术的化约主义逻辑在信息维度上表现为

对社会复杂性的降维,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为

合规边界的刚性化。 编码以参数化标准为尺

度,将全部治理行为切分为系统可见与系统不

可见两个空间:矛盾调解须以表单化记录和影

像留痕为结案依据,非正式调解赖以运作的模

糊性被系统性瓦解;集体财务须经线上审批,灵
活调度小额资金的弹性空间被技术性封堵。 编

码由此单方面重新划定了治理行为的合法空间

边界,未被系统记录的治理行为在行政意义上

已不复存在。
空间编码对治理架构的上述重构,构成了

数字乡村空间重组得以持续展开的结构前提。
正是编码在各领域建立的标准化数据通道,使

远程穿透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没有实时可读的

行为参数,远程督办便无从实施;没有多条通道

的并行敞开,多平台在基层终端的汇聚效应便

不会形成;没有每一套系统各自的合规运维需

求,维护费用对集体财力的持续性抽取也无从

发生。 编码所划定的“可见 / 不可见” 空间边

界,从空间上区分了何者进入系统、何者被排除

在外,为基层行动者日后的双轨操作预设了结

构性轨道。
2. 空间整合的压缩穿透与治理资源的系统

性重配

空间整合的非预期后果并不源于远程感知

技术本身,而是在于编码所建立的数据通道被

压力型科层考核体制转化为实时监控管道之

后,物理距离所提供的信息屏障与时间缓冲一

并瓦解,治理资源由此从乡土空间被系统性虹

吸至数字空间。 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重

新认识物理距离对治理功能的意义。 基层执行

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裁量权的结构性依赖,
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物理距离所提供的空间缓

冲[25] 。 科层体制对精确控制的内在追求,在数

字化之前始终受到物理距离的时空制约[26] 。
信息的层级传导存在自然衰减,任务的执行周

期容纳弹性节奏,中间层由此保有统筹变通的

余地,镇级政府在上级政策与基层实际之间长

期扮演着翻译和缓冲的角色[27] 。 空间整合所

取消的,正是这种由物理距离所维系的空间缓

冲条件。
编码与考核的结构耦合在纵向与横向两个

维度同时引发了资源重配:一是纵向维度上,编
码的行为规制能力被考核体系转化为实时可核

验的绩效指标。 如案例所呈现的县级大屏跨层

级直连抹平了信息不对称,算法督办压缩了时

间延宕。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间层得以保

有策略性的避责空间,而空间整合消灭的正是

信息不对称的空间基础。 当这种刚性约束从单

一系统扩展到全域监控时,镇级政府从压力的

“过滤者”转变为指标的“加压传导者”,这种转

变是行为空间被技术性压缩后的结构性必然。
二是横向维度上,编码在治理、经济、党建、监督

等各领域建立的数据通道在基层终端形成空间

汇聚,每一条数据通道各自连接着不同的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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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各自携带独立的填报格式、考核周期

与办结时限,但其操作入口共同汇聚于同一批

基层人员的手机和电脑屏幕。 这种汇聚产生了

远超任何单一系统设计预期的叠压效应:基层

干部的日常行动起点从村庄的物理空间收缩到

室内的屏幕空间,案例所描述的村委会功能转

化正是这一精力转移在物理空间中的直接

显现。
由是观之,空间整合以时间、精力、财力的

三重转移,使基层用于实体治理的资源存量持

续缩减,并为随后的空间排斥积聚起结构性压

力。 当资源耗竭到无法同时满足数字合规与实

质治理时,基层被迫在两者之间进行取舍,数字

合规因其可核验性而获得优先地位,目标分裂

由此发生。 当治理注意力从乡土空间向数字空

间迁移后,乡土空间的治理真空需要某种填补,
而这种填补随技术升级从数据操作越界到景观

改造。 当平台维护费持续吞噬集体收入而系统

指标仍在达标时,数字空间与乡土空间的效能

评价出现系统性背离,效能悬浮由此形成。 与

此同时,资源虹吸反向强化了编码体系,维护费

用的持续投入使编码系统获得了自我维持的物

质基础,即便其治理效能已大幅衰减。
3. 空间排斥的累积性异化与治理实践的结

构锁定

空间排斥不是编码与整合的被动后果,而
是数字系统参数核验逻辑的感知局限与乡土社

会双重理性发生结构性耦合的产物,其核心特

征是治理实践在数字空间与乡土空间之间的系

统性分裂,技术根源在于参数核验逻辑的感知

边界。 数字系统能够核验参数的完整性,却无

法核验参数与物理现实的对应关系。 数字系统

对乡村社会的感知高度依赖于预设的数据模

型,而这些模型难以捕捉乡土社会的非结构化

特征。 感知盲区的实质,是数字表征空间与乡

土实践空间之间的结构性断裂。
基层的行动策略承载着双重理性:线上合

规满足纵向考核要求,线下运转维持横向熟人

社会的非正式治理。 组织正式结构与实际运作

之间的系统性分离,即制度理论所揭示的脱耦

现象[28]在乡村数字治理中获得了空间化的表

达形式:基层行动者沿着编码所划定的“可见 /

不可见”空间边界,主动建立起形式合规与实

质治理的分离机制。 案例所呈现的选择性不上

报、集中补拍签到、考核节点前批量补传材料等

操作,在参数层面完全合规,但与实际治理行为

的对应关系已发生实质性脱嵌。 空间排斥由此

不是编码规则的意外失灵,而是编码的空间重

组逻辑在行为层面的结构性延伸。 这一延伸不

限于数据层面的符号操作,还涉及物理空间的

实体改造。 数字技术迭代升级的本质是感知边

界的持续扩展,从文字台账到定点拍照、再到

GPS 追踪与无人机航拍,每一代技术在封堵原

有盲区的同时,也可能在更高维度创造新的盲

区。 案例所呈现的防尘绿网与彩钢围墙,标志

着排斥策略从数字空间的参数操作跨越到物理

空间的景观改造。
空间排斥所生产的参数化表征在系统层面

高度契合空间编码的核验要求,使编码 整合

排斥的运转链条获得了参数层面的自我验证能

力。 这一自我维系的循环结构,即前文所称的

表征闭环。 这一闭环之所以难以被打破,根源

在于多层制度激励的同向锁定:在以国家级实

验基地建设为政绩载体的激励结构下,县级层

面缺乏主动揭示数据脱嵌的制度动力,镇级层

面面临管理责任外显的问责压力,村级层面则

依赖参数合规维系基本的避责空间。 各层行动

者并非必然出于主观合谋,而是在同向的激励

约束下,共同维持了数字空间的参数表征。 科

层体制中的注意力资源具有稀缺性与竞争

性[29] ,当各层行动者的注意力均被锁定于维护

数字空间的参数表现时,纠正数字空间与物理

空间之间断裂的动力便在制度层面被系统性地

消解。 由此,表征闭环揭示了数字乡村空间重

组持续深化而非自我纠正的制度根源。 调适路

径的切入点因此不能止步于技术迭代,而须同

时触及编码规则的弹性化重构与考核激励的结

构性重塑。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空间编码 空间整合 空间排斥”的

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引发空间重

组,表现为数字系统以标准化算法对乡土事务

实施格式化转译,在层级间建立起单向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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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架构,同时将非正式治理排斥到合规边界

之外。 这种编码所建立的数据通道被压力型科

层考核体制转化为实时监控管道后,取消了物

理距离所提供的空间缓冲,引发治理资源从乡

土空间向数字空间的系统性虹吸。 面对规则刚

性与资源耗竭的双重约束,基层行动者沿着编

码所划定的“可见 / 不可见”空间边界建立起形

式合规与实质治理的分离机制,并随着数字技

术的迭代升级从数据层面的参数操作跨越到物

理层面的景观改造。 三者在多层制度激励结构

下形成自我强化的闭合回路,构成了空间重组

持续深化而非自我纠正的制度根源。 通过对数

字乡村空间重组实践机理的系统分析,本研究

在以下 3 个层面深化对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关

系的理论解释:
第一,构建了“空间编码 空间整合 空间

排斥”的分析框架,从空间治理视角切入数字

乡村研究。 既有研究剖析了数字乡村治理困境

的制度根源、社会成因和技术条件,但空间在这

些分析中更多地充当治理活动发生的背景而非

被重组的对象。 需要将空间本身拉回到现有研

究之中,才能认识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谁管

谁”的制度关系,同时还改变了“在哪里管”“谁

能看到谁” 的空间关系。 这种空间关系的变

化,包括治理行为发生场所的迁移、层级间空间

可见性的非对称重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空间

边界的刚性化,是既有制度分析和社会分析未

能充分触及的分析维度。
第二,通过对编码、整合与排斥 3 个维度交

互机制的考察,提出了“表征闭环” 的概念,尝
试回答既有研究普遍悬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

技术升级非但未能修复治理偏差,反而驱动形

式主义向更极端的形态演化? 源于空间排斥所

生产的参数化表征在系统层面完美回馈了编码

体系的核验要求,使编码 整合 排斥的运转链

条获得了参数层面的自我验证能力。 这种自我

验证之所以难以被打破,在于数字系统的参数

核验逻辑无法感知表征与现实的断裂,而在同

向的制度激励约束下,县、镇、村各层级均缺乏

揭示这一断裂的现实条件。 这一发现补充了既

有避责理论对策略性回避的解释,揭示了形式

主义在数字治理情境下自我复制和持续升级的

空间机制。
第三,发现基层数字形式主义行为不限于

数据层面的符号操作,还涉及物理空间的实体

改造。 从文字台账到定点拍照,再到 GPS 追踪

与无人机航拍,技术升级封堵原有感知盲区的

同时,也可能在更高维度创造新的盲区,行动策

略也随之从数字空间的参数操作跨越到物理空

间的景观改造。 这种从虚拟到实体的空间越

界,以及监控与应对在空间维度上的逐级攀升,
是既有避责理论和数字形式主义研究未能捕捉

的新形态,构成了本研究相对于既有研究的核

心理论增量。
基于上述分析,数字乡村空间重组的调适

方向不在于叠加新的技术层级,而在于解除表

征闭环在编码、资源与反馈之间的相互锁定:其
一,在编码端为难以编码的治理事务预留制度

化通道。 闭环的起点,是编码将一切治理事务

强制转译为可核验参数,并把未被记录的治理

行为排除在合规边界之外。 为打破这一环,须
在标准化规则之外设置非正式治理的合规通

道,容许难以格式化的乡土事务以定性说明等

方式进入系统,从而打破凡治理皆须可见的刚

性前提。 其二,在反馈端切断考核只认表征的

单一激励。 闭环的自我强化,源于考核仅以数

字表征为据、而无从校验其与现实的对应。 为

打破这一环,须引入实地核验与群众评议对参

数表征的交叉校验,降低实时排名与量化督办

的权重,使表征不再是获得治理承认的唯一凭

据[30] 。 其三,在资源端恢复中间层的统筹与缓

冲功能。 闭环的资源基础是远程透明抹平了物

理距离所提供的裁量空间,迫使基层以形式合

规自保。 为打破这一环,须重新赋予镇级以过

滤与统筹的余地,为实质治理保留不被参数考

核持续抽取的资源空间。 三者分别对应闭环的

编码、反馈与资源环节,唯有同时破除 3 个环节

之间的锁定关系,方能中断其自我验证的循环,
推动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从单向规训走向双向

嵌合。
本研究亦存在若干局限,有待后续研究加

以弥补:一方面,在案例代表性上,以国家级实

验基地的核心示范村为单一关键案例,其数字

系统密度、资源投入与考核压力均高于普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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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因此,本研究所提炼的空间重组机制并非可

作统计推广的普遍规律,而是一套具有分析性

可迁移性的解释机制。 这既构成本研究的解释

边界,也为后续在不同数字化梯度的村庄中检

验该机制提供了方向。 未来研究可通过多案例

比较设计,检验空间编码 空间整合 空间排斥

机制在不同数字化程度与乡村社会结构类型中

的适用范围与变异形态。 另一方面,在时间跨

度上,本研究聚焦数字技术嵌入的张力阶段,而
随着政策的持续调整与基层治理经验的积累,
空间重组过程是否会呈现阶段性的自我修正,
仍有待通过长时段的历时性追踪做进一步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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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嵌入新型城镇化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
的实践逻辑

唐　 滢,陈绍军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仅涉及人口转移与空间重组,也要求在社区层面同步推进

文化关系重建与公共文化生活提质。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向基层延伸,使平台、媒介和数

据逐渐成为社区文化治理的重要变量,但技术接入并不会自动生成文化联结,“技术在

场”与“文化失联”并存成为新型城镇化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现实张力。 基于文化主

体性与嵌入性理论,构建“数字空间 行动主体 协同机制”三位一体分析框架,并以搬迁

安置社区的“文化治理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文化关系并转化为治

理能力的实践逻辑。 研究发现,数字嵌入并非技术功能的线性释放,而是技术逻辑与文化

逻辑双向调适、文化关系与治理过程协同重组的渐进过程:数字空间重联通过文化内容公

共化与数字内容在地化,推动脱嵌的文化要素在新地域重新进入居民交往;行动主体激活

通过表达开放、贡献识别和组织吸纳,将居民文化能力转化为公共行动能力;协同机制建

构则通过技术可见、情境判断与组织承接,将分散行动转译为正式治理事项,并在资源配

置、责任监督和规则反馈中沉淀为制度化治理能力。 数字嵌入的关键不在于工具是否进

入社区,而在于能否以文化主体性规范技术方向、以数字连接拓展文化行动、以制度机制

保障主体地位,进而实现文化关系再嵌入、主体能力公共化与文化行动制度化,形成文化

共同体的持续生产能力。 因此,新型城镇化社区数字文化治理应由技术覆盖、参与统计和

平台建设转向文化适配、行动能力和制度嵌合。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社区;数字技术;数字嵌入;文化主体性;文化治理;公共文化服务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坚持推进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并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

个五年规划纲要》 强调,要“坚持文化惠民,实
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促进优质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 [1] 伴随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向基层延伸,新型城镇化社区文化治理经历空

间重组与数字转型的双重进程,数字技术由文

化传播工具转向重塑文化供给、居民参与和协

同机制的重要治理变量[2] 。 新型城镇化社区

是城乡融合进程中承接人口转移、空间重组与

关系再造的基层场域,数字技术如何回应人口

高流动、关系低联结与公共性不足成了社区共

同体建构的重要议题[3] 。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表明,数字技术能够借助终端接入、需求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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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调度和平台整合,推动文化资源由粗放输

送转向精准触达[4] 。 然而,技术功能并不会线

性转化为治理效能,其作用取决于技术与治理

目标、制度环境、对象特征及主体能力能否形成

适配关系[5] 。 围绕数字技术如何进入社区治

理并作用于文化共同体重建,相关研究形成了

3 条解释路径:第一类从制度、组织与技术关系

出发,强调制度与技术只有经过双重嵌入、互构

调适和适配性互嵌,才能实现权责划分、流程再

造和效能提升[6] 。 组织统合研究进一步指出,
数字规制、整合与吸纳是技术由“负能” 转向

“再赋能” 的关键机制, 组织仍主导技术运

作[7] ;技术、制度、组织和主体的互构失衡,则
会使数字平台陷入功能虚设、参与乏力与协同

梗阻的悬浮状态[8] 。 第二类将分析推进到社

区治理共同体层面,认为数字技术能够通过结

构再造与关系重塑,打破条块壁垒并形成责任

共担、协商互信和情感联结的共同体关系[9] 。
数字空间依托线上交往、公共性生产和身份认

同,可以重塑关系网络、重建公共生活并再造集

体认同[10] 。 但技术接入并不等同于有效参与,
机制、认知、接入和能力壁垒仍会使部分居民处

于数字治理边缘[11] 。 第三类则聚焦公共数字

文化与文化治理,指出公共数字文化实践仍存

在公众参与机制薄弱、理论体系不完善及“管

理”向“治理” 转向不充分等问题[12] 。 数字媒

介形成的文化“在场”虽能拓展文化传承空间,
却也可能因算法理性压制地方知识和媒介化传

播导致文化认同异化[13] 。 数字文化治理能否

实现文化供给与在地需求的有效衔接,关键在

于主体赋能、 价值 重 塑、 制 度 整 合 与 组 织

调适[14] 。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从技术 制度关系、社

区共同体建构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等视角揭示

了数字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结构、社会联结与文

化服务的多重效应。 但是,上述效应如何在社

区场域中联动发生的机理尚待充分阐释。 前两

类研究“有数字治理而少文化过程”,侧重技术

对组织结构、治理流程和参与渠道的改造,但较

少考察文化空间、文化内容与文化行动何以成

为共同体重建的内在基础;第三类研究“有数

字文化而少社区共同体”,虽关注资源数字化、

服务触达及文化认同,却较少进入人口流动、空
间重组与关系再造交叠的社区情境,分析居民

如何从平台使用者转化为文化议题提出者、内
容生产者和组织者。 换言之,既有研究尚未把

数字空间重构、行动主体激活与组织机制协同

纳入同一过程框架,难以解释技术效能如何转

化为文化共同体的持续生产能力。 作为新型城

镇化社区的特殊类型,搬迁安置社区在短期内

经历了地域边界转换、社会关系重组与生活方

式变迁,改变的不仅是居民生活的物理空间,也
包括文化资源、行动网络、组织结构和价值认同

的重组[15] 。 数字技术虽为跨越空间阻隔、连接

文化记忆、汇集居民需求和整合治理资源等提

供了可能,但只有进入社区文化网络、主体能力

与制度结构,才能由“技术在场”转化为“文化

联结” [16] 。 质言之,数字嵌入新型城镇化社区

文化治理体系重建,是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在

社区场域中相互调适,推动文化空间、主体关系

与治理规则协同再造的渐进过程。 鉴于此,本
研究以文化主体性界定治理体系重建的价值目

标,以数字嵌入解释其实现过程,构建“数字空

间 行动主体 协同机制”三位一体分析框架,
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 X 市 H 社区实施的“文化

治理创新”示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为例,
考察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

践逻辑,旨在从文化关系再生产层面深化数字

技术参与社区共同体建构的过程解释,并在实

践层面为新型城镇化社区避免数字悬浮、推动

技术接入向文化联结和协同治理能力转化提供

经验参照。

二、数字嵌入新型城镇化社区文化治理: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 文化主体性:数字文化治理的价值目标

从理论内涵来看,文化主体性并非对文化

自足性的抽象强调,而是指特定共同体在文化

选择、意义生产和秩序建构过程中所具有的能

动地位。 文化主体性理论主张文化变迁是兼具

客观性与整体性的社会事实,既嵌入又超越政

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其核心内涵包括:第一,文
化具有相对自主性,虽受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和

社会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但仍遵循自身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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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逻辑与作用机制,并非其他社会领域的被动

投射;第二,文化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塑造关

系,文化既受特定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的约束,
也能通过价值规范、行动规则与意义系统反作

用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第三,文
化变迁呈现情境差异性,其动力、路径与效应因

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与社会关系而异;第四,文
化是一种能够组织社会行动、维系公共关系并

塑造共同体秩序的能动力量,文化秩序重建本

质上也是文化主体重新获得意义生产和公共行

动能力的过程。 因此,文化主体性视角突破了

文化工具论与结构决定论,强调文化作为独立

维度的主体地位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性

作用[17] 。
从实践启示来看,以文化主体性为价值目

标考察新型城镇化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关
键在于将居民由文化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还原为

文化生活的创造者和社区文化秩序的行动主

体。 一方面,社区文化治理要充分尊重多元文

化主体的内生性。 新型城镇化社区并非抽象、
同质的治理单元,而是由不同地域来源、生活经

历、文化传统和社会网络相互交叠形成的生活

共同体,数字化治理不能以标准化平台和统一

化内容替代居民既有的文化记忆、非正式规范

与意义系统,而应在保护乡土文化基因和回应

新型社区生活需求之间形成渐进调适,避免技

术应用进一步加剧文化认同的消解与悬浮。 另

一方面,文化主体性要求文化治理与制度创新

形成辩证互构。 数字技术及其平台规则并非价

值中立的外部工具,文化需求识别、资源推送、
积分评价和内容传播都内含特定的治理导向,
因而需要通过居民参与、组织承接和制度反馈,
使技术运行接受社区文化价值与公共生活目标

的反向塑造。 与此同时,社区文化治理还要正

视文化情境性,摆脱以设备覆盖率、平台使用率

和活动数量替代文化治理效能的同质化思路,
根据城镇化阶段、地域特征和群体结构构建差

异化治理方式[18] 。 质言之,数字化并未改变文

化主体性作为社区文化治理价值内核的地位,
而是要求数字技术始终服务于居民文化行动能

力提升、社区公共关系重建及地域文化共同体

生成。

2. 数字嵌入: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过程

机制

嵌入性理论关于经济行动嵌入社会关系与

制度结构的基本判断,为理解数字技术与社区

文化治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19-20] 。
本研究所称数字嵌入,是指数字平台、数字媒介

与数据要素进入新型城镇化社区文化空间、居
民行动网络和组织制度体系,并在技术逻辑与

文化逻辑的双向调适中推动治理关系、行动方

式与运行规则重组的过程。 这一过程具有三重

属性:其一,数字嵌入具有关系性,其作用对象

并非孤立的文化设施或技术设备,而是文化资

源、行动主体与组织机制之间的关系结构;其
二,数字嵌入具有过程性,技术效能需经过接

入、使用、吸纳、反馈和制度化等环节才能逐步

生成,不能以技术进入替代治理结果;其三,数
字嵌入具有双向性,数字技术能够重构文化交

往与治理流程,社区文化情境、居民主体能力和

组织制度也会反向选择、修正和塑造技术应用。
如对于搬迁安置社区而言,人口转移和空间重

组既造成了原有文化网络的脱嵌,也提出了文

化关系再联结和共同体再生产的现实要求,数
字嵌入的关键正是在新型社区场域中实现技术

接入、文化适配与制度承接的有机结合。
由此看来,文化主体性与数字嵌入构成新

型城镇化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价值 过

程”关系:文化主体性回答治理体系重建“为了

谁、依靠谁及形成何种文化共同体”,数字嵌入

则回答平台、媒介和数据“如何进入社区文化

关系并转化为治理能力”。 二者并非价值目标

与技术工具的简单拼接,而是文化逻辑规范技

术方向、技术应用拓展文化行动、制度机制保障

主体地位的辩证互构。 只有将文化主体性贯穿

数字技术进入、运行和反馈的全过程,才能避免

数字悬浮和技术异化,使数字化真正成为重建

社区文化空间、激活居民行动能力和完善多元

协同机制的实践力量。
3. “数字空间 行动主体 协同机制”三位

一体的分析框架

文化主体性强调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应

以居民文化行动能力和地域文化共同体生成为

价值目标,数字嵌入则揭示平台、媒介和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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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区文化关系并转化为治理能力的过程。 基

于两者之间的“价值 过程”关系,将数字技术

嵌入新型城镇化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

过程操作化为数字空间、行动主体与协同机制

3 个相互关联的分析维度。 其中,数字空间回

答数字技术如何连接文化设施、文化资源、地方

记忆与居民日常生活,进而重组社区文化实践

场域;行动主体回答居民如何由信息接收者和

服务使用者转化为文化议题提出者、内容生产

者与活动组织者,进而重塑文化主体性;协同机

制回答数字平台如何与基层组织、网格体系、部
门资源和制度规则相互嵌合,形成文化诉求识

别、任务分派、协同处置与结果反馈的治理闭

环。 3 个维度分别指向实践场域、能动核心与

制度保障,共同构成数字嵌入社区文化治理体

系重建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图 1)。
数字嵌入社区文化治理体系并非技术要

素、文化资源和治理主体的简单叠加,而是以文

化主体性和社区共同体重建为价值内核,由数

字空间、行动主体与协同机制 3 个子系统相互

作用形成的整体性架构———数字空间为居民文

化交往和文化资源流动提供线上线下互嵌的实

践场域,行动主体通过需求表达、内容生产和公

共参与赋予数字空间以文化意义,协同机制则

将分散的文化诉求、数字行动和组织资源转化

为可持续的治理过程。 三者通过空间重联、主
体激活与机制协同实现功能耦合,共同推动社

区文化治理由设施供给、单向服务和分散管理

转向场域互联、居民共建与组织协同。

首先,数字空间维度回答数字技术如何重

组社区文化实践场域及其社会联结方式。 数字

空间并非与物理空间相分离的虚拟空间,而是

以数字平台、社交媒介和数据连接为支撑,将社

区文化设施、公共文化资源、地方文化记忆和居

民日常生活重新组织起来的线上线下复合场

域[21] 。 对搬迁安置社区而言,原有村落文化依

赖地域邻近、熟人交往和共同生产生活得以延

续,人口转移与集中居住改变了文化资源的空

间分布和文化行动的关系基础。 数字媒介能够

突破固定文化场所和面对面交往的时空限制,
使分散的传统技艺、民族文化、搬迁记忆与社区

活动获得持续呈现和互动传播的可能,并通过

线上议题聚合与线下空间使用增强社区文化的

公共可见性。 但是,数字空间的重建不能停留

于文化资源上传、活动通知发布和设施数字化

展示,而应当以居民持续交往和共同文化实践

为基础,推动数字连接由信息触达转化为公共

关系生产。 数字空间重建的核心不是另造一个

线上文化场所,而是要利用数字媒介连接原本

分散的文化要素、生活场景与社会关系,使其成

为社区文化共同体重建的实践载体。
其次,行动主体维度回答数字技术如何改

变居民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角色位置、行动能

力和参与方式。 文化主体性重塑不能以居民是

否登录平台、接受服务或完成积分任务为判断

标准,而应考察居民能否利用数字媒介表达文

化需求、生产文化内容、组织公共活动并参与治

理监督。 数字技术降低了信息发布、意见表达

图 1　 数字嵌入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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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动联络的部分成本,为居民从文化服务对

象转变为文化行动者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技术

接入并不会自动生成主体性[22] ,数字素养差

异、平台规则约束、行政任务导向和组织承接不

足等都可能会使居民仍然停留在被动使用、被
动评价和被动动员的位置。 因此,行动主体维

度既要关注居民数字文化能力的培育,也需关

注社区骨干、文化技艺传承人、志愿者和普通居

民之间能否形成稳定的行动网络;既要考察线

上议题表达和内容生产,也需重视这些数字行

动能否转化为线下文化活动、公共协商和共同

体责任。 质言之,主体激活改变的不只是居民

使用数字工具的能力,更是居民在文化意义生

产、公共行动组织和社区治理关系中的主体

地位。
最后,协同机制维度回答数字空间重联和

行动主体激活如何进一步转化形成稳定且可持

续的文化治理体系这一问题。 数字平台可以汇

集文化需求、资源信息和居民行动,但分散信息

并不会自动形成协同治理,关键在于基层组织

能否把平台信息嵌入网格治理、部门协作、资金

管理和制度反馈之中[23] 。 协同机制首先表现

为问题识别,即通过线上表达、网格走访和活动

反馈等归集居民文化诉求;继而表现为任务分

派与资源配置,即根据问题类型连接社区组织、
文化部门、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居民骨干;随
后表现为协同处置,将文化活动、公共服务、资
源保护和矛盾调适纳入统一行动过程;最终表

现为结果反馈与规则沉淀,即通过公开回应、居
民评价和制度修正形成可持续的治理闭环。 由

此来看,协同机制创新并不是另建一套数字管

理系统,而是借助数字平台重新组织行政、市
场、社会、集体与居民之间的权责关系和行动流

程,使文化治理由条块分割、单向输送和项目化

运作转向信息共享、资源协同和共同参与。
综合来看,“数字空间 行动主体 协同机

制”三位一体分析框架并非 3 个数字治理要素

的平行罗列,而是数字技术进入社区文化关系

并推动治理体系重建的递进互嵌过程:数字空

间通过连接物理设施、文化资源与居民生活,形
成线上线下互嵌的文化实践场域,为居民交往、
内容生产和公共参与提供行动条件;行动主体

在数字空间中表达文化需求、生产文化意义并

组织文化活动,使技术连接获得共同体内涵,同
时形成推动组织回应和制度调整的内生力量;
协同机制则通过信息归集、任务分派、资源整

合、协同处置和结果反馈,将个体化、分散化的

数字行动转化为稳定的公共治理能力,并以制

度化方式反向拓展数字空间并保障居民主体地

位。 空间重联是数字嵌入的场域基础,主体激

活是数字嵌入的行动内核,机制协同是数字嵌

入的制度保障,三者共同推动新型城镇化社区

文化治理由外部资源输入转向内生文化生产、
由居民被动接受转向多元主体共建、由分散项

目运行转向协同制度治理。 综上,本研究将案

例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过程划分为数

字空间重联、行动主体激活和协同机制建构 3
个相互关联的经验范畴,以考察数字技术如何

在文化主体性导向下嵌入社区文化治理,并转

化为文化共同体重建的持续能力。

三、数字嵌入:新型城镇化社区文化治理

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贵州省黔东南州 X 市 H 社区是当地较早

建成的大型搬迁安置社区,建设初期集中安置

来自市内 13 个乡镇(街道)及周边县域的居民

约 9
 

000 人,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人口来源多

元,原有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面临在新空间的

重新整合问题。 针对搬迁后文化关系失联、居
民主体位置弱化与组织承接不足等问题,H 社

区通过实施“文化治理创新”示范项目,对地方

文化记忆、民族文化资源和居民传统技艺进行

数字化整理与公共呈现,通过线上议题征集、文
化内容生产和公共贡献记录拓展居民参与渠

道,并依托文化网格、文化治理委员会及相关资

源管理机制,将居民诉求、文化活动与资源配置

纳入组织协同和制度反馈。 项目由文化要素重

新联结逐步延伸至居民行动组织化和治理机制

协同,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数字技术进入社区文

化空间、居民行动网络与组织制度体系的实践

过程。 选择 H 社区作为考察对象,一方面是由

于其跨区域、多民族集中安置所产生的文化重

建问题具有典型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文化

治理涵盖文化关系重联、居民公共参与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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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承接等相互衔接的实践环节,能够集中呈

现数字技术由外部接入转化为社区内在治理能

力的过程。 总体来看,H 社区项目并非若干数

字化措施的简单叠加,而是数字技术在文化关

系、居民行动与组织制度之间持续嵌入、相互转

化的过程,其实践逻辑如图 2 所示。
1. 数字空间重联

数字空间重联是 H 社区项目介入社区文

化关系重建的场域逻辑。 文化空间并非承载文

化要素的静态容器,而是文化内容、行动主体和

日常交往在特定地域中持续结合而形成的关系

结构。 在传统村落,节庆礼俗、民族技艺与群体

记忆紧密嵌入日常生产生活、熟人交往和地方

环境之中,这使得空间、关系与文化实践具有较

强的内在统一性。 搬迁安置社区形成于人口及

部分文化要素的空间转移,但支撑文化再生产

的关系网络难以随搬迁安置同步重建,居民携

带的文化经验因而易由村落共同体中的日常实

践转为分散于不同家庭和个体记忆中的文化存

留。 与此同时,H 社区建设的民族文化广场、乡
愁馆和文化活动室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载体,
但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成并不意味着文化关系的

自然恢复,其文化效能仍取决于居民能否围绕

共同内容形成持续交往[24] 。 因此,H 社区文化

空间重建面对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有没有场所

转向文化内容能否与新社区生活重新嵌合,
项目由此将数字空间重联置于文化治理体系

重建的起点,其目的不是在实体设施之外扩

张一个线上空间,而是借助数字连接,使迁出

地的乡土文化记忆、迁入地新社区的公共空间

与居民日常交往重新建立关系,推动文化延续

由原有地域依附转向新社区中的关系性嵌入。
基于这一判断,H 社区项目没有把文化资

源数字化作为独立的技术工程,而是将其嵌入

文化内容由私人存留转向公共共享、由线上呈

现返回社区生活的双向转译过程。 依托既有文

化场所,项目将居民保存的老照片、生活故事、
节庆习俗和技艺资料加以数字化整理,并通过

社区平台和居民群组进行持续呈现,同时把线

上形成的共同关注导入乡愁馆、文化广场和活

动空间,使有关内容成了居民开展文化展示、议
题讨论和共同活动的现实依据。 这一实践安排

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在于增加文化资源的数字存

量,而在于利用数字媒介既能使文化内容脱离

原有载体流动,又能将其重新导入具体社会关

系的双重属性,完成文化内容公共化与数字内

容在地化:前者不是将私人资料简单上传,而是

使分散于家庭保存和个人讲述中的文化记忆获

得公共可见性,转化为社区成员可以共同辨识、
补充和解释的公共对象;后者也不是把数字内

容搬入实体场所展示,而是使其在反复呈现、共
同讨论和实际参与中进入居民日常交往,进而

获得新的地域意义。 正是在这两种转换的相互

作用中,实体空间因持续进入的文化内容而摆

脱“有设施、少关系” 的空壳化倾向,数字内容

也因重新锚定社区生活而避免成为脱离居民实

践的符号展示,二者共同构成文化关系在 H 社

区重新生成的空间条件。

图 2　 新型城镇化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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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重要的是,H 社区居民来自不同迁出

地,数字空间重联不能以复制某一种原乡文化

或消除文化差异为目标,而要使异质性文化资

源围绕社区公共生活形成新的关联。 数字媒介

可以使不同来源的文化内容同时进入公共视

野,但内容的并置并不会自动生成共享文化,只
有经过居民共同辨识并反复返回线下实践,原
本具有特定地域和群体边界的文化记忆才能获

得跨群体的公共意义。 项目将线上呈现、共同

讨论与线下活动连接起来,正是为了使不同的

文化内容不再只是特定家庭或原有村落的身份

标识,而是在持续进入社区公共空间的过程中,
逐渐转化为居民可共同接触、协商和使用的文

化资源。 这种转化并不消解原乡文化的差异

性,而是改变差异性文化彼此关联的方式,使居

民对文化的认知由“各自携带的原乡记忆” 延

伸为“共同参与的新社区公共生活”,社区文化

的关系边界也由原有地缘和熟人关系逐渐转向

以共同居住、公共交往和文化实践为基础的新

地域关联。 质言之,数字空间重联改变的不是

文化资源的数量和传播范围,而是社区文化生

成的空间基础,其通过线上可见性与线下共同

实践的双重锚定,推动搬迁居民携带的文化要

素由地域脱嵌走向关系再嵌,使文化设施由静

态容器转化为公共关系生产的实践场域。 由此

可知,数字文化空间仅构成 H 社区文化治理场

域重建的基础,其能否进一步转化为社区文化

共同体,仍取决于居民能否从文化内容的观看

者转变为议题提出者、内容生产者和公共活动

组织者。
2. 行动主体激活

行动主体激活是 H 社区项目由文化场域

重建转向公共行动生成的主体逻辑。 经由数字

媒介重联的社区文化空间使原本分散的文化内

容获得了公共呈现,但若项目仅停留于内容汇

集、活动通知和参与统计,居民则只能进入既定

的文化安排,无法决定社区表达什么、如何表达

及由谁组织。 这种角色困境在搬迁安置过程中

尤为明显:搬迁以前,居民既是村落节庆、礼俗

和技艺的实践者,也在熟人交往中获得相应的

文化角色与行动位置;集中安置以后,原有角色

所依附的关系网络趋于松散,居民文化参与也

易由嵌入日常生活的自主实践转为社区项目中

的被动响应[25] 。 在此基础上,若数字平台和积

分工具仍主要用于收集需求与评价行为,居民

的文化知识和行动能力会被压缩为服务偏好与

行为数据,则搬迁安置社区面临的主体困境并

非居民“没有文化”或参与意愿不足,而是其既

有文化能力失去了进入社区公共生活并获得他

人响应的关系通道。 因此,项目所要恢复的不

是居民对既定文化安排的响应能力,而是其界

定文化内容、提出公共议题和组织共同实践的

主体位置。
基于这一判断,项目并未从头塑造一套新

的居民能力,而是以社区中已经存在的文艺队

伍、传统技艺传承者和文化志愿行动为基础,借
助数字渠道把分散于个体生活中的文化经验转

化为可进入社区公共议题的行动资源。 社区将

经过数字化整理和公共呈现的文化内容转入居

民共创环节,通过线上议题征集、内容共创和活

动发起,使居民能够围绕民族歌舞、传统技艺、
节庆礼俗和社区生活提出展示主题、补充文化

内容并组织线下实践;居民掌握的文化技艺也

由家庭内部的个人专长,经由数字呈现、协作设

计和公共活动进入更广泛的社区交往。 上述做

法的意义不在于平台增加了多少居民内容,而
在于改变文化内容和社区议题由谁界定:一方

面,数字媒介降低了个体经验进入公共视野的

表达门槛,使原本不易被行政供给识别的文化

知识获得可见性;另一方面,平台对分散表达的

连接,又使个体偏好能够汇集为需要共同讨论

和合作完成的文化议题。 由此,数字技术成了

居民文化能力公共化的转换媒介,文化知识、技
艺和生活经验不再只是私人禀赋,而是逐渐转

化为表达共同需求、生产公共意义和发起集体

行动的社区资源。
文化能力进入公共视野只是主体激活的初

始条件,个体表达能否转化为持续行动还取决

于其公共贡献能否获得稳定识别并形成组织联

系。 为此,项目在既有“文明股”和“家庭积分

超市”的基础上引入数字记录与反馈,将居民

提出文化建议、生产文化内容、参与志愿服务和

传承文化技艺等行动纳入公共贡献的识别范

围。 数字记录的作用不在于以统一分值衡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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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文化认同,而在于使以往分散、短暂且不易

被看见的文化行动获得持续呈现,为社区成员

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后续合作提供依据。 需要指

出的是,积分和数字评价本身不能生产主体性,
若其只与物质兑换和行政考核相连,反而可能

使公共参与退化为策略性获分。 只有当贡献记

录进一步连接文化骨干识别、居民队伍培育和

公共责任承担时,外部反馈才可能转化为持续

行动。 据此,H 社区将稳定参与内容生产、活动

策划和志愿服务的居民吸纳进文艺队伍与文化

志愿组织,并支持其继续提出议题、联络居民和

组织活动,使零散的个体参与逐渐形成能够自

我动员、相互协作的文化行动网络。 同时,通过

保留线下表达和协助参与渠道,避免数字能力

差异转化为文化参与资格差异。 质言之,主体

激活遵循“表达开放→贡献识别→组织吸纳”
的实践逻辑,其改变的不只是居民使用数字工

具的能力,而是将居民从文化服务对象、平台用

户和积分对象转化为文化意义的生产者与公共

行动的组织者。 随着居民行动网络持续生成文

化诉求、活动方案和资源需求,数字嵌入也由主

体能力培育进一步转向这些分散行动如何获得

正式组织承接和制度反馈的问题。
3. 协同机制建构

协同机制建构是 H 社区项目将居民文化

行动转化为稳定治理能力的制度逻辑。 居民能

够提出文化议题、生产文化内容并组织公共活

动,只是形成了社区文化治理的行动基础,这些

行动若不能进入基层组织的责任体系和资源配

置过程,仍可能停留于临时动员和个体协作。
对搬迁安置社区而言,这一问题还具有更为明

显的制度张力:原有村落依托熟人规则、乡土权

威和集体关系处理文化事务的方式难以在集中

安置后继续运行,新社区的公共职能、项目资源

和服务责任又分布于不同条线,居民倡议、文化

组织与行政资源之间因而存在制度断口。 这种

断口并不是非正式规则完全退出或正式制度绝

对缺位,而是二者缺少稳定接口,居民仍可依靠

熟人信任发起文化行动,但场地使用、资源配置

和公共责任必须进入社区行政程序,二者脱节

便会使已经形成的居民行动仍然难以获得持续

支持。 数字平台虽能够记录居民表达并提高问

题的可见性,但却不能自行判断文化诉求的公

共属性,也不能自动生成责任主体和行动资源。
由此,协同机制建构所要解决的并非简单的信

息不畅,而是如何建立一种制度转译关系,使居

民在日常交往中提出的文化需求、自主形成的

文化行动和文化组织能够被识别为需要公共回

应的治理事项,并由此进入正式的组织协调与

资源支持过程。
基于这一问题,项目将文化网格嵌入 H 社

区数字信息体系,并以文化治理委员会承接网

格所汇集的文化事项。 片区文化网格员和楼栋

文化联络员依托日常联系识别居民文化需求、
公共空间使用和文化活动组织中出现的问题,
再借助社区信息调度和工作台账将其中具有公

共性的内容稳定记录下来;文化治理委员会则

根据事项涉及的行动主体和资源条件,连接社

区组织、居民文化队伍及相关职能部门。 这里

真正发生的变化,不是文化网格由线下转到线

上,而是居民表达进入正式治理体系的方式发

生了改变。 数字记录使原本容易随活动结束而

消散的意见获得持续可见性,文化网格所掌握

的居民关系和生活情境又为事项判断提供了数

据本身无法包含的背景知识,文化治理委员会

则通过组织授权把已经识别的公共问题同相应

责任和资源连接起来,三者共同构成“技术可

见 情境判断 组织承接”的转译机制,既摆脱

了平台将复杂文化诉求压缩为脱离情境的数

据,也避免了网格信息停留于个体协调和层级

汇报,从而使居民文化行动能够以正式事项的

形式进入多主体协作。
协同机制能否持续,还取决于事项处理能

否同资源配置、责任监督和规则修正形成稳定

联系。 项目将文化扶持资金、社区自筹资金和

社会捐助等资源整合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并
纳入社区集体“三资”综合管理平台,使项目提

出、资金使用和结果公开形成相互对应的数字

记录,其制度意义不只是提高财务管理效率,而
是为居民文化组织、社区组织和相关部门提供

了共同的事实依据。 文化行动需要何种资源、
资源由谁决定和使用、项目结果如何回应居民

诉求,均能够在同一记录体系中获得追踪。 数

字留痕由此将事项协商中的行动承诺转化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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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验的公共责任,也使一次性项目形成的处

理经验能够进入后续项目遴选、资源调整和规

则修正。 因而,协同制度化的判据不在于某一

事项是否迅速办结,而在于一次协作能否沉淀

为后续参与者可以预期的责任关系和资源规

则。 质言之,H 社区协同机制建构遵循“行动

事项化→事项组织化→协同制度化”的实践逻

辑,数字平台在其中不是独立的治理主体,而是

连接居民倡议、组织责任与公共资源的制度接

口;文化网格提供情境识别,文化治理委员会完

成组织协调,社区集体“三资”综合管理平台保

障资源责任,由此使原本分散、临时的文化行动

获得可持续的制度承载,并反向为社区文化空

间运行和居民文化组织发展提供稳定保障。

四、结　 语

从发生机制来看,搬迁安置社区文化治理

之困并非文化资源总量不足的简单结果,而是

空间转换之后文化实践赖以延续的关系基础、
主体位置与制度接口未能同步重建。 人口由分

散村落进入集中社区,改变了节庆礼俗、民族技

艺和集体记忆所依附的地方环境与熟人网络,
居民的角色易由村落文化实践者转为社区文化

服务对象,原有依靠非正式规则运行的文化行

动也难以直接进入新社区的责任体系和资源配

置过程。 在此背景下,数字平台、媒介和数据虽

然扩大了文化内容的可见范围并降低了表达、
联络成本,但技术接入并不会自动弥合上述断

裂,若数字化仍停留于设施展示、信息推送、参
与统计和数据归集,则还可能形成“技术在场”
与“文化失联”并存的治理张力。 质言之,问题

的关键不是社区是否拥有数字技术,而是数字

技术能否在文化主体性导向下进入社区文化关

系、居民行动网络与组织制度体系,并在文化逻

辑与技术逻辑的相互调适中转化为文化共同体

重建的持续能力。
从实践经验来看,H 社区“文化治理创新”

示范项目的意义不在于增加了多少数字设施和

平台功能,而在于通过一系列关系转换,使数字

技术成为连接文化内容、居民行动与治理资源

的实践媒介。 其一,项目通过文化记忆数字化、
线上公共呈现和线下共同实践的往复转换,使

分散于家庭和个体记忆中的文化内容获得公共

可见性,又使数字内容重新锚定新社区生活,实
现文化内容公共化与数字内容在地化;其二,通
过表达开放、贡献识别和组织吸纳,将居民掌握

的文化知识、技艺与生活经验转化为能够提出

公共议题、生产文化意义和组织共同活动的行

动能力,使居民由平台使用者和积分对象转变

为社区文化行动者;其三,通过文化网格的情境

识别、数字记录的持续可见和文化治理委员会

的组织授权,将居民文化诉求和自主行动转译

为正式治理事项,并以专项资金、责任监督和规

则反馈提供制度承接。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发

挥作用并不是技术功能的线性释放,而是文化

关系再嵌入、文化能力向公共行动能力转化与

文化行动制度化相互结合的结果。
从实践逻辑来看,文化主体性与数字嵌入

构成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价值 过程”关

系。 前者规定数字治理为了谁、依靠谁及形成

何种文化共同体,后者解释平台、媒介和数据如

何进入文化关系并转化为治理能力。 基于这一

关系,数字空间重联、行动主体激活与协同机制

建构并非 3 个平行要素,也不是彼此割裂的项

目环节,而是在逻辑上由实践场域、公共行动走

向制度承接,在运行中相互塑造并持续反馈的

整体过程。 数字空间通过连接文化记忆、实体

设施与居民生活,为文化交往和内容生产提供

公共场域;居民通过议题表达、内容共创和活动

组织赋予数字连接以共同体意义,并形成推动

组织回应的内生力量;协同机制则把分散行动

转化为公共事项和稳定责任关系,又通过资源

配置与规则反馈反向保障文化空间运行和居民

组织发展。 本研究揭示的并不是数字技术能够

改善社区治理的一般事实,而是技术效能如何

经由文化过程、主体行动和制度承接转化为文

化共同体持续生产能力。 与此同时,这一转化

以文化适配、主体能力和组织支持为必要条件,
任何环节的缺失都可能导致数字悬浮、技术异

化或弱势群体被排除。
从政策启示来看,推进新型城镇化社区数

字文化治理,应当以居民文化主体性和地域文

化共同体生成为基本尺度,将政策重心由数字

工具配置转向文化关系、行动能力与制度规则

·77·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4 期

的协同建设。 第一,从技术覆盖转向文化适配。
社区数字文化建设不能以平台数量、设备覆盖、
内容上传和活动触达替代治理成效,而应围绕

不同来源居民的文化记忆、地方知识与现实生

活需求,推动线上呈现、共同讨论和线下实践相

互贯通,使数字内容进入社区公共空间和日常

交往,避免文化资源数字化沦为脱离居民生活

的符号展示。 第二,从参与统计转向行动能力。
平台设计和项目运行应当保障居民提出文化议

题、生产文化内容与组织公共活动的权利,把数

字记录用于发现公共贡献、培育文化骨干和连

接居民组织,而不能仅以登录率、积分值和任

务完成量衡量文化主体性,同时要保留线下

表达和协助参与渠道,防止数字素养差异转

化为文化参与资格差异。 第三,从平台建设

转向制度嵌合。 数字文化事项应当嵌入社

区网格、组织协调、资源配置、责任监督和结

果反馈体系,以网格关系补充数据缺失的生

活情境,以组织授权明确公共责任,以公开

记录联结资金使用与居民评价,使一次性协

作沉淀为可预期的责任关系和资源规则。
归根结底,衡量数字嵌入成效的根本标准,
不是技术是否进入社区,而是居民能否由文

化服务使用者转化为文化意义生产者与公共行

动组织者,社区能否形成持续运行的文化公共

关系和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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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embeddedness
 

is
 

not
 

a
 

linear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functions,
 

but
 

rather
 

a
 

gradual
 

process
 

of
 

bidirectional
 

adapt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logics
 

and
 

coordinated
 

restructuring
 

between
 

cultural
 

relations
 

and
 

governance
 

processes.
 

Specifically,
 

digital
 

space
 

reconnection
 

brings
 

disembedded
 

cultural
 

elements
 

back
 

into
 

residents’
 

interactions
 

through
 

the
 

publiciz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digital
 

content;
 

subject
 

activation
 

transforms
 

residents ’
 

cultural
 

capabilities
 

into
 

public
 

action
 

via
 

open
 

expression
 

and
 

organizational
 

absorption;
 

and
 

synergy
 

mechanisms
 

translate
 

scattered
 

actions
 

into
 

institutionalize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rough
 

technological
 

visibility,
 

situational
 

judgment,
 

and
 

organizational
 

undertaking.
 

The
 

key
 

to
 

digital
 

embeddedness
 

lies
 

not
 

in
 

mere
 

technological
 

presence,
 

but
 

in
 

us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to
 

guide
 

technology,
 

expanding
 

cultural
 

actions
 

through
 

digital
 

connections,
 

and
 

safeguarding
 

subjects ’
 

status
 

via
 

institutions,
 

thereby
 

achieving
 

the
 

re-embedding
 

of
 

cultural
 

relations,
 

the
 

publicization
 

of
 

subject
 

capacitie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ultural
 

action,
 

and
 

forming
 

the
 

sustained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
 

cultural
 

community.
 

Therefore,
 

digit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new
 

urbanization
 

communities
 

must
 

shift
 

from
 

technological
 

coverage
 

and
 

platform
 

construction
 

towards
 

cultural
 

adaptation,
 

action
 

capacity,
 

and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communities;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embeddedness;
 

cultural
 

subjectivity;
 

cultural
 

governanc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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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不同解”: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类型的差异
及其生成机制
张桂蓉1,2,张　 颖1

(1.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 中南大学社会稳定风险研究评估中心)

摘要:面对同一类型的突发事件,同一层级的地方政府危机学习内容与形式却截然不同,
形成了危机学习中的“同题不同解”现象。 以 89 起生产安全事故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

扎根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全面揭示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研究

发现:认知、行动、制度等学习内容的复杂组合构成了基础认知型、整合行动型、综合叠加

型共 3 种危机学习类型,且其选择受到了“事故属性” “上级推动” “社会压力” “自我驱

动”“惩戒威慑”等生成因素的综合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上级推动”是 3 类学习的共

同生成因素,但其生成过程受到其他因素的交织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生成机制:“上级推

动 属性驱动”机制生成了基础认知型危机学习,“上级推动 内外驱动”机制生成了整合

行动型危机学习,“上级推动 自我驱动”机制生成了综合叠加型危机学习。 因此,需针对

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特点提出具体策略,旨在为地方政府危机学习效果的改善及危机管

理能力的提升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地方政府;安全生产;危机学习;组织学习;压力型体制;生成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危机学习中的“同题

不同解”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厂出事

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 [1] ,
强调用危机学习推动安全生产治理。 2018 年,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要

求地方政府“每年定期组织分析安全生产形

势”,并“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 [2] ;2021 年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

法》)明确指出要“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原因,

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评估应急处置工作,总结

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 [3]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

要》也着重强调,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

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

险” [4] 。 绝大部分安全事故由人为因素引起,
因此在事故发生后及时进行危机学习不仅能够

增强公共部门管理者对危机的理解[5] 、强化组

织的应急准备与应急预防等策略,更能促进组

织制度变革[6] ,有效预防人为因素造成的事故

灾难。 在一系列政策要求下,危机学习被广泛

纳入地方政府安全生产治理实践。 然而,在高

度相似的制度环境与政策要求下,即便面对性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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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相似、等级相同的生产安全事故,地方政府在

危机学习的内容和形式上仍表现出巨大差异。
如,2020 年 3 月,F 省某市发生重大坍塌事故,
致 29 人死亡、42 人受伤,学习活动集中于专项

整治与隐患排查等①;同年 8 月,S 省某市发生

重大坍塌事故,致 29 人死亡、28 人受伤,当地

政府于事故后立即开展了“召开会议、贯彻落

实中央精神” 等学习活动②;2021 年 7 月,J 省

某市发生重大坍塌事故,致 17 人死亡、5 人受

伤,地方政府不仅开展事故警示教育、组织

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而且

出台了《房屋使用安全分类管理办法》 ,推动

房屋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③。 这类“ 同题

不同解” 的现象表明,地方政府的危机学习

并非简单的流程响应,更不是遵循统一模

板,而是受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的复杂实践。
那么,同一层级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出现差

异化的危机学习?
目前,学界关于危机学习的研究多集中在

影响因素、类型及学习过程等方面。 其一,聚焦

于“为什么学习”,学者主要探讨了推动危机学

习的影响因素,涉及官员个体及组织层面等,前
者包括领导者的危机处置经验[7] 、危机领导

力[8] 、公共服务动机[9] 等,后者涵盖了数字技

术[10] 、政治压力[11] 、邻近区域带来的学习示范

效应[12]等。 与此同时,阻碍危机学习的因素也

是重要的探讨内容,主要指政府组织的内部制

度,如体制机制僵化[13] 、 危机学习机制缺

失[14] 、严厉的问责制度[15] 及事故调查制度的

行政性与官僚性等[16] 。 其二,关于危机学习类

型的探讨,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二维分析视角将

危机学习划分为不同的组合类型,如刘一弘等

基于信息来源与学习主体将危机学习划分为系

统反馈式、控制集中式、压力反应式及沟通回应

式等[17] ;文宏等基于上级政府的权威介入程度

与下级政府的自主选择空间,将危机学习划分

为纵向干预型、自主驱动型和双向平衡型[18] ;
也有学者根据单一维度进行分类,如 Deverell
等基于组织结构认为,分散式团队在危机发生

后倾向于行为学习,而集中式团队则倾向于认

知学习[19] 。 其三,聚焦“如何开展学习”,可概

括为知识管理、组织结构及情境驱动 3 种视角。

知识管理视角的研究主要基于知识管理理论提

炼危机学习的过程,如知识获取 信息分配 信

息解释与内化[20-21] ;组织结构视角的研究强调

组织在应急状态下为推动危机学习所作出的结

构性调整,揭示科层组织纵向干预下政府危机

学习的演进过程[22-23] ;情境驱动视角的研究强

调外部情境对政府危机学习的塑造,如地方政

府实现双环学习的关键在于满足上级任务导

向、学习问题导向及利益主体需求导向[24] 。
这些研究构成了危机学习议题丰富的研究

成果,但仍难以解释危机学习中的“同题不同

解”现象。 一方面,现有研究虽识别了危机学

习的影响因素,但缺少对不同因素作用程度的

讨论,难以解释制度环境、政策要求相似因素下

的学习差异;另一方面,虽然有研究讨论了不同

的危机学习类型,但多停留于危机学习行为本

身的分析,学习过程的研究与类型的研究衔接

不够,且大部分关注描述层面,缺少对地方政府

危机学习底层逻辑的考量,更缺乏从差异化的

视角解构危机学习的生成。 基于此,本研究以

2012—2024 年的 89 起生产安全事故为研究样

本,聚焦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异质性及其生成

机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

类型有哪些、是什么因素导致地方政府生成了

不同类型的危机学习、这些危机学习类型背后

的生成机制分别是什么。 通过解决这些问题,
本研究以期深化对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理解,
旨在为优化危机学习实践、提升危机学习效果

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起点是对地方政府在事故发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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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相关事故调查报告、涉事政府应急管理局公

众号发布的《致全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

公开信》《致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公开

信》等。
数据来源:相关事故调查报告、县官方公众号《全县安

全生产工作沉思推介会召开》。
数据来源:相关事故调查报告、涉事政府应急管理

局公众号发布的《 强化风险隐患治理 　 筑牢安全生产底

线———召开安全生产现场警示教育大会》 、涉事政府官网

发布的《 区委书记带队督查既有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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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学习呈现差异化现象的长期观察,属于

“现象驱动型”研究,适合采用规范可塑的情境

研究法[25] 。 扎根理论是情境研究方法论的典

型[26] ,且具有可追溯性,能够较好地克服传统

定性研究过程难以追踪的问题[27] 。 但是,扎根

理论难以把握各生成因素在不同类型学习中

的作用强度与重要程度,从而影响危机学习

生成机制的进一步揭示。 已有研究指出,从
社会网络视角出发能有效解释危机中组织学

习的生成[28] ,以弥补扎根理论在机制分析方

面的不足。 因此,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识别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生成因素及其类型,继
而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将生成因素视为网络节

点,构建共现关系网络,识别不同类型学习中

生成因素的作用强度,进而揭示具体的生成

机制。
2.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研究材料包括两个方面(表 1):
一是采用访谈法获得 H 省 C 市特别重大居民

经营性自建房倒塌事故的实地调研资料,为解

释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生成提供微观、细致的

实证依据。 二是采用网络田野法获取的文本资

料[29] ,这部分文本资料的获得步骤如下:第一

步,在全网无差别检索并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24 年 8 月发生的 203 起生产安全事故①。 第

二步,在确定事故名称、发生日期等信息的基础

上,进一步收集事故调查报告、涉事政府部门发

布的危机学习动态、权威媒体的新闻报道等。
其中,事故调查报告包含事故详细过程、原因分

析及教训总结,在危机学习研究中被广泛应

用[30] ;政府官方发布的学习动态直观体现了涉

事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情况;新华社、《人民日

报》等权威媒体发布的新闻则可对上述文本资

料进行补充与验证。
由于案例时间跨度较大,部分案例存在

“数据腐化” 问题,为确保数据质量,在正式开

展研究前对案例进行筛选,标准如下:一是可获

得性,资料处于公开状态,且来源于政府官网、官
方媒体等渠道,以确保数据真实合法;二是完整

性,每起事故须有相应的事故调查报告及学习动

态,以确保数据丰富;三是代表性,所选案例应涵

盖多种类型的事故(如道路交通事故、建筑施工

事故、煤矿事故等),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推广性与

适用性。 基于这些标准,本研究确定了 89 起生

产安全事故②,文本资料总计约 180 万字。

三、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生成因素及

类型识别

　 　 1. 编码过程

遵循一致性、开放性、独立性、灵活性原则,
由 3 名编码员对研究材料进行编码。 具体操作

方式为:首先,开放性编码共得到 265 个一级编

码,进一步凝练形成 44 个二级编码③。 其次,
开展选择性编码,对 44 个二级编码进行筛选、
剔除,得到 17 个副范畴。 最后,对 17 个副范畴

进行主轴编码,确定“上级推动” “社会压力”
“自我驱动” “事故属性” “惩戒威慑” “学习内

容”等 6 个主范畴(表 2)。 ④

表 1　 资料来源及其类型

资料类别 资料来源 编号

访谈资料 半结构化访谈 a

文本资料

事故调查报告 b

涉事政府事故发生至调查报告公布一年内发布的学习动态④ c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发布的新闻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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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为防止因“数据腐化”带来的研究结论偏差,选取 2012 年以来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留索备查。
留索备查。
收集该时间段资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可以侧面观察到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调整和优化,及这些调整是如何应

对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变化的,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地方政府为何会生成不同类型的危机学习;另一方面,事故调查报告发布后,地
方政府开展危机学习需要时间,且对于一些重特大事故,官方会进行一周年讨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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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其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上级推动

指导部署

会议动员

工作督导

资源支持

直接组织

社会压力 舆论关注

自我驱动
责任意识

风险意识

事故属性

事故严重性

事故类型

事故致因

惩戒威慑

轻度问责

中度问责

重度问责

学习内容

认知类学习

行动类学习

制度类学习

　 　 2.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生成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危机学习涉

及如下生成因素:①“事故属性”激发了学习需

求,地方政府在事故类型、致因和严重性的基础

上形成初步的学习判断。 ②“上级推动” 通过

指导部署、工作督导、会议动员、资源支持等方

式引导地方政府开展学习行动。 ③“社会压力”
通过舆论关注督促地方政府提升学习能力。 ④
“自我驱动”反映了地方政府在风险意识、责任

意识等方面的主动性,是危机学习的正向驱动。
⑤“惩戒威慑”体现了事故问责对危机学习的反

向驱动。 5 类因素在危机学习生成过程中以不

同的作用方式,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的危机学

习行为。
3.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类型识别

危机学习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分层[31] 。 阿

金·伯恩等认为,组织危机学习可划分 3 类:以
经验为基础、以能力或技术为基础、以解释为基

础,分别强调组织对危机的认知、技术或能力提

升及对制度流程的理性分析[32] 。 结合扎根理

论的分析结果,本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学习

内容包括认知、行动与制度 3 种类型:认知类学

习侧重提升组织对危机性质、成因的理解,通过

总结经验教训、开展应急培训、宣传知识科普等

方式强化组织对危机的认知;行动类学习超越

了认知层面,聚焦具体学习措施的实施,如通

过应急培训、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应急设备

升级、应急演练等切实的行动提升危机应对

能力;制度类学习则是对组织结构、规章制度

等方面进行更新,包括统一标准、机构改革、
制度创设、机制优化、方案完善等,体现了变

革取向的学习逻辑。
尽管面向生产安全事故的危机学习内容包

括认知、行动与制度 3 个基本维度,但回顾案例

材料可发现,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绝非局限于单

一内容,而是在不同内容维度上各有侧重。 一

些地方政府集中于警示教育、宣传培训等认知

类学习活动,在行动与制度层面的学习活动较

少;一些地方政府不仅开展认知学习,还实施专

项整治、技术改进等具体行动类学习活动;部分

地方政府在认知与行动类学习的基础上,进一

步推动组织制度层面的改变。 基于这一观察,
将地方政府危机学习划分为 3 种类型,分别对

应地方政府在认知、行动、制度 3 方面的侧重程

度(表 3)。
表 3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类型

学习类型 学习内容 学习特点

基础认知型 认知类 强认知 弱行动 弱制度

整合行动型 认知类 & 行动类 强认知 强行动 弱制度

综合叠加型
认知类 & 行动
类 & 制度类

强认知 强行动 强制度

　 　 ①类型 1:基础认知型学习。 这类学习具

有“强认知 弱行动 弱制度”的特点,即地方政

府危机学习主要表现为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但
行动和制度方面学习内容薄弱,以至于在研究

资料中难以发现。 此类学习强调知识内化,要
求组织成员从事故中提取关键信息,并将其转

化为经验教训。
②类型 2:整合行动型学习。 这类学习具

有“强认知 强行动 弱制度”的特点,地方政府

在事故发生后采用认知、行动兼而有之的策略,
但在制度层面的学习仍相对不足。 整合行动型

学习是基础认知型学习的延伸,通过具体的行

动策略提升组织危机应对能力。
③类型 3:综合叠加型学习。 这类学习呈

现“强认知 强行动 强制度”的特点,地方政府

在事故发生后先后或同时采取认知、行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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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学习。 综合叠加型学习是对前述两种类型

学习的进一步深化,表现为采取全方位、多维度

的学习措施,不仅着眼于组织成员知识的增强

及组织整体行动的优化,而且会调整组织的制

度、方案与体系等。

四、地方政府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关键

生成因素

　 　 1. 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案例匹配

在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之前,须根据 3 种类

型危机学习的特点进行案例匹配。 经筛选,
分别确定基础认知型学习的 17 个案例、整合

行动型学习的 53 个案例、综合叠加型学习的

19 个案例。 其中,整合行动型学习融合了认

知与行动两种学习内容,在实践中较为普遍,
因此获得案例最多。 为便于后续数据分析,依
据材料丰富程度与事故时间,对整合行动型学

习的 53 个案例进行二次筛选,最终确定 18 个

案例(表 4)。
2. 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生成因素共现矩阵

构建

当社会网络分析的数据源自互联网的“书

面记录”时,须根据这些信息的内在逻辑对节

点赋值[33] 。 本研究将扎根理论得到的生成因

素(即二级编码结果) 作为社会网络分析的节

点进行赋值:一方面,对各起事故的研究资料进

行文本分析;另一方面,对照生成因素,根据案

例中的具体信息逐一赋值。 为确保准确性,采
用随机抽样复核的方式,在完成所有案例生成

因素的赋值后,从中随机抽取案例重新赋值。
各生成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且不涉及因果方

向性,因此本研究采用无向矩阵。 以每种类型

危机学习对应生产安全事故为行,以生成因

素为列,结合生成因素的编码规则,统计每类

危机学习生成因素频次,构建危机学习类型 i
的生成因素数据集 Y i(图 1) 。 对数据集进行

转化,基于共现原则构建危机学习生成因素共

现矩阵。
3. 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关键生成因素识别

基于危机学习生成因素共现矩阵,运用

Ucinet
 

6. 0 软件进行网络内部结构分析及中心

度分析。 其中,网络内部结构分析包括凝聚子

群分析与核心 边缘分析,采用块模型进行凝聚

子群分析[34]148-175,采用离散模型进行核心 边

表 4　 部分案例①

学习类型 序号 事件 日期 学习内容

基础认知型

1 RA 省 B 市 C 县“7·23”重大边坡坍塌事故 2022. 07. 23 事故警示

2 RB 省 B 市 C 县“8·14”重大溃砂溃泥事故 2021. 08. 14 事故警示、应急培训

3 RC 省 B 市 C 县“7·26”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2021. 07. 26 事故警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4 RD 市 B 区“12·4”重大火灾事故 2020. 12. 04 事故警示、应急培训

整合行动型

1 XA 省 B 市 C 县“2·23”火灾事故 2024. 02. 23 事故警示、消防宣传、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2 XB 省 B 市 C 区“7·23”重大坍塌事故 2023. 07. 23 事故警示、安全专项整治、安全隐患专项排查

3 XC 省 B 市 C 区“6·21”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 2023. 06. 21 事故警示、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

4 XC 省 B 市 C 县“4·17”重大火灾事故 2023. 04. 17 事故警示、安全专项整治

综合叠加型

1 DA 省 B 市 C 县“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2024. 01. 24
消防安全宣传、安全培训、消防演练、出台
《渝水区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渝
水区突发事件能源保障应急预案》

2 DB 省 B 市 C 县“1·12”重大煤与瓦斯突出
事故

2024. 01. 12 应急培训、安全设施改造升级、出台《关于征
集重大事故隐患问题线索的公告》

3 DC 市 B 区“4·18”重大火灾事故 2023. 04. 18
安全检查、专项督导督查、大排查大整治、应急
演练、出台《关于完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　 以高
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意见》

4 DD 省 B 市 C 区“7·15”重大透水事故 2021. 07. 15 事故警示、安全检查、区政府成立应急救援中心

　 　 注:限于篇幅,每类危机学习只展示 4 个案例,各类危机学习具体案例留索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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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学术敏感性,对收集的事故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具体命名规则如下:针对省级政府,从 A 开始顺延编号;针对市级政

府,统一表示为 B;针对区县级政府,统一表示为 C。 为区分学习类型,在每个案例编号前添加学习类型缩写字母,其中,基础认知

型学习案例为“R”、整合行动型学习案例为“X”、综合叠加型学习案例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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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危机学习生成因素的数据集

缘分析[34]266-286。 中心性分析包括点度中心性

分析与中介中心性分析:点度中心度越大,表明

各因素越重要;中介中心度越高,表示节点发挥

的“桥”的作用越大,所处的位置越核心。 根据

二八法则,选取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排名

前 20%的生成因素①。
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结果,依据以下标准判断

该因素是否为关键生成因素:第一,该因素处于

网络核心区域或核心子群;第二,该因素的点度

中心度或中介中心度位于前 20%。 基于此,识别

了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关键生成因素(表 5)。

五、地方政府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

生成机制解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3 类危机学习存在共同

关键生成因素:F1 (中央批示) 和 F4 (现场指

导),二者均属于上级推动类因素。 其中, F1
(中央批示)代表了中央政府对事故的关注与

重视,尽管并非正式的政务公文,但以非制度化

的方式发挥着制度化的作用,通过自上而下的

指令进行有效的学习动员[35] ;F4(现场指导)
体现了上级政府在事故后为涉事地方政府提供

的学习指示,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

效果。 这说明,上级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及行动

性介入是地方政府开展危机学习不可或缺的核

心因素,前者通过政治注意力与象征性权威推

动了学习开启,后者落实了地方政府危机学习

的具体行动路径。 然而,危机学习的生成过程

还受到多方因素(如事故属性、问责强度、舆论

关注及官员主观认知与态度等) 的综合影响,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直接作用于生成过程,最终

形塑了危机学习的多样形态。
1. 基础认知型学习:“上级推动 属性驱

动”机制

基础认知型学习是“上级推动” “事故属

性”“惩戒威慑”“社会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F1(中央批示)、F2(中央指示)、F4(现场

指导)、F6(挂牌督办) 构成了典型的“自上而

下”机制,是中国治理情境下推动危机学习的

重要因素。 其次,事故本身的特征对基础认知

型学习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如 F23(交通安

全)与 F29(人为操作失误)说明该类学习主要

体现在交通安全事故上,而此类事故通常归因

于人为错误、设备故障等偶发性因素,与地方政

府安全工作关联度较低,且其指向的问题通常

超出了政府直接干预的范围。 面对这类事故,
地方政府不仅在行动层面难以展开危机学习,
且在制度反思空间上也相对受限,导致危机学

习浅层化。 再次,社会压力类相关的生成因素

F14(舆论关注)反映了社会的期望和压力,在
媒体聚焦与公众舆情的作用下,地方政府通过

事故警示、宣传教育等对外展示“正在学习”,
在此过程中,危机学习更多地被功能化为一种

策略性沟通工具。 最后,F18(轻度问责) 说明

地方政府在事故发生后所需承担的责任较轻,
意味着地方政府面临的直接后果并不严重,也
不会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职务与政治前途产生较

大影响。 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倾向选择低成

本的认知学习,而非行动调整或制度改革。

表 5　 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关键生成因素

学习类型 关键生成因素

基础认知型
F1(中央批示)、F2(中央指示)、F4(现场指导)、F6(挂牌督办)、F14(舆论关注)、F18(轻度问责)、F23(交通安
全)、F29(人为操作失误)

整合行动型 F1(中央批示)、F4(现场指导)、F6(挂牌督办)、F12(文件部署)、F14(舆论关注)、F15(预防风险)
综合叠加型 F1(中央批示)、F4(现场指导)、F7(督查暗访)、F12(文件部署)、F15(预防风险)、F17(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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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需说明,“事故属性”类生成因素为独立风

险源且位于多个核心子群,这意味着该类因素在

基础认知型学习的生成过程中具有结构性主导地

位。 相比之下,F14(舆论关注)和 F18(轻度问责)
虽对学习生成产生影响,但更多体现为催化作用,
且在事故属性明确后才得以显现。 换言之,基础

认知型学习生成更多取决于事故本身的特征,“社
会压力”与“惩戒威慑”类因素则加速并催化了学

习进程。 因此,基础认知型学习的生成机制可概

括为“上级推动 属性驱动”(图 2)。

图 2　 “上级推动 属性驱动”机制

2. 整合行动型学习:“上级推动 内外驱

动”机制

整合行动型学习是上级推动、外部社会压

力与内部风险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在
上级推动方面,除 F1(中央批示)、F4(现场指

导)等常规因素,F6(挂牌督办)与 F12(文件部

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挂牌督办体现

了较高的政治站位,超出了常规的治理模式,强
化了上级政府对地方安全管理的监督力度,提
高了地方政府对危机学习的重视程度。 挂牌督

办也影响了基础认知型危机学习的生成过程,
但该因素在整合行动型学习中的中心度远大于

在基础认知型学习中的数值①。 在网络结构、节
点数、节点内容一致情况下,若因素的点度中心

度与中介中心度在两个网络中数值存在差异,相
对于数值低的网络,该因素在数值高的网络中作

用更为关键,影响力也更为突出[36] 。 因此相对

于基础认知型学习,挂牌督办在推动地方政府采

取整合行动型学习中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说
明当挂牌督办传导的压力更突出时,地方政府更

有可能采取具体的学习行动。 已有研究指出,上
级政府的任务导向是地方政府开展危机学习的

重要驱动因素[24] ,文件部署是一种更加清晰的

指示,以正式的方式向地方政府下达了学习指

令,明确了危机学习的内容与要求。 其次,F14
(舆论关注)使政府行动时刻处于社会监督中,
倒逼政府积极回应、认真学习。 该因素在整合行

动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大于在

基础认知型学习的数值②,说明“舆论关注”对整

合行动型学习的作用更显著。 整合行动型学习

涉及具体行动的落实,也更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

重视。 最后,F15(预防风险)体现了深层次的内

部驱动力,反映了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风险意

识,促使其积极采取行动查漏补缺。 值得注意的

是,社会网络分析结果显示,F14(舆论关注)的

中心度均大于 F15(预防风险)③,这说明地方政

府采取整合行动型学习更多地受到外部压力影

响,也侧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内部认知的不足是

没有出现深层次学习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在上级政府的制度性推动下,社

会舆论压力构成外生力量,内部风险认知构成内

生力量,共同推动地方政府危机学习从认知回应

拓展至行动调整,因此,整合行动型学习的生成

机制可概括为“上级推动 内外驱动”(图 3)。

图 3　 “上级推动 内外驱动”机制

3. 综合叠加型学习:“上级推动 自我驱

动”机制

综合叠加型学习是上级推动类因素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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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F6(挂牌督办)在基础认知型学习的点度中心度为 17,
中介中心度为 7. 95;在整合行动型学习的点度中心度为 30,相
对中介中心度为 9. 24。

F14(舆论关注) 在基础认知型学习的点度中心度为

15,中介中心度为 5. 61;在整合行动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为

30,中介中心度为 9. 24。
F14(舆论关注)点度中心度为 30,中介中心度为 9. 24;

F15(预防风险)点度中心度为 28,中介中心度为 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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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F1(中央

批示)、F4(现场指导)在综合叠加型学习中仍

具有重要作用,F7(督查暗访)、F12(文件部署)
同样构成了该类学习的关键因素。 其中, F7
(督查暗访)是综合叠加型学习的特有生成因

素。 督查暗访作为一种“突击式”的检查,通常

能够准确地反映地方政府在常态下的危机学习

情况,能够有效检验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效果,
有效避免形式主义的危机学习; F12 (文件部

署)体现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任务型指

令,其内容具有高度的操作性和指向性,其在综

合叠加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均

低于在整合行动型学习中的数值①,说明该因

素在推动地方政府开展整合行动型学习的作用

更显著。 其次,F15 (预防风险)、F17 (领导责

任)均属于自我驱动因素,说明地方政府采取

综合叠加型学习明显受内部认知影响。 F15
(预防风险)反映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意识,该因

素在综合叠加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大于在整

合行动型学习中的数值②,这说明其在综合叠

加型学习的生成中处于更核心的位置,侧面

反映有风险意识的政府会更乐于采取深层次

的学习,与整合行动型学习“舆论关注” 作用

大于“预防风险” 的发现相印证,进一步说明

综合叠加型学习的生成具有更高程度的内生

性。 F17(领导责任) 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意识,不仅驱动地方政府积极学习和吸取教

训,更促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深入反思、持续

改进。
综上所述,综合叠加型学习的生成既依赖

上级政府制度性推动的作用,也受地方政府内

部自我驱动的影响,因此其生成机制可概括为

“上级推动 自我驱动”(图 4)。

图 4　 “上级推动 自我驱动”机制

六、结论与讨论

2025 年 11 月,香港宏福苑火灾造成严重

的人员伤亡,引发广泛关注。 事实上,香港历史

上多次发生类似火灾,暴露出公共部门危机学

习反复失灵的困境,也再次凸显了有效危机学

习的紧迫性。 作为危机管理的末端环节,危机

学习不仅承载着事故教训的转化功能,更是从

“亡羊补牢”到“未雨绸缪”转变的关键。 然而,
在实践中,危机学习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与不

确定性,其生成过程长期处于“黑箱”状态。 本

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探究了不同类型危机学习

的生成因素及生成过程,揭开了这一“黑箱”,
以指导地方政府改善危机学习效果,提升应急

管理能力。 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已有研究多以单一维度或二维度为

标准划分学习类型,本研究从实证材料中归纳

发现,面对同一类型的突发事件、同样的上级推

动,同一层级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内容不同,这
些内容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的学习类型:基
础认知型、整合行动型、综合叠加型。 其中,基
础认知型学习侧重认知内化,具有“强认知 弱

行动 弱制度”的特点;整合行动型学习在认知

基础上开展具体的行动整改,具有“强认知 强

行动 弱制度”的特点;综合叠加型学习是对前

两种学习的深化与扩展,具有“强认知 强行

动 强制度”的特点。
第二,在现有研究初步探讨了危机领导力、

学习动机等个体因素及结构、制度等组织因素

对危机学习影响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发现,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差异根源于生成因素的作

用强度与组合差异。 生成因素可归纳为 5 类:
“上级推动” “社会压力” “自我驱动” “惩戒威

慑”“事故属性”,不同因素的作用强度及组合

塑造了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不同样态。 基础认

知型学习生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为“上级推

动”类(中央批示、中央指示、现场指导、挂牌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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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F12(文件部署)在整合行动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为

30,中介中心度为 9. 24;在综合叠加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为

29,中介中心度为 5. 83。
F15(预防风险)在整合行动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为

28,在综合叠加型学习中的点度中心度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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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与“事故属性”类因素(交通安全、人为操作

失误);整合行动型学习生成过程中起主导作

用的为“上级推动”类(中央批示、现场指导、挂
牌督办、文件部署)、“社会压力”类(舆论关注)
与“自我驱动”类(预防风险);综合叠加型学习

生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为“上级推动”类(中

央批示、现场指导、督查暗访、文件部署)与“自

我驱动”类(预防风险、领导责任)。 值得注意

的是,本研究发现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虽然是

地方政府开展危机学习的事实基础,但并非决

定学习类型的核心因素。
第三,以中央批示与现场指导为代表的

“上级推动”类因素,是 3 类学习的共同关键生

成因素,体现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及行动

性介入对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重要性,凸显中

国情境下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动员特征,这一

发现是对经典组织学习理论的有益补充。
Argyris 等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基于内部反思、
目标调整与制度修正的渐进过程[37] 。 然而,本
研究发现在中国的治理情境中,组织的学习行

为并非完全依赖组织自主认知的内发性演进,
而是受到自上而下传导的制度性要求与动员影

响。 此外,挂牌督办与舆论关注是基础认知型

学习与整合行动型学习的共同关键生成因素,
其对后者的作用更显著,侧面反映了整合行动

型学习受到外部压力与内部动能的共同驱动。
预防风险是整合行动型学习与综合叠加型学习

的共同关键生成因素,其对后者的作用更加明

显,这说明深层次的危机学习往往依赖于学习

主体内部能动性的激活[38] 。 督查暗访是综合

叠加型学习中特有的关键生成因素,通过突击

式的检查方式倒逼地方政府深入地展开危机

学习。
第四,各类学习的关键生成因素表现出结

构性差异,进而呈现不同的生成机制。 基础认

知型学习受事故属性影响,多见于交通安全事

故或由操作失误引发的事故,这些事故与政府

的管理体系、监管措施关联不紧密,因此地方政

府多采用低成本的认知学习,形成“上级推动

属性驱动”机制;整合行动型学习受到舆论关

注与风险意识的驱动,形成“上级推动 内外驱

动”机制;综合叠加型学习源于地方政府内部

的风险意识与责任意识,形成“上级推动 自我

驱动”机制。 尽管 3 类危机学习的生成机制存

在显著差异,但“上级推动”在 3 类机制中作为

结构性常量始终存在,凸显了压力型体制下地

方政府面临的刚性要求与自我能动性之间的张

力。 一方面,事故爆发后,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

的要求下以学习回应上级政府传导的压力,实
现了危机学习的激活[39]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

在治理能力、危机认知、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

异,又使其在相似的压力环境下做出了不同的

学习选择,呈现不同的学习内容与形式,这恰恰

说明危机学习不仅是响应上级要求的被动行

为,更是地方政府在具体情境下的主动选择。
该发现不仅呼应了“危机学习受到外部推动与

组织内部驱动共同影响”这一观点[40] ,更拓展

了压力型体制对地方政府危机学习行为的解

释力[41] 。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地方政府危

机学习的政策建议:
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危机学习反映了不同

的学习层次,为此可分类施策,推动地方政府危

机学习实现“认知 行动 制度” 的逐级跃升。
针对基础认知型学习,定期总结和分享经验,促
进知识内化和传播,制定跨部门学习计划,如建

立跨部门的知识共享平台,汇集各类案例分析

和实践经验。 同时,要使其“学有所用”,鼓励

地方政府将认知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地的行动方

案。 针对整合行动型学习,应推动地方政府将

隐患排查、设备升级等行动类学习措施常态化,
避免运动式学习。 针对综合叠加型学习,应进

一步放大其示范效应,推动制度修订、结构重

塑、职能优化等纳入地方政府危机管理常规

体系。
另一方面,提升上级推动的精准性与适配

性,强化对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系统性引导。
研究发现,“上级推动”类因素在 3 类危机学习

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若要提升危机学习

效能,可根据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类型实施差

异化推动策略:对于基础认知型学习,应强化高

层政治信号传递,提升地方政府问题意识;对于

整合行动型学习,可通过督查暗访、文件部署等

强化外部约束,倒逼其推进制度创新与机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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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对于综合叠加型学习,可鼓励地方政府形成

可推广的学习经验。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建设性的研究结

论,但仍有许多值得拓展的问题,有待后续研究

进一步加强:首先,本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危机

学习的不同类型,但并未进一步讨论不同类型

危机学习的适用条件与实际效果,未来可通过

更为严密的实证分析,对不同类型学习的适用

性与有效性展开评估。 其次,本研究虽然识别

了不同类型危机学习的生成机制,却未能揭示

各类学习的转换条件与机制。 不同类型的危机

学习之间可能存在阶段性演化,未来研究可采

用过程追踪法,识别何种情境下地方政府危机

学习会由“基础认知型”转向“综合叠加型”,以
更深入揭示危机学习的差异性。 最后,本研究

的数据时间跨度涵盖 2012—2024 年,尽管已选

取信息公开充分、材料完整的案例, 但对于

2024 年的个别案例,地方政府的危机学习可能

尚未完全展开,这对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带来潜

在影响。 未来研究可在本研究现有样本基础

上,对 2024 年的案例进行持续性跟踪与补充,
以提高研究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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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不同解”: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类型的差异及其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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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same
 

type
 

of
 

emergency,
 

local
 

governments
 

at
 

the
 

same
 

administrative
 

level
 

may
 

adop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crisis
 

learning,
 

resulting
 

in
 

the
 

phenomenon
 

of
 

“ same
 

problem,
 

different
 

responses”.
 

Drawing
 

on
 

89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s,
 

this
 

study
 

employs
 

grounded
 

theory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types
 

of
 

local
 

governments’
 

crisis
 

learning
 

and
 

their
 

generative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identify
 

three
 

types
 

of
 

crisis
 

learning
 

based
 

o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and
 

institutional
 

learning:
 

foundational
 

cognitive
 

learning,
 

integrated
 

behavioral
 

learning,
 

and
 

comprehensive
 

overlay
 

learning.
 

Their
 

formation
 

is
 

shaped
 

by
 

five
 

factors:
 

accident
 

attributes,
 

superior-driven
 

factors,
 

social
 

pressure,
 

self-driven
 

factors,
 

and
 

deterrence
 

and
 

punishmen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superior-driven
 

factors
 

are
 

common
 

to
 

all
 

three
 

types
 

but
 

interact
 

with
 

other
 

factors
 

to
 

produce
 

distinct
 

mechanisms:
 

the
 

“ superior-driven
 

and
 

attribute-
driven”

 

mechanism
 

for
 

foundational
 

cognitive
 

learning,
 

the
 

“ superior-driven
 

and
 

internal-external-
driven”

 

mechanism
 

for
 

integrated
 

behavioral
 

learning,
 

and
 

the
 

“ superior-driven
 

and
 

self-driven ”
 

mechanism
 

for
 

comprehensive
 

overlay
 

learn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tailor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crisis
 

learning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local
 

governments’
 

crisis
 

learning
 

and
 

strengthen
 

crisis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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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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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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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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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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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如何影响跨区域
应急管理协同?

———以长三角区域自然灾害联防联控机制为例

张　 惠,刘　 蕾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摘要:自然灾害的跨界化、外溢化特征,使跨区域自然灾害联防联控需求日益凸显,区域间

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成为降低纵向协调成本、平衡区域与地方矛盾的关键。 然而,既有

研究多聚焦区域间政策是否协同的结果测量,较少关注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如何在区域

共同行动与地方差异化风险应对之间实现平衡。 为此,通过构建“结构 作用”的跨区域

应急管理政策协同分析框架,运用 LDA 主题模型、TF-IDF 权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分析长三角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协同体系的协同结构,并结合长三角联合应对台风

“梅花”案例,剖析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在推动自然灾害联防联控中的平衡作用。 研究发

现:有效的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是一种既可实现区域统一行动,又可保障地方灵活应对的

协同结构。 在此结构下,政策目标发挥战略决策引导作用,平衡联防联控的区域要求与属

地风险应对的局部诉求;政策工具发挥推动应急能力互补作用,平衡区域协同标准与地方

工具偏好;政策关系发挥组织关系搭建作用,平衡区域权责边界明确与地方权能分化,三
者共同推动跨区域自然灾害联防联控的协同发展。 上述发现揭示了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

协同“结构 作用”的传导机理,为推动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与政策

设计原则。
关键词:跨区域应急管理;自然灾害;政策协同;联防联控;长三角区域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发展转型等各类风险因

素的影响下,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的洪涝

灾害、区域性干旱等自然灾害事件呈现区域内

多点并发、区域间关联传导态势。 为应对此类

由于地域相近而需要协同治理的跨界性自然灾

害事件[1] ,各地通过联合发布区域规划、签订

协议[2]等方式,构建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以实

现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 然而,将区域政

策与地方政策等同的区域间政策内容雷同[3] 、
地方政策“各自为政”与区域政策“有形无实”
的区域间政策体系衔接不畅[4] 等问题使区域

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难以发挥作用。 如何

构建一套能够有效平衡区域共同行动与地方差

异诉求的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成了

推动跨区域应急管理从形式协同走向实质协同

的逻辑起点[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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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现实难题,学术界展开了大量研

究,学者普遍认同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

系在降低跨区域应急管理制度协同成本[6] 、消
解政府权力选择性在场对跨区域应急管理效果

的制约[7] 、化解区域应急主体生存性竞争与发

展性合作矛盾带来的工作重复与资源浪费[8]

等方面的必然价值。 同时,关注到在我国条块

关系影响下,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需

要兼顾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与地方情况的差异

性[9-10] ,并试图从设置跨区域补偿、利益共享等

协同机制角度[11] ,提出通过平衡跨区域应急管

理成本与收益的方式[12] ,激发地方政府的协同

动力。 此外,部分学者从构建政策共同体角度,
以价值观引导、沟通平台建立等措施减少跨区

域政策协同的执行难题[13-14] 。 在此过程中,通
过政策文本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等方法,从
政策文本相似性等角度评估区域间政策的协同

水平或强度成了学术热点。 然而,现有研究普

遍将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视为一个整

体性变量,通过量化赋分的方式衡量政策协同

水平[15] ,鲜少讨论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中区域

政策与地方政策的统一与差异关系,以及这种

关系如何平衡区域联动与属地管理之间的张

力。 在跨区域应急管理的实践中,一个完整的

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由区域政策与地

方政策共同构成[16] ,其中的合作备忘录、合作

协议等区域政策提供顶层设计与共同规划,区
域内各地结合风险水平与治理能力进行调试从

而制定地方政策。 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协同

配合,是推动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的关键。
当前实践困境与理论研究的核心痛点,恰恰反

映出学术界对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的

协同结构组成与平衡作用认知模糊。 因此,本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

系如何通过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的结构协同,
平衡区域联动与属地风险应对之间的张力,从
而推动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

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区域,长三角区域于

2019 年成立了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江
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共出台了 20 余

项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形成了自然灾害协调联

动机制,且各地相应调整了自然灾害的预案与

政策,在协同处理台风、区域洪涝灾害等方面走

在全国前列。 因此,本研究选择长三角区域自

然灾害联防联控机制作为分析案例:一方面,针
对“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协同体系应具有怎样

的协同结构”这一子问题,通过 LDA 主题模型、
TF-IDF 权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对长三角区

域自然灾害联防联控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刻
画长三角自然灾害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协同

结构。 另一方面,为回答“区域间自然灾害政

策的协同结构如何发挥平衡作用” 这一子问

题,引入长三角联合抵抗台风“梅花” 案例,分
析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对区域联防联控与地方

风险应对差异的平衡作用,实现政策文本分析

与应急实践的相互校验。 本研究推动区域政策

协同研究从协同程度的结果测量转向对政策协

同如何发挥作用的过程分析,试图打开政策文

本与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实践之间的“黑

箱”,并为其他地区实现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

发展提供启示。

二、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

围绕“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作为

应对自然灾害跨界化、外溢化的关键机制,如何

既保障区域联合行动,又兼容地方差异化风险

应对需求”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构建整合性

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政策文本结构特征与协同

作用发挥之间搭建理论桥梁。 同时,以长三角

自然灾害联防联控为例,综合运用政策文本分

析法厘清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的结构

特征,并佐以案例分析法剖析其发挥的平衡作

用,为揭示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的平

衡作用奠定理论与方法基础。
1. “结构 作用”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协同

分析框架的提出

政策协同最早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

称 OECD)提出,是指不同区域或层级的政府部

门通过联席会议、合署办公、联合发文等形式,
使区域间各公共政策能够相互支持、措施协调、
目标兼容[17] 。 在我国,政策协同被引入区域一

体化这一特殊的研究场域[18] ,关注不同层级、
区域之间政策要素的匹配衔接。 在我国“属地

为主、分级响应、区域联动” 的应急管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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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要求在推动跨区

域统一指挥、物资共享与利益调配的同时,也需

要回应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的差异性责任。
跨区域应急管理的现实逻辑,决定了区域间应

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应当关注区域政策与地方

政策在一致性要素与差异性要素之间的协同结

构,以及这种结构对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的

影响作用。 据此,本研究构建“结构 作用”的跨

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协同分析框架(图 1),其中,
结构是指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之间的协同配置

结构,作用是指协同结构下政策的作用路径。
(1)协同结构: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的协

同结构要素

在结构层面,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

系的有效运转,需要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围绕

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关系 3 个要素形成相

互配合的协同结构。
一是政策目标层面,公共政策随公共问题

的产生而出现,解决公共问题需瞄准政策目标,

取向一致的政策目标是政策发挥作用的前

提[19] 。 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涉及区

域政策目标,也涉及不同的地方政策目标,政策

目标的多元性意味着政策协同体系需在政策目

标层面达成协同。
二是政策工具层面,公共政策的落地是在

政策目标基础上,对系列政策工具的策略性组

合[4] 。 在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中,政
策工具的选择需要实现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

与地方应急能力差异的平衡。 对于政策工具的

类型划分和使用没有固定的衡量标准,需要根

据研究问题有所区分[20] 。 相关学者通过文本

大数据与扎根方法分析 146
 

250 条数据,已形

成针对我国自然灾害事件的政策工具类型[21] ,
实证基础与学术权威性较高,与此次研究问题

与测量方式高度适配。 因此,按照此分类方式

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标准规范引导、信息收集与

处理、行为转变三大类别,具体包含 14 种类型

(表 1)。 其中,标准规范引导是指政府通过预

图 1　 “结构 作用”的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协同分析框架

表 1　 政策工具类型

工具类别 工具类型 关键词

标准规范引导
制度建设 预案、方案、规划、标准

政治强化 下发、发布、推广、宣传、指导

信息收集与处理

内部报送 值守、汇报、上报、报送、气象预报、信息员

内部调查 检查、检测

社会供给 群防群控、热线、举报

评估研判 预测、研判、评估、会商、沟通

行为转变

结构性减灾 改造、加固、工程、设计

非结构性减灾 转移、避险、撤离、培训、教育、学习

应急动员 整改、整治、重视、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动员、防治、传达

责任关联 责任、监督、执法

变革创新 创造、创新、市场运作、技术支持

组织体系 结构、基层、中央、管理体制

联合保障 协调、调度、合作、参与、配合、工作组、联防

政治锦标赛 考核、示范、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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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规划等制度建设与政治强化,规范自然灾害

管理标准;信息收集与处理是指政府通过风险

信息收集、报送等方式对自然灾害进行分析与

研判;行为转变是指政府通过应急动员、联合保

障等方式动员各种力量以提高自然灾害防治

效能。
三是政策关系层面,公共政策效果的发挥,

受利益相关者价值导向和利益追求的影响[22] 。
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涉及不同空间主

体与行政部门主体,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发展规划》,将长三角应急管理政策关系划分

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共 4 个空间

主体(简称三省一市)。 通过关注政策制定者

的关系网络,分析区域间应急管理的政策协同

结构。
(2)协同作用: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的作

用发挥

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旨在通过制

度化的政策结构,解决跨区域应急管理的协同发

展难题。 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中,政策

目标、政策工具与政策关系发挥不同作用。
其一,政策目标结构影响跨区域应急管理

的战略决策协同。 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反映跨区

域应急管理战略决策偏重于区域风险联动,政
策目标的差异性则强调跨区域应急管理战略决

策偏重于地方应急需求[18] ,二者共同调节跨区

域应急管理战略决策的取向偏好。
其二,政策工具结构影响跨区域应急管理

的应急能力协同。 区域间应急管理的能力差

异、资源禀赋与政府行动偏好等因素影响并塑

造政策工具的结构分布[23] 。 同时,不同的政策

工具结构反作用于跨区域应急管理能力的配合

性与互补性。
其三,政策关系结构影响跨区域应急管理

的组织关系协同。 在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的政

策关系结构中,核心节点组织与边缘节点组织

的分布反映出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的权利

归属与参与关系。 区域间组织关系的一致性与

差异性结构,规制并约束跨区域应急管理中组

织响应与协同联动效能[24] 。
2. 数据来源与采集

基于“结构 作用”的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

协同分析框架,将研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
测量长三角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协同体系的协

同结构,即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在政策目标、政
策工具及政策关系层面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分布

特征;第二步,分析上述协同结构对长三角跨区

域自然灾害联防联控的平衡作用,即区域间政

策协同结构如何平衡区域联动与属地风险应对

之间的张力。 据此,本研究采集政策文本与典

型案例两类数据,分别用于支撑政策协同结构

的测量与政策协同作用的剖析。
(1)政策文本数据的收集及整理

根据政策文本选择的公开性、权威性、相
关性与全面性等原则要求,选择长三角自然

灾害区域政策与三省一市的地方政策两类政

策文本,共同构成本研究的政策文本数据集

(表 2) 。

表 2　 长三角自然灾害区域间政策协同文本数据集(节选)

政策类型 年份 政策名称

区域政策

2024 《长三角区域应急管理信息共享管理办法》《长三角区域应急管理信息首批共享目录及数据规范》

2024 《2024 年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工作要点》

2023 《长三角应急物资协同保障协议》

地方政策

2025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地质灾害应急排险处置和应急治理工程
管理工作的通知》

2024 《江苏省防御台风应急预案》

2024 《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

2024 《安徽省省级自然灾害民生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2024 《上海市 2024 年自然灾害防治工作意见》

2023 《安徽省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3 《上海市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2020 《关于成立江苏省地震和地质灾害应急救援专家库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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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域政策层面,2018 年,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 年,三省

一市应急管理部门共同签署《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应急管理协同发展备忘录》,长三角应

急管理协同发展全面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 政

策文本分析建立在高质量政策文件基础上,因
此以 2019 年为起点,收集 2019—2025 年 12 月

由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及三省一市联合

制定并发布的政策文件。 实际收集过程中,由
于区域政策大多将不同类型的公共安全事件纳

入同一政策,因此仅保留区域政策中与自然灾

害类型高度相关的政策条款,最终形成 16 份区

域政策文本。
在地方政策层面,主要涵盖 2019 年长三角

应急管理协同发展全面启动后,三省一市新修

订或发布的自然灾害政策。 同时,由于市(除

上海市外) 区级政策大多以省级政策为参照,
因此以三省一市应急管理厅(局)官网、北大法

宝为主要检索渠道,按照“自然灾害” “旱涝”
“防汛抗台”等关键词,收集 2019—2025 年 12
月的政策文件,并去除“公示”“公告”等不含实

质措施及与主题不相关的政策文本。 基于最大

努力采集原则,最终保留上海市 33 份、江苏省

36 份、浙江省 24 份、安徽省 54 份政策文件。
(2)案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本研究选取 2022 年长三角联合应对台风

“梅花”作为分析案例。 2019 年后,长三角依托

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逐步建立起较为成熟的

防汛防台联合防控机制,三省一市相继出台配

套的应急预案与协同工作规定,为跨区域联合

行动提供了充分的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作为

台风登陆地,浙江应急响应压力集中;江苏省面

临台风天气下危化品安全风险的防范需求;上
海市作为超大城市,面临地下空间洪涝等城市

脆弱性防治问题;而安徽省则在强降雨等影响

下,农业生产防护需求较为突出。 台风“梅花”
的应对过程,既涉及区域层面的联合预警与物

资协同调度,又面临显著的属地差异,为研究跨

区域政策协同体系如何平衡区域联动与属地应

对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完整的分析场景。
围绕该案例,从以下 3 方面进行资料收集:

一是系统梳理《2022 年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

作工作要点》等区域政策、三省一市应急预案、
防台抗台工作通知等地方政策,以及联合调度

会议纪要等内部文件,系统了解台风“梅花”应

对过程中的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体系。 二是对

三省一市应急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人员开展结

构化访谈,追踪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对区域联

动与地方行动的实际影响。 三是通过应急管理

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获取公开信息,与
上述资料形成三角验证,满足案例还原要求。

3. 研究方法

使用 LDA 主题模型、TF-IDF 权重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分别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
政策关系维度测量长三角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

协同体系的协同结构,回答区域间政策协同体

系“是什么”的问题。 同时,运用案例研究法,
追踪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作用发挥的过程机

理,打开区域间政策协同结构影响跨区域应急

管理协同发展的理论“黑箱”。
(1)LDA 主题模型

作为一种非监督机器学习技术,狄利克雷

分类模型( LDA 主题模型)可在未标记的数据

上进行主题聚类分析,识别当前政策的关注重

点,呈现政策的目标导向。 因此,使用 LDA 主

题模型识别长三角自然灾害区域政策与地方政

策在政策目标层面的统一与差异,以分析区域

间政策协同体系在政策目标层面的协同结构。
首先,进行文本预处理。 使用 Python 的 Jieba
分词工具对政策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并综合哈

尔滨工业大学、四川大学机器智能实验室及百

度停用词表,剔除停顿词、无意义词等,提高模

型准确性。 同时,为防止专有名词被错误切分,
构建包含专项预案、值班值守制度等自然灾害

领域政策词典。 其次,确定最优主题数。 通常

采用主题一致性指标来确定最优主题数 K,主
题一致性得分越高,模拟效果越好。 为防止过

度拟合,借助 pyLDAvis 可视化效果图进行辅助

判断,主题间重叠度越低,主题结构的区分效果

越好。 二者相互印证,共同确定最优主题数量。
结果显示,区域政策的最优主题数为 6,上海

市、江苏省、安徽省的最优主题数为 6,浙江省

最优主题数为 5。 最后,通过政策主题与关键

词提取比较,分析长三角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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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体系在政策目标层面的协同结构。
(2)TF-IDF 权重分析法

TF-IDF(词频—逆文档频率) 权重分析法

用于评估词汇在语料库中单份文本的重要程

度,词汇重要性随文本内出现频率(TF)正向增

加,随整体语料库中出现频率 ( IDF) 反向下

降[25] 。 相较于单一词频统计,TF-IDF 权重分

析法能够降低普遍词汇干扰,突出专业词汇特

殊性,且通过权重计算,能将不同文本中的政策

工具词汇转化为标准数值,便于跨政策比较研

究,与此次研究目标一致。 因此采用 TF-IDF 权

重分析法,测量长三角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协

同体系中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在政策工具层面

的协同结构:第一步,运用 TF-IDF 算法分别计

算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中的高频词,并统计权

重。 第二步,筛选出与政策工具高度相关的关

键词。 第三步,按照政策工具分析框架逐一归

类,计算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在不同政策工具

中的使用频率,继而分析长三角区域间自然灾

害政策协同体系在政策工具层面的协同结构。
不同分类编码者对相同文本独立编码的一致

率,是检验分类结果可靠性的重要指标[26] ,一
致率在 80%以上则结果可接受。 为保证文本

分析的客观性,邀请另一位熟悉本选题的研究

者从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数据库中随机抽取 1
份重新编码。 通过计算两位编码者编码一致与

不一致的数量[27-28] ,得到编码信度为 93. 4%和

91. 6%。 同时,在完成编码一周后,再次抽取两

份文本重新分类编码,与原先编码结果的一致

率为 94. 3%,结果可以接受。
(3)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SNA)旨在研究社会行动

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关系网络,可用于测量区

域间政策协同体系中的政策关系协同结构,具
体分析步骤如下:第一步,使用 Python 软件提

取区域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发文机关,筛选出每

份政策文本中至少包含两个发文机关的部门组

合,统计不同部门组合的共现次数,以此作为长

三角区域政策主体之间的关系权重,并构建关

系矩阵。 第二步,计算关系矩阵中的位置中心

性,以此衡量各政策主体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

同网络中的参与程度[29] 。 通过上述步骤分析

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在政策关系层面的协同

结构。
(4)案例分析

案例研究法旨在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掘事

物的作用机理[30] 。 在政策文本分析的基础上,
以长三角联合应对台风“梅花”为典型案例,分
析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协同体系中区域政策与

地方政策在政策目标、工具、关系层面如何发挥

平衡区域应急共性与属地诉求差异的作用。

三、协同结构:长三角自然灾害领域的

政策协同结构分析

　 　 为回答“长三角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协同

体系应具有怎样的协同结构” 这一子问题,本
研究通过 LDA 主题模型、TF-IDF 权重分析、社
会网络分析法,分别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
策关系维度对长三角自然灾害区域政策与地方

政策进行比较,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协同结构

特征。
1. 政策目标协同特征:共识框架下地方对

目标进行差异分解

通过 LDA 主题模型提取长三角自然灾害区

域政策与地方政策的“主题 词”分布,并根据关

键词频率筛选出每个主题下前 10 个关键词,形
成“主题 词”(表 3、4)。 通过比较发现,在区域

性政策协同框架的引导下,地方政策将区域性任

务分解与地方化诉求融合,构成了一个既呼应整

体又关注局部的政策目标协同结构。
由表 3 可知,在应急管理专题合作工作要

点及相关协议等区域政策下,长三角区域围绕

洪水、森林火灾、台风等长江流域共性风险,在
信息共享、制度协同、应急指挥、应急处置、应急

物资保障等共 5 个层面形成了自然灾害联防联

控的区域统筹协同机制。
由表 4 可知,长三角区域政策的目标均在

地方政策的目标设定上有所呈现,具体表现为

预警信息发布、应急物资保障、应急指挥处置能

力等主题。 同时,地方政策并非完全复制区域

政策的目标,而是基于自身风险结构进行了属

地化分解,如在区域政策“关键风险联防联控”
的目标下,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将其细化为

防汛防台与地质灾害的防治,安徽省将其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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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长三角区域政策“主题 词”

序号 主题 关键词

1 关键风险联防联控 长江、太湖、防洪、火灾、灾害、河段、工程、河道、崩塌、台风

2 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共享、数据、平台、更新、目录、保障、需求、交互、编制

3 制度协同机制 联动机制、协同发展、统一、规范、标准、通报、省际、政策、协调、一体化

4 应急指挥机制 预警、应急预案、联动、指挥、应对、联防联控、统筹、负责、跨区域、机制

5 应急处置能力 专家、救援、能力、联动、举办、培训、联合、交通运输、减灾、专题

6 应急物资保障 应急物资储备、调运、平台、信息化、保障、联动、合作

表 4　 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地方政策“主题 词”

主题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主题 1 防汛与地
质灾害

防汛、 部门、 地
质灾害、 工程、
资金、 防治、 灾
情、 隐患、 突发
性、预案

防汛防台

台风、 防御、 预
警、防汛、抢险、
农业、 队伍、 转
移、险情、协调

防汛防台

预报、 指挥、 防
汛防台、 山洪、
发布、 指导、 转
移、 指挥部、 抢
险、队伍

防汛抗旱

防汛、群众、救
助、 资 金、 险
情、 处 置、 转
移、生命安全、
抗旱、物资

主题 2 预警信息
发布

预警、 发布、 灾
害、 信息发布、
信 号、 监 测 预
警、平台、防御、
广播、电视

地质灾害

地 震、 地 质 灾
害、隐患、铁路、
安全防治、主管
部门、 工程、 评
估、办法、设计

地质灾害

地 质 灾 害、 地
质、防范、城市、
工程、 排险、 隐
患、 监测、 地面
沉降、平台

预警信息
发布

预警、灾害、气
象、宣传、发布、
信号、信息、保
障、 天 气、 灾
害性

主题 3 制度规划
组织

制度、 征用、 规
划、补偿、机制、
责任、 体系、 评
估、组织、统筹

预警信息
发布

气象、 部门、 预
警、天气、监测、
信息、 防御、 预
报、 小时、 应急
预案

预警信息
发布

灾害、 气象、 防
震减灾、 预警、
信息、 监测、 防
御、发布、突发、
信号

应急指挥
处置能力

救援、灾害、人
员、 部 门、 组
织、 队 伍、 指
挥、 调 度、 现
场、报送

主题 4 应急指挥
处置能力

消防、 救援、 队
伍、指挥、平台、
能力、 培训、 创
建、城市、单位

应急指挥
处置能力

救援、 部门、 组
织、处置、指挥、
指导、 能力、 负
责、响应、协调

应急物资
保障

资金、 物资、 救
灾、储备、补助、
财政、 申请、 采
购、预算、负责

应急资金
补助

资金、项目、补
助、 预 算、 市
县、 目 标、 组
织、部门

主题 5 应急物资
保障

救灾物资、物资
储备、 粮食、 储
备、购置、保障、
承储、 调拨、 数
量、储存

知 识 科
普 与 社
会 能 力
建设

科 普、 防 震 减
灾、社会、救灾、
支持、 鼓励、 产
品、示范、培训、
宣传

基层防灾
减灾

救援、 社会、 消
防、社区、减灾、
队伍、 组织、 乡
镇、街道、示范

知 识 科
普 与 社
会 能 力
建设

科普、 恢复重
建、 教 育、 灾
区、 灾 后、 学
校、 示 范、 基
地、防洪工程

主题 6 基 层 防
灾减灾

社区、 组织、 社
会、 防灾减灾、
群众、 基层、 城
乡、队伍、重建、
宣传

应 急 组
织体系

单位、 省级、 部
门、行政、负责、
主 管 部 门、 地
方、组织、县级、
区域

防 灾 减
灾机制

自然灾害、 社
会、 资 金、 信
息、灾情、防灾
减灾、 隐患排
查、 防 范、 人
员、保障

为防汛抗旱的治理。 除了对区域政策进行目标

分解,地方政策还增加了与本地治理效能高度

相关的政策目标,如上海市与浙江省强调“基

层防灾减灾”的同时,突出“社区韧性建设”;江
苏省与安徽省则设置了“知识科普与社会能力

建设”的政策目标,注重社会风险意识培育与

公众参与。
2. 政策工具协同特征:标准化衔接基础下

地方的个性化工具组合

通过 TF-IDF 权重分析并绘制长三角区域

间自然灾害政策协同体系的政策工具使用频

率分布(表 5)可知,在政策工具层面,长三角

自然灾害区域政策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政策

工具使用框架,地方政策在此基础上进行个

性化调适与创新。 具体来看,长三角区域政

策与地方政策的政策工具总体使用结构高度

一致,表现为“行为转变>标准规范引导>信息

收集与处理”的特征,表明长三角区域政策通

过顶层设计,统一了地方政策的工具使用标

准。 在统一的政策工具使用标准下,地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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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长三角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的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分布

工具类别 工具类型 区域政策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标准规范引导
制度建设 9. 90 9. 59 13. 10 13. 99　 10. 34　

政治强化 5. 57 9. 24 7. 64 6. 54 9. 63

信息收集与处理

内部报送 3. 92 2. 70 4. 75 3. 27 5. 33

内部调查 3. 51 6. 97 5. 27 6. 45 4. 77

社会供给 1. 44 3. 14 1. 67 1. 27 0. 56

评估研判 3. 30 3. 84 4. 05 5. 63 3. 02

行为转变

结构性减灾 5. 98 23. 71 17. 15 9. 54 8. 11

非结构性减灾 8. 04 10. 64 7. 64 7. 45 11. 30

应急动员 8. 25 2. 62 5. 65 12. 90 5. 97

责任关联 5. 57 6. 36 7. 13 7. 27 7. 96

变革创新 11. 75 6. 10 7. 39 9. 81 4. 14

组织体系 13. 81 6. 89 5. 72 7. 08 5. 33

联合保障 15. 88 6. 80 10. 98 5. 99 20. 84

政治锦标赛 3. 09 1. 39 1. 86 2. 82 2. 70

根据各行政地区发展阶段与治理能力差异对政

策工具进行个性化设置,如上海市基于智能技

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倾向使用信息收集与处理

类政策工具(占比 16. 65%);浙江省则基于“枫

桥经验”,侧重使用应急动员类政策工具(占比

12. 90%);江苏省和安徽省更侧重通过标准规

范引导,推动自然灾害联防联控政策的落实。
3. 政策关系协同特征:“核心 边缘”伞形

结构下的弹性化协同网络

使用 Python 软件对长三角区域间自然灾

害政策体系中联合发文的政策部门进行社会网

络分析,以各政策制定主体在政策网络中的点

度中心性与接近中心性为测度指标,分析长三

角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协同体系在政策关系层

面的协同结构。 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间自然

灾害政策协同体系在政策关系层面呈现出“核

心 边缘”的伞形协同结构,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点度中心性为 0. 143,接近中心性为 0. 348)、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点度中心性为 0. 188,接近

中心性为 0. 370)、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点度中

心性为 0. 174,接近中心性为 0. 374)、安徽省应

急管理厅(点度中心性为 0. 232,接近中心性为

0. 4)4 个部门构成“伞顶”,在政策网络中占据

枢纽位置,这是《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

工作方案》等区域政策明确赋予应急管理部门

牵头协调职责的结果。
在三省一市应急管理部门的牵头协调下,

各省市构建的地方政策关系网络各具特色:上

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出现,
反映了上海市重点关注应急物资协同保障机

制;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与江苏省财政厅的深度

参与,反映出江苏省侧重应急技术研发与应用;
浙江省水利厅等部门的出现,则与浙江省防汛

防台的政策目标密切相关。 地方政策关系网络

的节点部门,反映出地方政策根据地方自然灾

害防治类型与治理资源差异,弹性吸纳不同职

能部门构成“伞骨”,为长三角自然灾害协同网

络提供组织保障。

四、协同作用:长三角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

对自然灾害联防联控的影响作用分析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本研究呈现长三角区

域间自然灾害政策协同体系在政策目标、政策

工具、政策关系层面的协同结构。 为进一步分

析政策协同结构如何平衡区域联防联控要求与

属地管理诉求,选取 2022 年长三角联合应对台

风“梅花”案例,系统剖析区域间政策协同结构

如何推动协同配合、处置高效的跨区域自然灾

害联防联控行动。
结合长三角联合应对台风“梅花”的案例,

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通过“结构 作

用”的传导机制,实现跨区域应急管理的协同

发展。 其中,“区域共识框架 地方目标差异分

解”的政策目标协同结构,以刚性约束形成集

体行动承诺,以自主裁量尊重属地管理责任,平
衡了区域联动与属地管理责任的张力,推动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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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应急管理战略决策协同,为跨区域应急管

理协同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跨域协同标准

个性化工具组合”的政策工具协同结构,以区

域标准制定与共享框架实现协同治理技术兼

容,以地区自主选择政策工具实现地方应急能

力优势互补,平衡了区域协同标准与地方工具

偏好,推动应急管理能力协同,为跨区域应急管

理协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核心 边缘”的伞

形政策关系协同结构,以应急管理部门为核心

牵头部门提供协同平台与权责载体,以属地差

异化组织布局保障地方责任明确,平衡了区

域权责边界明确要求与地方权能分化的张

力,推动组织关系协同,为跨区域应急管理协

同发展提供行动载体。 三者共同推动跨区域应

急管理协同从政策结构设计走向实践效能发挥

(图 2)。
1. 政策目标层面:平衡联防联控区域要求

与地方风险应对局部诉求,推动战略决策协同

政策目标是在回应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对
政策体系的总体性布局。 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

协同体系在政策目标层面的协同,是平衡跨区

域联防联控整体要求与地方风险应对局部诉求

的张力,消除区域间各地区的目标冲突的前提

基础。 台风“梅花”登陆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

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防台风专题视频

会议,对台风防御作出统一部署。 在中央统一

部署下,长三角三省一市应急管理部门通过联

合会商机制,围绕“联动内容”“协同程度”等关

键议题进行讨论,形成“生命权保障” “区域公

共利益”等“不可为”的原则底线,确保各地在

生命安全与公共利益的根本问题上保持战略一

致,遏制地方政策目标设定中的机会主义倾向,
破解因目标分歧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 在此基

础上,长三角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保

留了地方政策目标设定的自主裁量空间,允许

地方在区域政策目标的共识框架中根据风险程

度,灵活配置应急资源与行动侧重点。 具体而

言,浙江省作为台风“梅花”的登陆地,在《浙江

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的指导下将防台风

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将目标集中于社会公众

自我保护,以及台风造成的塌方、泥石流等次生

灾害防御;江苏省将目标重点放在长江沿线水

利工程安全与流域性洪水防范,并结合地区危

化产品较多的产业结构特征,专项督导部署企

业落实防风防涝举措;上海市则将目标锁定在

城市运行安全的保障层面,重点对超大城市地

下空间、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城市脆弱性防治

问题作出战略部署;由于距台风较远,且台风影

响兼具致灾与缓解旱情的双重属性,安徽省则

启动了防台抗旱双线任务,重点关注台风在应

图 2
 

“结构 作用”框架下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作用发挥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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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旱情、促进农业生产与保障农业安全方

面的作用。 三省一市在区域共识与差异化的地

方目标指导下,形成联合抵御台风“梅花”的协

同合力。
上述案例中,长三角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

体系在中央统一指挥调度下,形成了以刚性目

标为核心的区域共识框架,降低跨区域协同的

模糊性,促成集体行动承诺。 在此框架下,地方

政策通过风险目标自主设定的战略自主裁量,
实现属地管理的个性化。 这一政策目标协同结

构,推动跨区域应急管理形成“刚性底线约束

地方自主裁量”的战略决策协同,既确保了区

域间联合救灾的行动共识,也回应了地方属地

管理的责任要求,增强了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

协同体系有效运行的可能性,为实现跨区域自

然灾害联防联控中属地化应对与协同合作的平

衡奠定基础。
2. 政策工具层面:平衡区域协同标准与地

方工具偏好,推动应急能力协同

自然灾害的跨界化、外溢化特征,需要通过

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弥补单一地区应急管

理的能力局限。 然而,各地应急管理能力的差

异客观上增加了跨区域应急管理在管理技术层

面的协同成本。 政策工具作为承载地方政策资

源禀赋、治理能力差异的载体,可以通过区域间

政策工具结构层面的协同,引导各地将分散的

应急能力差异转化为应急合力,为形成能力互

补的跨区域自然灾害联防联控协同发展格局提

供技术支撑。
在长三角联合应对台风“梅花”案例中,为

减少预警发布、信息共享等环节上的技术摩擦

与对接成本,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联合

制定《长三角区域应急管理信息共享目录》 等

区域协同标准。 在此基础上,中央气象台与三

省一市地方气象部门通过标准的预警信号参数

与信息发布框架,统一发布台风“梅花”移动路

径、强度预报,消解因技术差异可能导致的信息

迟滞与指令冲突,实现三省一市地方预警系统

的数据贯通与行动同步。 同时,构建区域间应

急管理政策工具的标准化对接渠道,使三省一

市能够实时掌握彼此的战略部署与行动动态,
为各地基于自身比较优势进行协同互补提供信

息支撑。 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工具的统一标准

下,三省一市基于各自技术资源禀赋与属地风

险防控需要,自主选择差异化的政策工具。 其

中,依据《上海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中关

于“科技赋能、智慧应急” 的战略部署,上海市

依托城市数字化的先发优势,运用“一网统管”
平台及“双首席领衔的台风专家团队” 值班制

度,对台风风险进行智能监控与跟踪,通过区域

应急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为其他省份防台抗台提

供决策参考;江苏省发布全国首个“省级高速

公路风雨预报”,且为海上风电企业提供逐小

时定制化气象服务专报,将区域通用预警信息

转化为产业风险预警引导;浙江省运用“浙政

钉”等政务平台对风险点实施数字化、清单化

闭环管理,同时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民间救援

队伍作用,进行人员转移和隐患排查。 三省一

市差异化的政策工具在空间上形成了预警研

判、专业服务、应急处置等互补的跨区域应急管

理能力,提高跨区域自然灾害联防联控的协同

效能。
由案例可知,长三角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

体系通过统一政策工具的对接标准,为跨区域

应急管理协同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治理技术接

口,消解了跨区域联动因治理技术差异导致的

摩擦。 同时,地方政策根据属地管理需要形成

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充分释放地方应急管

理的能力优势,并在空间上形成互补衔接的应

急管理能力布局,进一步推动了跨区域自然灾

害的联防联控。
3. 政策关系层面:平衡区域权责边界与地

方权能分化,推动组织关系协同

政策关系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组织载体,
承担明确职能定位与权责边界的界定与维护作

用。 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系中,跨区域应急管

理协同发展面临权责划分、功能边界模糊的难

题,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中的政策关系协同结

构,需要平衡区域权责边界明确的要求与地方

权能分化的现实,推动组织关系从碎片化走向

有序协同。
为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长三角

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下设应急管理专题合

作组,并制定《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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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案》,赋予应急管理部门在跨区域应急协

调层面的合法性地位,将自然灾害联防联控的

跨区域合作风险责任转化为明确的组织职责。
在应对台风“梅花”过程中,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作为轮值单位,根据制度授权迅速联合三省一

市应急管理部门启动防汛抗旱预案,协调气象、
水利等相关部门共同组建防汛抗旱联合指挥中

心,成为统一部署、共同会商、联合发布台风预

警信息、综合调度应急物资与救援力量的组织

平台,为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提供明确的

权责载体。 在防汛抗旱联合指挥中心的统筹

下,三省一市根据各地受灾特征与部门功能差

异形成“中心统筹、分域响应”的非对称性地方

应急管理协同网络:上海市围绕港口保障、城市

抗灾等政策目标,构建由应急管理部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等组成的部

门间协同网络;江苏省围绕流域洪水等多重自

然灾害风险联动需求,应急管理部门联动水利

部门进行水情监测与防洪调度,同时协调公安

部门、交通部门保障受灾地区的人员转移与道

路畅通;安徽省针对防汛抗旱综合需求与农业

生产保障,构建由应急管理部门、农业部门、水
利部门、自然资源部门等组成的合作网络,开展

农田排涝、作物抢收、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行

动。 三省一市形成的非对称性应急管理合作网

络通过差异化的地方组织布局,将跨区域统筹

的总体要求转化为与各地风险特征相匹配的部

门合作网络,各地相关部门的具体责任可分解、
可追溯,缓解了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因责任归

属模糊产生的集体行动困境,形成区域统筹、地
方部门各司其职的组织协同格局。

由案例可知,长三角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

协同体系形成的“核心 边缘”的伞形政策关系

协同结构,以应急管理部门作为核心枢纽,将跨

区域的协调要求转化为区域内跨部门的合作任

务,将跨区域的统筹压力分解为地方部门可承担

的具体责任,有效消解了跨区域应急管理中区域

集中统一领导与地方部门分工行动的张力。

五、结　 语

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协同体系是破解地方

个性诉求与跨区域联动需求结构性矛盾,有效

应对跨界性、外溢性自然灾害事件的关键。 以

往研究多聚焦于跨区域政策协同体系“是否协

同”的结果测量,对政策协同体系如何平衡区

域联防联控要求与属地差异化管理诉求间的张

力缺乏阐释。 本研究以长三角自然灾害联防联

控为例,通过政策文本分析与案例分析的混合

研究,系统揭示区域间政策协同体系的协同结

构,及其在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中的平衡

作用。 在研究结论层面,通过对长三角自然灾

害政策协同体系进行政策文本分析,刻画了长

三角区域间自然灾害政策协同体系的协同结

构:在政策目标上,表现为共识框架下地方对目

标的差异性分解;在政策工具上,表现为标准化

衔接基础下地方的个性化工具组合;在政策关

系上,表现为“核心 边缘”伞形结构下的弹性

化协同。 在此基础上,结合长三角联合应对台

风“梅花”案例,分析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协同

体系的作用机理,即通过政策协同结构分别平

衡联防联控区域要求与地方风险应对的局部诉

求、区域协同标准与地方工具偏好、区域权责边

界明确与地方权能分化之间的张力,推动跨区

域应急管理的战略决策协同、应急能力协同与

组织关系协同,实现跨区域应急管理的协同发

展。 在研究贡献层面,通过构建“结构 作用”
的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协同分析框架,揭示了

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协同体系从协同结构到协

同作用的传导机理,将政策协同的内部结构与

协同作用纳入统一分析链条,弥合以往政策协

同研究中静态特征描述与作用过程解释的鸿

沟,延展了政策协同理论在跨区域治理领域的

解释脉络,是对政策协同理论的丰富与完善。
然而,本研究主要基于长三角区域间自然

灾害的政策文本与典型案例,分析跨区域政策

协同体系的协同结构与作用路径,研究结论对

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等应急管理场景的适配性

与解释力有待进一步验证。 与此同时,受限于

研究问题与论文体量,对区域间应急管理政策

协同体系在时间、重大事件等要素影响下的演

化过程,以及自然灾害事件不同阶段政策作用

发挥情况的研究尚不充分。 未来研究可引入政

策过程视角,拓展跨场景、跨阶段的比较研究,
提高跨区域应急管理政策协同的研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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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oss-border
 

and
 

spillover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disasters
 

make
 

the
 

demand
 

for
 

cross-
regional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atural
 

disaster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inter-reg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policy
 

coordination
 

system
 

has
 

become
 

the
 

key
 

to
 

reducing
 

vertical
 

coordination
 

costs
 

and
 

balancing
 

regional
 

and
 

local
 

contradiction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focuses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results
 

of
 

inter-reg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how
 

the
 

inter-
reg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system
 

can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regional
 

common
 

action
 

and
 

local
 

differentiated
 

risk
 

response.
 

By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 structure-function”
 

cross-reg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policy,
 

this
 

paper
 

uses
 

an
 

LDA
 

topic
 

model,
 

TF-IDF
 

weight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ollaborative
 

structure
 

of
 

the
 

regional
 

natural
 

disaster
 

policy
 

coordination
 

syste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ombined
 

with
 

the
 

cas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joint
 

response
 

to
 

typhoon
 

“MeiHu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lanced
 

role
 

of
 

the
 

reg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system
 

in
 

promoting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atural
 

disasters.
 

This
 

paper
 

finds
 

that
 

an
 

effective
 

inter-reg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system
 

is
 

a
 

collaborative
 

structure
 

that
 

can
 

balance
 

unified
 

regional
 

action
 

with
 

space
 

for
 

local
 

adaptive
 

response.
 

In
 

this
 

structure,
 

the
 

policy
 

objectives
 

play
 

a
 

guiding
 

role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balancing
 

the
 

regional
 

requirements
 

of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he
 

local
 

demands
 

of
 

territorial
 

risk
 

response;
 

policy
 

tools
 

play
 

a
 

complementary
 

role
 

in
 

promoting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balancing
 

regional
 

collaborative
 

standards
 

and
 

local
 

tool
 

preferences;
 

the
 

policy
 

relationship
 

plays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building,
 

balancing
 

the
 

clear
 

boundary
 

of
 

regional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ocal
 

power,
 

and
 

the
 

three
 

joint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ross-regional
 

natural
 

disaster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above
 

findings
 

reveal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 structure-function ”
 

of
 

cross-reg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provide
 

practical
 

paths
 

and
 

policy
 

design
 

principles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ross-reg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Key

 

words:
 

cross-reg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natural
 

disasters;
 

policy
 

coordination;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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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治理原则的法理
逻辑与体系构造

韩玉亭1,2,张笑航1

(1.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2.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摘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环境法已向生态环境法转型,价值理念、立
法模式、治理逻辑、保护对象、责任机制等维度均发生了深刻变革,逐步形成了将生态环境

作为整体加以保护与治理的系统方法论。 《生态环境法典》于总则编第 6 条确立了具有

独立规范内涵的系统治理原则,并以此构建了具有普遍指导性与规范约束性的内在融贯

制度体系。 在法理上,系统治理原则与预防为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

责五项基本原则相衔接,以保护生态系统整体性为逻辑起点,以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为约

束边界,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生态安全、经济发展

与社会秩序多维价值平衡。 在适度法典化“双法源”的模式下,系统治理原则统领生态环

境规范逻辑,协调法典内外各类环境要素立法之间的关系,形成法典内“总则基本制度

分编通用制度 分编特别制度”与法典外单行法、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相衔接的生态环境

制度体系。 这一制度体系价值融贯、层次分明、开放包容,能够对生态环境实施全方位、全
过程、全地域的保护与治理,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法治

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治理;《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法;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双法源”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工业文明下的法理建立在人类中心主

义哲学基础之上,以“主客二分”和“经济优先”
为内核,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类作为自然界

有机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将人与自然置于征

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并在价值排序上偏重

人类利益而相对忽视了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
该法理的底层逻辑是单向度追求“经济价值

人的需求”的最大化,奉行单一经济价值优先

原则,自然的内在价值被窄化为对人类的工具

性价值,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过是为恢复人类

的资源获取、环境排放可能性而展开的还原主

义式规制[1] 。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法理观“天然

排斥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 [2] ,难以在法

理层面真正容纳具有公共性、整体性与代际性

的生态环境保护需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颁布

前,我国既有的环境法律法规多围绕资源产权、
开发利用权、收益权等经济权利展开,而生态系

统完整性所蕴含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景观

与碳汇等非经济价值,并未作为独立保护客体

被置于环境法的规范重心。
受还原主义思维影响,我国环境法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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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针对不同环境介质和要素分别立法予以

规制。 如,针对不同环境介质,分别制定了相应

的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等;针
对森林、草原、矿产等要素,分别进行以生态保

护为目的的专门性立法。 还原主义逻辑在特定

阶段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宜简单否定[3] 。 然而,随
着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问题转变

为非显性、累积性、持续性的生态功能损失与生

态质量下降,上述分散型立法模式无法回应生

态系统整体保护的需求:以经济优先为尺度的

价值判断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

发展观相矛盾;以末端治理为特征的应对逻辑

难以有效预防、化解重大系统性环境风险。 中

国环境问题往往具有系统性、 复合型等特

征[4] ,环境法治建设面临深层挑战,为此应重

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传统的生态法理

观,构建一种能够统合多元价值、贯彻系统观

念、保障生命共同体健康存续的整体治理体

系,以克服分散规制下的价值冲突与制度内

耗,这是环境法进阶为“生态环境法” 的必然

路径。 在环境法向整体主义进阶的背景下,
系统治理原则成了《 生态环境法典》 建构的

核心切入点,本研究旨在揭示其代表的法理转

向并明确其法典化的体系构造。

二、系统治理原则的法理逻辑

推进以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法治,首要任务是确立新

的法治理念[2] 。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战

略框架, 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的重要一项。
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生

态文明”正式写入宪法序言。 《生态环境法典》
吸收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有效经验,明确了

系统治理的基本原则。 该法典基于生命共同

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哲学基础,以整体主

义为逻辑起点,承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并认可其内在价值,强调法律规制

必须基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并实行一体化保

护和多元共治。
1. 系统治理原则的理论遵循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为哲学根基,并以揭示自

然史与人类史的辩证统一规律为核心,深刻阐

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自然界是“优

先存在的客观实在”与“人类实践的历史产物”
的统一体,而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实现自然 人

社会的动态联结。 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和方法,结合中国国情与时代要求,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自然

人 社会的辩证统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重大飞跃,以“生命共同体” 为核心概念,重
塑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 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

生态观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发

展,也是《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治理原则的理论

渊源。
第一,“自然生命共同体”确立了生态系统

的整体性原则和自然的价值主体地位,承认了

自然要素间的有机联系及自然要素在法律评价

中的内在价值平等与结构对等。 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靠自然界

生活” [5]的自然先在性基本立场,阐明大自然

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还进一步确

认自然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将自然视为一个

拥有内在生命力、各要素相互依存的整体系统。
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通过能量流动与物质循

环形成生命共同体,这种对自然价值主体地位

的确认,是走向最高形式自然主义的前提。 由

此出发,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界矛盾的真正解决

和生态的整体修复[6] ,这也为生态环境系统治

理指明了方向。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明确了系统治理的具体要求:树立山水林

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按照生态系统

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

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

及流域上下游,实施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

治理,增强生态系统的循环能力, 维护生态

平衡。
第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确立了“共

生性”存在原则,重塑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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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定位。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命共同

体”这一本体论认知的框架下,人类的自我定

位从自然的“主宰者”回归到生态系统中的“共

生性”存在,即生命共同体的成员、人与自然的

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向,从单向的索取与征服回

归互融共生。 这种共生关系要求人类的实践活

动必须以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

为根本前提,从“征服自然” 的扩张逻辑转向

“顺应自然”的和谐共生逻辑,并在把握和尊重

自然系统整体性规律的前提下,应建立与自然

生态系统承载力相匹配的、合理且可持续的物

质能量交换关系,由此,人的全面发展不再取决

于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体现为维护生命共同体

完整性的能力。
第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生命

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路径,实现了人的发展尺度

与自然生命的内在尺度的有机结合,确定了系

统治理的未来目标。 这种结合既遵循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然

基础的论述,又通过“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

金山银山” [7]27 的实践转化机制和制度创新实

现“自然 社会”物质变换的良性循环,将系统

治理的成效(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 增长

纳入价值创造过程和社会再生产体系,形成自

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协同增长的新型物质变

换模式。 这一过程强调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

力的协同发展,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

是和谐的、可持续的。
2. 系统治理原则的规范逻辑

《生态环境法典》以生态整体主义超越主

客二分的机械自然观,将生态环境视为过程相

关、功能勾连、要素协同的有机整体,推动生态

环境法治从“要素还原”迈向“系统整合”,并推

动了价值目标、治理逻辑、保护对象与责任机制

的规范性重构(表 1)。
(1)价值取向的深刻转变:从单一经济价

值转向多元价值平衡

系统治理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安全性和

正义性提升为与经济价值并列的独立价值,实
现了从经济单维主导到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平

衡的规范重构。 在多元价值指引下,生态环境

治理必须从整体立场出发,统筹自然环境的

多重价值与功能,协调多元利益诉求,以达

成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利益均衡,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系统治理原则追求生态系统整体价值的优

先性。 本体论上的“系统”指的是“具有特定功

能、明确边界和内在结构的关系性整体” [8] 。
《生态环境法典》完成了对原《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 中“环境” 定义的“生态” 升级:
“本法所称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

展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

改造的自然空间、自然因素及其相互联系与作

用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
林、山岭、草原、湿地、冰川、高原、荒漠、野生生

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地、城市和乡

村等。”这一规定强调了生态系统功能与空间

因素之间的联系,体现了法典整体治理思路的

转向。 基于系统治理原则,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被置于优先地位,在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生态、社会与

个体共生的能力得到了系统性提升。 系统治理

不仅关注单个资源要素的修复,更强调将生态

系统整体健康运行所形成的生物多样性、自然

景观等非经济价值纳入法律保护范畴。 规制必

须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治理应符合生态系

统规律并尊重作为“自然生命共同体” 的自我

价值。

表 1　 整体主义与还原主义法理观下的法治特征对比

比较维度 还原主义法理观 整体主义法理观

法哲学基础 主客二分的机械自然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命共同体

价值体系 人类利益至上;单一经济价值 生态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等多元价值平衡;生态整体利益优先

立法模式 要素分割;部门分散立法 一体化保护;整体性立法

治理逻辑 末端治理;被动应对 源头预防;主动保护;系统治理

保护对象 单一环境要素或资源 生态系统完整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责任机制 个体责任;后果追究 多元共治;全过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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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治理原则主张生态安全价值显性化。
当前,环境风险已演变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

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种风险不以局部污染、单
个要素的破坏为表征,而是以非显性的、渐进式

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稳定性下降为特征,进而

可能威胁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关乎国家生存、
民族永续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公共利益,是
作为“主客一体化” 对象的生态环境的本体安

全。 生态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把

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

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7]46

系统治理原则追求并保障生态正义价值。
系统治理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更将“人

自然”的整体关系纳入治理范畴,关注生态利

益的公平分配:在代内维度,强调社会系统在共

治生态环境问题上的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要
求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等制度,使受益地区对承

担重要保护功能的地区进行补偿,以矫正因生

态区位差异导致的发展不公;在代际维度,彰显

代际公平的核心价值,要求在治理生态环境时

兼顾未来人的福祉,系统规制应当超越短期经

济理性的局限,将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和

长远生态利益纳入核心考量,为子孙后代的永

续发展保留必要的自然资本与生态空间。
(2)治理逻辑的根本转型:从末端治理到

源头风险预防

系统治理原则承接“预防为主”的基本要

求,并将“生态安全” 确立为规制目标,以驱动

治理逻辑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预防、从被动应

对转向主动防控。 《生态环境法典》 第 882 条

规定:“国家统筹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布局,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提升

生态系统质量和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增强

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建设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地”,体现了系统治理

的源头预防面向与主动防控面向。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滞后性与不可逆性,系

统治理强调源头预防,规划环评、战略环评、重
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制度要求对重大规

划、政策和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从源头上控

制环境风险。 系统治理还蕴含全生命周期理

念,要求规制覆盖决策、实施、运行、退出环节,
建立随风险演化而动态调整的法律机制,以实

现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监管。 《生态环境法

典》第 86 条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区域、流域、
海域建设、开发利用规划,均应当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 在企业层面,系统治理突破了传统环

境法聚焦单一行为节点的局限,将风险识别、评
估与防控嵌入各类活动的全过程,并同步设定

全过程义务链条,不仅要求规划阶段须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还要求在建设阶段配备环保设施、
在运营阶段持续监测污染物排放、在退役阶段

进行生态修复。
(3)治理对象的系统性变革:从要素分割

到整体保护
 

系统治理原则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

草” [7]71。 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将生态环境视

为有机整体,超越对单一环境要素的碎片化保

护,转向“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 [7]73。
一是确立整体性立法理念。 基于生命共同

体的基本判断,我国生态环境法治贯彻“山水

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理念,将维护生态

系统整体功能作为根本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

明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

生态系统观,旨在实现从单一对象到对象间关

系、从线性逻辑到多维空间、从对立对抗到共生

共荣的方法论升级,“要针对查找到的各类生

态隐患和环境风险,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研究提出从源头上系统开

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整体预案和行动方

案” [9] 。 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等区域性立法时,立
法机关没有局限于单一要素保护,而是统筹考

虑了流域或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构建了

“资源 生态”的一体化保护模式。 《生态环境

法典》更是集成升华了这种整体性立法观念,
如该法第 921 条规定:“生态修复应当建立健

全源头保护和全过程修复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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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现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二是创新区域协同机制。 基于地域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及治理对象在空间尺度上

的整体延展性,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在立法模式

上还强调打破地域性行政区划壁垒,“强化目

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

同、政策协同” [10] ,通过建立跨区域协同立法机

制破解空间碎片化治理问题。 在京津冀、长三

角等地区创新“小快灵”协同立法模式、跨省生

态补偿与联合执法机制等展现出对生态环境立

法的灵活补充效果后,《生态环境法典》吸收区

域协同思维,建构一系列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其

中,第 21 条系总纲条款:“国家建立健全跨行政

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联合保护

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
统一保护措施”,将破解“九龙治水”治理困局的

有效经验固定到法典中。
(4)责任机制的结构性转型:从个体责任

到多元共治

系统治理原则突破了传统个体责任的局

限,倡导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共治,
形成了共同责任、全过程监管的归责体系。 一

是强调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责任,地
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可将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

系。 二是强调企业在环境保护中需承担污染治

理和生态修复的主体责任,企业依法取得排污

许可证,按照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对造成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承担赔偿责任。 三是明确

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参与责

任,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的事业,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全体

人民的自觉行动。 “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

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
外人、 批评家, 谁也不能只说不做、 置身事

外。” [7]96《生态环境法典》以专章条款保障公众

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将公益诉讼、
社会组织监督、社区协商等机制制度化,确保公

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

三、系统治理原则的体系化展开:
与其他基本原则的功能联结

　 　 法律原则是连接法理逻辑与具体制度安排

的桥梁, “ 对于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引作

用” [11] 。 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法律原则散见

于各类法律法规,表述不一,而《生态环境法

典》将“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确立为具有普遍指导

性、规范约束性的生态环境法律基本原则。 这

六项原则相互关联,其中的系统治理原则是将

其他各项原则融入环境法律制度运行的关键。
要对系统治理原则的内涵作体系化理解,须结

合其与其他五项原则的互动关系。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落实系统治理多元

价值平衡的要求

生态优先原则与绿色发展原则共同构成系

统治理原则的法治目标,即系统性与整体性的

生态利益优先。 系统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绿

色发展:一方面,系统治理以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与承载力为基本前提,明确生态利益在多元价

值冲突中的优先地位;治理成效不再以单一要

素的恢复、还原为有效指标,而是强调要素之间

的协同增效,以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稳定作为

有效的评价基准。 另一方面,系统治理要求体

系化融入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的方法论。 由此,系统治理超

越了纯粹的技术理性判断,成为统筹自然生产

力与社会生产力协同提升的综合性治理原则。
2. 预防为主、系统治理:从事后治理为主到

事前预防治理的方法论内核

预防为主原则与系统治理原则是生态环境

法治方法论的核心内容,回答了“何时干预”
“如何干预”自然生态系统的实践问题:系统治

理强调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全过程保护;预
防为主将治理端口从后端修复延伸至前端防

范,使系统治理覆盖风险防范、过程严管、生态

修复的全链条,二者共同引领全链条治理体系

的构建。
《生态环境法典》将“尊重自然规律”具象

化为预防为主原则,旨在从源头上和过程中确

立人类干预自然的边界与尺度。 预防为主表明

遵循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覆盖从风险防范到

生态环境修复、恢复的全过程,可从两个层面理

解:一是对潜在风险的前端预防,要求规制端口

前移,在规划、审批、准入环节就对潜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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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生态风险进行识别与阻断;二是生态修复

要尊重自然规律,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

辅,优先通过自然恢复措施改善生态、恢复生态

系统功能,人工措施必须遵循和辅助生态系统

的自我修复能力规律,避免人类的过度干预引

发新的生态环境风险。
预防为主从时序维度拓展了系统治理的辐

射范围。 以生态修复领域为例,在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理念下,修复目标经历了从萌

芽阶段的单一数量修复,到早期修复阶段的环

境综合治理,再到系统治理阶段的事前预防及

过程和功能修复的演进[12] 。 系统治理下的生

态修复不是被动的事后补救,而是嵌入风险防

范与过程管控的主动治理,体现了从末端治理

向全周期治理的方法论转向。
3. 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系统治理的程序保

障与责任落实
 

公众参与原则与损害担责原则旨在通过保

障多元主体参与并监督生态环境决策的形成过

程,明确环境损害的责任承担机制,进而确保系

统治理能够在个案中具体化为公主体的职责与

私主体的权利义务。
公众参与原则既能够保障生态环境行政决

策的科学性与生态环境开发利用行为的合理

性,又构成了其他基本原则有效实施的制度保

障,属于生态法的程序性原则[13] 。 公众参与原

则的核心价值是生态福祉的共建共治共享,该
原则能够确保法律主体有权通过法定程序参与

与其生态环境权益相关的活动,具体包含 4 个

层面:一是基本环境权利。 国家有责任为人民

提供普惠的生态产品,《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将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写入总则,将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环境问题、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作为立

法切入点,公众可据此参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治

理。 二是生态环境信息知情权。 公众有权知悉

并合法利用行政机关和其他主体掌握的生态环

境信息。 三是生态环境保护决策参与权和监督

权。 公众有权参与国家生态环境管理活动,针
对行政行为发表意见和建议,监督行政机关合

法行使职权。 四是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救

济权和获益权。 当前述权利受到侵犯时,公众

有权依法采取救济行动。
损害担责原则的规范内涵应包含“损害担

责”与“受益补偿”两个方面:“损害担责”要求

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法律主体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包括生态环境修复、损害赔偿金支

付等实体性义务,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追

责,矫正生态环境开发利用行为带来的负外部

性。 “受益补偿”则更具开创性,既指向那些因

保护生态环境而承受发展限制或付出额外成本

的地区与群体,也要求因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而

受益的法律主体对其造成的损害予以补偿。
“损害担责” 具有显著的抑负性特征[13] ,侧重

于对生态破坏行为的约束与矫正;“受益补偿”
则更注重“增益性”,强调对生态保护正外部性

行为的激励与回馈。 《生态环境法典》 明确了

“谁污染、谁担责”的污染责任机制和“谁受益、
谁补偿”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打破了“环境负

担转嫁”与“生态利益共享失衡”的传统模式,
致力于解决东西部区域之间、流域之间、城乡之

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资源利用和污染承受

上的公平问题,旨在实现系统治理对人与自然

共同构成的生态环境法治秩序的整体覆盖,治
理了客观物质上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调整了社

会主体之间因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法律关系。

四、系统治理原则的制度落实

《生态环境法典》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对现有的环境法律制度

进行整合和提升,统筹考虑各种生态环境要素,
形成了内在价值融贯和外在形式理性的基本制

度规范体系,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制度从传

统的以污染防治为中心向生态环境整体保护和

综合治理的制度体系转型[14-15] 。 在“双法源”
法典化立法模式下,对生态环境法制度体系应

作广义理解。 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度体系不仅

包括《生态环境法典》 载明的制度规范体系,
还应包括尚未纳入该法典的生态环境单行法

律、行政法规、其他环境法律规范等,这些法

律法规共同形成了价值融贯、协同共治的制

度体系,契合了系统治理原则对价值明确性、
环境治理对象层次性及适用范围广泛性的

要求[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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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中的基本制度:
确立价值引领与体系统摄的顶层设计

在《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中,基本制度是

与法治原则、基本权利义务相并列的核心组成

部分[17] 。 学者们普遍认为,《生态环境法典》
将分散于各单行法、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的

共性制度规范、典型的规制工具整合为具有普

遍适用性的基本制度体系。 作为法典的“公因

式”,这些基本制度是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及

绿色低碳发展等多领域的环境法规中提炼出来

的共通调整手段和共性规则,如生态环境规划、
分区管控、标准、监测、影响评价、生态修复、生
态保护补偿、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等。 虽然

立法机关采用“通用性制度”而非“基本制度”
的表述,但事实上,法典总则编中的“通用性制

度”是《生态环境法典》各分编的统领性制度,
具有统领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

展编的功能,为整个法典提供价值引领和框架

支撑,也能够协调分则各编不同规范的调整手

段和力度。 无论对于法典内的规范还是法典外

部规范,这些制度都具有基础性、综合性与普遍

适用性。 对于我国整体生态环境法制度体系而

言,这些“通用性制度”超越了法典以及其他部

门法的单一调整领域和规制方式,确立了综合

性规制措施,其效力层级仅次于宪法,在适用顺

序上优先于法典各分编及其他单行法律,是我

国法典化背景下生态环境法制度体系的基本制

度,能够有效提升整个制度规范体系的价值融

贯性,推动生态环境法治从单一要素管理向系

统治理转变。
2. 《生态环境法典》各分编内部的通用制

度:实现领域内共性规范的系统整合

《生态环境法典》 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三编分别适用于各自领域,在法典整

体“总 分”结构的基础上,三编内部也形成了

各自的小“总 分” 结构。 各分编都在编首以

“通则”或“一般规定”形式,将共同适用于本编

特定领域的共性规范提取出来集中规定,如同

各分编的“小总则” [18] 。 这些以“通则”或“一

般规定” 形式存在的分编通用制度能承上启

下,将总则编的通用性制度进一步具体化,与总

则编中的基本制度在功能定位上具有贯通性,

承载着在不同领域引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

价值判断、贯彻生态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职责和

功能。 污染防治编通则对排污许可管理作出统

一规定,还增加了受控热核聚变放射性污染防

治等前瞻性原则性规定,不仅增强了立法的前

瞻性和适应性,也为后续立法及司法解释留下

了空间。 绿色低碳发展编就应对气候变化作出

原则性引领规定,通过一般规定将碳达峰碳中

和的法治需求转化为基础性规范,为未来单行

立法预留空间。 生态保护编转变了以往以单一

生态要素为保护目标的立法思路,突出系统保

护理念。 通用性制度在各分编内部有相对特定

的调整范围,能辐射各分编特定的领域、环境要

素及环境法律关系,但仍具有基础性、综合性与

普遍适用性,既可承接总则的核心理念,又可指

导本编内的特别制度设计,不仅弥合了总则的

抽象性与分编的具体性之间的张力,也确保了

法典内部逻辑的自洽。
3. 《生态环境法典》各分编中的特别制度:

针对特定要素和领域构建规制体系

《生态环境法典》各分编在“通则”或“一般

规定”之后,分章节针对特定环境要素(如大

气、水、土壤)或特定领域(如饮用水源保护、重
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作出具体规定,形
成了特定规范事项上的系统治理,集成特定领

域的治理工具,有效破解了此前立法碎片化的

问题。 生态保护编从系统保护角度整合森林、
草原、湿地、海洋、荒漠等生态系统保护规定;从
物种保护角度整合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外来入

侵物种保护规定;从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角度整

合长江、黄河、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保护规定;
从生态退化的预防和治理角度整合水土保持、
防沙治沙规定。 原有分散的单行法在特定要素

维度上实现了系统集成与分编化表达。 生态保

护编还通过构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立财政

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三位

一体的补偿体系,确立“保护者受益” 原则,调
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生态环境税费

制度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碳税等,将生态成本

内部化,运用经济手段,引导企业绿色转型,激
励生态整体保护,避免税负转嫁导致生态保护

责任落空。 绿色低碳发展编下设发展循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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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

章节,围绕生产、消费、能源结构与气候治理等

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系统建立健全清洁生产、
资源循环利用、能耗与碳排放双控、碳排放权交

易、碳足迹管理、适应气候变化等具体法律制

度,使绿色转型诉求转化为可执行的法规范依

据。 污染防治编对化学物质、光污染等新型风

险设定专门规则。 综上,《生态环境法典》各分

编在遵循总则基本制度和分编通用制度的前提

下,通过细化特定领域的科学认知、法治实践要

求及行业特殊需求,形成了具体且微观的特别

制度,增强了法典的针对性、适应性、可操作性

及前瞻性。
4. 《生态环境法典》外部规范与制度:保持

体系开放性与灵活性的动态补充机制

在《生态环境法典》之外还有很多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的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
这部分规范在价值理念、调整对象和规范功能

上与法典保持着体系上的一致性和功能上的互

补性,与法典共同构成系统协作的生态环境制

度体系:一方面,为应对适度法典化要求,针对

特定领域、区域或需要先行先试的问题,我国生

态环境法制度体系在法典之外仍保留了大量单

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司法解释,由
此形成了与法典并存的“双法源” 格局。 另一

方面,对于缺乏充分共识或需要探索有效治理

方案的新领域,法典可能先作出原则性、引领性

的规定,具体的制度构建、权责配置和实施细

则,可由下位阶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地方性

法规去探索和细化。 同时,也可通过政策或单

行规定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后再考虑是否及如

何将其纳入法典。
这类制度按功能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继

续适用的单行法律①。 对于法典编纂时未纳入

法典的生态要素类法律,或内容相对独立、制定

时间较新的法律,法典仅做原则性规定,具体制

度仍由单行法规定。 这种安排既能避免法典过

于庞杂,又尊重了特定领域的特殊性与立法需

求。 第二类是细化执行的行政法规与部门规

章。 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生态环

境监测条例》 等作为法典制度的实施性补充,
其中的具体程序与标准增强了法典的可操作

性,生态环境部也需要通过部门规章对法典中

的制度进行细化,确保执法统一。 第三类是地

方性法规与区域协同立法。 各地根据自然条件

与治理需求,制定针对性规范,如京津冀、长三

角等区域协同立法,形成“小而灵” 的配套制

度。 第四类是党内法规与政策先导。 在《生态

环境法典》未覆盖或需先行先试的领域,党内

法规也能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待条件成熟后可

能转化为法律法规。 法典之外的规范并非生态

环境法体系的外部规范,其稳定性虽不及法典内

部制度,但更易于根据实践新需求,针对不确定

性风险及时予以立、改、废,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

逐步完善,待条件成熟时可提升位阶,甚至为法

典所吸收。 这不仅为整个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

系注入了动态适应能力,更充分体现了我国生态

环境立法体系化与灵活性并重的系统治理思维。

五、结　 语

中国生态环境法治的实践创新是一条建基

于“生命共同体”核心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哲学认知、旨在建构以生态系统整体保护

为价值依归的新型法理秩序的自觉之路,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法治领域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生态环境法典》 通过凝练法

律原则、构建制度体系,将系统治理的核心理念

灌注于法律体系,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经过实

践检验有效的改革成果及学界共识,以国家最

高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将“生命共同体”的哲学

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生产论

断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目

标,落实为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主体行为、保障

生态权益的刚性原则和规则体系。 面对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生态系统突出问

题,中国不断通过生态环境法治实践,对接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愿景与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普遍追求,打破只关注国内生态环境

系统的思维局限,彰显《生态环境法典》的“全

球秩序观” [19] ,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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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态环境法典》将现行的有关流域、区域、自然资源、
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要素、生态系统方面和循环经济、节约能源

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择其要旨要则纳入或者体现其中,但
是,这些规范与制度在法典颁布后还将继续保留。



《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治理原则的法理逻辑与体系构造

球环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展望未来,中国生态环境法治仍将是一个

动态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随着《生态环境

法典》的颁行与配套制度的细化,系统治理观

必将指引我们不断弥合人与自然之间因物质能

量交换而形成的代谢断裂,最终迈向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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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s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is
 

undergoing
 

a
 

fundamental
 

transition
 

towards
 

eco-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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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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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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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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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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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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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with
 

independent
 

normative
 

content,
 

and
 

constructs
 

an
 

internally
 

coherent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combines
 

universal
 

guidance
 

with
 

normative
 

binding
 

force.
 

At
 

the
 

jurisprudential
 

level,
 

the
 

principle
 

of
 

systemic
 

governance
 

aligns
 

with
 

the
 

five
 

other
 

basic
 

principles—prevention
 

first,
 

ecological
 

priority,
 

green
 

develop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iabilit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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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system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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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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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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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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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lands,
 

and
 

deserts,
 

coupled
 

with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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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e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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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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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and
 

the
 

dual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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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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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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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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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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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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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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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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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
 

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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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ntegrates
 

the
 

“General
 

Basic
 

Institutions-Division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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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s-DivisionSpecific
 

Special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Code
 

with
 

external
 

singleline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other
 

normative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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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normative
 

coherence,
 

clear
 

hierarchy,
 

and
 

institutional
 

openness,
 

this
 

system
 

ensures
 

comprehensive,
 

wholeprocess,
 

and
 

allterritory
 

governance
 

of
 

ecoenvironmental
 

issues,
 

thereby
 

providing
 

a
 

solid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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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holistic
 

methodological
 

guide
 

for
 

advancing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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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atic
 

governanc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Cod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law;
 

mountains,
 

waters,
 

forests,
 

farmland,
 

lakes,
 

grasslands,
 

and
 

deserts;
 

integrated
 

protection;
 

“dual
 

source”
 

framework

·411·



从要素浅联到产业深融:四链“深度融合”的传导机制与时滞效应分析

DOI:10. 3876 / j. issn. 1671 4970. 2026. 04. 011

　 　 引用本文:王晓珍,薛辰宇,李辉. 从要素浅联到产业深融:四链“深度融合”的传导机制与时滞效应分析[ J] .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4):115-13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6GLA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4YJA840013);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24SKHQ02)

作者简介:王晓珍(1977—),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产业创新与政策驱动研究。 E-mail:wangxiaozhen055@163. com

从要素浅联到产业深融:四链“深度融合”的
传导机制与时滞效应分析

王晓珍1,薛辰宇2,3,李　 辉4

(1. 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3.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

政策与管理学院;4.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结构跃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关键攻坚期,人才链、资金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打通创新“最后一公

里”、破解“卡脖子”技术困境的核心抓手。 立足结果导向,界定四链“深度融合”的本质内

涵,构建四链“深度融合”的序贯式研究框架,并基于 2011—2024 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构

建 179 条产业链,从企业微观层面实证探究四链“深度融合”的传导机制、时滞特征与异

质性表现。 研究发现:人才和资金支撑了创新链,推动创新链各环节显著正向驱动产业链

升级,四链实现了深度融合;创新链各环节的传导具有时滞特征,其影响强度随滞后期的

延长而逐步衰减;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及产业链中游企业的四链

“深度融合”效果更显著,且中西部地区的边际效应尤其突出。 基于上述机理,提出推进

四链“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一是针对研发前端“要素协同不足”痛点,推动人才、财政资

金与社会资本向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集聚;二是破解创新成果“转化梗阻”,构建“研

发 中试 产业化”分阶段支持机制,以中试平台、成本分担和市场准入打通成果转化“最

后一公里”;三是直面区域、产权性质与产业链环节的融合落差,实施分类施策与精准赋

能,强化中西部创新追赶、国企民企优势互补及上中下游协同升级。
关键词:“四链融合”;产业跃迁;创新韧性;创新效能;时滞效应;全要素生产率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

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提出,要“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

新链完善资金链” [1] 。 由此,我国对创新驱动

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以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 ( 以下简称 “ 四

链”)为核心的“四链融合” 发展思路,
 

并呈现

出层层递进的理论演进脉络。 系统梳理发现,
相关政策与文件始终紧扣不同阶段创新发展的

核心矛盾,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在“四链融

合”的早期探索阶段,融合的内涵侧重于打破

各链条之间的壁垒,搭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和人才链之间的基本连接,迈出从无到有的

关键一步。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正是这

一阶段的纲领性指引,精准指向我国长期存在

的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脱节的困局,为早期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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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打通四链基本连接、破解“两张皮”问题提供

了根本遵循。 随着实践的深入,各链之间的基

本联系逐步建立,有连接却流动不畅、有协同却

效能不彰等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2-3] ,融合的

主要矛盾也由“有没有联系”进一步转向“联系

是否顺畅、融合是否有效”。 在此背景下,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明确提出要“走

出一条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

深度融合的路子” [4] ,这也是四链“深度融合”
的首次提出,对融合的实际成效提出了更高要

求。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推动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将四

链“深度融合”明确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

重要部署。 202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提出

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标志着四链“深度融合”成了推动我国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与

关键路径。
为响应并促进四链“深度融合”这一重要

战略部署,学术界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集中在

内涵和融合效果两方面:一是在理论内涵上,
“四链融合”和四链“深度融合”均有相关探讨

和研究成果,现有研究对“四链融合”概念的界

定多基于过程视角,强调创新要素的流动和优

化配置[5-6] 。 如,聂常虹等认为“四链融合” 的

本质是降低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增强国家创

新体系效能[7] ;李晓锋则更为关注“四链融合”
过程中创新主体的协同,认为“四链融合”的实

质在于推动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8] 。 针

对四链“深度融合”,陈劲等将其视作四链的深

度协同[9] ;王晓珍等则认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推

动产业升级、持续迭代并向高端跃升[10] 。 二是

在“四链融合”效果上,现有学者主要采用两种

方法进行研究:一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如对我国宏观区域的“四链融合”水平进行

量化分析[11-12] ,尤其注重四链之间耦合协同关

系的考察[13] ;另一方面,以不同企业和创新载

体为样本进行案例研究,探究“四链融合”的微

观运行机制,认为市场机制[7,14] 、创新生态[9] 和

资源共享[6] 是影响“四链融合”成效的重要因

素。 不难看出,目前关于“四链融合”的研究已

在多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这为后续的研究提供

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尽管如此,目前仍有如

下问题需进一步关注:其一,现有研究更多关注

“四链融合”,关于四链“深度融合” 的研究鲜

少,虽有个别学者提出了四链“深度融合”的概

念,但其内涵界定与现有的四链融合概念并无

本质区分,研究重点仅为“融合”本身,而非“深

度”,更忽略了深度融合的结果导向。 此外,有
学者提出了四链“深度融合” 的本质在于产业

升级[10] ,但仍停留于理论阐述,缺乏实证检验,
结论的说服力与实践指导价值受限。 其二,现
有实证分析多集中于省、市等宏观区域层面融

合效果的整体测度,虽能反映整体态势,但难以

捕捉产业和企业层面所面临的四链“深度融

合”的微观状态,导致政策的针对性与实操性

不足。 尽管部分研究亦尝试从企业等微观视角

切入,但多依赖案例分析且缺乏更丰富多元的

数据支撑,指导作用有限。 其三,部分学者采用

测算耦合协同度的方法对四链的协同过程进行

探究,但往往忽略了四链协同的结果及传导机

理,导致研究成果难以真正衡量“四链融合”的

实际成效,无法识别“四链融合” 过程中的堵

点,亦不能有效促进产业创新和升级。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王晓珍等关于四链

“深度融合” 的内涵[10]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目标,以产业为落脚点,将产业的升级与高端跃

迁作为深度融合的衡量依据,实证分析四链

“深度融合”的传导机制与时滞效应问题。 此

次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研究重点从融

合过程的协同性转向深度融合的目标成效,以
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作为深度融合的测度结

果;第二,考虑到四链链条和环节在产业发展过

程中并非完全处于同一时空,在理论上也无法

真正并行对应和区分,为此,聚焦产业层面,采
用纵向传导研究思路,以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构建四链序贯式传导研究框架;第
三,基于四链“深度融合” 的结果导向,创新性

地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视角构建四链“深度融

合”的测度方法,并进一步从企业微观层面实

证探究创新链各环节的传导机制及其滞后效

应,为四链“深度融合”提供微观证据与量化支

持,从而弥补既有研究在机制识别与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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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面的不足。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四链 “深度融合” 的内涵界定与理论

基础

借鉴王晓珍等关于四链“深度融合” 的内

涵[10] ,将四链“深度融合”界定为: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通过优化资本与人才等核心资

源配置,驱动创新与产业效能提升的系统过程。
四链“深度融合”的本质是实现产业的升级与高

端跃迁,其中创新是核心,产业是落脚点,人才与

资金是关键支撑。 进一步地,基于产业发展视

角,强调深度融合的结果是将产业高质量发展

(即产业升级迭代与高端跃迁)作为四链“深度

融合”的衡量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四链“深

度融合”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问题。
创新理论指出,资本和人才等要素的空间

集聚与高效配置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通

过打破要素分散化布局的壁垒、实现要素间的

高效耦合,为技术创新的萌发与突破创造必要

前提,从而将创新的理论构想转化为实际可行

的技术方案,体现了要素整合对创新活动的启

动作用。 新古典经济理论亦强调了市场机制对

创新要素的配置作用,认为通过价格信号能够

引导资本、人才向高附加值创新环节流动,加速

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 内生增长理论进

一步将技术创新内生化,提出创新要素驱动下

的技术突破不仅能够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提升

生产效率来改造传统产业链条,更能通过催生

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来拓展产业链的长度

与宽 度, 推 动 产 业 结 构 从 低 端 向 高 端 跃

升[15-16] 。 不难看出,上述理论演进的脉络印证

了四链“深度融合”并非各链条的孤立并行,而
是以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支撑,以创新链为纽

带,串联起从基础要素配置到技术创新、再到产

业升级的完整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采用序贯

式纵向研究框架(图 1),以创新链推动产业链

升级作为四链是否实现深度融合的衡量标准:
首先探究人才和资金作为研发投入要素对创新

产出的作用,其次分析创新产出对创新转化的

影响,最后验证创新转化对产业链升级的影响。
在后续实证分析中,进一步将产业链划分为上、
中、下游,探究创新链对产业链各环节的异质

性影响。 通过串联“研发投入 创新产出 创

新转化 产业链升级” 的完整传导路径,不仅

能剖析四链“深度融合” 的递进逻辑,也可为

识别各环节间可能存在的传导堵点提供系统

分析视角。
2. 研究假设

(1)创新链驱动产业链升级及其时滞效应

作为创新系统理论知识生产、扩散、转移和

应用的直接体现,创新链的演进逻辑深度嵌合

于“研发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转化”过程,并为

产业链升级提供底层技术支撑与核心动力。 一

是在研发投入环节,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驱动

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同推进,为知识创

造与技术累积奠定基石。 二是在创新产出环

节,基础研究聚焦于科学原理与前沿技术的探

索,为产业技术突破提供理论基础[17] ,应用研

究则致力于将科学发现转化为可应用的技术方

案与工艺路径[18] ,二者的有机协同能够形成从

“科学突破” 到“技术可行” 的完整创新闭环。
三是在创新转化环节,创新成果被深度导入产

业实践,不仅能显著提升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

含量与附加值,更为产业链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攀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创新链的动态

迭代与持续创新能够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变化与

技术变革趋势,通过研发投入的动态调整、创新

主体的高效联动及创新成果的快速迭代,及时

响应市场对新产品、新服务、新功能的需求,精

图 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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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接技术前沿方向,引导产业根据技术变革

与市场导向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前瞻性布局,推
动传统产业在生产方式、运营模式与价值创造

方面实现系统性转型[19-20] 。
尽管创新链在推动产业链升级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但创新扩散理论表明,创新成果从一个

环节传导到另一个环节的过程中,会经历技术

成熟、适应性调整及市场接受度的逐步提升。
已有研究成果亦表明,创新传导存在不同程度

的时滞效应,每个阶段均需经历相应的积累周

期、适应过程与扩散时间[19-20] ,这种时间滞后

性既是创新活动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体现,也
是本研究评估四链“深度融合” 效果要遵循的

动态化、长期化的观察视角。
据此,提出假设 H1:创新链能够促进产业

链升级,并且创新链内部各环节的传导具有时

滞效应。
(2)研发要素投入与创新产出

创新作为一种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活动,其
产出水平受制于人才和资金两大要素投入的质

量、规模和配置效率。 其中,人才是驱动创新的

主导力量,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就是人才驱动

的发展。 人才不仅能通过知识溢出,将自身所

掌握的前沿知识、技术经验传递给组织内部其

他主体,拓展组织整体的认知边界、夯实科学探

索的理论基础,更能凭借自身对技术发展趋势

与市场需求痛点的敏锐洞察,精准锚定研发的

关键方向与重点领域,有效规避创新资源的浪

费,提升创新研发的针对性与精准度。 同时,创
新人才的集聚还能形成协同创新效应[21] ,通过

思维碰撞、技术交流,催生更多突破性创新思

路,进一步强化对创新产出的驱动作用。 资金

作为创新不可或缺的资源保障,既可为长周期、
高投入的研发活动提供稳定的物质支撑[22] ,又
能有效抵御研发失败与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冲

击[23] ,保障创新活动的连续性,提升企业的创

新韧性。
更为关键的是,企业需要有效配置人才与

资金两大创新要素,发挥其互补协同关系,共同

推动创新进程:一方面,人才的智力引领需要依

托资金的合理配置来转化为实际的研发成果。
资金投入为人才提供了必要的研发设备、实验

条件、薪酬保障与交流平台,破解了人才智力优

势难以落地的现实困境,让前沿技术构思能够

通过系统研发转化为可应用的技术成果与产品

方案。 另一方面,资金的高效配置也需要人才

的专业判断来规避投向偏差。 凭借自身的技术

素养与市场洞察力,创新人才能够精准识别具

有高潜力、高价值的创新项目,引导资金远离低

效、同质化的创新领域,实现创新资源的最优配

置[24] 。 此外,人才与资金的有效配置还能带动

创新生态的完善,吸引更多配套要素集聚,推动

创新产出的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
据此,提出假设 H2:有效的人才和资金资

源配置能显著促进创新产出。
(3)创新产出与创新成果转化

创新活动的本质在于将知识和技术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25] ,创新产出正是衔接知识技术与

市场价值实现的纽带。 从创新过程来看,创新

产出是成果转化的先决条件[26] ,以专利为核心

的创新产出通过小试、中试等工程验证环节,逐
步转化为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的技术原型或工

艺方案,从而降低了转化过程中的技术不确定

性,避免盲目试错,为后续商业化奠定基础。 同

时,结合“死亡之谷”与“达尔文海”来看,创新

转化失败往往源于技术与市场的脱节[27] 或资

源投入的断裂[28] ,高质量的创新产出能针对性

摆脱这两大困境。 在“死亡之谷”阶段(即从实

验室成果到中试),成果转化面临技术不成熟

和市场不明确的双重风险,而高质量创新产出

通过更加成熟的技术原型、可靠的实验数据及

明确的工艺路线,能够有效降低技术不确定性,
减少试错成本,帮助建立与潜在客户的初步链

接,降低市场认知成本[29] 。 进入“达尔文海”
阶段(即从中试到规模化生产),成果转化的关

键在于证明商业可行性,此时高质量的创新产

出能够通过成本分析、性能测试报告等数据,为
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帮助创新成果在市场中脱

颖而出并获得竞争优势。 因此,高质量的创新

产出不仅能够降低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风险,还
能弥补资源投入的断裂,进一步加速创新成果

的转化过程。
据此,提出假设 H3:高质量创新产出能显

著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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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链升级

Aghion 等将“创造性破坏” 引入内生增长

理论,这为理解创新如何驱动产业链升级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 该理论指

出,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企业间围绕创

新竞争所展开的持续“创造性破坏” 的过程。
真正的经济增长并非源于要素的简单叠加,而
是源于那些能够成功实现创新,并将创新成果

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或新商业模式的企业。
创新成果实现商业化后,会通过市场竞争对现

有技术、产品甚至企业进行“破坏”与替代[30] ,
从而在微观层面引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在宏观层面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在上述过程

中,创新成果转化构成了“创造性破坏”得以发

生的关键枢纽。 知识形态的创新成果必须成

功跨越“ 死亡之谷” 与“ 达尔文海” ,完成从

技术到商品的关键一跃,才能进入市场并启

动创新的破坏性进程。 当高质量创新产出

得以转化时,其内含的技术进步效应便会通

过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传导

与扩散 [31-32] 。
具体而言,上游企业因获得新技术而得以

开发高附加值的新材料或关键部件,从而增强

供给的自主性与价值链的掌控力[32] ;中游的制

造企业为适配这些新材料、新部件或新产品的

性能要求,对生产流程、工艺乃至生产线进行优

化与重构,从而推动整个制造体系向高效化、智
能化与柔性化演进[33] ;下游的应用端与消费市

场则在新产品、新服务的激发下,催生出全新的

应用场景、商业模式与市场生态,进而从需求侧

拉动产业链整体价值的攀升。 这一从上游到下

游的连锁反应,本质上正是“创造性破坏”理论

所揭示的由局部创新引发产业结构系统性重塑

的动态过程。
据此,提出假设 H4:创新成果转化对产业

链的优化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产业链升级 ( Ind _
Upg)

借鉴相关研究[31,34] ,将产业链升级界定为

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变化和提升,并以此衡量

四链“深度融合” 的效果。 产业链升级( Ind _
Upg)指标的测算通过 3 个步骤完成:

第一步:考虑到 OP 法能够有效处理同时

性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 Olley 等提

出的经典测算方法 OP 法[35] 计算全要素生产

率( TFP), 并以此测算产业链全要素变化

(TFP_C),公式如下:
TFP_Cki,t =TFP i,t-TFP i,t-k (1)

式中:TFP_Cki,t 为企业 i 在 t 期相较于 t-k 期

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量;TFP i,t 为全要素生产

率;i 为企业;t 为时间;k 为滞后期数。
第二步:考虑到创新的时滞效应和影响周

期[36] ,重点关注创新链在滞后 5 期内的变化情

况,探究创新链( Innov) 对产业链全要素变化

(TFP_C)的多期影响。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TFP_Cki,t =α+βInnovi,t+γControlsi,t+μi+λt+εi,t

(2)
式中:α 为截距项;β 为创新链( Innov)的估计系

数;γ 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Innov 为创新链;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集合;μ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λ t 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其余符

号含义同式(1),k= 1,2,3,4,5。
第三步:根据式(2)的回归结果,以其估计

系数的相对大小作为客观权重,进行归一化处

理,使得权重 wk 满足 ∑
k∈s

wk = 1, 且与 βk 成正

比,最终得到产业链升级的测度指标 ( Ind _
Upg)如下:

 

Ind_Upgi,t = ∑
k∈s

(wk·TFP_Cki,t) (3)

s = {k ∣β k 显著} (4)
式中:IndUpg 为产业链升级;wk 为第 k 个滞后

期对应的归一化权重;βk 为式 ( 2) 中第 k 期

Innov 的估计系数;s 为 βk 显著的滞后期集合;
其余符号含义同上。

(2)解释变量———创新链( Innov)
基于创新活动全过程,根据 Schwab 等提出

的标准化逆协方差加权法[37] , 将研发投入

(RD_Input)、创新产出( Inno_Output)和创新转

化( Inno_Comm)降维得到创新链( Innov)指标。
该方法首先对全部指标进行标准化以消除量纲

影响,继而通过计算其逆协方差矩阵生成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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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二乘(GLS)最优权重,该权重能自动降低

高度相关指标的重要性,从而突出各指标独立

提供的信息增量。 最终构建的创新链( Innov)
指标在保留原始数据大部分信息的同时,能有

效避免主观赋权偏差,且能够处理部分观测值

存在缺失的情况,确保指数构建过程的统计稳

健性与结果的可比性,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了

一个可靠且具有明确经济学含义的自变量。
其中,研发投入对应着人才与资金两大要

素的投入,分别以研发人员数量与研发支出金

额衡量;创新产出则选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以
衡量高质量成果的产出[38] ;创新转化则采用主

营业务收入取对数来体现创新成果的最终市场

价值[39] 。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相关研究[40-41] ,将企业规模(Size)、
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董事会

规模(Board)、独立董事占比( Indep)、股权集中

度(Top10)、成立年限(Age)和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依据如下:企业

规模(Size)与成立年限(Age)反映企业的资源

禀赋与生命周期阶段,可能影响其创新投入与

产业升级能力;资产负债率(Lev)和净资产收益

率(Roe)控制了企业资本结构与盈利水平对研

发决策的潜在影响;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

董事占比( Indep)、股权集中度(Top10)、管理层

持股比例(Mshare)则用于捕捉公司治理机制对

战略选择、风险承担及长期投资倾向的作用,从
而能更准确地识别创新链传导与产业链升级之

间的内在关系,缓解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

问题。
(4)变量定义汇总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2. 模型设定

为探究创新链对产业链升级的影响,检验

四链“深度融合” 的效果,构建以下基准回归

模型:
Ind_Upgi,t =α+βInnovi,t+γControlsi,t+μi+λ t+εi,t

(5)
式中各符号意义同上。

3. 样本和数据来源

(1)样本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和企业年报等,发明专利申请量数据来自国家

知识产权局。 在样本处理时,剔除 ST、PT 类及

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并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分位数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以缓解极端值

对回归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并对数据进行标准

化处理。
(2)产业链识别及样本选择

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处于同一行

业大类内且具有供需关系的上、中、下游企业识

别为一条完整产业链,从而确保产业链内部技

术与经济的一致性。 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借鉴

陶锋等构建的“上游企业 下游企业 年度”二

级供应链的研究思路[42] ,基于 2011—2024 年

我国上市公司客户与供应商关系,构建“上游

企业 中游企业 下游企业 年度”三级供应链,
共计 406 条。 其次,限定上、中、下游企业需属

于同一行业大类,形成具有明确行业边界的产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具体衡量

被解释变量 产业链升级 Ind_Upg 详见式(1) ~ (4)

解释变量 创新链 Innov 由研发投入(RD_Input)、创新产出( Inno_Output)和
创新转化( Inno_Comm)构成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除以净资产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成员的总人数

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

股权集中度 Top10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总和

成立年限 Age 观测年份减去公司成立的年份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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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并人工逐一查阅企业年报中披露的主营

业务、主要产品及相关经营说明,确认上、中、下
游企业在实际业务与产品范畴上确实归属于同

一产业领域,从而确保所构建产业链的一致性。
最后,形成 179 条“上游企业 中游企业 下游企

业 年度”产业链及 381 个“企业 年度”样本。

四、实证检验

1. 产业链升级的判定与测度

根据前文对产业链升级指标的判定,测度

创新链对产业链升级的影响。 由表 2 测度可

知,产业链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提升和变

化,并以此结果建立产业链升级的指标。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3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共

包含 381 个观测值,所有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

理。 具体来看,产业链升级( Ind_Upg) 的平均

水平接近标准均值,其波动范围为- 3. 208 至

2. 974,表明不同企业的升级程度存在显著差

异。 创新链 ( Innov) 的取值介于 - 1. 105 和

5. 542,且均值为 0,分布相对对称,反映企业在

创新能力上存在较为广泛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

是,研发投入(RD_ Input) 与创新产出 ( Inno _
Output)的最大值分别达到 6. 075 和 6. 425,远
高于其他变量的一般水平,显示样本中部分企

业在研发与创新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强度,并已

形成相应的知识成果,同时也表明这些变量可

能存在右偏分布的特征。 创新转化 ( Inno _
Comm)的取值在-1. 773 至 2. 455,整体波动范

围相对收敛,表明从创新产出到实际转化的效

率在不同企业间差异相对较小。 在控制变量方

面,股权集中度(Top10)和净资产收益率(Roe)
的波动幅度较大,说明样本企业在股权安排和

盈利能力的结构性差异较为明显。
3. 四链“深度融合”效果测度

 

以人才和资金为支撑的创新链对产业链升

级的影响作为四链“深度融合”效果的衡量,表
4 的回归结果为此提供了实证证据。

表 2　 创新链对产业链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多期测度

变量 Ind_Upg1 Ind_Upg2 Ind_Upg3 Ind_Upg4 Ind_Upg5

Innov 0. 049(0. 224) 0. 604∗∗∗(0. 170) 0. 692∗∗∗(0. 137) 0. 616∗∗∗(0. 142) 0. 427∗∗∗(0. 155)
Constant 1. 731(1. 540) 1. 638(1. 170) -2. 785∗∗∗(0. 943) -3. 383∗∗∗(0. 979) -1. 356(1. 06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Id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N 381 381 381 381 381

R-squared 0. 239 0. 377 0. 411 0. 279 0. 152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p<0. 1,∗∗
 

p<0. 05,∗∗∗
 

p<0. 01。 下同。

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N mean sd min max

Ind_Upg 381 0 1 -3. 208 2. 974

Innov 381 0 1 -1. 105 5. 542

RD_Input 381 0 1 -0. 362 6. 075

Inno_Output 381 0 1 -0. 342 6. 425

Inno_Comm 381 0 1 -1. 773 2. 455

Size 381 0 1 -1. 755 2. 616

Lev 381 0 1 -2. 207 1. 921

Roe 381 0 1 -3. 435 3. 604

Board 381 0 1 -2. 364 2. 914

Indep 381 0 1 -2. 855 3. 125

Top10 381 0 1 -2. 382 2. 346

Age 381 0 1 -3. 069 2. 355

Mshare 381 0 1 -0. 708 2.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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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列(1) (2)逐步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

时间固定效应,结果均在 1% 水平显著为正。
由列(3)可知,创新链的估计系数为 0. 701,在
1%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创新链发展水平每提

升 1 个单位,可推动产业链升级 0. 701 个单位,
验证了创新链对产业链升级具有稳健且显著的

正向驱动作用,四链实现了“深度融合”,即创

新链通过知识整合、技术扩散与市场化应用,系
统性提升了产业链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从而促

进了产业链升级,由此,假设 H1 前半部分得到

验证,后半部分有关时滞效应的假设将在下文

进一步验证。
4. 四链“深度融合”的传导机制

为探究四链“深度融合”的内在作用机理,
依次探究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创新产出对创

新转化及创新转化对产业链升级的影响,表 5
展示了从研发投入到产业链升级影响的完整传

导路径与作用机制。 首先,由列(1)可知,研发

投入(RD_Input) 对创新产出( Inno_Output) 在

1%水平上正向显著,假设 H2 得到验证。 资金

为研发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设备、材料与试验条

件,保障了创新的物质基础;人才则通过专业知

识、技术能力与创造性思维,将资金转化为具有

实际价值的技术方案与知识成果。 二者的有效

配置不仅降低了研发过程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也通过资源互补与协同效应提升了创新效率,
从而为创新的启动与持续运行奠定了坚实基

础。 其次,列(2)的结果表明,创新产出( Inno_
Output)能够促进创新转化( Inno_Comm),并在

5%水平上正向显著,假设 H3 得到验证。 这表

明,以专利为核心的高质量知识成果,能够通过

技术转让、合作研发、孵化创业等商业化渠道,
转化为具有市场潜力的产品或工艺原型,是创

新价值实现的重要一环。 最后,列(3) 显示创

新转化对产业链升级( Ind_Upg) 估计系数为

2. 444,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 H4 得到验

证,表明创新成果通过有效的商业化与市场转

化,能够夯实产业发展的基础,提升产业链水

平,从而实现四链“深度融合”。
 

五、进一步分析

1. 稳健性检验
 

(1)增加行业固定效应

由于不同行业在技术发展、市场结构等方

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若不被控制,可能导致估

计偏误。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通过

增加行业固定效应以控制潜在的行业层面的

因素。

表 4　 四链“深度融合”的效果测度

变量 (1) (2) (3)

Innov 0. 423∗∗∗(0. 094) 0. 572∗∗∗(0. 113) 0. 701∗∗∗(0. 119)
Constant -0. 000(0. 027) 0. 455(0. 415) -1. 922∗∗(0. 821)
Controls NO NO YES

Id
 

FE YES YES YES

Year
 

FE NO YES YES

N 381 381 381

R-squared 0. 116 0. 306 0. 404

表 5　 四链“深度融合”的传导机制

变量 (1) Inno_Output (2) Inno_Comm (3) Ind_Upg

RD_Input 1. 002∗∗∗(0. 143)
Inno_Output 0. 021∗∗(0. 010)
Inno_Comm 2. 444∗∗∗(0. 658)
Constant 1. 438∗(0. 846) -0. 118(0. 113) -0. 455(0. 846)

Controls YES YES YES

Id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N 381 381 381
R-squared 0. 479 0. 897 0.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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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增加省份固定效应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加
入省份固定效应。 各省份在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市场化进程及区域政策导向等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这些地域性特征可能影响区域的创新

活动与产业链水平。 通过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能够有效排除地域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从
而更准确地识别创新链与产业链升级之间的内

在关系。
(3)更改样本时间区间

为排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极端外生事件

对创新链与产业链关系的干扰,选取 2011—
2019 年的样本区间进行再检验。 若基准回归

结果在时间窗口下依然保持稳定,则表明创新

链与产业链升级之间的关系具有时序上的普适

性,而非特定时期的偶然现象。
(4)更改样本容量

设定随机数种子以保证结果可复现,并按

照 80%的比例对原始样本进行随机抽样,构
建新的检验样本。 尽管基准回归的样本量已

具备统计意义,但样本构成的微小变动可能

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若变量系数对样本

容量变化敏感,则表明基准回归结论可能不

够稳定。
表 6 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支持了四链实现

“深度融合” 结论的可靠性。 首先,列(1) (2)
在分别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后,
核心解释变量创新链( Innov)的估计系数与基

准结果完全一致,表明创新链对产业链升级的

促进效应稳健。 其次,由列(3)可知,在剔除极

端外生事件冲击的样本期后,创新链( Innov)的

估计系数由 0. 701 增至 2. 168 且在 1%水平上

正向显著,正向显著的方向与基准结果完全一

致,表明两者关系并非由外生冲击驱动,而是具

有跨时期的普遍性。 最后,列(4)的结果显示,
在随机缩减样本容量至 80%后,估计系数虽下

调至 0. 653,但仍在 1%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

估计结果对样本构成的变化不敏感,具有良好

的可重复性与统计稳定性。
2. 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采用工

具变量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 借

鉴 Lewbel 等的研究思路[43-44] ,构造基于行业

年份维度的工具变量。 具体而言,以企业创新

链相对于同行业同年份均值的偏离程度作为

基础变量,并进一步构造其三次项( IV) 作为

工具变量。 该工具变量能够反映企业在行

业内部的相对位置变化,与企业自身创新链

具有较强相关性,同时在控制行业 年份固

定效应后,不直接作用于企业个体层面的提

升发展,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

性要求。 在估计方法上,采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 IV-2SLS)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所示,列(1)为基准回归结果,列(2)

(3)分别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结果。 工具变

量第二阶段检验结果系数是 0. 630,在 1%统计

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为检

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一步开展不可识别检

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 其中,不可识别检验统

计量为
 

3. 164,对应 p= 0. 075,在 10%水平上显

著,表明可以显著拒绝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不

相关的原假设,说明模型在统计上是可识别的。

表 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增加行业固定效应 (2)增加省份固定效应 (3)更改样本时间区间 (4)更改样本容量

Innov 0. 701∗∗∗(0. 119) 0. 701∗∗∗(0. 119) 2. 168∗∗∗(0. 347) 0. 653∗∗∗(0. 138)
Constant -1. 922∗∗(0. 821) -1. 922∗∗(0. 821) -0. 008(1. 022) -1. 800∗(0. 97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Id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Ind
 

FE YES NO NO NO

Province
 

FE NO YES NO NO

N 381 381 183 295
R-squared 0. 404 0. 404 0. 602 0.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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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工具变量法检验

变量 (1) Ind_Upg (2)第一阶段 (3)2SLS

Innov 0. 701∗∗∗(0. 119) 0. 630∗∗∗(0. 114)
IV 0. 032∗∗∗(0. 003)

Constant -1. 922∗∗(0. 821) 0. 986(0. 638) -1. 791∗∗∗(0. 599)
Controls YES YES YES

Id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N 381 381 381

进一步地,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第一阶段

F 统计量为 113. 06,远高于常用的临界值 10,
表明工具变量对企业创新链具有较强的解释能

力,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2)PSM 检验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进行内生性检验,基于

企业创新中位数进行分组,分为实验组与对照

组,将所有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采用近邻匹配

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并剔除未能匹配的样本。
在匹配后的样本中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列

示于表 8。 其中,列( 1) 为基准回归结果,列

(2)结果显示,在匹配后样本中,企业创新链对

产业链升级的影响系数为 5. 544,且在 1%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在控制样本自选择偏

误后,结论依然稳健。
3. 时滞效应分析

创新是驱动产业链升级的核心动力,其过

程具有长周期性。 从研发投入至创新产出,再
到创新转化,这一传导机制并非线性即时完成

的,各环节之间存在显著的时滞效应,为揭示内

在传导规律,分别检验其滞后影响(表 9、10)。
表 9 为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时滞效应的检

验结果。 整体来看,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具有

显著的时滞效应,其影响强度随滞后期的延长

表 8　 PSM 检验

变量 (1) (2)

Innov 0. 701∗∗∗(0. 119) 5. 544∗∗∗(1. 308)

Constant -1. 922∗∗(0. 821) 3. 975(2. 446)

Controls YES YES

Id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N 381 102

R-squared 0. 404 0. 906

表 9　 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时滞效应分析

变量 (1) (2) (3) (4) (5)

RD_Input1 0. 548∗∗∗(0. 132)

RD_Input2 0. 246∗(0. 132)

RD_Input3 0. 212∗(0. 120)

RD_Input4 0. 034(0. 075)

RD_Input5 -0. 045(0. 060)

Constant 2. 551∗∗∗(0. 919) 2. 584∗∗∗(0. 967) 2. 578∗∗∗(0. 968) 2. 539∗∗(0. 997) 2. 304∗∗(0. 99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Id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N 381 381 381 381 381

R-squared 0. 368 0. 303 0. 301 0. 286 0.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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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创新产出对创新转化的时滞效应分析

变量 (1) (2) (3) (4) (5)

Inno_Output1 0. 020∗(0. 011)
Inno_Output2 0. 021∗∗(0. 010)
Inno_Output3 -0. 004(0. 010)

Inno_Output4 -0. 012(0. 010)

Inno_Output5 -0. 017(0. 011)

Constant -0. 109(0. 113) -0. 182∗∗∗(0. 062) -0. 055(0. 117) -0. 035(0. 115) -0. 039(0. 11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Id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N 381 381 381 381 381

R-squared 0. 896 0. 890 0. 894 0. 895 0. 895

而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表明研发投入与创新

产出之间存在短期的时效窗口,假设 H1 得到

验证。 具体而言,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对当期

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且效应最大,其
系数达到 0. 548,在 1%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

研发投入在下一期即能有效转化为创新成果,
体现了创新驱动较为迅速的短期响应。 滞后二

期与滞后三期的研发投入虽然估计系数仍为

正,但数值分别下降至 0. 246 和 0. 212,且仅通

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研发投入的边际效应逐步减弱,其促进创

新产出的能力持续衰减。 至滞后四期与五

期,研发投入的系数已接近于零且不再具备

统计显著性,说明前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

的影响在 3 年后已基本消散,未能形成持续的

长期推动。
表 10 的结果显示,滞后一期与滞后二期的

创新产出对当期创新转化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其系数分别为 0. 020 和 0. 021,在 10% 和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部分创新成果能够较快

的进入应用阶段。 然而,自滞后三期开始,影响

系数转为负值,且不再具备统计显著性,说明创

新产出对转化活动的推动作用仅在短期内有

效,未能有效形成持续的商业化能力。 其原因

可能在于,许多研发成果或受制于与市场需求

的匹配度不足,或面临产业化过程中的高成本

与技术瓶颈,抑或在扩散过程中遭遇制度与市

场环境的制约,从而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创新

应用。 因此,在推动“四链融合”的过程中,不
仅需要关注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更需着力疏

通从成果到应用的转化通道,尤其应重视创新

产出后一至两年的转化窗口期,以增强创新驱

动的实际效果与持续动力。
4. 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四链“深度融合”对于不同地区、不
同产权性质及位于产业链不同环节企业的差异

性情况,继续进行异质性分析(表 11)。
一是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地区,创新

链对产业链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估计

系数为 0. 690,在 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

表 11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国企 非国企 上游 中游 下游

Innov 　 　 0. 690∗∗∗ 　 1. 736∗∗ 0. 522 　 0. 778∗∗∗ 0. 440 　 4. 690∗∗∗ 　 0. 391∗

(0. 117) (0. 707) (0. 341) (0. 162) (0. 366) (1. 399) (0. 198)

Constant 0. 420 0. 043 7. 388 -1. 197 -3. 323 -0. 116 0. 390

(0. 364) (1. 567) (6. 341) (1. 428) (2. 111) (0. 962) (0. 90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d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43 138 135 246 136 128 146

R-squared 0. 555 0. 622 0. 450 0. 506 0. 601 0. 629 0.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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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我国东部这样创新要素密集、市场机制

较为完善的区域,创新活动能够有效转化为产

业升级的动力,四链实现了深度融合。 相比之

下,在中西部地区,估计系数高达 1. 736,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其影响强度约为东部地区的

2. 5 倍,这说明在中西部,虽然整体创新水平可

能相对滞后,但每单位的创新投入或创新活动

所带来的产业升级边际效应更为突出,这可能

源于这些地区正处于创新追赶与产业转型的关

键阶段,创新要素的边际报酬相对较高,或与区

域政策扶持、后发优势释放等因素相关。
二是从产权异质性来看,创新链在非国有

企业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估计系数为

0. 778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非国有企业

机制灵活、市场敏感度高,能较好地将创新成果

转化为升级动能。 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创新链

的估计系数仅为 0. 522 且不显著,说明国有企

业四链“深度融合”可能存在阻滞,或因其所处

行业、考核目标与政策承担等功能性角色,使得

创新对升级的促进作用未能充分显现。
三是从产业链不同环节来看,创新驱动对产

业链升级的促进作用在中游企业最为显著且效

应最大,系数高达 4. 690,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下游企业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 0. 391,
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而在上游企业中,创新链

的系数为 0. 440,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创

新链对上游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四链

未形成深度融合。 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中游企

业通常为制造与加工,更易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工

艺改进与效率提升,因而创新驱动效果最为突

出;下游企业贴近市场,可通过产品与商业模式

创新响应需求,因此创新效应也较显著;而上游

企业多为基础原材料与核心部件环节,其创新往

往具有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等特征,短期内在

统计上不易显现出对升级的显著影响。

六、结　 语

1. 研究结论

从目标视角出发,利用 2011—2024 年上市

公司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实证考察了以人才

和资金为支撑、创新链为手段、产业链升级为目

标的四链“深度融合”序贯式传导机制、时滞特

征与异质性表现。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突破现有研究“重过程、轻目标” 的

局限,构建了以促进“产业链升级”为根本导向

的序贯式纵向分析框架,强调人才与资金是支

撑、创新是手段、产业升级是目标,形成了“研

发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转化 产业链升级” 的

链式传导逻辑。 这一框架从理论层面厘清了

“四链融合”的深度不在于链条的简单叠加,而
在于创新价值沿要素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顺

畅流动与高效转化,为理解四链“深度融合”提

供了目标引领的系统性分析范式。
第二,通过 2011—2024 年我国上市公司数

据,探讨了四链“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 研究

发现,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创新产出对创新转

化、创新转化对产业链升级都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能够实现序贯式传导,并且通过检验以人

才和资金为支撑的创新链对产业链升级的作用

可以发现,结果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表
明人才和资金通过创新产出和创新转化能够有

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了从要素浅联

到产业深融的实质性跨越。
第三,进一步揭示了四链“深度融合”的时

滞效应与异质性特征。 在时滞效应方面,创新

链内部各环节的传导存在短期性与效应递减规

律,实证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

作用主要在 1—3 期内显著,而创新产出对创新

转化的影响则集中体现在 1—2 期,表明当前融

合模式在长效机制建设上存在短板。 此外,四
链“深度融合”的效果呈现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从产业链环节来看,中游企业受益于创新链的

驱动效应最为显著,下游企业次之,而上游原材

料与核心部件企业因创新周期长、投资风险高,
融合效应尚未呈现统计显著性;从产权性质来

看,非国有企业在融合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适应

性与持续性优势,而国有企业受体制机制等因素

制约,四链“深度融合”效果并不显著;从区域发

展来看,东部地区已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融

合生态,中西部地区虽表现出更强的短期效应,
但长期可持续发展动能仍需进一步培育巩固。

2. 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发现为深刻理解四链 “深度融

合”的运行规律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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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科技 产业”运行堵点、提升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研发投入是激活创新链条、实现要素

序贯传导的起点和根本保障,因此政府应高度

重视人才和资金的积累与协同配置,强化研发

前端政策支持。 一方面,围绕基础研究与前沿

技术攻关,出台涵盖科研启动经费、人才绩效评

审绿色通道、住房与子女教育保障等在内的综

合政策包,吸引高水平科研团队与青年拔尖创

新人才,为“四链融合” 筑牢人才基石;另一方

面,扩大对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型初创企业的

前期研发资助比例,同时引导天使投资、风险投

资等社会资本流向高风险、高潜力的早期研发

项目,形成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的互补合力。
在政策引导下,实现人才、资金在研发前端的持

续集聚与有机互动,切实打通从科学发现到技

术突破、再到产业转化的序贯式传导路径,为四

链“深度融合”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质推

进奠定系统性支撑。
其二,政策制定需紧扣创新链条的阶段性

特征,构建分阶段、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体系,精
准破除创新各环节的堵点难点,缩短创新时滞

周期,为四链“深度融合”与创新驱动发展注入

持续动力。 早期应加大对高校、科研院所基础

研究的长期稳定资助,完善科研人才的激励机

制,为科技成果转化筑牢源头根基;中期需搭建

专业化的中试平台,提供中试设备共享、工艺优

化指导等公共服务,同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

免等方式降低企业中试成本,加速技术成果从

实验室样品向产业化产品的过渡,缩短技术成

果的市场转化周期;后期则要聚焦市场准入、应
用推广等关键环节,出台首台(套) 装备、首批

次材料的采购支持政策,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协同配套,打通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的“最

后一公里”。
其三,实施差异化四链“深度融合”推进策

略。 在区域层面,中西部应发挥边际效用与资

源禀赋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培育壮大特色产业

创新集群,走出“产业升级 创新追赶”的融合

路径;东部应激发市场机制,依托人才与资本密

集优势,聚焦产业链高端与前沿技术领域,打造

“创新引领 产业高端化” 模式。 与此同时,释

放非国企机制灵活、响应快的优势,鼓励其牵头

组建跨领域创新联合体,向高附加值延伸;深化

国企市场化改革,完善创新导向考核体系,强化

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链安全中的引领

作用,形成国企与民企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格

局。 在产业链环节层面,针对上游基础研发周

期长、投入风险高的痛点,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扶

持与长期股权投资力度;针对中游零部件制造

技术转化难的堵点,搭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与

检测认证中心;针对下游终端产品市场拓展慢

的难点,出台首购首用、应用示范等政策,推动

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的创新链、资金链、人才

链精准对接,实现全链条协同升级。
3. 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同行业“上游 中游

下游”三级供应链,为确保每个产业边界的清

晰性,保留了多元战略企业中的核心业务板块,
剔除了其余业务在不同产业链的匹配,即剔除

了不同产业链上的相同企业,虽确保供应链的

内部关联性,使得样本能够体现四链“深度融

合”的序贯式传导特征,但也使得匹配过程中

的数据可得性面临困难并大幅度减少了样本容

量,未来研究可通过进一步扩大样本的时间跨

度,以完善现有研究的不足,增强分析的深度和

广度。 此外,未来研究还可尝试结合投入产出

表、专利引证等多源数据进行产业链的识别,以
更全面地刻画上下游企业间的技术关联与价值

传导路径;同时进一步拓展至不同行业之间的

比较分析,揭示“四链融合”在技术密集型与劳

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差异性规律,为分类施策

提供更精准的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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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currently
 

at
 

a
 

critical
 

stage
 

of
 

advanc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cceler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high-leve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alent,
 

capit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chains
 

has
 

become
 

a
 

key
 

means
 

of
 

bridging
 

the
 

“ last
 

mile”
 

of
 

innovation
 

and
 

overcoming
 

“ bottlenecks”
 

in
 

critical
 

technologies.
 

Adopting
 

an
 

outcome-oriented
 

perspective,
 

this
 

study
 

defines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chains
 

and
 

develops
 

a
 

sequenti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from
 

2011
 

to
 

2024,
 

179
 

industrial
 

chains
 

are
 

constructe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at
 

the
 

firm
 

level,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lagged
 

effects,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chai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alent
 

and
 

capital
 

support
 

the
 

innovation
 

chain,
 

enabling
 

its
 

successive
 

stages
 

to
 

significantly
 

promote
 

industrial
 

chain
 

upgrading
 

and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chains.
 

Second,
 

transmission
 

across
 

the
 

stages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exhibits
 

significant
 

lagged
 

effects,
 

with
 

the
 

magnitude
 

of
 

the
 

effects
 

gradually
 

diminishing
 

as
 

the
 

lag
 

length
 

increases.
 

Thir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chains
 

is
 

more
 

pronounce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ose
 

in
 

the
 

midstream
 

segment
 

of
 

industrial
 

chains,
 

with
 

particularly
 

strong
 

marginal
 

effect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thre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chains: first,
 

to
 

address
 

“ insufficient
 

factor
 

coordination”
 

at
 

the
 

front
 

end
 

of
 

R&D,
 

talent,
 

fiscal
 

funding,
 

and
 

private
 

capital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
 

basic
 

research
 

and
 

“breakthroughs”
 

in
 

frontier
 

technologies.
 

Second,
 

to
 

alleviate
 

bottlenecks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novation
 

outcomes,
 

a
 

phased
 

support
 

mechanism
 

covering
 

“R&D-pilot
 

testing-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pilot-testing
 

platforms,
 

cost-sharing
 

arrangements,
 

and
 

market-access
 

mechanisms
 

used
 

to
 

bridge
 

the
 

“last
 

mile”
 

of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Third,
 

differentiated
 

and
 

targeted
 

polic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address
 

integration
 

gaps
 

across
 

regions,
 

ownership
 

types,
 

and
 

industrial
 

chain
 

segments,
 

thereby
 

strengthening
 

innovation
 

catch-up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promoting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between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facilitating
 

coordinated
 

upgrading
 

across
 

upstream,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segments.
Key

 

words:
 

“ four-chain
 

integration ”;
 

industrial
 

upgrading;
 

innovation
 

resilience;
 

innovation
 

effectiveness;
 

lagged
 

effec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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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中的前沿国家指技术水平相对最为领先的国家,并将美国作为前沿国家代表。

数字科技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追赶与
中国的“拉拔效应”
刘友金1,张颖斌2,邹安全3

(1.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2.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3. 佛山大学发展与规划处)

摘要:面对新一轮数字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通过高水平合作推动

实现共同发展并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是广大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路

径。 基于“数字丝绸之路”倡议背景,通过 2010—2023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层面数据,
实证研究沿线国家之间数字科技合作对技术追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科技合作能够推动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技术

追赶;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科技合作主要依托基础研发、技术转化和技术应用等机制激发

“链式创新效应”,进而提升创新链水平推动实现技术追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科技合

作对技术追赶的推动作用分别在规模较大、数字基建水平较高的沿线国家显著存在;作为

“一带一路”数字科技合作的核心推动者,中国能够发挥“拉拔效应”,带动沿线国家实现

技术追赶。 其中,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的缩小显著提升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技术追赶的“拉

拔效应”,并且对于规模较小、数字基建水平较高的合作国家该作用相对更为显著。 为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深化数字科技合作、优化战略布局、加强创新资源共享、强化多边协

调等,从而切实推动共同跨越技术鸿沟并实现技术追赶。
关键词:数字科技合作;技术追赶;“拉拔效应”;“一带一路”;创新链;互惠共生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竞争加剧、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

代背景下,数字经济正成为重塑世界格局的核

心动能,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换道超车”创造了

战略机遇。 “第二种机会窗口”理论认为,在新

技术革命来临的初始阶段,后发国家如果能较

早把握机会,借助新科技革命迅速进入新的技

术系统,助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有效缩

小与前沿国家①的技术差距,实现技术追赶[1] 。

然而,发展数字经济对研发资金投入、技术基础

和人才等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后发国家

普遍面临资金不足、技术受限和人才匮乏等问

题,存在数据资源、数字技术、数字人才和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要素资源投入能力不足形

成的多重壁垒[2] ,导致难以抓住数字经济发展

的机会窗口,面临落入数字经济发展技术鸿沟

的风险。 因此,在数字科技变革和技术范式转

换的关键期,后发国家如何克服自身“能力缺

口”并实现技术追赶成了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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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问题。 理论上,每一次科技变革都伴随

科技知识和技术的跨国流动、交流与融合。 数

字科技革命涉及面之广、复杂性之高和迭代速

度之快前所未有,任何国家仅凭自身力量推进

这项事业将变得愈发困难[3] 。 后发国家若能

与其他国家进行数字科技合作,通过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和协同创新,可弥补自身能力短板,借
力把握发展机会,加速技术追赶进程,从而实现

跨越式发展。 然而,当前跨国数字科技合作环

境逐步恶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盛

行,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在数字科技等领域掌握

的关键核心技术构建垄断壁垒,试图将发展中

国家锁定在价值链底端。 在此背景下,发展中

国家通过吸收来自发达国家技术扩散实现技术

追赶的传统模式将不再适用,技术追赶难度随

之加大,可能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产生新的技

术鸿沟。 此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

结构及产业需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发展中国

家亟须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合作发展

模式[4] 。 因此,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成

了关键点和突破口。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7 年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首次提出

建设 21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旨在加强与“一

带一路”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合作,促进数字技

术的共享与创新,这为推动共建国家弥合“数

字鸿沟”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战略路径。 与西方

国家的“小院高墙”不同,中国坚持互惠共生理

念,深入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科

技开放合作。 当前,数字科技合作呈现多极化

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正成为全球数

字网络的关键枢纽。 在此背景下,“数字丝绸

之路”作为南南合作的新范式,如何助力“一带

一路”国家实现技术赶超?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

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应如何发挥作用? 这

些议题亟待深入探讨。
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两大领域:

一是提出科技合作对技术追赶的促进作用,二
是研究中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发挥的影响。 有

关科技合作对技术追赶的促进作用,一部分学

者认为可供后发国家简单模仿的技术较为有

限,后发国家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需要更

高的合作平台以实现技术的转移和扩散[5] ,因

此后发国家将科技合作作为战略跳板能够有效

获取创新资源和技术扩散,突破自身能力局限

和发展瓶颈实现技术追赶[6] 。 另一部分学者

则认为,后发国家通过与更多国家的科技合作,
能够加速突破自身研发能力不足等瓶颈[7] ,在
科技合作过程中通过更多合作提升自主研发能

力,牢牢把握由技术模仿向自主研发的动能转

化的关键阶段[8] 。 第二类文献则深入探讨中

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发挥的影响作用,特别是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不断加强国际科

技合作,促进科技交流与互鉴,推动人才国际

化,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区域合作,为合作国家

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9] 。 自

2017 年提出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以来,中国同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科技合作取得显著成果,
推动双边数字贸易的密切往来,使合作双方能

够共享数字红利,有效帮助沿线国家缩小数字

技术鸿沟[10] 。 综上,目前基于数字科技发展视

角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未能系统揭示数字科

技合作影响技术追赶的内在机理和关键机制,
且鲜有文献深入分析作为“数字丝绸之路” 核

心推动者,中国与沿线国家数字科技合作对其

技术追赶发挥的具体作用,缺乏基于数字基建

水平、国家规模及制度文化等国家异质性特征

的分类比较。
鉴于此,基于 2010—2023 年“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层面数据,本研究从数字科技合作视

角切入“一带一路”技术追赶问题,系统性分析

数字科技合作对技术差距的影响,探讨沿线国

家实现技术追赶的新路径和新规律,并深入探

究数字科技合作推动“一带一路” 国家技术追

赶的内在机制与传导路径,揭示中国在其中的

角色定位与功能嵌入方式,为数字科技合作的

路径设计、政策优化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数字命运共同体提供经验证据与实践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数字科技合作对技术追赶的影响

数字科技合作的本质是通过数字知识、技
术、数据和信息等创新资源的系统性跨界流动、
整合与重组,推动技术创新方式逐渐由封闭式

创新演化为开放式群体协同创新。 依据资源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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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理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科技合作具有

高渗透性、强创新性和广覆盖性等特征,能够促

进合作国家强化对创新资源的获取(结构化阶

段)、整合(能力化阶段)和战略布局(杠杆化阶

段),提升对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实现技

术追赶。
一是从创新资源结构化阶段来看,数字科

技合作能够推动信息的自由流动,促进沿线国

家跨区域协同创新,推动实现技术追赶。 由于

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高质量创新资源往往

分布在不同地区,任何单一国家均难以获取技

术创新需要的全部创新资源[11] ,因而要通过跨

国合作得到多元化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资源储

备。 从现实来看,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

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借助数字科技合作融入数

字创新网络能够降低不确定性风险并减少对信

息的搜索、获取成本,推动跨区域创新资源流

动,实现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12] 。 因此,信息

的自由流动能促进各国快速获取更多创新资

源,推动资源互补和资源重构,从而突破因创新

资源局限性造成的低端锁定效应[13] ,产生更多

颠覆性创新,实现技术追赶。
二是从创新资源能力化阶段来看,数字科

技合作推动创新资源的跨国协同和共享,沿线

国家将创新资源整合为竞争优势,形成技术协

同,推动技术追赶。 在数字化背景下,国际创新

网络经历新一轮深刻变革,各国之间的合作模

式发生颠覆性改变:传统的创新合作网络主要

体现在关联或相近产业之间,因而合作范围受

到较大局限性[14] 。 随着数字全球化推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科技合作能够推动数

字知识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知识技术相互渗透、
融合,促使创新资源配置的组织边界、行业壁垒

和空间隔阂得以消除,实现创新资源的跨领域

与跨边界的全面整合,从而进一步推动沿线各

国实现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资源的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和高效配置,有效提升沿线国家的

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将更多的创新资源转化为

竞争优势,产生群体技术协同创新效应,推动沿

线国家共同实现技术追赶[15] 。
三是从创新资源杠杆化阶段来看,数字科

技合作促进沿线各国向数字经济等高新技术产

业转型升级,优化国内产业的前沿技术布局,有
效推动各国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完成“换

道超车”,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协同,推动实现技

术追赶。 数字科技合作能够推动沿线各国突破

因投入不足而形成的发展壁垒[16] ,完成在信息

通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领域的

重组布局,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数字技术霸权。
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借助数字科技合

作将更多优势资源在前沿产业进行提前布局,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

级,利用数字新赛道完成“换道超车”,实现蛙

跳式发展[17] ,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 另

一方面,数字科技合作能够加速“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步伐,实现数字要素与其

他生产要素重组,形成对原有生产范式的“创

造性破坏”效应,催生新的生产范式和颠覆性

产业技术革命[18] ,从而缩小与前沿国家技术差

距并实现技术追赶。
综上,提出假设 H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数字科技合作能够缩小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

距,推动实现技术追赶。
2. 数字科技合作推动技术追赶的创新链提

升机制

技术创新始于知识创新,遵循从基础研发

到技术转化再到应用推广的演进路径,这一递

进过程可通过创新链理论完整刻画,即知识的

产生、转化与应用过程可对应创新链上游的知

识创新(基础研究)、创新链中游的知识成果转

化(技术转化)和创新链下游的产业和市场化

应用(技术应用) [19] 。 数字科技合作推动数字

知识与技术等创新资源在创新链中扩散、融合

和重组,不仅强化了创新链的基础研发、技术转

化和技术应用环节,而且推动各环节相互充分

协调、联系和衔接[20] ,从而激发“链式创新效

应”,有力推动沿线国家实现技术追赶。 由此

可以推测,数字科技合作可通过增强基础研发、
促进技术转化和提升技术应用等机制,推动沿

线国家实现技术追赶。
第一,基础研发提升机制。 根据吸收能力

理论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部技术的

吸收取决于其获取、吸纳、转化和利用能力,理
论上,这些国家通过数字科技合作实现数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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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跨国流动,推进知识共研、共享,使异质性

知识能够扩散到各成员国,进一步促进各国通

过吸收外部知识技术提升自身基础研发能力,
加速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从而快速提升技术

水平。 因此可以推断,数字科技合作能够通过

基础研发增强机制推动实现技术追赶。 现实

中,数字科技合作可以通过两方面影响基础研

发能力进而实现技术追赶:一方面,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通过数字科技合作可以实现机制

协同,吸收来自其他国家的数字知识溢出,促进

数字知识积累,有效提升本国数字基础研究能

力[21] 。 另一方面,数字知识具有高融合性和渗

透性,来自其他国家的数字知识与本国知识实现

跨学科、跨地域交流和融合,推动实现知识的重

组,从而提升知识创新的可能[22] ,有效提升沿线

各国的基础研发能力,从而推动沿线国家实现

技术追赶。
第二,技术转化促进机制。 创新链中游的

技术成果转化环节有效推动“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将新知识转化为应用型技术,这是驱动其

技术追赶的关键因素。 理论上,数字科技合作

具备数字经济的广覆盖性和高渗透性等特征可

有效缓解各创新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提高基础知识向应用型技术转化的效率[23] ,加
速技术创新。 因此可以推断,数字科技合作能

够通过技术转化促进机制推动实现技术追赶。
现实中,数字科技合作可通过两方面影响技术

转化能力进而实现技术追赶:一方面,数字科技

合作通过建立创新网络平台形成信息的开放和

共享,能打破部分国家“信息孤岛” 困境,缓解

交易成本过高、信息闭塞等现实问题,实现“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创新要素的跨国整合,促进

技术成果转化流程的协同与优化,实现技术协

同,降低相关成本和风险,提升其技术成果转化

效率[24] 。 另一方面,数字科技创新网络中技术

成果转化效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具有示范效应,
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够通过合作学习相对成

熟的发展模式[25] ,尤其是日益频繁的人才交

流能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人力资本水

平,从而提升其技术转化能力,推动实现技术

追赶。
第三,技术应用增强机制。 “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之间的数字科技合作能够促进技术在产

业和市场中的应用能力,推动创新链下游发展。
当前,国际市场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
对各国的技术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需求

导向理论可知,数字科技合作可以加速市场信

息与创新资源的流通和共享,促进知识创新成

果向产业和市场应用转化。 因此可以推断,数
字科技合作能够通过技术应用提升机制推动其

实现技术追赶。 现实中,数字科技合作可通过

两方面影响技术应用能力进而实现技术追赶:
一是从需求角度看,产品创新需要以不同群体

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通过预测市场需求和前沿

技术动态做出决策[26] 。 数字科技合作带来的

创新网络式合作,能有效加强各国与不同客户

的紧密联系与沟通交流,推动各创新主体快速

获得需求信息,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不确定性

与机会成本,为其技术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

更为精准的信息依据。 二是从投入角度看,沿
线各国通过合作网络获得更多外部创新资源和

新知识,对内外部创新资源和知识的整合有助

于催生新思想、新视角和新方法,能够进一步形

成协同创新合力[27]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协同,
促进更多颠覆性技术的产生,推动实现技术

追赶。
综上,提出假设 H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数字科技合作对技术追赶的影响,主要通过创

新链上、中、下游对应的基础研发、技术转化和

技术应用等机制实现。
3. 理论框架

根据以上论述,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图 1)。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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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1. 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技术差距(GAP)
结合权威文献发现,使用劳动生产率比值

作为技术差距的代理指标是现有相关量化研究

的主流做法[28] 。 目前,学术界主要使用劳动生

产率、专利数量、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指

标衡量技术水平[29-30] ,然而在不同国家技术水

平的测算中,每个国家的专利申请口径和专利

质量等差异性较大,使用专利数量的比值可能

难以客观反映沿线国家与前沿国家之间的技术

差距;研发投入仅能反映技术研发的投入情况,
无法衡量技术产出情况,难以综合量化技术水

平和技术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对数据的质量要

求较高,使用该比值衡量技术差距可能会缺乏一

定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相对来说,劳动生产率采

用实际 GDP 与劳动力人数的比值计算得到,测
算过程较为稳定,能够综合反映国家之间的技术

差距。 为此,借鉴孙浦阳等的做法[31] ,采用实际

GDP 与劳动力人数的比值计算各国每年的劳动

生产率。 然后,将美国视作前沿国家,采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作为

技术差距的代理变量。 技术差距的计算公式为:
GAP it =TechBR it / TechUt (1)

式中:GAP it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i 国在 t 年
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该值越大,表明该国的

技术水平与前沿国家差距越小;TechBR it 为 i 在
t 年的劳动生产率;TechUt 为前沿国家在 t 年的

劳动生产率。
( 2 ) 解 释 变 量: 数 字 科 技 合 作 深 度

(PAGERANK)
借鉴 Brin 等的做法[32] ,采用 PAGERANK

中心度来衡量“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数字科

技合作网络中的合作深度。 网络中心度指标能

够有效反映一国在数字科技合作网络中是否处

于中心位置,客观衡量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的

密切程度和影响力大小。 PAGERANK 中心度

的优点在于能够更好地衡量一国在合作网络中

的影响力,不但能够反映这些国家在数字科技

合作网络的“中心枢纽”程度,同时还能显示国

与国之间合作的“近朱者赤”特征。 PAGERANK

中心度的衡量步骤具体如下:第一,根据《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

业统计分类(2021)》 等官方文件,界定与数字

科技、数字技术等相关的关键词;第二,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通过 Python 批量抓取

与数字技术关键词相关的论文,然后使用文本

分析得到不同沿线国家之间数字科技论文合作

的数量并生成每一年的合作矩阵;第三,根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数字科技合作矩

阵, 使 用 Gephi 软 件 测 算 每 个 国 家 的

PAGERANK 中心度,该指标的值越高,表明一

国在合作网络中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更为密切,
且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

(3)控制变量

首先,基于差距视角从经济、产业、资本、教
育和政府投入维度控制“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与前沿国家的人均 GDP (GDPER)、工业产值

( INDUSTRY)、资本存量(CAPITAL)、初等教育

入学情况(PAT)和政府支出(EXP)的比值。 其

次,控制其他对技术差距存在重要影响的变量,
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STR)、
外商直接投资( IFDI)、人口密度(POP)、开放

程度(OPEN)和城市化水平(URB)。 最后,控
制年份和国家层面固定效应。

(4)描述性统计

上述各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2. 计量模型

为检验数字科技合作能否推动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追赶,借鉴已有文献,设
定如下计量模型:
GAP it =β0 +β1PAGERANK it+∑iβiX i+γi+λ i+εit

(2)
式中:PAGERANK 为数字科技合作深度;X i 为

控制变量;γi 和 λ i 分别为国家和年份固定效

应。 根据理论假设,若 β1 的系数为正,则表示

数字科技合作能够有效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

差距,推动实现技术追赶。
3.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涵盖“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教
育、技术等数据。 对于存在少量缺失数据,利用

线性插值外推法进行补全。 剔除数据严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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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类型 具体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AP 被解释变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生产率与前沿
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比值

1
 

428 0. 19 0. 25 0. 00 2. 16

PAGERANK 解释变量 数字科技合作网络中的 PAGERANK 中心度 1
 

428 0. 01 0. 01 0. 00 0. 03

GDPER

INDUSTRY

CAPITAL

PAT

EXP

STR

IFDI

POP

OPEN

URB

控制变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 GDP 与前沿国
家人均 GDP 的比值

1
 

428 0. 19 0. 27 0. 00 2. 0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产值与前沿国
家工业产值的比值

1
 

428 0. 03 0. 14 0. 00 1. 6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存量与前沿国
家资本存量的比值

1
 

428 0. 02 0. 13 0. 00 1. 5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与
前沿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比值

1
 

428 0. 15 0. 44 0. 00 4. 5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支出与前沿国
家政府支出的比值

1
 

428 0. 01 0. 06 0. 00 0. 7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业占比与前沿
国家服务业占比的比值

1
 

428 0. 58 0. 15 0. 16 1. 44

外商直接投资 10 亿美元 1
 

428 7. 16 28. 56 -294. 20 344. 08

总人口数与总面积数的比值(人 / km) 1
 

428 243. 26 804. 50 1. 76 8
 

241. 85

进口贸易、出口贸易总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 1
 

428 1. 02 0. 66 0. 20 5. 15

城市化率 1
 

428 58. 00 21. 61 10. 64 100. 00

的国家样本后,得到 10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 2010—2023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基准回归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科技合作对技

术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 2。 其中,列(1)
通过最小二乘法检验数字科技合作对技术差距

的影响;列(2)加入国家固定效应;列(3)在其

基础上加入时间固定效应,且在列(3) 基础上

将模型估计的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国家层面。 列

(1)至列(4)中,PAGERANK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正,表明数字科技合作能够显著缩小“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 实证

结果证明,数字科技合作能够推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实现对前沿国家的技术追赶,验证了

假设 H1。

2.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处理

该研究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会导致内生性问

题:其一,随着“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前沿国

家技术差距缩小,会反向要求进一步强化与中

国的数字科技合作,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其二,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基于国家层面,可能会

受到其他因素干扰。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采用

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 参考 Goldsmith-Pinkham
等的份额移动法( Bartik) [33] ,使用初始年份数

字科技合作深度与所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数字经济增长率的乘积 BARTIK 生成工具变

量。 该变量通过初始值与总样本增长率虚拟构

建每一年的数字科技合作深度估计值,数字科

技合作深度的初始值大小反映了其在网络中与

其他国家的合作程度,初始值越高,代表后面的

数字科技合作越密切,因此构建的工具变量与

表 2　 数字科技合作对技术差距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PAGERANK 0. 507
 

7∗(0. 091
 

8) 0. 341
 

6∗∗(0. 017
 

7) 0. 427
 

9∗∗∗(0. 002
 

9) 0. 427
 

9∗∗(0. 012
 

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N 1
 

428 1
 

428 1
 

428 1
 

428

R2 0. 969
 

1 0. 998
 

1 0. 998
 

2 0. 998
 

2

　 　 注:∗ 、∗∗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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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数字科技合作深度相关,符合相关性条件。
此外,工具变量通过初始值与总样本平均增长

率构建,对单独一个国家来说是外生的,符合外

生性要求。
根据上述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最小二乘回归

(表 3)可知,Anderson
 

LM 统计值为 38. 48,在
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

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39. 27,
大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 F 检验 10%水平上

的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列

(1)显示,工具变量 BARTIK 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

相关性;列( 2) 中,PAGERANK 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上述

实证检验从计量角度再次证明所选工具变量的

合理性。
(2)稳健性检验

①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也实证检验其

他反映数字科技合作深度的变量,即采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前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

比值 TFP 替 换 被 解 释 变 量。 列 ( 3 ) 中,
PAGERANK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②替换解释变量。 采用权威中心度 AUTH

和枢纽中心度 HUB 衡量数字科技合作深度,列
(4)(5)中,AUTH 和 HUB 的回归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③滞后期处理。 考虑到数字科技合作对技

术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也为部分缓解

双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对解释变量进行滞后

一期处理。 列 ( 6) 中,数字科技合作滞后项

PAG 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④缩小时间样本。 根据“一带一路” 倡议

提出时间, 将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缩短为

2013—2022 年。 结果显示,DC 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缩小时间样本后,实证结

果依然稳健。
3. 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部分表明,数字科技合作可以通

过创新链上、中、下游对应的基础研发、技术转

化和技术应用提升机制激发“链式创新效应”,
缩小“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

差距。 为验证上述影响机制, 借鉴已有文

献[34] ,构建以下模型进行验证:

Mit = β0 + β1DC it + ∑ i
βiX i + γi + λ i + εit

(3)

式中:M 为中介变量,即基础研发、技术转化和

技术应用的代理变量,其他符号含义均与式

(2)一致。
一是创新链上游 基础研发提升机制。 采

用论文发表数量的对数 PAPER 作为创新链上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PAGERANK (2)GAP (3)TFP (4)GAP (5)GAP (6)GAP (7)GAP

PAGERANK 4. 122
 

1∗∗ 0. 628
 

1∗∗∗ 0. 249
 

4∗∗

(1. 873
  

3) (0. 004
 

5) (0. 038
 

2)

BARTIK 0. 169
 

9∗∗∗

(0. 027
 

1)

AUTH 0. 036
 

3∗∗∗

(0. 002
 

8)

HUB 0. 032
 

8∗∗∗

(0. 007
 

0)

PAG 0. 305
 

4∗∗

(0. 022
 

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326 1
 

326 1
 

428 1
 

428 1
 

428 1
 

326 1
 

122

R2 0. 399
 

8 0. 966
 

7 0. 756
 

5 0. 998
 

2
 

0. 998
 

2 0. 998
 

5 0. 9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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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代理变量,这样做的理由是创新链上游的

主要作用是产生知识创新,体现了该国的基础

研发能力,而论文数能够综合反映基础科研水

平并衡量知识创新程度。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的论文数据来源于 SJR 数据库。 表 4 列(1)
得到 PAGERANK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表明数字科技合作能够通过创新链上

游提升机制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追赶。
二是创新链中游 技术转化提升机制。 采

用专利数量的对数 PATENT,作为创新链中游

的代理变量。 创新链中游作用是通过对创新链

上游知识成果的承接,实现从基础知识到应用

技术的转化,以产生更多应用技术创新,因此,
使用专利数能够衡量一国的应用技术转化和创

新能力,从而能更好地体现创新链中游。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利数据来源于 WIPO 数

据库,表 4 列(2)得到 PAGERANK 的回归系数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科技合作

能够通过创新链中游提升机制缩小与前沿国家

的技术差距,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

术追赶。
三是创新链下游 技术应用提升机制。 采

用高新技术产业占比 TECH 作为创新链下游的

代理变量,创新链下游的职能是通过对创新链

中游的应用技术进一步转化,促进技术应用于

生产,从而实现技术创新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因此,采用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能够更好地反映

技术创新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当更多技术

应用于产业市场,高新技术产业的占比将会上

升。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占

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表 4 列(3)得

到 PAGERANK 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表明数字科技合作能够通过创新链下

游提升机制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追赶。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共同验证了假设 H2。
4. 异质性分析

(1)国家规模异质性

因基础条件和承载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不同规模国家数字科

技合作的规模、合作潜力等存在较大差异。 为

此,借鉴欧阳峣等的做法[35] ,从经济规模和市

场规模来探讨国家规模异质性。 其中,经济规

模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年实际 GDP 总

额作为代理变量;市场规模借鉴张可等的做

法[36] ,使用最终消费品总额作为代理变量。 之

后,按照国家规模指标的平均值进行分组回归。
实证结果由表 5 所示,PAGERANK 的回归

系数仅在国家规模和市场规模较大的分组中显

著为正,在国家规模和市场规模较小的分组中

不显著。 该实证结果出现的可能原因如下:在
数字科技合作网络中,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对

数字技术的需求更大,而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

能够投入更多资金、人力等资源发展数字技术。
根据梅特卡夫法则①,国家规模优势能够率先

推动数字技术越过某一阈值,从而实现技术的

非线性提升,推动技术追赶。 从合作视角来看,
规模较大国家的数字技术相对较为领先,因而

优先与其他较大规模国家合作实现技术追赶,
可能存在国家规模同群效应;相对来说,规模较

小国家可投入的资源相对较为缺乏,且难以在

数字科技合作网络中获取足够的创新资源,技
术追赶变得更加困难。

表 4　 数字科技合作的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1)PAPER (2)PATENT (3)TECH

PAGERANK 22. 997
 

5∗∗∗(0. 000
 

0) 20. 965
 

0∗∗∗(0. 000
 

0) 4. 381
 

6∗(0. 061
 

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1
 

428 1
 

428 1
 

428
R2 0. 987

 

6 0. 920
 

8 0. 95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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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特卡夫法则”是指当网络用户超过一定临界值后,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网络节点)平方的速度增长,其外部作用呈现

非线性边际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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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国家规模与数字基建水平异质性

变量
(1)经济规模 (2)市场规模 (3)数字基建水平

大 小 大 小 高 低

PAGERANK 1. 139
 

9∗∗∗ 0. 126
 

2 0. 867
 

4∗∗∗ 0. 185
 

9 0. 524
 

4∗∗ -0. 005
 

2

(0. 000
 

0) (0. 457
 

0) (0. 000
 

2) (0. 289
 

6) (0. 033
 

2) (0. 913
 

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64 1
 

164 292 1
 

136 766 662

R2 0. 998
 

9 0. 998
 

1 0. 998
 

9 0. 998
 

2 0. 998
 

1 0. 999
 

0

　 　 (2)数字基建水平异质性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科技合作的基础

和前提条件,不同数字基建水平的国家在数字创

新合作网络过程中获得的技术追赶效果可能存

在较大差异。 对该异质性的研究能够启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嵌入数字创新合作网络,取得更大范围的合作。
为此,借鉴戴魁早等的做法[37] ,采用互联网普及

率平均值作为数字基建水平的分组依据。
实证结果由表 5 所示,PAGERANK 的回归系

数仅在数字基建水平较高的分组中显著为正,在
数字基建水平较低的分组中不显著,这表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科技合作对技术追赶的

影响仅在数字基建水平较高的国家显著存在。
该实证结果出现的可能原因是:数字基建水平提

升使技术发展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能够提升技

术获取机会。 一方面,数字基建水平的提高带来

了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因而能够在数字科技合

作中吸引更多知识信息,获得更多技术溢出。 另

一方面,根据梅特卡夫法则,数字基建日益完善

能促进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网络节点的增加具

有数据倍增效应,推动区域间数字科技合作和

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为获取外部技术和补充自

身技术短板提供了更多机会,从而有效缩小与

前沿国家技术差距。 相对来说,数字基建水平

较低的国家则难以获取足够的信息和知识,嵌
入数字创新网络困难,与其他国家的数字科技

合作不足导致无法顺利实现技术追赶。

五、进一步研究

1. “一带一路” 数字科技合作中的中国

角色

异质性研究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数字科技合作网络中,存在两类国家的整体

技术追赶效果不显著:一类是国家规模和市

场规模较小的国家,另一类是数字基础设施

水平较低的国家。 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这

些国家可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失去发展

机遇掉入技术鸿沟? 换一个角度看,这些国

家是否能够通过与沿线大国的数字科技合

作来突破当前的发展困境? 亦或作为“ 一带

一路”数字科技合作的核心推动者和沿线重

要大国,中国在这一进程中能否发挥独特作用?
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为实证检验中

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数字科技合作是

否能够推动实现技术追赶,将中国与这些国家

的数字科技合作 CONN 作为解释变量代入回

归模型:
GAP it =β0 +β1CONNit+∑iβiX i+γi+λ i+εit (4)
借鉴王贤彬等的做法[38] ,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科技合作 CONN 采用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论文合作数量

对数来衡量。
实证结果如表 6 所示,总样本中 CONN 的

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国

能够通过数字科技合作帮助“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有助于缩小其与前沿国家

的技术差距,对其技术追赶产生“拉拔效应”。
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市场规模与经济规

模大小或是数字基建水平高低,CONN 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中国与不同异质性分

组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数字科技合作所产

生的“拉拔效应” 具有普惠性。 通过不同分组

间的对比发现,中国对市场规模与经济规模相

对较小和数字基建水平相对较低国家的“拉拔

效应”反而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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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国与沿线国家数字科技合作对技术差距的影响

变量 总数据
(1)经济规模 (2)市场规模 (3)数字基建水平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CONN 0. 213
 

5∗∗∗ 0. 077
 

5∗∗ 0. 257
 

5∗∗∗ 0. 055
 

2∗ 0. 305
 

7∗∗∗ 0. 177
 

9∗∗∗ 0. 219
 

7∗∗∗

(0. 000
 

0) (0. 027
 

5) (0. 000
 

0) (0. 077
 

2) (0. 000
 

0) (0. 000
 

0) (0. 000
 

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组间差异 3. 29∗ 4. 89∗∗ 2. 82∗

N 1
 

414 250 1
 

164 278 1
 

136 752 662

R2 0. 998
 

3 0. 999
 

0 0. 998
 

2 0. 999
 

0 0. 998
 

3 0. 998
 

1 0. 999
 

0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科技

合作能够产生技术追赶“拉拔效应”,其关键原

因在于“一带一路” 数字科技合作中的中国角

色:其一,根据《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

(TIMG
 

2024)》,技术领先国家与数字基础薄弱

国家间的合作往往能产生较大的技术溢出效

应[39] 。 中国在 5G、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领域

的前沿地位,为合作国提供了显著的技术外溢

红利。 其二, 通过基础设施共建 ( 如海底光

缆)、数据标准互认(如跨境数据流动协议)和

创新资源共享(如联合实验室) 三位一体的合

作模式,这些国家能够依托中国的数字经济规

模优势,在特定产业链环节实现专业化跃升,产
生“小国大市场”的分工效应。 其三,作为“数

字丝绸之路”的倡导者,中国秉持的“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创造了新型国际合作范式,这种基

于平等互利的合作机制,能够实现互惠共生,推
动大国小国共同发展[40] 。

2. 文化差异与制度差异对“拉拔效应”的

影响

在跨国科技合作研究中,文化差异与制度

差异被证实是影响合作效能的关键变量[41-42] 。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国家间的规制差异、规
范差异和认知差异会显著改变技术转移的边际

成本。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

共建国家加强了文化交流,并通过数字丝绸之

路等机制建立了制度化的互信合作框架(如中

国 东盟数字合作备忘录),但在科技合作中仍

存在两个有待深化的问题:第一,文化差异和制

度差异影响“拉拔效应” 的机制;第二,在发挥

“拉拔效应”的过程中,合作国家的市场规模和

经济规模大小及数字基建水平对文化差异和制

度差异的敏感程度是否不同。
为回答上述问题,采用文化距离和制度距

离来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之间的

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对不同分组国家进行实

证研究。 首先,文化距离采用 Kogut 等的方

法[43] ,制度距离根据宋灿等的方法[44] 。 然后,
根据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中位数取

值,大于中位数取 1,否则取 0。 最后,将文化差

异 CUL 与制度差异 POL 作为调节变量 Z 代入

回归模型:

GAP it = β0 + β1CONNit + β2CONNit × Z it +

β3Z it + ∑ i
βiX i + γi + λ i + εit (5)

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从总样本看,
列(1)(2)中,文化差异、制度差异与数字科技

合作交互项 CULCONN 和 POLCONN 的系数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该结果表明,从整

体上看,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的减少会促进中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拉拔效应”。 可

能原因是,文化差异的缩小使双方更易达成共

同的合作理念,为数字科技合作提供基础条件;
合作双方制度差异的缩小意味着政府政策和治

理水平相近,能够有效增加双方基于信任和规

则所能产生的合作成果,降低合作风险和不确

定性,间接减少合作成本,加强了数字科技合作

对技术追赶的“拉拔效应”。
此外,进一步对不同异质性分组国家进行

实证检验。 通过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分组检

验发现,文化差异、制度差异与数字科技合作的

交互项在规模较小的国家更为显著。 可能原因

是,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较大的“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综合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对接近,拥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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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基础,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相关配套设施、
贸易往来、产业合作交流可能更为频繁,且通过

企业、民间等交流与合作建立较为密切的内部

关联和纽带关系,从而削弱了文化差异和制度

差异带来的负向影响。 而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

较小的国家由于与中国差距相对较大,合作基

础相对较为薄弱,文化和制度差异的缩小能够

显著改善双方的合作对接和技术联系,强化中

国对这些国家的“拉拔效应”。 从数字基建水

平异质性分组实证检验结果来看,文化差异和

制度差异对数字基建水平较高国家“拉拔效

应”的影响更为显著。 可能原因是,数字基建

水平较低的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较低,与中国的

网络联通性较弱,数字科技合作很大程度上通

过共同构建实验室、科研机构等线下方式进行;
数字基建较好的国家与中国的线上合作交流更

为频繁,因而受到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的影响

更为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广

大后发国家带来“换道超车” 这一重要历史机

遇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及后发国

家自身发展局限与创新资源的不足,可能会引

发新的“技术鸿沟”。 因此,在“数字丝绸之路”
背景下探讨沿线国家数字科技合作中的技术追

赶能够提供新的解题路径。 为此,基于 2010—
2023 年 102 个沿线国家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

字科技合作对技术差距的影响。
研究发现:其一,“数字丝绸之路”背景下,

数字科技合作能够有效推动“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实现技术追赶。 具体表现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通过深化数字科技合作网络实现协同

创新和共同发展,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
其二,数字科技合作对技术追赶的影响存在基

础研发、技术转化和技术应用等提升机制。 从

创新链视角看,数字科技合作推动知识、信息等

要素在创新链上、中、下游自由流动,通过基础

研发、技术转化和技术应用能力等提升机制激

发“链式创新效应”,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 其三,数字科技

合作对技术追赶的影响存在国家规模和数字基

建水平异质性。 数字科技合作存在规模效应,
国家规模和数字基建水平较高的国家能够在数

字科技合作网络中实现技术追赶,而国家规模

和基建水平较低的国家则难以实现技术追赶。
其四,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科技

合作的核心推动者,能够发挥“拉拔效应”,带
动其实现技术追赶。 通过异质性分组回归发

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科技合

作无论在经济规模、市场规模和数字基建水平

高、低分组,均能够显著缩小这些国家与前沿国

家的技术差距,且“拉拔效应” 具有普惠性,分
别在国家规模较小、数字基建水平较低国家能

产生更强的效应;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的缩小

能够显著强化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拉拔效应”,且这种强化效果分别在国家规模

较小、数字基建水平较高的国家更为显著。
此次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科技合作与技术

追赶相关领域的文献,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如何追赶前沿国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
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持续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

科技合作,推动实现技术追赶。 促进“一带一

路”数字科技合作,重点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

上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积极实施数字国

际贸易等诸边协议,推广 e-WTP 合作机制,以
形成全球数字国际贸易平台[45] 。 一是完善数

字科技合作顶层战略设计,坚持数字命运共同

体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数字丝

绸之路”倡议下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数字科

技共建战略,明确发展目标及合作共建各方职

责,构建多层次合作实施路径,推动并协调沿线

各国共享数字科技发展红利,共同实现技术追

赶。 二是加强双边与多边协调机制,建立常态

化协商渠道,使沿线各国保持有效的政策沟通

和战略协同,完善数字科技合作治理机制,推动

构建各国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

“一带一路”数字科技合作治理体系,促进沿线

国家间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是提升资

源共享机制,加快构建“一带一路”数字科技平

台,推动信息和数据等创新资源互联互通,进一

步加强企业、高校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国际合作,
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等方式鼓励更多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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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主体实现高水平开放,促成创新要素协

同集聚,推动数字科技的共享、共建、共研,实现

数字科技的共同发展。
第二,激活数字科技合作 “ 链式创新效

应”,通过全链条合作加速沿线国家技术追赶。
数字科技合作能够通过提升创新链的上、中、下
游对应的基础研发、技术转化和技术应用机制,
推动实现技术追赶。 一是提升创新链上游的基

础研发能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创

新。 应进一步打造数字科技联合研发体系,支
持共建实验室和研发中心,促进技术协同创新,
积极扩大数字科技人员交流与学术交流,促进

数字知识的跨国流动,推进知识的共研与共享,
通过数字知识跨区域整合推动实现沿线国家知

识多元化,快速提升基础研发能力。 二是促进

创新链中游的技术转化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合

作效率。 建立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实

验设备、专业数据库、文献资料等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机制,制定

统一的技术转移标准与流程;搭建数字科技成

果转化平台,提供技术评估、交易对接等专业化

服务。 三是增强创新链下游的技术应用能力,
促进技术成果在市场中的推广与使用。 沿线各

国需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放、合作力度,促进市场

数据和技术信息的跨国界、跨机构、跨领域的流

通和整合,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统一市场合作

共建,开放与共享应用场景,提升各国技术应用

能力。
第三,发挥“一带一路” 数字科技合作的

“拉拔效应”,共建国家牵手跨越技术鸿沟。 中

国与沿线国家需要共同努力,提升数字科技合

作的拉拔力度。 一是中国需进一步强化自身拉

拔能力:一方面,提升自身数字科技水平,重点

在基础层的关键数字技术上进行布局和发力,
采取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

攻关,补齐技术短板;另一方面,作为“一带一

路”大国和“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国,鼓励更多

数字龙头企业、科研机构积极走出去,在共建国

家建立数字产业园区、实验室等联合机构,带动

当地数字科技发展。 二是沿线各国应深化与中

国的数字科技合作。 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规

模较小和数字基建水平较差的沿线国家相对较

难实现技术追赶,其应更为重视与中国的数字

科技合作。 一方面,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数字科

技合作可以拓展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突破国

家规模的局限。 通过多边数字科技合作平台建

立“一带一路”统一市场,能够改善规模较小沿

线国家的“数据孤岛”现状,使其能够分享统一

平台带来的市场规模优势。 通过提升沿线国家

与中国相互开放力度,进一步深化数字产业链

分工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区域数字科技与数

字产业链对接,共建跨境数字科技产业链合作

体系,将沿线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互补性转化为

发展的互助力,突破沿线国家规模局限。 另一

方面,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快提升数字基建水

平,完善配套支撑体系,为双方技术对接创造有

利条件。 三是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共同缩小双边

文化、制度差异。 应拉紧双边文化交流纽带,尊
重当地文化,以“求同存异” 为指针,推动双边

文化相互融合,构建人文内涵丰富的“一带一

路”数字科技合作。 同时,也应加强中国与沿

线各国间数字政策、规则、制度等的有效对接与

沟通协调,推动实现政策互信、规则共建和制度

互认,合力破解阻碍数字科技合作的制度性壁

垒,为双边数字科技合作发展提供坚实有效的

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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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new
 

round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omoting
 

common
 

development
 

and
 

narrowing
 

the
 

technological
 

gap
 

with
 

frontier
 

countries
 

through
 

high-level
 

cooperation
 

is
 

a
 

key
 

path
 

for
 

the
 

majority
 

of
 

latecomers
 

to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 Digital
 

Silk
 

Road ”
 

Initiative,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2010
 

to
 

2023
 

at
 

the
 

country
 

level
 

along
 

“ the
 

Belt
 

and
 

Road”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on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its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 the
 

Belt
 

and
 

Road”
 

can
 

promote
 

the
 

narrowing
 

of
 

the
 

technological
 

gap
 

with
 

frontier
 

countries
 

and
 

facilitate
 

technological
 

catch-up.
 

Second,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mainly
 

affects
 

the
 

enhancement
 

mechanisms
 

such
 

as
 

bas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o
 

stimulate
 

the
 

“chain
 

innovation
 

effect”,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catch-up
 

by
 

enhancing
 

the
 

level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Thir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on
 

technological
 

catch-up
 

is
 

significant
 

in
 

larger-scale
 

countries
 

and
 

those
 

with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long
 

the
 

route.
 

Fourth,
 

as
 

the
 

core
 

driver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hina
 

can
 

exert
 

a
 

“pulling
 

effect”
 

to
 

driv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catch-up.
 

The
 

narrowing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China’ s
 

“ pulling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catch-up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smaller-scale
 

countries
 

and
 

those
 

with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refore,
 

countries
 

along
 

“ the
 

Belt
 

and
 

Road”
 

need
 

to
 

deepen
 

digit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optimize
 

strategic
 

layout,
 

strengthen
 

innovation
 

resource
 

sharing,
 

and
 

enhance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common
 

leapfrogging
 

of
 

technological
 

gaps
 

and
 

achieve
 

technological
 

catch-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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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王建华,金欣怡,顾雨桐

(江南大学商学院)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风险交织下,粮食安全脆弱性日益凸显,提升粮食生产

韧性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任务。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农业数字化发展的核心载

体,为粮食生产韧性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基于 2010—2023 年中国 287 个地级市面板数

据,以“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深入探究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

粮食生产韧性的提升,且通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技
术创新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农业保险补偿效应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粮食生产韧性

的重要传导渠道,其中技术创新依托算力与信息共享推动农技研发扩散,优化要素配置效

率;人力资本通过倒逼与激励双路径,推动劳动力技能升级;保险补偿借助数字技术缓解

信息不对称,提升理赔效率,筑牢灾后资金缓冲屏障。 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对沿海地区、高等级城市、地势平坦地区及 2015 年之后的粮食生产韧性促进效应更强。
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与农业科技、人力资本和风险保障体系的协同发展,优化

数字资源区域配置,提升数字技术对粮食生产的精准赋能能力,为增强粮食生产韧性和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政策支持。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粮食生产韧性;技术创新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农业保险补偿效应

一、引　 言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 粮食安全始终是党

和国家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尤其是在当前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形势愈发复杂,全球粮

食贸易体系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依靠自己力

量端牢饭碗” [1]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近年来,全球粮食市场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地
缘政治冲突频发,部分粮食主产国基于国家安

全考量出台出口限制政策;能源价格波动推高

粮食运输成本,使全球粮食供应链的脆弱性凸

显。 此外,大国博弈在农业领域的竞争加剧,凭
借技术、资本和规则优势,发达国家在全球粮食

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

家的粮食安全形成潜在挤压。 在外部环境日趋

复杂的背景下,我国粮食单纯依赖国际市场调

剂余缺的风险不断上升,立足国内保障粮食供

给的战略意义愈发关键。 2026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稳定发展粮油

生产,“粮食产量稳定在 1. 4 万亿斤左右。 坚

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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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促进良

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

积提单产” [2] ,这一刚性目标直接体现了粮食

生产从“增量扩张”向“韧性提升”战略转型的

紧迫性。 然而,我国粮食生产正面临资源约束

趋紧、生态退化加剧与极端气候频发等多重压

力,传统依赖要素投入的增产模式已逼近边际

效益拐点,难以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 因此,增
强粮食生产韧性、降低产量波动幅度、缩短产出

恢复周期、提升整体适应能力是突破粮食可持

续发展瓶颈的核心命题[3] 。 围绕该议题,学界

已从气候变化[4] 、作物多样性[5] 、金融支持[6] 、
科技创新[7] 、产业链发展[8] 等方面展开了深入

探讨,揭示了影响粮食生产韧性的关键因素及

其作用机制。
为应对粮食生产面临的多重外部冲击,我

国农业数字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其中以宽带

网络、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

农业领域数字技术扩散和应用提供了必要的物

质条件,日趋完善的网络覆盖和算力供给成了

推动农业数字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9-10] 。 通过

打破信息时空壁垒、优化生产资源配置并提升

技术服务可及性,数字基础设施为粮食生产韧

性提升提供了转型机遇。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

看,学界主要围绕农业数字化进程,从基础设施

建设到数字化应用拓展等不同阶段,对其经济

效应展开了多维度探讨。 一是直接聚焦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分析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多重

影响。 如邓荣荣等基于“宽带中国” 政策冲击

发现,数字基础设施通过缩小数字鸿沟和促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方式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

收入水平,并呈现区域异质性和正向空间溢出

效应[11] 。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相关

视角进一步延伸至农业产业体系层面,如陈洁

梅等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推动农业产

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且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水

平地区及粮食主产区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12] 。
在微观层面,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

了涉农企业价值,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研发

能力提升、数字技术应用强化及经营管理模式

的数字化转型[13] 。 二是从数字化应用拓展的

视角出发,学界探究了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对农

业生产及其相关经济效应的重要作用,如刘艳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能够

通过优化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带动区域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14] 。 在此基础上,唐建军等利

用地级市面板数据,进一步指出数字普惠金融

的使用深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尤

为突出[15] 。 从生产效率到农户收入,数字经济

的影响逐渐被揭示。 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户创业

行为和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16] ,但也拉大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17] 。
与此同时,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的发

展对粮食安全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数字经济

的发展能够催生“数字红利”,通过缓解农业劳

动力错配、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强化农业产业韧

性[18] ,从而为粮食生产应对外部冲击提供坚实

的技术支撑,对粮食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

面,数字经济在农业与非农部门间的不均衡渗

透,可能会加剧“数字鸿沟”,不仅会引发农业

生产要素向非农部门流动的“虹吸效应”,还可

能在农业内部诱发“投入非粮化” [19] ,即农户

在不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前提下,将更多生产

要素投入非粮作物,进而导致粮食作物的占比

下降,对粮食安全产生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虽从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与数字化应用拓展两个维度对农业生产发展

的关系做了丰富探讨,但研究重心多集中于数

字化应用对农业效率、农户收入及产业发展的

影响,鲜有文献将数字基础设施和粮食生产韧

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鉴

于此,利用 2010—2023 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

据,以“宽带中国” 战略为准自然实验切入,构
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与粮

食生产韧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与既有研究相

比,此次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从数

字基础设施视角切入,系统探讨其对粮食生产

韧性的影响,不仅丰富了粮食生产韧性的相关

研究,更为政策实施提供新的实证支持。 第二,
相较于以往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此次研

究对全国 287 个地级市的粮食生产韧性进行测

度,提供了更为精准的实证证据。 第三,从技术

创新、人力资本和农业保险补偿等方面分析了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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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并对不同地理区位、城市等级、地形条件和

时间等维度的异质性进行进一步考察,从而揭

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同情境下对粮食生产

韧性的作用。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字基础设施对粮食

生产韧性的影响可从生产过程的关键约束环节

展开。 具体而言,粮食生产韧性的提升不仅取

决于生产函数水平,还受到技术吸收效率与风

险暴露程度的制约,由此,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

作用可归结为 3 个相互衔接的环节:在生产环

节,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函数外移,为粮食生产提

供持续的技术支撑;在要素配置环节,人力资本

提升技术吸收与应用效率,促进创新成果向现

实产出转化;在风险应对环节,农业保险补偿能

力通过损失补偿和风险缓释,增强粮食生产系

统应对冲击后的恢复能力。 三者层层递进,从
能力提升、要素转化到风险保障,共同促进粮食

生产韧性的提升(图 1)。
1. 直接效应

在高度不确定的自然环境与市场条件下,
粮食生产韧性的核心不在于完全规避风险,而
在于粮食生产系统面对外部冲击的吸收、调整

与恢复能力[20] 。 基于韧性分析,影响系统韧性

的关键因素并非单一生产要素投入,而是能够

在冲击发生前降低风险暴露、在冲击发生后缓

解冲击强度的核心保障要素[21] 。 在农业生产

中,信息不充分、市场价格波动及气候不稳定等

因素都会增加交易成本和决策偏差,从而放大

外部冲击对粮食产出的影响,而数字基础设施

作为新型公共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

特征[22] ,能够持续改善农业生产的信息获取、
传递和处理能力,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

成本,不仅可以提升生产主体在面对气候波动、
市场价格变化及供需冲击时的预测与决策能

力,还可优化决策过程,使生产者在投入选择、
种植结构调整和风险管理上采取更为科学的策

略。 因此,在多重外部冲击发生前,数字基础设

施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市场可视性,为农业

生产提供有效的风险缓冲;在多重外部冲击发

生后,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具有长期性和外溢性

的公共投入,在粮食生产的动态调整和恢复过

程中持续发挥作用,增强系统吸收能力与恢复

能力。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通过推动生

产组织模式的优化,促进农业生产主体之间的

信息共享和协同作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

增强生产环节间的联动性,提高粮食生产应对

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与抗风险水平[23] 。
基于此,提出假设 H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显著促进粮食生产韧性的提升。
2. 技术创新效应

从生产函数出发,技术创新是决定生产函

数外移的基础性因素。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网

络覆盖和算力支撑打通数据流动渠道,为智能

农业技术的集成应用创造基础条件,其改善的

技术环境能够重构农业生产函数,赋能粮食生

产精准智能管控,进而缓解资源错配与环境波

动对粮食生产的冲击,从源头上筑牢粮食生产

韧性。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

图 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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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核心动力[24] ,而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技术

应用与扩散的基础平台,是推动农业技术创新

的重要载体[25] 。 一方面,高速网络与数据中心

打破传统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使高校、企业等

机构能够高效地获取、存储并传输科研数据与

信息,从而促进不同机构间的资源互补和优势

共享, 为科研合作及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支

持[26] 。 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算力能够支

持大数据分析与复杂算法模型运行,有效整合

碎片化知识资源,构建系统化知识体系,从而为

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强大支撑。 这种由基础设施

赋能技术进步所蕴含的“创造性破坏”机制,进
一步加速了农业新旧动能转换,成为推动农业

生产模式重塑的关键力量[27] 。 传统依赖经验

决策的粗放型生产模式被数据驱动的精准农业

所替代,同时,智能农机协同作业、区块链溯源

等新业态的兴起倒逼生产要素配置与组织结构

进行系统性革新[28] 。 从短期来看,物联网实时

监测、灾害智能预警等技术直接提升生产系统

的风险缓冲能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效[29] ;从长

期来看,技术代际更替迫使传统产业模式解构

重组,推动粮食生产从依赖事后补救的“被动

防御”转向依托前瞻创新的“主动适应” [30] ,进
而促进粮食生产韧性的提升。

 

基于此,提出假设 H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增强粮食

生产韧性。
3. 人力资本效应

从要素转化过程看,人力资本是连接技术

供给与生产实践的关键环节。 根据卢卡斯模

型,人力资本积累决定技术进步的实现程度,并
通过知识外溢促进技术扩散与应用,进而影响

技术转化效率。 在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下,技术

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数
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升了人力资本的质

量与配置效率,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塑,
为粮食生产韧性的提升提供内在动力。 数字经

济的崛起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
据技术变革与劳动力需求理论,大数据、区块链

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劳动力需求由低技能向

高技能转变,进而对传统低技能劳动力形成替

代效应[31] 。 这种由技术迭代引发的劳动力市

场变化,倒逼人们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从
而加速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 与此同时,数字

基础设施的广泛覆盖为农业知识的传播与技能

的获取创造了基础条件,尤其是政府高度重视

数字经济发展,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
效打破了传统农业技术推广的时空限制,使得

更多人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远程教育等途径获

得新知识、新技术,从而有效促进人力资本的持

续改善[32] 。 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存量

增长和质量提升是驱动生产力进步、劳动效率

提升的关键动力[33] ,这一理论在农村地区尤为

突出[34] 。 利用气象预警系统、遥感监测等数字

化工具,农户不仅能精准预测并及时应对自然

灾害、病虫害及市场价格波动等各类风险,还能

基于数据分析调整种植结构、优化投入品使

用,灵活运用精准播种、变量施肥灌溉等智

能技术 [ 35] ,在短期内提升粮食产量并减少损

失。 更为重要的是,农户在长期中可通过提

升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增

强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与恢复力,从而有效增

强粮食生产韧性。
基于此,提出假设 H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进而增强粮食生产

韧性。
4. 农业保险补偿效应

在高度不确定的自然与市场环境下,粮食

生产韧性的提升不仅依赖生产能力与要素条件

的改善,还取决于风险冲击发生后,损失能否得

到及时有效的补偿。 作为重要的风险管理工

具,农业保险主要通过大数定理实现农业风险

损失在时空上的有效分散,进而保障农户收入、
维持粮食供给的稳定性[36] 。 数字经济时代,数
字基础设施为大数据、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技术

应用提供网络与算力基础,赋能农业保险的风

险评估、业务管理和理赔服务,提升农业保险补

偿能力,帮助农户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

波动等风险,为粮食生产提供强有力保障。 具

体而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支撑遥感监测、
物联网传感与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有效缓解传

统农业保险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道德风险和

逆向选择问题[37] ,提高风险识别、损失评估和

灾情核验的精准度,从而提升理赔效率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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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网络外部性理论指出,产品或服务的价

值会随着用户的增加而提升[38] 。 在“宽带中

国”战略的推动下,互联网的普及产生了显著

的网络效应,使偏远地区的农户能够更加便捷

地获取保险信息、办理投保业务和申请理赔,降
低保险服务获取成本,从而提高农业风险保险

服务的可得性和理赔效率[39] 。 与此同时,粮食

生产作为高度依赖自然环境和市场变化的产

业,极易受到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市场波动等

风险因素影响。 当风险事件发生后,农业保险

能够通过经济补偿缓解农户收入下降和资金链

断裂压力,避免因流动性约束导致弃耕、减投或

缩减生产规模,从而维持粮食生产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40] 。 特别是在数字基础设施赋能下,农
业保险的风险识别、灾损核定和赔付效率得到

显著改善,能够更加及时地向受灾农户提供补

偿资金,增强粮食生产系统抵御风险冲击和恢

复生产的能力,进而提升粮食生产韧性。
基于此,提出假设 H4: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增强农业保险补偿能力,进而提升粮食生

产韧性。

三、研究设计

1.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粮食生产韧性(RES),衡量

粮食生产系统在外部冲击或内部扰动下,通过

自适应调节维持稳定产出并实现动态恢复的能

力。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粮食生产系统属于典

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其韧性涵盖抵抗、恢复、适
应与转型等多维能力,并最终表现为系统在外

部冲击下维持稳定运行和持续 发 展 的 能

力[20,41] 。 在实证测度方面,现有文献主要聚焦

两类方法:一是指标体系法,从多维视角构建涵

盖抵抗力、恢复力及再造力等维度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以刻画韧性的形成基础及其能力结

构[7] ;二是关键变量法,以粮食产出等核心结

果变量为切入点,通过实际运行状态与潜在趋

势之间的偏离程度,衡量系统在冲击下维持既

有发展路径的能力[4,42] 。 考虑到地级市层面长

期连续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粮食产出能够在

结果层面综合反映粮食生产系统维持生产能力

和应对外部冲击的实际表现,本研究采用关键

变量法,以粮食实际产量与趋势产量的比值测

度粮食生产韧性。 与指标体系法侧重识别韧性

的构成要素不同,关键变量法更加关注粮食生

产系统在外部冲击下的实际运行表现。 对于粮

食生产系统而言,抵抗、恢复、适应与转型等能

力虽然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但最终都会体现

为粮食产出对长期发展轨迹的维持程度。 当粮

食生产系统具备较强韧性时,即使受到自然灾

害、市场波动或其他外部扰动,粮食产出仍然能

够围绕长期趋势水平保持相对稳定;反之,若韧

性较弱,则粮食的实际产出更易持续偏离既有

增长轨道。 因此,实际产量与趋势产量之间的

关系,能够从产出表现层面综合反映粮食生产

系统应对冲击并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具体测度方法上,参考陈有华等的做

法[4] ,采用非参数回归方法构建粮食生产趋势

函数,并基于产出 趋势偏离度模型测度粮食生

产韧性。 与传统的线性或参数化拟合相比,非
参数回归避免预设函数形式,能灵活捕捉技术

进步、政策调整带来的复杂非线性趋势。 具体

方法如下:将各地级市历年的粮食产量数据运

用局部加权散点平滑法进行趋势分解,通过对

历年粮食产量数据进行平滑化处理,能够有效

减少因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粮食产量的年际随

机扰动,从而更为精准地反映粮食生产长期趋

势。 进而通过计算实际粮食产量数据 pi 与趋

势产量数据 P i 的比值量化韧性水平。 当 RES
接近 1 时,说明实际粮食产量与长期趋势产量

基本保持一致,表明粮食生产系统能够有效缓

冲外部冲击并维持既有发展轨迹,粮食生产韧

性较高;当 RES 大于 1 时,说明实际产量高于

长期趋势水平,表明粮食生产系统在面对外部

环境变化时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发展能力,
韧性水平较高;当 RES 小于 1 时,说明实际产

量低于长期趋势水平,表明粮食生产系统受到

冲击后未能维持既有发展路径,其韧性水平相

对较弱。
(2)解释变量

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Treat×Post),并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作为

其代理变量。 《“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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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宽带网络” 明确定位为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强调通过加快推

进信息通信技术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等经济社

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不断优化网络基础设施,
提升宽带网络服务水平,从而有效促进国家数

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贯彻落实这一战略,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于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分三批次陆续组织评选

并公布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名单,旨在通过

以点带面的方式,充分发挥先进地区的示范引

领作用,推动全国宽带网络建设与应用水平的

整体提升。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将实施“宽带

中国”战略的城市作为处理组,Treat×Post 赋值

为 1;而未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的城市作为控

制组,Treat×Post 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地缓解遗漏变量偏误,控制随时

间变化可能影响粮食生产韧性 的 其 他 变

量[6,43] :一是粮食播种面积(Acr),通过粮食总

播种面积对数来表示。 较大的播种面积通常意

味着更高的总产潜力,能够在极端天气、病虫害

等突发危机时维持整体产出稳定性,从而增强

粮食生产韧性。 二是人口密度(Den),以地级

市人口数占行政区域面积比重的对数来衡量。
人口密度作为区域资源配置和劳动力供给的基

础性因素,通常决定农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进而影响粮食生产稳定性。 三是工业化

水平( Ind),采取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

值进行衡量。 相关文献表明,工业化发展会通

过资本、技术溢出效应有效反哺农业现代化,但
也有研究表明工业会对农业造成资源掠夺甚至

挤压的不利影响,进而对粮食生产韧性存在复

杂影响。 四是城乡电力水平(Ele),采用城乡居

民用电量占全年总用电量的比重进行衡量。 作

为关键基础设施,电力条件良好的地区不仅保

障居民生活稳定,也间接支撑灌溉系统、农机操

作等农业生产现代化的稳定运行,从而对粮食

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产生积极作用,增强粮

食生产韧性。 五是金融发展水平(Fin),通过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

来进行衡量。 农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金融体系的发展可为农业投入和技术升级提供

资金支持,推动粮食生产现代化,进而提高粮食

生产韧性。 六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Inc),以城

乡居民储蓄的对数来衡量。 居民收入水平影响

农户生产投入和现代化技术采纳能力,从而影

响粮食生产韧性。 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

析见表 1。
2. 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韧性

的影响,以“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作为准自然

实验,设定如下基准模型:

RESit = α0 + αTreatPostit + β∑Controlsit +

γi + δt + μit (1)
式中:i 和 t 分别为城市和年份;RES it 为城市 i
在第 t 年的粮食生产韧性;TreatPostit 为虚拟

变量,若城市 i 在第 t 年实施“ 宽带中国” 战

略,则设为 1,否则为 0;α 为该模型关注的重

点,解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韧性

的影响;Controls it 为一系列影响粮食生产韧

性的其他变量;γ i、δ t 为虚拟变量,分别控制

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μ it 为残

差项。

表 1　 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变量符号 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粮食生产韧性 RES 粮食生产韧性原始值 4
 

018 0. 999 0. 569 0. 107 1. 556

粮食生产韧性标准化 Zee_RES Z-score 标准化 4
 

018 0. 000 1. 000 -15. 683 9. 785

粮食播种面积 Acr ln(粮食总播种面积) 4
 

018 5. 435 1. 168 -2. 296 7. 812

人口密度 Den ln(地级市人口数 / 行政区域面积) 4
 

018 5. 735 0. 928 1. 792 8. 008

工业化水平 Ind 第二产业增加值 / GDP 4
 

018 0. 449 0. 112 0. 107 0. 898

城乡电力水平 Ele 城乡居民用电量 / 全年总用电量 4
 

018 0. 291 0. 196 0. 005 1. 564

金融发展水平 Fin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 / GDP 4
 

018 2. 587 1. 255 0. 588 14. 420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Inc ln(城乡居民储蓄) 4
 

018 16. 408 0. 964 12. 662 20.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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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机制分析模型

由于传统三步法中介效应模型存在不足,
本研究在机制分析部分采用更为聚焦的研究策

略[44] ,即通过回归分析实证检验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影响潜在机制变量 Mit。 在此基础上,结合

学界已有共识和相关理论基础,对 Mit 作用于

被解释变量 RESit 的传导路径进行合理阐释。
模型设定如下:

Mit = χ
0 + χTreatPostit + β1∑Controlsit +

γi + δt + μit (2)
式中:Mit 为机制变量;χ 为该模型关注的重点,
主要解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潜在机制变量的

影响。
3.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样本的合理性,剔
除部分关键变量数据严重缺失的城市,最终以

2010—2023 年我国 287 个地级市(未涉及中国

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 为研究对象

展开实证分析。 数据主要取自《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中国保险年鉴》等全市口径资料,对于

个别样本的缺失值,通过结合地方统计年鉴、统
计公报进行补充,或使用线性插值法予以填补。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

韧性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回归引入了个体和时

间双向固定效应且将标准误聚类到个体层面。
表 2 列(1)(2)分别表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

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

生产韧性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 2 可知,无
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增强粮食生产韧

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为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

的大规模部署与应用提供网络与算力支撑,从而

有效改善了农业信息获取、传递与处理能力,降
低了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使生产主体能够更

准确地预判气候波动和市场变化,进而在冲击发

生前优化投入配置与种植结构,减少潜在风险暴

露。 同时,依托稳定高效的网络与算力支撑,智
能农机、农业物联网等技术得以广泛应用,通过

增强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与应急响应能力,使粮食

生产在极端气候或劳动力约束条件下仍具备较

强的吸收冲击能力。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

动大数据分析与情景模拟在农业决策中的应用,
促进粮食生产系统在冲击后持续学习和动态优

化,进而加快恢复进程并提升长期适应能力,显
著增强粮食生产韧性。 由此,假设 H1 得证。
表 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粮食生产韧性的基准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Treat×Post 0. 141∗∗(0. 071) 0. 141∗∗(0. 070)
控制变量 NO YES

常数项 -0. 032(0. 025) -7. 080(4. 940)

样本量 4
 

018 4
 

018

R2 0. 033 0. 056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注:∗∗∗
 

、∗∗和∗分别表示
 

1%
 

、5%
 

和
 

10%
 

显著性水平,
括号里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下同。

2.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分析

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实验组(“宽带

中国”示范城市)和控制组(非“宽带中国”示范

城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反之,若两者在事前

就存在一定差异,则引起实验组和控制组粮食

生产韧性差异的来源可能是其他因素,双重差

分的结果也就不再能代表政策的净效应。 为避

免出现共线性问题,以政策实施前一期作为基

准期,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检验。 如

图 2 所示,在“宽带中国” 战略政策实施前几

年,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政策实施之前试点城市

和非试点城市不存在显著差异,平行趋势假定

得到满足。 同时,政策实施当期和实施第一年,
系数均不显著,但在政策实施后第二年和第三

年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宽带中国”战略对

粮食生产韧性存在正向的政策效应,但具有一

定的时滞性。 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在农业产业中的渗透是一个渐进过程,难以在

短期内取得即时性政策效应,且粮食作物的生

长周期较长,这一特性进一步延缓了政策显效

时间。 此外,生产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决策过

程存在一定黏性,通常需要观察政策效果后再

调整生产行为,这也导致政策效果未能立即显

现,从而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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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分析

3. 内生性检验

由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

异,且各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和信息

化发展程度也各不相同,地方政府是否将“宽

带中国”战略纳入重点推进的政策范畴,往往

基于自身的经济基础、数字化需求和财政能力

等。 因此,“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虽属于外生

冲击,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选择并不是完全外

生的。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两个工具变量,并使

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内生性检验[45] 。
一是采用各地级市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作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工具变量[46] 。 在相关性

上,杭州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先行区,依托阿里

巴巴等龙头企业的强大优势,已构建起涵盖电

子商务、云计算、数字文创和智慧物流等多业态

协同的数字生态,其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同时,地理距离在经济活动的扩散过程中往往

具有显著影响,距离数字经济核心城市越近,技
术溢出、人才流动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传导效应

通常越强。 因此,城市距离杭州越近,其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程度越好。 在外生性上,城市间距

离属于客观地理因素,与各地区粮食生产韧性

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而符合工具变量的

外生性假设。
二是使用 1984 年各城市每百万人拥有的

邮局数量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工具变

量[47] 。 从相关性角度看,在固定电话广泛使用

前,邮局既是人们信息交流的主要途径,也是固

定电话建设与通信服务的关键实施机构。 历史

上,邮局分布密度较高的地区,往往更早地接触

到现代通信技术,并逐步形成了良好的信息沟

通习惯和基础设施条件,因此,1984 年每百万

人邮局数量与当前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具

有较强的历史关联性。 从外生性角度看,1984
年的数据与当前的样本数据在时间跨度上相距

较远,很难与当前的因变量和扰动项产生直接

或间接的相关性,从而能有效地满足工具变量

的外生性假设。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一个

随年份变化的变量,而城市间距离和 1984 年每

百万人邮局数量均不随时间变化,这使得第二

阶段估计不成立。 因此, 参考 Nunn 等的方

法[48] ,将城市间距离和 1984 年每百万人邮局

数量分别与各年份虚拟变量的乘积构建具有时

间变化效应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依

次见表 3,可以看出,第一阶段核心变量的估计

系数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且通过

了 Cragg-Donald
 

Wald 检验和 LM 检验,这表明

上述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第二阶段核心变

量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且均与基准回归一

致,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韧性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4. 稳健性检验

(1)PSM-DID
现实中的政策,本质上属于非随机化实验,

在政策效应评估中,常用的双重差分模型往往

表 3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Treat×Post (2)Zee_RES (3)Treat×Post (4)Zee_RES
Treat×Post 0. 206∗∗(0. 085) 0. 384∗∗∗(0. 087)
工具变量 1 0. 001∗∗∗(0. 000)
工具变量 2 0. 013∗∗∗(0. 00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

 

004 4
 

004 3
 

124 3
 

124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6
 

812. 670[0. 00] 7
 

409. 166[0. 00]
LM 统计量 2

 

595. 510[0. 00] 2
 

249. 573[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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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避免自选择偏差问题,为此采用倾向得分

匹配法( PSM)进行校准[49] 。 该方法能够为每

个实验组样本精准匹配特定的控制组样本,从
而有效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之后,根据匹配

后的结果使用差分法进行回归,使得准自然实验

近似随机。 采用卡尺内的近邻匹配(1 ∶ 2)对数

据的倾向性进行评分,结果可知,匹配后各变量

标准化偏差的绝对值都显著降低。 与此同时,实
验组和控制组的绝大多数样本都在共同取值范

围内,而不在共同取值范围内样本的倾向得分值

也比较极端,这都表明 PSM 较好地解决了样本

选择偏差问题,数据具有更好的匹配效果。 此

外,绘制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图。 对比图 3 和图 4
发现,经过 PSM 处理后,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

差距缩小,概率密度分布趋势大致相同,这也说

明了 PSM 的合理性。 最后,经过 PSM 处理之

后的回归结果见表 4,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韧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证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2)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排除随机因素对政策评估效果的

影响,进行安慰剂检验[50] ,具体步骤如下:从

287 个样本城市中随机选取 110 个城市作为

“伪”实验组,其余城市则作为“伪”对照组,并
将虚构政策时间随机设定为 2010—2013 年的

任意年份。 根据式(1)的设定,实施 500 次随

机抽样。 回归系数的密度分布如图 5 所示,横
轴表示估计系数,纵轴表示 p 值,垂直红色虚线

代表式(1) 的真实估计系数和 p 值,蓝色点表

示 500 个“伪”实验组的回归结果。 从图 5 可

知,只有少数蓝色点位于真实值的垂直红色虚

线上,这表明“伪”实验组的系数与基准回归结

果存在显著差异,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

生产韧性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并未受到其他随机

因素干扰。
(3)排除竞争性政策与重大外生冲击干扰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深入

探讨除“宽带中国” 战略之外的其他竞争性政

策及重大外生冲击因素,从而更精准地识别

“宽带中国”战略对粮食生产韧性的真实影响,
一是排除《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
2030 年)》 可能对粮食生产韧性带来的干扰。
2021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

设规划(2021—2030 年)》,旨在提升农田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通过大规模改造和升级农田水

图 3　 匹配前的核密度图
　 　

图 4　 匹配后的核密度图

表 4　 稳健性检验:PSM-DID

变量 (1) (2)

Treat×Post 0. 140∗(0. 080) 0. 141∗(0. 080)
控制变量 NO YES

常数项 -0. 045(0. 033) -2. 393(4. 745)

样本量 2
 

555 2
 

555

R2 0. 064 0. 066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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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安慰剂检验

利、土地平整、田间道路等设施,增强农业的抗

灾能力和综合生产能力,进而对粮食生产韧性

产生积极影响。 为排除这一政策可能造成的干

扰,将样本期限调整为 2010—2020 年进行检

验,检验结果见表 5 列(1)。 二是排除全国首

批“千兆城市”的潜在影响。 2021 年工业和信

息化部发布《“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要求全面提升
 

5G
 

网络与

千兆光网的建设攻坚力度,开展“千兆城市”的

总结评估工作。 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已有

29 个城市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千兆城市”名单。
这些城市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

展,其网络传输速度、信息承载能力及应用场景

丰富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进而能够通过更高

效的数字化管理、精准农业技术的应用,增强粮

食生产韧性,从而对本研究因果关系的识别造

成干扰。 此外,这些“千兆城市”在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可能掩盖或混淆“宽带中

国”战略对粮食生产韧性的真实影响,因此剔

除 29 个“千兆城市”样本①,检验结果见表 5 列

(2)。 三是排除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影响。 一

方面,智慧城市建设旨在借助数字化与智能化

手段,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效率及公共服务水平,
进而有力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

展[51] ,这与“宽带中国” 战略在促进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目标

重叠性。 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大

规模推进的时期与“宽带中国” 战略实施的时

间段高度重叠,二者均处于我国数字化转型加

速的关键阶段。 另一方面,这些智慧试点城市

可能通过吸引高端人才集聚、推动金融科技发

展等方式,间接提升城市的数字化创新能力,进

而影响粮食生产韧性。 因此,剔除三批国家智

慧试点城市样本,检验结果见表 5 列(3)。 四

是排除特殊时期外部冲击影响。 考虑到突发公

共事件可能对经济运行、农业生产活动和要素

配置产生阶段性扰动,农业生产要素流动、农产

品物流体系运转及市场供需调节均面临压力,
部分地区种植计划调整滞后、农机使用效率降

低、农产品流通不畅等问题凸显,短期内对粮食

生产稳定和市场供需平衡形成冲击。 为进一步

排除上述因素的干扰, 将样本期限调整为

2010—2019 年,检验结果见表 5 列(4)。 可以

发现,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均

显著为正,说明竞争性政策与特殊时期外部冲

击并未对基准回归结果的显著性产生影响,从
而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5. 机制分析

(1)技术创新效应(TI)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为检验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影响粮食生产韧性的作用路径,以地级市

当年发明专利申请量乘以农业总产值与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值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52] ,通
过观测核心解释变量与机制变量之间的影响关

系进行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6 列(1) (2)。 可以

看出,无论是否将控制变量纳入考量,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对技术创新均展现出显著的促进作

用。 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激发地

区的创新活力,推动技术研发投入,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为粮食生产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

撑,进而推动粮食生产韧性的增强,由此,假设

H2 成立。
(2)人力资本效应(HC)
针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带动人力资

本效应的问题,以地级市当年每万人口中普通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作为人力资本指标,通过

观测核心解释变量与机制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

进行机制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列(3) (4)。 可

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的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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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国首批“千兆城市”名单如下:北京、天津、上海、呼和

浩特、南京、无锡、常州、苏州、杭州、宁波、南昌、九江、上饶、济
南、青岛、日照、武汉、长沙、广州、深圳、柳州、桂林、百色、成
都、泸州、绵阳、眉山、西安、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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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稳健性检验:排除政策干扰

变量 (1) (2) (3) (4)

Treat×Post 0. 183∗∗(0. 080) 0. 121∗(0. 071) 0. 162∗(0. 089) 0. 231∗∗∗(0. 08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0. 953∗∗(5. 361) -3. 146(3. 619) -13. 037(9. 582) -9. 619∗(5. 666)

样本量 3
 

154 3
 

598 2
 

526 2
 

867

R2 0. 068 0. 035 0. 041 0. 075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表 6　 机制分析

变量 (1)TI (2)TI (3)HC (4)HC (5)AIC (6)AIC

Treat×Post 0. 064∗∗∗(0. 016) 0. 075∗∗∗(0. 015) 0. 083∗∗∗(0. 019) 0. 070∗∗∗(0. 020) 0. 059∗(0. 033) 0. 060∗(0. 035)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常数项 0. 386∗∗∗(0. 005) -1. 980∗∗(0. 832) -0. 019∗∗∗(0. 006) 2. 177∗(1. 191) 0. 690∗∗∗(0. 010) -1. 228(2. 527)

样本量 4
 

018 4
 

018 3
 

980 3
 

980 3
 

925 3
 

925

R2 0. 833 0. 838 0. 938 0. 939 0. 175 0. 176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的

优化,推动涉农领域高技能人才供给增加,加速

农业数字化技术应用,实现粮食生产流程智能

化升级,从而有效提升粮食生产韧性水平,由
此,假设 H3 成立。

(3)农业保险补偿效应(AIC)
农业保险以经济补偿保障农业再生产,是

增强粮食生产韧性的重要制度工具。 为进一步

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通过增强农业保险

补偿能力进而提升粮食生产韧性,采用地级市

农业保险赔付率,即农业保险赔付支出与保费

收入之比,作为农业保险补偿能力的代理变量,
以刻画保险制度的风险补偿与保障兑现能力,
并通过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该机制变量的影响

进行机制分析。 表 6 列(5)(6)结果显示,无论

模型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农业保险赔付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农业保险补偿能

力,通过提高风险识别、灾损评估和理赔服务效

率,帮助农户缓解风险冲击造成的损失与资金

约束,增强生产恢复能力,进而提升粮食生产韧

性水平,由此,假设 H4 成立。
(4)机制传导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韧性的赋能

主要沿着农业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农业

保险补偿 3 条路径展开,分别从生产效率提升、
主体能力强化和风险保障优化 3 个维度发挥作

用,共同推动粮食生产韧性水平提升(图 6)。
在技术创新传导路径中,数字基础设施以全域

信息互联与算力供给为基础支撑,打破农业生

产的数据壁垒与时空约束,加速农业前沿技术

迭代产出。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进一步提升农

业灾害预警水平,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从而

提高粮食生产韧性。 在人力资本传导路径中,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拓展线上知识传播与技能培

训渠道,降低农业从业者的学习成本与信息获

取门槛,推动生产主体实现知识获取与技能提

升。 持续的能力输入带动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

不断积累,生产主体的应变能力与技术应用能

力同步增强,技术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为粮食生产韧性提升提供主体能力支撑。
在农业保险补偿传导路径中,数字基础设施依

托遥感、物联网等技术手段,破解传统农业

保险信息不对称、定损效率偏低等难题,实

现生产风险的精准识别与受灾后的快速灾

损评估,进而推动农业保险风险补偿功能充

分释放,带动风险损失缓释能力与生产恢复

能力同步提升,通过对冲灾害损失、补充重

建资金稳定生产秩序,为粮食生产韧性提供

风险兜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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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机制传导途径

　 　 6. 异质性分析

(1)地理区位异质性

中国地域广袤,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

件与自然环境差异显著,这种差异在技术扩散

与要素配置过程中不断放大,进而影响数字基

础设施作用效果。 为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粮食生产韧性影响的地理区位异质性,将样本

划分为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构建地理区位

虚拟变量(Location),将沿海城市赋值为 1,非
沿海城市赋值为 0,再将地理区位虚拟变量与

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引入基准回归模型,结
果见表 7 列(1)。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新交互

项的估计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提升沿海地区的粮食生产

韧性影响更大。 可能原因是:相较于非沿海地

区,沿海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开放程度较高,数
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相对先进,能够更快速地

吸收并应用数字技术。 同时,当地劳动力具备

较高的技能水平和学习能力,能够更有效地掌

握并应用新技术。 此外,沿海地区在国际贸易、
物流运输及技术扩散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这
些优势使得数字技术能够更高效地渗透农业生

产领域,进而增强粮食生产韧性。

(2)城市等级异质性

目前,城市层级分化明显,各等级城市在规

模、发展水平及对外影响力上的差距往往反映

在资源配置效率与要素集聚能力的不同,并进

一步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发

挥。 为考察城市等级异质性,按照城市等级将

所有地级市划分为一类城市和二类城市①进行

异质性检验,构建城市等级虚拟变量(Grade),
将一类城市赋值为 1,二类城市赋值为 0。 在基

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城市等级虚拟变量与政

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城市等级异质性估计结

果如表 7 列(2)所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新交

互项的估计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促进一类城市粮

食生产韧性的增强。 可能的原因是:一类城市

在财政资源、技术人才和制度环境上具有显著

优势,不仅拥有更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体系,保障数字网络的顺利运行,更凭借强

大的资本集聚和人才高地效应,将基础的网络

与算力支撑快速转化为农业技术方案和智能装

备应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升级。 同时,一类城

市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上往往更具灵活性和

前瞻性,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推动

表 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Treat×Post×Loc 0. 560∗∗(0. 261)
Treat×Post×Gra 0. 339∗∗(0. 163)
Treat×Post×Ter 0. 266∗∗(0. 116)
Treat×Post×Tim 0. 137∗(0. 07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8. 162(5. 263) -8. 064(5. 272) -7. 285(4. 964) -7. 115(4. 949)

样本量 4
 

018 4
 

018 4
 

018 4
 

018

R2 0. 059 0. 057 0. 058 0. 056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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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 2021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划分城市等级,一类城市包括一线与二线城市,其余的为二类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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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中国”战略的落地实施。 此外,一类城市

拥有更完善的信息服务和保障体系,能够使农

业活动在应对风险时更加稳健。 因此,“宽带

中国”战略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一类城市粮

食生产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3)地形异质性

地形条件不仅决定农业生产的自然禀赋,
也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与应用条件,
从而可能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韧

性的作用存在差异。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对粮食生产韧性影响的地形异质性,以地形陡

峭度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平坦地区和陡

峭地区,构建地形虚拟变量(Terrain),平坦地

区赋值为 1,陡峭地区赋值为 0。 在此基础上,
将地形虚拟变量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引入

基准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7 列(3)。 在加入控

制变量后,新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 5%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平坦地

区粮食生产韧性的增强效应更为显著。 可能的

原因是:相较于陡峭地区,平坦地区的基础设施

与交通条件相对完善,数字技术和智能装备能

够快速普及,加速粮食生产的数字化转型。 同

时,平坦地区的农户协作和生产组织程度较高,
有利于形成规模化应用并产生信息溢出效应,
从而增强粮食生产的灾害应对与资源调度能

力。 因此,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平坦地区对粮

食生产韧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4)时间异质性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信息化战略

的推进紧密相关。 2015 年,国家先后出台了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

动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标志着数字

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数字基础设施的定位

也从基础通信网络向支撑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

平台转变。 因此,2015 年被视为中国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发展的分水岭,是推动数字技术应用

的重要转折点[53] 。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对粮食生产韧性影响的时间异质性,将样本划

分为 2015 年前和 2015 年后两个时间段,构建

时间虚拟变量(Time),将 2015 年及以后的样本

赋值为 1,此前样本赋值为 0。 在此基础上,将

时间虚拟变量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引入基

准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7 列(4)所示。 可以看

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新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增强 2015 年

及以后的粮食生产韧性的作用更为显著,可能

的原因是:一方面,2015 年后数字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网络覆盖与数据应用能力显著提升,使
技术从接入转向应用;另一方面,农户数字素养

随之提高,对新技术的理解与使用能力不断增

强,从而提高技术吸收效率。 此外,数字技术与

农业生产融合加深,在生产决策、风险预警与资

源配置等环节广泛应用,使数字基础设施能够

更直接地作用于粮食生产过程,进而表现出更

强的促进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数字基础设施赋能粮食生产韧性,是推

进中国农业强国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途径。 基于 2010—2023 年中国 287 个地级市

面板数据,实证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

生产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

明: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增强粮食

生产韧性,且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这一结

论仍然成立。 第二,技术创新效应、人力资本效

应和农业保险补偿效应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

强粮食生产韧性的重要传导渠道。 具体而言,
在技术创新效应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完

善网络覆盖与算力供给,强化信息共享与知识

整合,加快科研协同与技术扩散,推动数据驱动

型农业技术持续创新,从而增强灾害预警精度

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增强粮食生产韧性;在人

力资本效应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技术

的广泛应用提供基础条件,通过重塑劳动力市

场结构,拓宽知识传播和技能获取渠道,既形成

对人力资本升级的外部倒逼机制,又激发农户

主动投资的内生动力,进而增强其自主应变与

智能技术适应能力,夯实粮食生产韧性;在农业

保险补偿效应上,数字基础设施支撑遥感监测、
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在保险环节的应用,有
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风险识别、灾损评估和

理赔服务效率,增强农业保险补偿能力,缓解风

险冲击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进而增强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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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韧性。 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沿海地

区、高等级城市、地势平坦地区及 2015 年后的

粮食生产韧性促进效应更强。
为进一步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赋能粮食生产

韧性提升,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在粮食安全保障

中的战略价值,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强化数

字基础设施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提升

粮食生产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 政府应推动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引
导农业企业、科研机构依托网络和算力资源,深
化大数据、遥感监测和智能农机等技术在粮食

生产中的集成应用。 通过建设区域性农业数据

平台和技术示范基地,降低技术研发、试验与推

广成本,强化跨区域技术协同和成果转化效率,
促进粮食生产方式向数据驱动和精准化管理转

型。 二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条件下的人力资本

培育体系,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应用能力。 政

府应围绕实际应用场景推进劳动力数字技能培

训,通过线上平台和远程技术指导等方式,降低

劳动者获取知识成本,提高对数字设备的操作

能力。 同时,完善农业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在
重点产粮区和数字化基础较弱地区布局数字农

业服务节点,推动知识积累向生产能力转化,进
而为粮食生产韧性增强提供长期支撑。 三是加

快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农业保险创新,提升风

险保障的精准性与可及性。 政府应引导保险机

构依托遥感监测、物联网感知和大数据分析,完
善灾害识别、风险评估和精准定价机制,提高保

险服务的科学性与响应效率。 同时,鼓励保险

资源向中西部、丘陵山区和中小农户倾斜,创新

低门槛、广覆盖的数字化保险产品,并借助线上

平台优化投保与理赔流程,扩大农业保险覆盖

范围,增强农户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

力。 第四,补齐薄弱地区基础设施短板,缩小数

字赋能的空间差距。 鉴于数字基础设施对沿

海、高等级和平坦地区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
对非沿海、低等级和复杂地形地区的作用相对

有限,政府应将政策重点向上述薄弱区域倾斜。
通过加大对中西部、丘陵山区等地的通信网络

和信息基础设施投入,持续改善农村地区网络

覆盖广度、带宽质量与运行稳定性,降低农业主

体接入和使用数字技术的门槛。 同时,结合地

形条件和经营规模特征,优化数字基础设施与

农业生产场景的协同布局,提升数字技术对实

际粮食生产需求的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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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Resilien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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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Based
 

on
 

“Broadband
 

China”
 

Strate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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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hua,
 

Jin
 

Xinyi,
 

Gu
 

Yuto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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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rtwined
 

challenge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geopolitical
 

risks,
 

the
 

vulnerability
 

of
 

food
 

secur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enhancing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task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s
 

a
 

key
 

foundation
 

for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rovides
 

essenti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8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3,
 

this
 

study
 

employ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 Broadband
 

China”
 

strategy
 

a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and
 

construct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and
 

the
 

findings
 

remain
 

robust
 

after
 

addressing
 

potential
 

endogeneity
 

concerns
 

and
 

conduct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uman
 

capital,
 

an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mpensation
 

are
 

important
 

transmission
 

channels
 

through
 

which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mproves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Specificall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s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through
 

enhanced
 

computing
 

capacity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thereby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human
 

capital
 

facilitates
 

labor
 

skill
 

upgrading
 

through
 

both
 

incentive
 

and
 

adaptive
 

mechanisms;
 

an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mpensation
 

alleviat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ies,
 

improves
 

claims
 

settlement
 

efficiency,
 

and
 

strengthens
 

financial
 

buffers
 

against
 

post-
disaster

 

shock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is
 

more
 

pronounced
 

in
 

coastal
 

regions,
 

higher-ranked
 

cities,
 

areas
 

with
 

relatively
 

flat
 

terrain,
 

and
 

the
 

period
 

after
 

2015.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ccelera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th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uman
 

capital
 

cultivation,
 

and
 

risk
 

protection
 

systems,
 

optimize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enhance
 

the
 

preci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enabl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reby
 

providing
 

policy
 

support
 

for
 

strengthening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human
 

capital
 

effect;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mpens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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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及时空演变

邓　 玲1,李明贤1,肖化柱2

(1.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2.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摘要: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是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进政府与市场有效衔接的制度创新,
其高质量发展对于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阐释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的基础

上,从“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两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2018—2023 年全

国 29 家省级机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法、核密度估计、Moran’s
 

I 指数、Markov 链及障

碍因子诊断模型,系统考察其发展水平特征、时空演化规律与主要障碍因素。 研究发现,
全国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偏低,量质失衡特征突出,提质增效空间较

大。 时空演化分析表明,全国农担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同时区域分化持续加剧,形
成了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格局,发展层级转移兼具强路径依赖与非对称空间溢出特征。
这一演化趋势既是各地农业产业禀赋、财政保障能力与市场化运作水平差异的直观体现,
也反映了区域产业链联动、政策经验互鉴等空间传导效应。 进一步分析发现,追偿率、对
农业贡献度、对涉农信贷市场贡献度、县均从业人员数和县均使用额度是主要障碍因子,
集中于风险处置、产业适配和县域服务三大环节,是省际分化加剧与低水平发展锁定的深

层成因。 据此,应从优化绩效评价导向、夯实县域服务体系、深化业务模式创新、强化区域

协同联动四方面施策,推动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协同转型,全面释放制

度支农效能。
关键词: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障碍因子

一、引　 言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

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

要》以专篇部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将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农业

农村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为新时代“三农”领域

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中央始终将“三

农”工作置于战略位置,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

持续深化政策部署:从锚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核心目标,到明确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

战略路径;从强化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要素保

障,到提出“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
“健全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投入机制” 的具体举

措,持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推动财政金融

支农工具创新。 一系列顶层设计既为建设农业

强国、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综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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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指明了实践方向,也对优化农村金融服

务体系、强化“三农” 要素保障、提升财政支农

资金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为我国农业支持

保护体系创新与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的重要制度

性成果,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以下简称“农

担”)兼具“财政+金融”“政府+市场”的双重属

性,是破解农村金融市场失灵、衔接政策目标与

市场需求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性金融工

具[1] 。 历经起步萌芽、初创探索与全面发展等

阶段,全国农担体系已实现省级行政区域全覆

盖,在撬动信贷资源下沉、降低农业融资门槛、
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

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成为衔接金融机构与

“三农”主体的重要桥梁,为农业产业升级与乡

村振兴注入了金融动能。 面对“十五五” 时期

农业农村现代化纵深推进的新形势,推动农担

体系高质量发展既是落实党的二十大与党的二

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破解农业农村现代化资金

瓶颈的关键抓手,也是对接“十五五” 规划部

署、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助推高质量发展在“三

农”领域落地见效的重要支撑,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既有研究围绕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建构与实践探索,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成果,主要

包括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解释与水平测

度[2] 、影响效应[3] 及实现路径设计[4] 等方面。
同时,关于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与

评价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5] ,为相关领域

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然而,针对

农担高质量发展的专题研究明显不足,相关成

果主要聚焦于 3 个方面:一是评估农担在缓解

融资约束、撬动金融资本等方面的作用机制,揭
示其在资源配置中的政策效能[6] ;二是探讨农

担服务乡村振兴的实施成效,验证政策工具的

应用价值[7] ;三是分析农担体系建设中的制度

障碍与执行瓶颈[8] ,并提出农担从规模扩张向

质量提升转型的发展诉求,明确阶段转型的必

要性。 需要强调的是,农担作为财政思维与金

融思维在支农领域深度融合的制度创新工具,
尽管在时代要求、政策导向等方面与农村金融

高质量发展、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存在一定关

联性,但在制度属性、功能定位、作用场域等方

面具有独特性,现有研究尚未充分揭示农担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边界与实现路径。 因此,对农

担高质量发展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有助于

破解农担运行中的制度障碍与执行瓶颈,推动

农担现实问题有效解决,丰富高质量发展理论

的应用场景与研究维度。
已有文献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

逻辑起点,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空间。 基于制

度变迁视角,融合多种量化分析方法,按照“制

度变迁梳理 理论内涵界定 发展水平测度 时

空特征刻画 障碍因子识别”的逻辑展开系统

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内涵界定模糊、分析范

式单一、区域异质性与成因揭示不足的短板,从
而为农担制度优化与政策制定提供量化决策

支撑。

二、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发展历程及其

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

　 　 农担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并非抽象建

构,而是在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其
产生与演进本质上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

制度变迁交互作用的结果。 农担是顺应我国经

济社会转型需求,伴随“三农”工作重心迭代与

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逐步形成的政策性金

融制度创新,其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理论

内涵也在不同阶段的实践探索中逐步明晰。 梳

理其发展脉络并置于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是
把握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逻辑起点,而在制度变

迁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矛盾与突破,也为理论内

涵的形成与丰富提供了现实依据。
1.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的发展历程

(1)起步萌芽阶段(1999—2003 年)
我国农担制度雏形最早可追溯到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制度的外生引入,呈现典型的强制性

制度变迁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中小企业融资难问

题凸显,我国借鉴西方经验引入融资担保制度。
1999 年,原国家经贸委发布的《关于建立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 确立了

“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体、商业性与互助型担

保机构为两翼”的制度框架;2003 年,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进一步从法律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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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担保机构服务于中小企业。 这一阶段,作
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附属形式存在,农担业

务的服务对象局限于乡镇企业与农业企业,大
量小农户、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被排斥在

外,整体业务规模偏小,支农效能有限[9] 。 这

种“数量不足”的发展局限,反映出一般性金融

制度供给与农业金融需求之间的适配性矛盾,
揭示了农业弱质性、高风险性的特殊性,农担业

务亟须突破制度框架,向独立化与专业化方向

演进。
(2)初创探索阶段(2004—2014 年)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资

金短缺和抵押担保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倒逼

农担制度向专业化方向探索,并呈现强制性制

度引导与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复合变迁特征。
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探索实行

多种担保形式和设立农业担保机构等多种途

径”;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通过

建立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等办法解决农户和农

村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

给予适当扶持”,这为地方制度创新提供了政

策合法性与激励导向。 在政策驱动下,农担实

践形成了多元创新格局:一是政府主导型基金

模式。 财政注资成立专项农业贷款担保基金,
委托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等机构代理管

理并发放贷款。 二是部门协同运作模式。 由政

府成立农业信用担保中心作为担保基金的管理

机构,按照“农委推荐 农信中心评审 银行核

贷”流程,构建跨部门联合服务机制。 三是社

区互助性担保模式。 由农民自发组建会员制机

构,依托熟人社会网络进行合作担保,实现风险

共担。 四是市场化法人机构模式。 通过设立专

门的法人主体开展农担业务,实践中这种模式

最为广泛,机构股权结构涉及政府独资、政企参

股及民营企业持股等多种形式,服务范围包含

省、市、县等多个层级。 尽管各地对缓解当地农

业发展融资难问题初见成效,但也暴露出深层

缺陷:在治理结构方面,行政干预与市场化运作

边界模糊;目标定位方面,政策性导向与商业盈

利诉求存在冲突;制度支持方面,风险补偿、监
管协调等配套政策缺失[10] 。 这一阶段,农担发

展存在业务数量增长但支农定位模糊等问题,

引发了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对农担机构的功能边

界、治理机制等问题的思考,为后续全国性统一

制度框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参照。
(3)全面发展阶段(2015—2020 年)
面对传统“三项补贴”等财政支农政策效

能递减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约束加剧的双

重困境[11] ,以强制性制度供给为主导,旨在整

合地方分散化实践的全国性农担体系制度创新

应运而生。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三农’融资担保机构”,
标志着农担体系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随后,
《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

见》将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资金定向“用于

支持建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通过中央

与省级财政注资,组建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农担联盟”)及 33 家

省级农担公司,并配套实施财政补助、风险补偿

等支持政策。 这一系统性制度设计是对地方分

散实践的整合与升级,充分体现了政府通过制

度供给弥补市场失灵的关键作用,在推动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发展、农业产业升级及农

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2-13] 。 这一阶

段,农担在业务数量上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全国

性服务体系的建立不仅大幅拓展了服务覆盖广

度,更通过专业化服务体系的深化提升了对农

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 然而,规模的快速扩

张也伴随了综合交易成本高企、风险分担机制

失衡、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14] ,暴露出服务精

准度、经营持续性与支农有效性不足的短板。
这些实践困境推动农担从“体系构建”向“提质

增效”方向发展,为农担高质量发展理论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
(4)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 年至今)
2021 年,国家农担联盟发布《关于持续做

大农业信贷担保规模　 促进全国农担体系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

出了“持续扩大业务规模,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的发展要求,标志着农担进入以制度优化为核

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针对发展中暴露出的量

质失衡问题,农担确立了量质协同的发展方向,
旨在通过持续的边际制度创新,培育核心竞争

力,实现政策性目标与市场化运作的激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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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担体系向“结构优化、职能强化、提质增

效”的高阶状态演进。 这一战略转型推动理论

研究与实践探索聚焦于规模合理增长、政策性

定位坚守、市场化服务效能提升和可持续经营

能力建设等方面。
2. 政策性农担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提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这一发展理念为农担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 结合农担制度的功能定位与

演进逻辑,本研究将农担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

涵界定为:以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目标,
坚守政策性功能定位,遵循市场化运营规律,通
过服务路径优化与效率提升,在有效满足农业经

营主体融资担保需求的基础上,强化对农业产业

提质升级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撑作用,实现量的

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协同推进。 农担高质量

发展包含了“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两个维度。
“量的增长”是农担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其

理论逻辑根植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现实

背景。 长期以来,由于商业性金融的逐利属性

和农村抵押担保条件不足的限制,农村金融市

场普遍存在“精英俘获”与信贷配给现象[15-16] 。
农担通过信用增级机制破解银农信息不对称困

局,降低金融机构放贷风险,释放信贷供给潜

力,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17-18] :在起步萌芽阶

段,有限的业务规模初步验证了信用增级机制

在农村金融领域的适用性;在初创探索阶段,多
元化实践推动了业务规模快速扩张;在全面发

展阶段,全国性体系构建实现了从区域试点到

全域覆盖的跨越。 这一过程始终以缓解农业经

营主体融资约束为核心目标,体现了政府发挥

弥补市场失灵、缓解农村金融供需失衡的关键

作用,并呈现出清晰的“量的增长”阶段性递进

过程,与农担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制度要求相契

合。 因此,“量的增长” 强调通过扩大服务网

络、深化服务层次、增强业务力度,推动农担服

务公平性与可及性的提升,其外在表现为覆盖

广度的扩张、服务深度的挖掘和业务力度的

增强。

“质的提升”是农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其
理论内涵本质是对制度变迁中现实矛盾的理论

回应。 从起步期的效能薄弱、初创期的定位模

糊到全面发展期的风险积累,每一处矛盾突破

均成为推动其理论内涵逐步明晰的关键节点。
首先,作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重要力量,农担

必须坚守政策性定位,聚焦“三农” 主业,防范

出现初创探索期暴露出的业务目标偏移、政策

性导向弱化等矛盾,确保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商

业性金融不愿涉足的农业农村服务领域,切实

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政策性职能。 其次,面对

全面发展期存在的风险不断积聚与财务可持续

性不足的现实困境,农担需在遵循市场化规律

的基础上,守住风险底线,加强风险管理,确保

政策性目标与财务可持续性的平衡。 最后,在
农业产业化加速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实施

的背景下,农担需突破传统融资增信的功能局

限,增强对农业农村领域资源配置的引导能力,
实现从“增信中介”到“赋能平台”的价值跃迁。
因此,“质的提升” 要求农担不断优化功能定

位、风险管控等机制,提升服务精准性、经营持

续性和支农有效性,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其外在表现为政策性定位的坚守、可持续

经营能力的提高和支农有效性的提升。
“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辅相成,二者

协同发展是农担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一关系

在发展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起步萌芽阶段,
由于缺乏“量的增长”,农担难以形成足够的市

场影响力,政策性功能无从体现;在全面发展阶

段,由于对“质的提升”的忽视,导致业务规模快

速扩张与风控能力不足的矛盾凸显,影响了支农

效能的可持续实现。 这种协同关系既契合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要求,也符合制度变迁的渐进性规

律。 因此,农担机构必须在发展中把握好二者的

平衡,通过制度创新与机制优化,实现与农村金

融、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契合,从而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财政金融支持。

三、研究设计

1.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

依据农担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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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构建兼具理论深度

与政策适配性的农担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

体系。
“量的增长”维度主要强调农担缓解农村

金融市场失灵的制度本质,对服务公平性与可

及性进行测度,涵盖覆盖广度、服务深度和业务

力度 3 个分项指标。 其一,覆盖广度对应《意

见》中“加快自有分支机构建设” “推进县域范

围业务覆盖”的网络拓展要求,以业务覆盖面、
人员覆盖面、网点覆盖面 3 项指标量化服务可

触达农业经营主体的空间密度,体现准公共产

品的普惠性特征。 其二,服务深度紧扣“持续

壮大专职人员队伍” “推动分支机构及业务人

员下沉”的专业化导向,通过专职人员占比、自
建分支机构占比 2 项指标衡量服务供给的人力

支撑与组织自主性,回应农村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的需求。 其三,业务力度围绕“持续扩

大业务规模”的政策目标,以县域使用度、放大

倍数 2 项指标刻画农担业务规模增长情况,体
现农担作为财政金融协同工具的杠杆属性。

“质的提升”维度主要强调政策性与市场

性平衡的理论内核,对农担可持续支农效能进

行测度,包括政策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3 个分项

指标。 政策性锚定《意见》“严格执行政策性业

务范围和标准” “持续降低贷款主体综合融资

成本”的功能定位,以政策性业务比例、融资担

保综合费用率 2 项指标分别衡量政策目标执行

程度,防范业务“脱农化倾向”。 持续性响应

“加大代偿项目追偿力度” “确保国有资本保

值”的风险管理要求,通过代偿率、追偿率、国
有资产保值率 3 项指标体现风险管理要求,确
保政策可持续性。 有效性聚焦“契合农业发

展”的最终目标,以涉农信贷市场份额、农业贡

献度 2 项指标量化农担对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

置的引导作用及对农业产值增长的实际贡献,
体现从“增信”到“赋能”的跨越。

该评价指标体系共 14 项指标,其中融资担

保综合费用率和代偿率为逆向指标,其余均为

正向指标(表 1)。
2. 研究方法

(1)熵权法

为确保指标权重的客观性,采用熵权法进

行赋权。
①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表 1 评价指标较多,存在量纲、量级

和正 负 方 向 的 差 异, 参 考 王 林 蔚 等 的 做

法 [ 2] ,采用极差变换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

化处理。 假定 X ij 为样本 i 第 j 个指标的数值,
总样本量为 N(省级地区数 n×年份数 t),总指

标数为 p。
正向指标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的计算公

式为:

表 1　 政策性农担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描述 属性 权重 / %

量的增长

覆盖广度

服务深度

业务力度

县域服务网点数 X1 服务网点数 / 县域行政区总数 正 7. 84

县均从业人员数 X2 从业人员 / 县域行政区总数 正 13. 25

县域业务覆盖率 X3 开展农担业务县域 / 县域行政区总数 正 1. 22

自有分支机构比例 X4 自有分支机构 / 服务网点总数 正 5. 92

分支机构专职人员比例 X5 分支机构专职人员数 / 从业人员总数 正 3. 43

放大倍数 X6 在保余额 / 资本金 正 7. 16

县均使用额度 X7 在保余额 / 县域行政区总数 正 11. 17

质的提升

政策性

持续性

有效性

政策性业务比例 X8 政策性业务余额 / 在保余额 正 0. 58

综合融资担保成本率 X9 担保费率+贷款利率 负 1. 70

代偿率 X10 本年代偿金额 / 本年解保业务金额 负 0. 37

追偿率 X11 累计追偿金额 / 累计代偿金额 正 17. 09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X12 (期末资本金-期初资本金) / 期初资本金额 正 3. 52

对涉农信贷市场贡献度 X13 在保余额 / 涉农贷款余额 正 10. 98

对农业贡献度 X14 在保余额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正 15. 76

　 　 注:基层服务网点包括农担自有分支机构和银担合作代办点、政担合作办事处等;政策性业务指 10 300 万元(均含)的符合
政策性范围的农担业务,2020 年后还包括 300 1

 

000 万元(含)的生猪养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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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ij =
X ij-minX j

maxX j-minX j

 (1)

负向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的计算公式为:

Z ij =
maxX j-X ij

maxX j-minX j
(2)

式中:i 为各样本;j 为选取的各项基础指标;Xij 为

第 i 个样本第 j 项指标的实际值;Zij 为第 i 个样本

第 j 项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赋值;maxXj 和

minXj 分别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②计算指标比重

R ij =
Z ij

∑
n

i = 1
Z ij

(3)

式中:R ij 为第 i 个样本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③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E j = -
1

lnN∑
n

i = 1
R ij lnR ij (4)

对于评价指标 j,其 Zij 的差异越大,Ej 越

小,表示该指标反映的信息量越大,其熵值越小。
④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G j = 1-E j (5)
Gj 是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该值越

大,表示 Xj 在综合评价中具有越强的贡献程度。
⑤计算指标权重

W j =
G j

∑
p

j = 1
G j

(6)

式中:W j 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⑥计算综合指数得分

Si = ∑
p

j = 1
W jZ ij (7)

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农担高质量发展

的两个方面指数和总指数得分。
(2)核密度估计法

采用核密度估计法考察样本期内农担高质

量发展水平分布动态的时间演进特征。 该方法

具有稳健性强、模型依赖性弱的优势。 基本函

数形式为:

f( rf) = 1
nh∑

n

j = 1
K

rf j - rf
h( ) (8)

K( rf)= 1
　 2π

e( -
rf2

j

2
) (9)

式中:n 为观测值数量;rf j 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

值,即农担高质量发展总指数;rf 为待估计的总

指数;K(·)为核密度函数,本研究采用高斯函

数;h 为采用“拇指法则”确定的最优带宽。
(3)Moran’s

 

I
 

指数

使用空间自相关 Moran’ s
 

I
 

指数分析农担

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 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
 

I =
∑

n

i = 1
∑

n

j = 1
Wij Yi -Y( ) Y j -Y( )

S2∑ n

i = 1
∑ n

j = 1
Wij

(10)

式中: S2 = 1
n ∑

n

i = 1
(Yi -Y) 2;Y = 1

n ∑
n

i = 1
Yi,Yi 为第

i 地区的观测值;n 为地区样本数;Wij 为地理距

离空间权重矩阵。
此外,借鉴佟孟华等的做法[19] ,采用传统

和空间 Markov 链分析、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
农担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和障碍因子

进行分析检验。 限于篇幅原因, 未将公式

列出。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自 2016 年国家农担联盟牵头组建全国农

担体系以来,各地区陆续完成省级农担机构组

建,并于 2018 年实现规范化运营。 截至目前,
全国共设有 33 家农担机构,分布在 29 个省级

行政区(上海、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尚未设立)及

大连、青岛、宁波和厦门 4 个计划单列市。 基于

数据可获得性与样本同质性考虑,采用 2018—
2023 年全国 29 个省级行政区农担机构的面板

数据对农担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综合评价。 数

据来源方面,使用的机构业务数据主要取自国

家农担联盟及各省级农担公司官网,宏观数据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 《地方统计年鉴》及各省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

水平测度

　 　 1.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水平总

体分析

基于熵权法构建的综合评价体系, 对

2018—2023 年全国省级农担高质量发展总指

数及分维度指数进行测算(图 1)。 结果显示,
全国农担高质量发展总指数均值为 2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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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均值为 22. 51%,整体处于 17% 31%,
表明全国农担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较低,仍
处于建设阶段,后续提升空间广阔。 同时,
各年度总指数均值均高于中位数,呈右偏分

布,说明多数地区农担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

全国均值,仅少数地区表现突出,区域发展不

平衡。

图 1　 全国农担高质量发展总指数

农担高质量发展维度指数的测算结果(图

2)显示,考察期内全国农担高质量发展存在

“量质失衡”的特征:首先,“量的增长”维度指

数保持在 10% 19%,“质的提升”维度指数在

7% 12%波动,二者均处于较低水平,表明农担

体系在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方面存在明显改进

空间。 其次,“量的增长”指数均值为 15. 52%,
明显高于“质的提升”指数均值 8. 86%,且差距

逐渐拉大,“量的增长”对总指数平均贡献率为

64%,“质的提升” 仅为 36%,表明规模扩张是

当前阶段推动总指数增长的主导力量。 这是由

于业务规模增长可通过增设服务网点、扩大在

保余额等手段快速实现,短期拉动效应较强,而
质量提升涉及政策性业务标准把控、风险防控

体系完善等系统工程,面临更高的制度转换成

本与专业能力门槛,需要长期投入与持续改进。
因此,在短期收益与长期投入的权衡中,多数机

构选择了“数量优先”的发展策略,导致“质的

提升”滞后。

图 2　 全国农担高质量发展维度指数

2.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水平区

域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三大地带划分标准,将全

国 29 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
从历年均值来看,区域间总指数存在一定差异,
东部、中部和西部历年均值分别为 22. 72%、
25. 68%和 24. 95%,呈现中部>西部>东部的特

征,中西部地区农担整体发展水平更优。 东部

地区农担整体发展相对偏低,可能源于两方面

制约:一方面,区域内农村金融市场发育成熟,
浙江、广东等涉农金融机构依托大数据技术创

新信贷产品与模式,降低了对抵押担保的依赖,
涉农信贷“去担保化”趋势显现,直接压缩了农

担的业务空间。 另一方面,样本期内部分地区

农担大规模推行“见贷即保”业务模式,虽能简

化流程、快速扩大规模,但农担在尽调、风控等

关键环节参与度不足,风险管控过于依赖合

作银行,导致农担的杠杆撬动功能与风险分

担作用被弱化。 需要说明的是,东部区域内

部分化极为突出,北京、山东等农担通过规模

扩张与体系建设跻身全国前列,与区域内其

他省份形成明显落差。 相较而言,中西部农

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对增信、分险功能

的依赖程度更高,使得农担成为联结金融机构

与农业经营主体的关键枢纽,能更充分地发挥

政策性金融功能,因此整体发展水平更优。
从省级机构层面看,13 家农担机构达到或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6 家机构均低于均值。 总

指数最高值为 58. 45%,最低值仅为 9. 24%,省
际间差异显著。 进一步以全国维度指数均值为

基准,通过二维坐标象限,将各机构发展特征划

分为高量高质、低量高质、低量低质和高量低质

4 类(图 3)。 具体来看,北京、青海等 5 个地区

处于“高量高质” 象限,相较其他地区,政策执

行效能突出,能够平衡政策性与市场性功能,在
业务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方面表现较好,具有

较强的示范引领作用。 内蒙古作为“低量高

质”的典型,虽在风险管控、政策精准度等“质

的提升”维度表现较好,但受限于业务覆盖面

不足,规模效应未充分释放,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广东、浙江等 15 个“低量低质”地区,占样

本总数的 51. 7%,普遍存在业务规模不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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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后续需要集中力量突破。
云南、山东等 8 个“高量低质” 地区,业务规模

快速拉升,但“质”的提升明显滞后。 上述差异

构成了农担高质量发展的静态截面格局,也为

后续解析其时空演变规律与作用机制提供了现

实基础。

图 3　 省级农担高质量发展维度指数四象限

上述静态截面特征揭示了农担高质量发展

的量质失衡与区域分化格局,其动态演化规律

与内在成因有待进一步解析。

五、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

时空演变趋势

　 　 水平测度揭示了农担高质量发展的静态截

面水平,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时间演化、空间关

联与时空耦合 3 个维度系统解析动态演变趋势

与内在作用规律。
1.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时间演

进特征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从分布位置、形态、延
展性和极化特征 4 个维度探析全国及三大区域

农担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规律与内部分

化差异(图 4)。
一是从分布位置看,全国整体核密度曲线

的主峰中心及分布区间随时间推移持续右移,
且移动速率逐步趋缓,表明全国农担高质量发

展水平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增幅逐步收窄。 全

国农担体系建设初期,统一政策推动业务规模

快速扩张,推动发展水平提升;随着政策红利持

续释放,规模扩张边际效应递减,质量提升的深

图 4　 核密度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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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约束逐渐显现,发展增速随之放缓。 分区

域看,东部地区曲线中心右移幅度明显,反映

其纵向提升速度较快,但受初期基数偏低、区
域内分化明显影响,主峰绝对位置仍整体低

于中西部,与前文区域均值对比的结论相契

合;中西部地区得益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

倾斜与财政金融资源引导,业务覆盖面与渗透

率稳步提升,曲线中心平稳右移,整体发展水平

始终相对较高。
二是从分布形态看,全国整体分布曲线主

峰高度持续下降,分布宽度逐步拓宽,说明发展

差异总体呈扩大趋势。 其中,中部主峰高度先

升后降,宽度先收后扩,后期发展动能逐步分

化;东部主峰高度大幅下降且宽度明显扩宽,离
散程度持续加剧;西部主峰高度呈波动上升态

势,分布宽度前期显著收窄,收敛趋势最为明

显。 西部地区的集中化特征主要源于体系同步

建设与产业模式的协同推广,如四川、重庆等地

率先探索的“政银担”合作机制、特色产业链批

量担保模式逐步向广西、云南、贵州等周边地区

复制推广,各地业务覆盖面与基础能力同步提

升,区域内发展差距阶段性收窄,推动曲线向中

心收敛。
三是从分布延展性看,全国及三大区域的

分布曲线均呈现明显的右拖尾特征,拖尾延伸

长度呈现东部最长、西部次之、中部最短的格

局,对应三大区域头部省份的发展上限与领先

幅度存在层级差异。 这一特征表明,少数高水

平地区的发展上限持续抬升,与区域内多数地

区的绝对差距逐步拉大。 其中,东部地区拖尾

延伸最远,头部突破效应最为突出,如北京农担

作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标杆,率先引入大数据风

控技术,搭建涉农主体信用数据库与智能评级

模型,配套银担风险共担机制,实现效率与风控

能力双重提升,持续拉高区域发展上限,拉大与

区域平均水平的差距。
四是从极化特征看,全国整体呈现梯度分

化格局,低水平地区向高水平地区的“追赶”存

在一定阻力。 具体来看,中部由“单峰”明显转

变为“双峰” 格局,内部分层特征趋于明显,形
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集群;西部经历“单峰

集中 次峰显现”的波动演化,且侧峰峰值整体

处于较低水平,整体仍以收敛态势为主;东部早

期的双峰形态逐步趋于平缓,高低两极的绝对

分化转为梯度式分散。 中部地区的双峰极化,
主要源于财政配套能力与资源整合水平的差

异。 如河南持续加大财政注资力度,建立省市

县三级风险补偿体系,跻身区域高值梯队;而山

西等地受财政体量约束,资本金注入与风险补

偿配套相对不足,发展节奏偏缓,两大梯队发展

差距持续拉大,共同推动区域从单峰收敛逐步

走向双峰分化。
总体而言,农担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整体

水平稳步提升,区域差异持续扩大” 的时间演

进特征。 尽管各地的农担发展总体向好,但财

政支持力度、体系建设节奏等因素的影响,农担

发展逐步分化。
2.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空间关

联特征

首先采用全局 Moran’ s
 

I 指数从整体层面

检验空间关联程度。 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

阵 的 测 算 结 果 显 示, 2018—2023 年 全 局

Moran’s
 

I 值均为正值,且全部通过 10%及以上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担高质量发展在空

间分布上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即发展水

平相近的地区在地理上呈抱团分布。 从时间序

列看,全局 Moran’ s
 

I 指数从 2018 年的 0. 243
波动上升到 2023 年的 0. 283,说明地理邻近地

区间的发展趋同性逐步增强,空间关联程度上

升。 邻近地区相近的农业产业基础与农村金融

生态,为这一空间集聚格局提供了禀赋层面的

底层支撑。
进一步采用局部 Moran’ s

 

I 指数从局域层

面识别空间集聚类型(表 2)。 结果显示,多数

地区集中于 HH(高 高) 和 LL(低 低) 区域,
HL(高 低)和 LH(低 高)类型占比偏低,表明

农担高质量发展呈“集聚主导、异质并存”的特

征。 HH 集聚区特征清晰,东北(黑龙江、吉林)
依托规模化农业基础协同发展,京津冀(北京、天
津)凭借金融资源与技术优势保持领先,西北

(青海、甘肃)依托政策倾斜形成区域高地,西南

以重庆为枢纽带动周边;LL
 

区则集中分布在华

南片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与华东片区(浙
江、江西)。 对比 2018 年和 2023 年的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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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 年和 2023 年的空间集聚类型

年份 HH 区 LH 区 LL 区 HL 区

2018 北京、吉林、天津、重庆、湖
南、青海、黑龙江、甘肃

内蒙古、四川、新疆、河北、
贵州、辽宁

宁夏、安徽、山西、广东、广
西、河南、浙江、海南、湖北、
福建、陕西

云南、山东、江苏、江西

2023
北京、吉林、天津、山东、江
苏、 河 南、 重 庆、 青 海、 黑
龙江

内蒙古、四川、新疆、河北、
甘肃、贵州、辽宁

山西、广东、广西、江西、浙
江、海南、湖南、福建、陕西

云南、宁夏、安徽、湖北

HH 区数量略有增加,LL 区数量有所减少,表
明高值集聚区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展,部分地区

实现集聚类型的正向提升,空间分异格局持续

优化。 不同集聚板块的分化格局,反映了相似

资源禀赋与发展路径差异的叠加作用,高水平

集群依托产业、技术与政策优势形成协同合力,
低位区则受限于薄弱的发展基础共同面临升级

瓶颈。
3.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时空层

级转移规律

在核密度估计考察时间趋势,Moran’s
 

I 指

数揭示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 Markov
转移概率矩阵,解析时空耦合作用下农担高质

量发展的层级转移规律,验证空间溢出效应的

作用机制。
采用四分位法将农担高质量发展水平划分

为Ⅰ(低水平)、Ⅱ(中低水平)、Ⅲ(中高水平)
Ⅳ(高水平)4 个层级。 传统

 

Markov
 

转移概率

矩阵考察全局基准转移规律,结果显示,矩阵对

角线数值均显著高于非对角线,表明农担高质

量发展存在显著路径依赖,各层级均倾向维持

原有状态,“俱乐部趋同”格局明显。 这体现出

农担发展存在累积循环效应,高水平地区依托

持续财政投入、成熟风控体系与稳定政银担网

络形成正向循环;低水平地区受财政承载力、业
务规模等约束,难以突破低水平均衡。 从留存

概率看,低、中低、中高、高水平等级地区 1 年后

维持原层级概率分别为 64. 29%、45%、71. 88%
和 93. 55%。 从转移路径看,层级流动以邻级递

进为主,跨两级及以上的跃迁概率极低,低水平

直接跃升至中高水平概率仅 2. 38%,升至高水平

概率为 0,低、中低、中高水平地区向上转移一级

的概率分别为 33. 33%、42. 50%和 21. 88%,表明

农担发展需资本金、风控等多维能力同步建设,
短期内实现跨越式突破难度极大。 同时,中高、
高水平地区存在约 6%的向下降级风险,说明

若后续财政支持减弱、风险管控松懈,已有发展

优势也可能出现回落。
空间 Markov 转移概率矩阵考察空间因素

的调节作用见表 3,其中Ⅰ Ⅳ类空间滞后类型

表 3　 2018—2023 年空间 Markov 转移概率矩阵

空间滞后类型 t / ( t+1) Ⅰ Ⅱ Ⅲ Ⅳ 观测值

Ⅰ

Ⅰ 0. 611
 

1 0. 333
 

3 0. 055
 

6 0. 000
 

0 18

Ⅱ 0. 166
 

7 0. 500
 

0
 

0. 166
 

7 0. 166
 

7 6

Ⅲ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Ⅳ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Ⅱ

Ⅰ 0. 545
 

5
 

0. 454
 

5 0. 000
 

0 0. 000
 

0 14

Ⅱ 0. 000
 

0 0. 450
 

0 0. 450
 

0 0. 100
 

0 20

Ⅲ 0. 000
 

0 0. 076
 

9 0. 923
 

1 0. 000
 

0 13

Ⅳ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1. 000
 

0 4

Ⅲ

Ⅰ 0. 633
 

3
 

0. 366
 

7
 

0. 000
 

0 0. 000
 

0 6

Ⅱ 0. 000
 

0 0. 454
 

5 0. 454
 

5 0. 090
 

9 11

Ⅲ 0. 000
 

0 0. 062
 

5 0. 625
 

0 0. 312
 

5 16

Ⅳ 0. 000
 

0 0. 000
 

0 0. 071
 

4 0. 928
 

6 14

Ⅳ

Ⅰ 0. 500
 

0 0. 500
 

0 0. 000
 

0 0. 000
 

0 4

Ⅱ 0. 000
 

0 0. 333
 

3 0. 666
 

7 0. 000
 

0 3

Ⅲ 0. 000
 

0 0. 000
 

0 0. 333
 

3 0. 666
 

7 3

Ⅳ 0. 000
 

0 0. 000
 

0 0. 076
 

9 0. 923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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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应邻区为低、中低、中高、高水平。 首先,
空间集聚强化了俱乐部趋同属性。 本地与邻区

处于同层级的样本整体占优,地理邻近地区的

禀赋相似性叠加层级转移的模式趋同效应,推
动俱乐部趋同从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延伸。 其

次,空间溢出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邻区层级高

于本地时,能显著提升本地上行概率;反之,则
对本地升级形成拖累。 以低水平地区为例,邻
区为中低、高水平时,向上转移概率分别升至

45. 45%、50%,均高于传统模型的 33. 33%,该
规律在中低、中高层级同样成立,反映了溢出渠

道的单向性。 再次,层级稳定性的空间敏感度

存在异质性,高水平地区内生增长动力强,受空

间因素影响极小,路径依赖极强;中低、中高层

级自身基础不稳固,受空间因素影响更大,层级

转移活跃度更高。 结合区域特征与业务逻辑来

看,这种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可能通过 3 类渠

道产生关联:一是数字技术扩散渠道,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弱化了地理边界限制,高水平地

区的风控模型、业务流程与数据标准更容易向

邻近地区复制推广,带动周边运营效率同步提

升。 二是政策经验联动渠道,跨区域经验交流

与模式复制机制逐步完善,邻近地区能够以更

低的试错成本借鉴成熟方案,推动区域整体发

展水平协同提升。 三是产业集群带动渠道,特
色农业产业呈连片集聚发展态势,上下游产业

链向周边延伸,依托产业空间依存关系带动邻

近地区农担业务协同扩张,进一步强化发展联

动性。
综上,传统 Markov 揭示了时间维度的路径

依赖与俱乐部趋同特征,空间 Markov 进一步验

证了空间溢出对层级转移的非对称调节效应。
整体来看,农担发展层级的动态演变是自身禀

赋约束与空间溢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各地

推进农担高质量发展,需夯实自身能力、破解低

水平锁定,主动融入区域协同,承接先进地区技

术与模式溢出,通过内外联动实现发展层级

跃升。

六、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高质量发展

障碍因子识别

　 　 为识别制约农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短板与

关键瓶颈,基于前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 14 项基础指标进行障碍

度测算。
测算结果显示,考察期内农担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障碍因子结构与排序整体保持稳定,位
列前 5 的高频障碍因子依次为追偿率(X11 )、对
农业贡献度(X14)、县均从业人员数(X2 )、县均

使用额度(X7)、对涉农信贷市场贡献度(X13 )。
从维度归属看,前 5 位障碍因子中,“量的增

长”维度(表 1 中的 X1 X7 )占 2 项,合计贡献

前 5 因子总障碍度的 45. 74%,“质的提升”维

度( 表 1 中的 X8 X14 ) 占 3 项, 合计贡献

54. 26%。 这表明尽管规模扩张仍是当前农担

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短板已集中于“质的提升”维度,这与前文“量

质失衡、质量提升滞后”的发展特征基本一致。
具体来看,追偿率(X11 ) 作为首要制约因

子,各年度进入前 5 位障碍因子的频次均在 20
次以上,且年度障碍度呈逐年上升态势。 作为

可持续发展维度的核心指标,该指标与样本最

优水平之间差距较大,暴露出农担机构在风险

管控能力的短板最为突出。 涉农担保不良资产

处置渠道窄、抵质押物变现难度大,多数农担机

构尚未建立专业化的风险追偿与资产保全体

系,特别是在“见贷即保” 批量业务模式下,风
控环节缺位进一步放大了不良处置压力,加剧

了这一短板的制约作用,直接削弱了机构的可

持续经营能力,是质量提升维度最突出的系统

性短板。
对农业贡献度(X14 )与涉农信贷市场贡献

度(X13 ) 均为高频障碍因子,累计频次分别超
 

15
 

次、10
 

次,两项指标同属政策效能维度,反
映出农担业务的产业适配性与政策撬动效能有

待提升。 部分农担机构业务模式偏粗放,产品

设计未能深度对接地方特色农业产业链与新型

经营主体的差异化融资需求,资金投放的产业

靶向性不足,导致对农业产业升级、涉农信贷扩

容的撬动作用未能充分释放。 这一短板在低水

平集聚片区尤为突出,产业撬动能力不足直接

限制了发展动能,是低位地区难以突破发展瓶

颈的重要成因。
县均从业人员数 (X2 ) 与县均使用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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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同样作为障碍因子出现频次较高,累计频

次达 10 次以上,两项指标分别对应服务体系建

设与业务覆盖规模,暴露出农担县域服务网络

覆盖广度和服务深度不足的短板。 一方面,基
层专业人才缺口较大,风控、尽调等核心能力难

以有效下沉,制约了业务向县域及以下延伸;另
一方面,县域市场的业务渗透率偏低,农担的政

策性增信功能未充分覆盖县域涉农主体,政策

效能释放不充分。 县域服务能力的双重不足,
使得基础薄弱地区难以通过业务下沉实现规模

与质量的同步提升,客观上强化了发展层级的

路径依赖特征。
总体而言,当前农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

颈集中于风险处置能力、产业适配水平与县域

服务效能三大环节。 这一诊断结果既解释了量

质失衡、区域分化与层级锁定的内在成因,也为

制定差异化提升策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

了靶向依据。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界定政策性农担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的

基础上,从“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两个维度

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 2018—2023 年

29 家省级农担机构面板数据测度农担高质量

发展总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Moran’ s
 

I
指数、Markov 链、障碍因子诊断模型等方法对

农担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演变和核心障碍因

子进行了系统分析。
1. 研究结论

第一,从发展水平看,全国农担高质量发展

总指数整体水平较低,增长动力以“量的增长”
为主,量质失衡特征显著。 2018—2020 年,政
策红利推动业务规模快速扩张,但“质的提升”
维度建设同步滞后。 2021 年后,在政策引导与

市场响应的双重作用下,量质协同性有所改善,
但质量提升仍滞后于规模扩张进程,整体尚未

摆脱规模驱动的发展路径,“质的提升” 面临

瓶颈。
第二,从时空演变看,农担高质量发展呈现

“整体稳步提升、分化持续加剧”的时间演进特

征,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格局与非对

称空间溢出效应。 时间维度上,核密度估计结

果显示全国农担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提升,但
区域间财政支持力度、体系建设节奏等差异逐

步显现,叠加头部省份创新突破的拉动作用,三
大区域演进路径异质性突出,分化持续加剧。
空间维度上,Moran’s

 

I 分析表明农担高质量发

展呈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空间格局以

HH、LL 正向集聚为主导,且 HH 集聚区范围逐

步拓展,空间分异格局持续优化。 邻近地区间

相近的农业产业基础、农村金融生态等禀赋条

件为这一空间趋同格局奠定了先天基础。 时空

耦合层面,Markov 链分析揭示了路径依赖与俱

乐部趋同特征,验证了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的

存在。 邻区发展水平对本地层级跃迁具有显著

调节作用,其正向溢出主要通过数字技术扩散、
政策经验联动、产业集群带动 3 类渠道传导。

第三,从障碍因子诊断结果看,制约农担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集中于风险处置、产业适

配、县域服务三大环节。 位列前 5 位的高频障

碍因子依次为追偿率、对农业贡献度、县均从业

人员数、县均使用额度、对涉农信贷市场贡献

度。 追偿率低主要反映农业经营活动固有的高

风险特性及农担机构风控能力的欠缺,多数农

担机构缺乏专业的追偿团队与风险预警机制,
直接削弱机构可持续经营能力。 对农业和对涉

农信贷市场贡献度不足,本质上是业务模式与

农业产业需求的脱节,农担服务与农业产业链

的衔接不够紧密,导致未能充分发挥对农村金

融资源撬动作用,也是低水平集聚片区升级偏

慢的重要原因。 县域服务网络支撑能力薄弱,
人才短缺与业务渗透率不足,限制了农担服务

在县域地区的覆盖范围和服务深度,客观上强

化了发展层级的路径依赖特征。
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立足“十五五”时期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战略部署,针对量质失衡的阶段性特征、区域分

化的空间格局与核心瓶颈,为推动农担体系高

质量发展、充分释放其支农效能,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第一,优化绩效评价导向,破解量质失衡结

构性矛盾。 一是重构双维度考核权重结构,推
动全国农担体系建立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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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绩效考核体系,逐步将质量类指标权重提升

至 50%左右;对政策性业务占比、追偿率、支农

贡献度等核心质量指标设置底线约束,质量指

标不达标的机构相应扣减年度财政补助,扭转

“重规模、轻质量”的发展惯性。 二是健全差异

化财政奖补机制,将省级财政补助拆分为基础

规模补助与提质专项奖励两部分,基础补助与

县域服务覆盖进度挂钩,提质奖励与风控效能

改善、支农贡献度提升幅度挂钩;对连续两年质

量指标排名靠后的机构,暂停新增资本金注入

并督促整改。 三是规范批量业务风控边界,针
对“见贷即保”等批量化业务模式,明确农担机

构的风控参与最低标准,要求同步介入贷前信

用核验、贷后风险预警环节;各地结合本地农业

风险特征设置批量业务代偿预警线,超预警线

的机构限期调整合作模式,防止规模扩张异化

为风险累积。
第二,夯实县域服务体系,打通基层服务下

沉堵点。 一是分类推进县域网点布局优化,优
先在粮食主产县、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县设立直

属分支机构;暂不具备单设条件的县域,采用派

驻专职专员、政担合作工作站等轻资产模式填

补服务空白。 二是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由
省级农担公司统一开发县域业务标准化尽调手

册、风控工具包与培训课程,对县域从业人员实

行“统一培训、持证上岗、定期复训”制度;配套

县域岗位专项补贴、职称评审倾斜政策,推行

“县聘省管”的人才管理模式,稳定基层专业人

才队伍。 三是下放适配性业务审批权限,将单

户小额担保业务的审批权限适度下放至县域网

点,同步优化县域业务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

限,提升基层服务响应效率,助力低水平地区逐

步打破发展锁定。
第三,深化业务模式创新,补齐风险处置与

产业适配短板。 一是升级风险处置全链条机

制,依托省级农担公司组建专业化追偿与资产

保全团队,联合法院、农业农村部门搭建涉农抵

押物快速处置通道,探索展期续贷、产业链盘

活、司法追偿等分类处置模式,重点破解追偿效

率偏低的痛点;推动政银担合作从“单一比例

分险”向“全流程协同风控”深化,明确各方在

贷前共审、贷后共管、联合追偿中的责任边界,

合理降低农担机构单方风险压力。 二是强化产

业链担保服务效能,聚焦地方优势特色农业产

业,联合龙头企业、合作银行开发产业链批量担

保产品,推动服务模式从单点分散授信向产业

链协同支持转变,从“核心企业背书”向“全产

业链数据风控”升级,提升资金投放的产业靶

向性。 三是拓展涉农信用信息的场景化应用,
在现有信用数据归集的基础上,聚焦农担业务

场景开发信用评价模型与风险预警规则;对恶

意逃废债的失信主体同步实施担保准入限制、
政策补贴取消等联合约束,形成风险共管共治

合力,筑牢可持续经营底线。
第四,强化区域协同联动,放大空间正向溢

出效应。 一是实施分类差异化指导,依托国家

农担联盟统筹协调,结合东中西部资源禀赋与

发展阶段出台分类指引。 东部地区重点发挥金

融科技优势,迭代数字化担保与风控模式,打造

全国创新标杆;中部地区聚焦粮食安全与全产

业链担保,强化产业支撑能力,破解双峰分化格

局;西部地区重点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扩大政策

性担保覆盖面,巩固区域收敛态势。 二是建立

梯度辐射带动机制,依托东北、京津冀、西北、西
南四大高水平集聚片区的示范效应,定期组织

跨区域经验交流、人员互访与项目共建,推动成

熟风控模型、产业担保模式沿空间溢出渠道向

邻近省份扩散,充分释放非对称空间溢出的正

向带动作用。 三是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

区域协同项目库,推动省际间产业资源、技术经

验与数据信息共享,打破行政边界制约,逐步破

解“俱乐部趋同”的层级固化格局,推动全国农

担体系均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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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at
 

advances
 

fiscal
 

and
 

financial
 

coordination
 

and
 

facilitates
 

the
 

effective
 

synerg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plays
 

a
 

vital
 

role
 

in
 

alleviating
 

the
 

“ difficulty
 

and
 

high
 

cost
 

of
 

financing”
 

for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ccelera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cross
 

the
 

board. By
 

elaborating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perspectives
 

of
 

quantitative
 

growth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from
 

2018
 

to
 

2023,
 

it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level
 

characteristic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and
 

key
 

obstacle
 

factors
 

of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oran ’ s
 

I
 

index,
 

Markov
 

chains,
 

and
 

obstacle
 

factor
 

diagnosi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ow,
 

with
 

a
 

prominent
 

imbalance
 

between
 

quantitative
 

growth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leaving
 

substantial
 

room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gain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has
 

been
 

rising
 

steadily
 

while
 

regional
 

disparities
 

continue
 

to
 

widen,
 

forming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The
 

level
 

transition
 

of
 

development
 

features
 

both
 

strong
 

path
 

dependence
 

and
 

asymmetric
 

spatial
 

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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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This
 

evolution
 

trend
 

not
 

only
 

directly
 

reflects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endowments,
 

fiscal
 

support
 

capacity,
 

and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level,
 

but
 

also
 

mirrors
 

spatial
 

transmission
 

effects
 

such
 

as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
 

linka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sharing
 

of
 

policy
 

experience.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recovery
 

rate,
 

contribution
 

to
 

agriculture,
 

contribution
 

to
 

the
 

agriculture-related
 

credit
 

market,
 

average
 

number
 

of
 

employees
 

per
 

county,
 

and
 

average
 

outstanding
 

guarantee
 

balance
 

per
 

county
 

are
 

the
 

major
 

obstacle
 

factors. These
 

bottlenecks
 

concentrate
 

in
 

three
 

core
 

links
 

(i. e. ,
 

risk
 

disposal,
 

industrial
 

adaptation,
 

and
 

county-level
 

services)
 

and
 

serve
 

as
 

the
 

deep-seated
 

causes
 

of
 

widening
 

interprovincial
 

gaps
 

and
 

low-level
 

development
 

lock-in. Accordingly,
 

targete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from
 

four
 

aspects:
 

optimiz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rientation,
 

consolidating
 

county-level
 

service
 

systems,
 

deepening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ese
 

efforts
 

will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and
 

fully
 

unlock
 

its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for
 

agricultural
 

support.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cross
 

the
 

boar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bstacl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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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劳动力流动与农业转移人口收入不平等
———基于 CFPS 的微观证据

杨晓宁1,杨烁晨2,杜海峰1

(1.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2.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以数字经济为驱动,破除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是减少收入不平等、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选取 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2—2022 年六期数

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对减少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

明,农业转移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显著减少了个体收入不平等。 机制分析表明,宏观层面,数
字经济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了劳动力流动的要素配置效率,产业数字化有利于农业转

移人口通过跨区域流动减少收入不平等;微观层面,流动过程中的匹配赋能效应对提升个体

人力资本积累、减少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通过促进个体向非常规职业转

移、促进个体的技能 岗位匹配减少了收入不平等。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

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轨迹塑造了个体发展过程中的收入能力、社会经济地位和福利水

平。 长期来看,以县域为主的流动轨迹(即就地就近城镇化模式)和有序流动的长距离流

动轨迹(即异地城镇化模式)显著减少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 在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劳动力流动的资源配置效应,引导农业转移人口

的有序流动,由此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共同富裕、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劳动力流动;收入不平等

一、问题的提出

推进城乡融合、缩小收入差距、解决进城农

村劳动力的就业与发展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户

籍、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深层变革,为劳动力流

动破除体制障碍[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提出,
要“持续提高城镇化质量”“科学有序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 [2] ,从而深入推进以人为本

的新型城镇化。 由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未来依

然需要大规模的农业转移劳动力流入城市,因

此如何引导农业转移人口的有序流动、缩小收

入差距、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仍是

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自由流动是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条

件,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然而,长期以

来城市偏向的经济发展导向,使农业转移人口

在流动上存在劣势,导致其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在个体、家庭与社会不同

层面上的脆弱性,这是造成我国诸多社会问题

和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3] 。 已有研究表明,
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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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效应,不仅能通过收入增长提升家庭福利,流
动的赋能效应还能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地

位,塑造渐进式城镇化的独特模式,为社会融入

提供基本秩序。 一直以来,我国农业转移人口

具有跨区域流动的显著特征,破除其有序自由

流动的现实障碍是弥合城乡、区域、群体间收入

差距的重要途径[4] 。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的研

究也一直是研究热点: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效应

来看,国内学者普遍借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

构理论,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展开我国

经济发展中“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等相关

议题的讨论。 学界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且至目前仍在持续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提高

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

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 从微观层面的经济效应来看,学者们普遍

关注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因素与对社会经济的影

响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普遍遵循人口流动的

一般规律,地区经济差异和预期收入差异是影

响流动决策的主要原因[5] ;劳动力流动可有效

减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错配,提升工作效率和

工资收入;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汇款增加了家

庭资金,拓展了家庭收入渠道[6] 。 更为重要的

是,农业生产效率与劳动力流动存在协同增长

效应,劳动力流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家庭内部

要素资源再分配的过程,且外出劳动力获得比

本地劳动力更高的边际劳动报酬率,能进一步

优化剩余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效率[7] 。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近年

来数字经济、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工作任务的复

杂程度催生了各类新业态,农业转移人口的流

动选择发生了深刻变革。 技术与经济发展决定

了“劳动任务”和“资本任务”之间的流动与分

工,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对生产任务进行的

再分配[8] 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决策与

收入水平: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速度,同时带动了就业结构的

优化与就业质量的提升[9] 。 对于低技能水平

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数字经济通过增进就业

信息获取、催生新工作岗位等途径,促进就业与

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10] 。 另一方

面,在数字经济使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从传统工

厂工人向数字零工分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弱势

化、过劳化、短工化等一系列问题[11] 。 数字经

济引致的技术进步增加了部分低技能工人的技

术暴露风险,劳动条件趋同化与劳动关系灵活

化也使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

出现了“机器换人” 的劳动降级风险[12] ,从而

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流动过程中的收入不平

等。 此外,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的流动特征与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已发

生深刻转变:在城镇化早期与中期阶段,循环流

动与暂时性迁移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用

脚投票”的自我选择是农业转移人口城乡流动

的关键经济动因[13] 。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之

间不断“脱域”与“再融入”的过程中,城乡社会

结构关系不断转变,塑造了农业转移人口新的

流动特征与行为选择[14] 。 城乡之间长期的流

动引发了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关系变迁,塑造了

家庭随迁、劳动力回流等新型的流动模式[15] 。
与此同时,以数字经济为驱动的科技革命推动

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重塑了农业转移人口

就业岗位的技能与任务需求[16] 。 技术进步不

仅导致长期从事重复性、程序性常规任务的劳

动力面临被替代的风险,还通过劳动力就业状

态影响其流动决策。
数字经济发展与新型城乡流动模式的双重

冲击,使得经典理论在阐释我国农业转移人口

的流动与收入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如何从数字经济的宏微观影响出发,厘清农业

转移人口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的理论与定量关

联、探讨劳动者流动的增收效应与存在的现实

问题,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内容。 有鉴于此,在
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20 年与 2022 年六期数据,匹配《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与历年地方统计公报等宏观数据,实
证检验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对其收入不平等的具

体影响,以期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共同富裕

提供有效发展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直接效应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区域间要素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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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流动有利于要素收入的均等化。 数字经济时

代,数据成为关键的新型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

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大幅降低了劳动力跨区域

流动的信息不对称与搜索成本,使要素流动更

加高频与高效。 技能型劳动力聚集会促使区域

劳动力技能结构改善并吸引新的资本流入[17] ,
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劳动力的外出流动不仅

直接增加家庭收入,也是家庭成员共担收益与

风险的经济策略[18] ,而数字经济催生的平台型

就业极大拓展了这种策略的边界。 对于农业转

移人口而言,外出流动在短期内可通过提升收

入水平、 拓展收入渠 道等增加直接经济效

益[19] ,且能够优化家庭内部要素的资源配置,提
升非农劳动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效率,促进个

体收入提升;从长期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动

过程中通过个体与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积累,有利于提升收入质量、减少收入不平等。
现实情境中,劳动者流动的增收效应有赖

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

对收入收敛的作用则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其他要

素是否也能同步自由流动[20] 。 由于劳动力跨

城乡流动与土地、资本、数字资源配置等要素的

流动并不协同,且劳动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异质

性,因此存在农业转移人口收入差距扩大的现

象。 此外,农业转移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与市场

流动高度相关。 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就业具有

高流动性与灵活性,就业稳定性差、可替代性

高,虽然数字经济催生的就业平台为农业转移

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平台经济的算法控制

与任务碎片化等特征往往将其锁定在低技能劳

动中。 农业转移人口在这种数字劳动力市场中

的流动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频繁的工

作转换与中断向市场释放出低生产率的信号,
容易陷入不稳定就业的“陷阱”,从而对收入能

力产生长久损害[21] 。
基于此,提出竞争性假设

H1:农业转移人口对个体收入平等的

影响。
H1a: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减少了个体收

入不平等;
H1b: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增加了个体收

入不平等。

2. 间接效应

(1)宏观层面: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

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转移人口

面临着新的社会经济流动背景和职业特征,劳
动力市场的供需与劳动者个体的流动诉求也在

发生深刻转变,流动对减少其收入不平等的具

体影响与作用机制发生了明显变化。 从数字经

济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引致产业转

型升级,通过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推动社

会分工、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优化经济与就业

结构,减少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22] 。 在

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过程中,技术进步推

动了劳动力要素在行业空间及地理空间的合理

流动,促进了地理集聚,缩小了收入差距[23] 。
同时,数字经济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性质,在
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中产生了就业替代或

是就业互补关系,改变了异质性劳动者的就业

机会结构,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流动过程中的

收入不平等。
从产业数字化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通过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有利于劳动

力流动产生积极的收入效应[24] 。 产业的革新

提升了产业间的要素配置效率,有助于生产率

水平的提高,由此可提升低劳动生产率行业的

生产效率, 使行业之间的生产率趋于均等

化[25] ,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

而言,劳动者个体与人工智能的耦合协调发展

增强了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自动化工作任务的

适应性[26] ,从而改善了收入质量并减少了收入

不平等。
从数字产业化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发展

通过创造新的就业形态和拓展就业空间,改变

了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就业选择结构,进而调

节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27] 。 平台经济、零
工经济等数字化新业态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

场中的就业机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更加

多元化的职业选择。 由于农业转移人口长期集

中于低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其就业岗位附

加值较低,收入增长空间有限,而数字产业化推

动就业结构向服务化和数字化方向转变,能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由传统低生产率行业向现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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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和数字化相关行业流动,提高其就业质量

和收入水平,从而增强劳动力流动以缓解收入

不平等的作用[28] 。 与此同时,数字产业化通过

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匹配效率和要素配置效

率,进一步影响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收入效应。
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劳动力供需匹配成本,
促进农村劳动力根据自身技能禀赋和比较优势

实现职业流动,提高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区域

之间的配置效率[22] 。 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更加

充分地参与数字化非农行业分工,其劳动生产

率和收入回报得到提升,流动所带来的收入改

善效应进一步增强。 因此,数字产业化通过优

化就业结构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强化了农业

转移人口流动对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积极影响。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2:数字经济调节了劳动力流动对个体收

入不平等的影响。
H2a:产业数字化扩大了劳动力流动降低

个体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
H2b:数字产业化扩大了劳动力流动降低

个体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
(2)微观层面:职业技能匹配与职业流动

的中介机制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知,现有研究对农业

转移人口流动的收入效应进行了充分探讨,但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及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与劳动者个体的流动

诉求也在发生深刻转变。 如何结合现实情境与

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特征探讨流动对减少其收

入不平等的微观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分析。
从微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

整体呈现“升级”趋势的同时,在制造业行业层

面及劳动者群体内部产生了就业与收入极化现

象[29] 。 不同岗位之间的职业流动与职业技能

匹配,是劳动力流动影响农业转移人口收入不

平等的两个重要机制,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

带来的技能升级对中等技能群体产生了冲击与

替代,引起此部分群体、特别是产业工人向低技

能岗位与高技能岗位的转移[12] 。 农业转移人

口流动推动了个体在市场中的职业搜寻匹配,
当劳动者能力与就业岗位不匹配时,将降低人

力资源实践的有效性,影响生产率与劳动收入。

已有研究指出,学历错配的员工有更强的离职

意愿,且伴随着职业搜寻行为[30] 。 因此,农业

转移人口将通过流动达到与职业岗位技能需求

的最优匹配,以实现收入最大化。
此外,技能需求结构重塑导致的职业间比

较优势转移,是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影响收入不

平等的重要途径。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劳动过

程和就业结构发生转变:一方面,通过自动化替

代部分常规型工作任务;另一方面,提升市场对

非常规型工作任务的需求,从而改变劳动者的

就业机会结构。 常规型工作指工作任务是明确

的活动,可通过计算机执行程序或由受教育程

度相对较低的人成功执行;非常规工作指一方

面需要问题解决、直觉、说服力和创造力等具有

认知型特征的工作,另一方面指要求情景适应

性、视觉和语言识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等

具有操作型特征的工作[8] 。 劳动者自身的技

能水平与工作任务差异也是影响信息技术就业

效应及其跨行业转移的重要因素[31] 。 在数字

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极化的现

象逐渐显现,具体表现为从事非常规职业的劳

动者增加、从事常规职业的劳动者持续下降,从
事体力和繁复劳动及程序化和反复性工作的常

规型职业将面临较高的替代风险[32] 。 在农业

转移人口的流动过程中,劳动者个体不仅面临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工作技能与任务的重新分

配,同时,个体向非常规职业转移的主动选择也

将使农业转移人口在新兴行业中获得更高的技

能溢价,从而减少收入差距。 基于此,提出假设

H3:劳动力流动通过促进职业技能匹配减

少个体收入不平等。
H4:劳动力流动通过非常规型职业选择减

少个体收入不平等。
3. 长期流动轨迹差异与收入不平等效应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

流动模式也发生了深刻转变,其跨区域流动驱

动着个体的工作转换与职业发展。 从序时性视

角来看,个体长期以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

决策塑造了职业生涯轨迹,使得随后的收入、社
会经济地位或其他福利状况产生相应变化,最
终影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态势[33] 。
劳动力要素流动的收入效应受到城乡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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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配置、资本要素协同流动的影响。 具

体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在迁移 定居意愿的导向

下整合家庭的土地资产与异地流动资本[34] ,不
仅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要素协同流动,同时

也渐进塑造了劳动者个体的异质性流动轨迹,
最终影响收入不平等。

从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经历而言,流动城

市数量越多,对流动人口产生的“学习效应”越

强,这将有利于流动人口积累自身人力资本、提
升劳动力市场表现[35] 。 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

集聚效应更强,能够创造更多数字化就业机会

并促进知识技术扩散。 农业转移人口通过空间

流动进入相关产业,并在就业过程中提升自身

能力,更易实现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匹配,从而获

得产业升级带来的收入增长红利。 分析农业转

移人口的流动模式可知,农业转移人口多以县

域定居为终身筹划,县域为主的城乡关系构型

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资源交换形成发展合

力[36] 。 与此同时,县域较小的发展压力与社会

距离、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与高治理效能,减少

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隐性排斥。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向县域下沉,为农业转移

人口提供了就地就近流动的就业机会与场景,
减少了流动成本的同时提升了个体收入。 因

此,以县域流动为主的农业转移人口可能会获

得更高的收入与更少的收入不平等。 基于此,
提出假设

H5:劳动力流动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由于长期流动轨迹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
H5a:有序长距离的流动模式减少了个体

收入不平等;
H5b:以县域为目标的流动模式减少了个

体收入不平等。

三、实证设计

1.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FPS),其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社

区、家庭和个人的纵向调查。 基线调查于 2010
年启动,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数据覆盖全

国 25 个省级单位,包含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

极其丰富的人口和劳动力市场信息。 使用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2020 年与

2022 年六期调查数据,筛选年龄范围为 16 ~ 60
周岁在业农业转移人口群体。 为利用面板数据

的纵向优势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将
 

2012
 

年

至
 

2022
 

年共六期数据进行严格匹配,同时剔

除在 10 年追踪期内发生样本流失或未连续受

访的个体,仅保留具有完整六期时间轨迹的平

衡面板样本。 筛选后的样本代表长期在业、持
续流动且未能实现彻底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

口,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为控制地区层面的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选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匹配省级经

济发展变量。 匹配后剔除极端值、无效样本与

缺失值后,共获得 2
 

958 份平衡面板数据。
为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农业转移人口收入不

平等的影响,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inequalityi,t =β0 +β1movei+β2X i+εi,t

 (1)
式中:inequalityi,t 为个体 i 在 t 年的收入不平

等,由 Kakwani 指数计算得到;movei 为被访者

是否流动;X 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 为随机扰

动项。
2. 变量设置

(1)收入不平等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学界广泛使用微观

层面的数据来探讨收入不平等,包括个体层面与

整体层面:个体层面的收入不平等主要以相对剥

夺指数进行探讨,包括 Yitzhaki 指数、Kakwani 指
数与 Podder 指数等[34] 。 本研究使用 Kakwani 指
数计算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指标,这是因

为 Kakwani 指数克服了 Yitzhaki 指数与 Podder
指数的主要缺陷,且同时满足了无量纲性和正规

化特性,能从微观角度计算个体的收入不平等。
令 X 为一个样本总量为 n 的群体,对应的

收入向量为 X= (x1,x2…xn),按收入升序排列,
即 x1≤x2 ≤…≤xn,个体 xk 受到的剥夺记为

RD x,xk( ) ,其计算公式为:

RD x,xk( ) = 1
nμX

∑
n

i = k+1
(xi -xk) = γ+

Xk
[(μ+

Xk
-xk) / μX]

(2)
式中:μ+

Xk
为 X 中收入超过 xk 的样本收入均值;

γ+
Xk

为 X 中收入超过 xk 的样本在总样本 X 中所

占的百分比;μX 为总样本 X 的收入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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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力流动

现有研究常用的用于表征流动经历的变量

包括“是否流动”“是否转换工作”及“变换工作

次数”等[35] ,考虑到农业转移人口空间上的流

动与工作变更密切相关的现实特征,将劳动力

流动内涵界定为是否发生工作地点的转移,反
映农业转移人口跨区域流动的特点。 CFPS 数

据中详细询问了被访者的工作地点,识别为当

前居住村、当前居住乡 / 镇 / 街道的其他村 / 居、当
前居住县 / 市的其他乡 / 镇 / 街道、当前居住市 / 区
的其他县 / 市、当前居住省份的其他市 / 区、境内

的其他省份、境外(含港、澳、台)、无固定工作地

点共 8 种类型。 本研究将两期之间工作地点不

一致且当前工作地点为县域及以上行政单位的

情况界定为发生跨区域流动,赋值为 1;在镇与

村级单位的情况界定为未流动,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与地

区层面分别选取控制变量;个体层面的控制变

量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与健康;家庭

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家庭人口规模、土地资产、土
地流转相关变量,其中家庭土地资产金额根据

价格指数平减后取对数处理;地区层面的控制

变量为所在省份人均 GDP、二产 GDP 占比、三
产 GDP 占比,其中人均 GDP 根据价格指数调

整为与基期一致。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可知跨区

域流动发生率为 52. 87%,超过半数的个体

在县域及更远距离的地区工作,样本选择具

有代表性。

四、实证结果

1. 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跨区域流动显

著减少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加入控

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负。 短期来看,
外出流动拓展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渠道,增
加了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从而减少了收入不平

等;长期来看,由于农业转移人口不必背负城市

公共福利背后隐含的迁移成本,劳动力跨区域

流动客观上优化了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了

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锁定”效应[37] ,因此,假
设 H1a 得到验证。

2. 内生性讨论

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由于遗漏变量与双向

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经济理性

驱动下的流动决策,使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与

收入不平等一定程度上互为驱动,存在双向因

果关系;另一方面,现实中存在不可观测因素对

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作

用于其收入不平等。 因此,选取工具变量,采用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与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

CMP 对基准回归中的内生性进行讨论。 参考已

有研究,使用 1998 年各省固定电话数量与历年

全国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乘项构造工具变量[38] 。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障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不平等 2
 

958 0. 394
 

0
 

0. 247
 

6 0 1

是否流动 2
 

958 0. 528
 

7 0. 499
 

3 0 1

年龄 2
 

958 38. 708
 

9 9. 262
 

3 16 60

受教育程度 2
 

958 9. 626
 

1 3. 261
 

7 0 16

性别 2
 

958 0. 741
 

0 0. 438
 

1 0 1

是否已婚 2
 

958 0. 894
 

2 0. 307
 

7 0 1

健康自评 2
 

958 3. 285
 

3 1. 053
 

1 1 5

家庭人口规模 2
 

958 4. 311
 

0 1. 794
 

5 1 13

土地资产对数 2
 

958 5. 727
 

2 4. 770
 

3 0 14. 265
 

8

土地流入 2
 

958 0. 050
 

0 0. 218
 

1 0 1

土地流出 2
 

958 0. 162
 

9 0. 369
 

4 0 1

人均 GDP 对数 2
 

958 9. 714
 

6 2. 303
 

5 4. 664
 

4 12. 009
 

0

二产 GDP 占比 2
 

958 44. 661
 

5 6. 860
 

8 16. 20 59. 00
三产 GDP 占比 2

 

958 46. 709
 

0 8. 445
 

9 29. 70 8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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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劳动力流动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直接影响

变量 (1) (2)

是否流动 -0. 039
 

9∗∗∗ -0. 020
 

3∗∗

(0. 009
 

1) (0. 008
 

8)

年龄 0. 004
 

0∗∗∗

(0. 000
 

6)

受教育程度 -0. 011
 

4∗∗∗

(0. 001
 

5)

性别 -0. 097
 

3∗∗∗

(0. 010
 

2)

是否已婚 -0. 032
 

2∗∗

(0. 015
 

4)

健康自评 -0. 001
 

4

(0. 004
 

1)

家庭人口规模 0. 010
 

6∗∗∗

(0. 002
 

7)

土地资产对数 0. 003
 

2∗∗∗

(0. 001
 

0)

土地转入 0. 015
 

4

(0. 020
 

0)

土地转出 0. 012
 

4

(0. 012
 

2)

人均 GDP 对数 -0. 004
 

4

(0. 017
 

5)

二产 GDP 占比 -0. 003
 

6

(0. 005
 

3)

三产 GDP 占比 -0. 002
 

4

(0. 005
 

2)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329
 

1∗∗∗ 0. 6264

(0. 093
 

3) (0. 529
 

7)

观测值 2
 

958 2
 

958

R2 0. 123
 

6 0. 202
 

1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
著。 下同。

碍,1998 年的历史通信基建反映了流出地早期

的信息网络禀赋。 1998 年固话普及率越高的

地区,当地居民越早且越易通过电话与外界建

立联系,获取异地的就业信息。 这种早期的信

息优势促成了该地区第一批劳动力外出,进而

通过同群效应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与地缘社

会网络,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外出的信息成本,
影响个体的流动选择。 同时,作为历史截面数

据,不会受到当期宏观经济波动的干扰。 对于

个体而言,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代表了完全外生

的技术发展的时间趋势,对个体的收入不平等

无直接影响。 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与外

生性的假设。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工具变量对是否流

动的影响显著为负。 1998 年通信基础设施较

完善的地区多为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这些地区

本地非农就业吸纳能力强,农业转移人口更倾

向于通过就地、就近城镇化实现职业转换,从而

降低了跨区域流动的概率;相反,历史通信基建

薄弱的中西部地区,由于本地就业市场发育不

足,形成了强大的流出“推力”,促进了劳动力

的跨区域流动。 一阶段 F 值为 34. 513,远大于

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工
具变量的选择具有合理性。 费舍尔 z 变换显著

为正,表明 CMP 方法显著优于原方程,模型选

择具有合理性。 加入工具变量后是否流动对农

业转移人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显著为负,与基

准结果一致,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3. 自选择偏差

考虑到不同岗位、不同职业对个体能力的

要求并不是完全随机事件,农业转移人口个体

表 3　 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工具变量)

变量
2SLS CMP

(1)
 

第一阶段 (2)
 

第二阶段 (3)
 

第一阶段 (4)
 

第二阶段

是否流动 -0. 837
 

3∗∗∗(0. 161
 

4) -0. 768
 

6∗∗∗(0. 162
 

6)
工具变量 -0. 002

 

3∗∗∗(0. 000
 

4) -0. 002
 

2∗∗∗(0. 000
 

4)
atanhrho_12 1. 226

 

6∗∗∗(0. 038
 

5)
一阶段 F 值 34. 51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 851
 

2∗∗∗(0. 351
 

9) 0. 907
 

9∗∗(0. 399
 

4) 2. 292
 

0∗∗∗(0. 389
 

1) 0. 694
 

0
观测值 2

 

958 2
 

958 2
 

958 2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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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依据自身能力水平寻求合适的就业机会与岗

位,同时企业也会基于对劳动者能力的判断进

行雇佣,因此,基准回归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导

致的估计偏误。 有鉴于此,采用处理效应模型

对自选择偏差进行讨论。 处理效应模型在第一

阶段采用 Probit 估计选择方程时,要求被解释

变量为二元虚拟变量,自变量符合模型设定。
与此同时,本研究假定农业转移人口是否流动

遵循一定的选择规则,但由于真实规则不可观

测,定义潜变量捕捉选择方程,并在选择方程中

纳入不进入回归但是影响分组选择的独立变

量[39] 。 处理效应的估计模型如下:
movei = ∂1 +γ1Z i+μi (3)

inequalityi = ∂2 +θTi+γ2X i+εi (4)
式中:movei 为是否流动的决策,流动为 1,未流

动为 0;∂1、∂2 为常数项;Z 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与排他性约束变量,约束变量的选择与工具变

量法中的变量一致,选取 1998 年样本所在地区

每万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与每年互联网普及率

交互项表示;θ 为是否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

平均因果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工具变量与农业转

移人口的流动选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处理

效应模型中,是否流动显著减少了农业转移人

口的收入不平等。 处理效应模型结果与前文分

析一致,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稳健性检验

(1)更换核心变量测量标准

考虑到单一的个体收入可能忽略了家庭规

模、内部抚养负担及资源共享等经济福利因素,
进一步使用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收入不平等。
此外,依据全样本分年份计算农业转移人口的

收入百分位排位,以刻画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的

相对经济地位,反映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列(1) 表明农业转

移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显著减少了家庭收入不平

等,列(2)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对个体收

入位次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跨区域流动提升了

农业转移人口个体收入位次,反映劳动力要素

流动对缓解个体的相对剥夺感、减少收入不平

等的积极作用。 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为进一步厘清劳动力流动对农业转移人口

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

模型进行检验,以探讨劳动力流动在个体收入

分布不同分位点上的具体作用。 面板分位数回

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在 10%、50%
 

和
 

90%
 

的收

入分位点上流动对提升收入位次的影响均显著

为正。 结果反映了劳动力流动的普惠性,即无

论是处于收入分布底端的弱势群体还是处于顶

端的高收入群体,流动行为对其相对收入均具

表 4　 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考虑自选择偏差)

变量 (1)回归方程 (2)选择方程

是否流动 -0. 335
 

8∗∗∗(0. 029
 

5) -0. 309
 

0
 ∗∗∗(0. 027

 

1) -0. 009
 

5
 ∗∗∗(0. 000

 

9) -0. 008
 

9∗∗∗(0. 001
 

0)
控制变量 否 已控制 否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480
 

1∗∗∗(0. 072
 

1) -0. 344
 

7(0. 237
 

4) 2. 129
 

1∗∗∗(0. 369
 

5) 5. 220
 

7∗∗∗(1. 124
 

3)
观测值 2

 

958 2
 

958 2
 

958 2
 

958

表 5　 劳动力流动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变量 (1)家庭人均纯收入 (2)相对收入

是否流动 -0. 031
 

3∗∗(0. 013
 

7) 0. 036
 

2∗∗∗(0. 011
 

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179
 

9(1. 138
 

1) 0. 996
 

9(0. 734
 

2)
观测值 2

 

958 2
 

958
R2 0. 147

 

5 0. 193
 

0

·481·



数字经济、劳动力流动与农业转移人口收入不平等———基于 CFPS 的微观证据

有系统性的正向促进作用。 劳动力要素在空间

的自由流动在减少个体微观相对剥夺感的同

时,促进了整个群体收入质量的提升。 分位数

回归与基准回归结果的情况一致,实证结论具

有稳健性。
(2)更换参照群体

由于个体在社会比较时往往具有同群效

应,实证结果对不同特征的参照群具有敏感性,
因此依照个体的人力资本禀赋和代际特征进一

步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跨区流动

对低人力资本群体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

的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回归结果

表明,跨区域流动的积极作用在农业转移人口

群体内部存在异质性,更有利于减少低人力资

本禀赋群体、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收入

不平等。
此外,进一步引入“城镇居民收入”作为全

新的跨群组比较基准,以此计算纳入城镇居民

样本后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反映

城乡群体的组间差异。 列(6) 表明,跨区域流

动显著减少了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人口之间的

收入不平等,这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的跨区域

流动提升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不仅有助

于改善家庭的收入质量,同时由于绝对收入的

提升,也减少了与城镇居民之间的相对剥夺,减
少了组间的收入不平等。

5. 机制分析

(1)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数字经济宏观

机制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

字化的内涵与外延在现实情境中存在交叉,并
未形成统一概念:数字产业化的内涵突出以大

数据作为厂商产品和服务的基本要素与关键要

素;而产业数字化的内涵突出对数字技术的运

用,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40] 。 在数字经济推

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过程中,数字经济通过

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了以数据生产为核

心的消费互联网的形成,通过促进智能制造的

发展推动了以人工智能、自动化生产为核心的

工业互联网的形成,构成了数字经济的两大核

心内涵[22] 。 因此,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消费互

联网反映了数字产业化的内涵,以工业智能化

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反映了产业数字化的内

涵。 基于此,选取地区机器人安装密度与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作为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

代理变量,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

表 6　 劳动力流动影响个体相对收入的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变量 (1)10%分位点 (2)50%分位点 (3)90%分位点

是否流动 0. 036
 

1∗∗(0. 015
 

4) 0. 036
 

2∗∗∗(0. 011
 

8) 0. 036
 

3∗∗(0. 015
 

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 321
 

6(0. 982
 

6) 0. 997
 

8(0. 751
 

8) 0. 672
 

8(0. 983
 

0)

观测值 2
 

958 2
 

958 2
 

958

表 7　 劳动力流动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变量 (1)低人力资本 (2)中人力资本 (3)高人力资本 (4)新生代 (5)初代 (6)组间不平等

是否流动 -0. 024
 

4∗∗ -0. 024
 

5 -0. 046
 

6 -0. 036
 

6∗∗∗ -0. 015
 

7 -0. 027
 

2∗∗

(0. 012
 

4) (0. 027
 

4) (0. 032
 

0) (0. 013
 

7) (0. 015
 

9) (0. 011
 

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019
 

9 1. 003
 

4 -0. 352
 

4 -0. 915
 

5 -0. 240
 

1

(0. 818
 

1) (1. 624
 

2) (1. 595
 

9) (0. 831
 

8) (1. 101
 

5) (0. 575
 

6)

观测值 1
 

973 594 391 1
 

888 1
 

070 1
 

422

R2 0. 168
 

7 0. 267
 

6 0. 416
 

2 0. 186
 

1 0. 259
 

1 0. 37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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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宏观机制。
参考 Acemoglu 等做法[38] ,计算地区机器

人安装密度,衡量地区产业数字化的水平。 计

算公式如下:

Robotpt = ∑
n

j = 1

employp,j,t

employp,t

×
R jt

employ j,t
( ) (5)

式中:Robotpt为农业转移人口所在 p 省 t 年的机

器人安装密度;employp,j,t 为个体所在 p 省 j 行
业 t 年的城镇就业人数;employp,t 为 p 省 t 年的

城镇就业人数;employ j,t 为 j 行业 t 年的全国就

业人数;R jt 为 j 行业 t 年的工业机器人安装数

量。 各省份城镇就业人数来源于历年人口普查

资料,省份机器人安装数量来源于国际机器人

联盟数据,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中国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列(1)回归结果表

明,以数字普惠金融为内涵的数字产业化并未

产生调节作用。 列(2) 回归结果表明,以机器

人安装密度为内涵的产业数字化提升了农业转

移人口跨区域流动对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

用,假设 H2 得到部分验证。 工业智能化的发

展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了低劳动生产率

行业的生产效率,使行业之间的生产率趋于均

等化,从而缩小了收入差距。 对于农业转移人

口而言,数字经济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

劳动者依据自身技能向不同岗位、不同行业之

间的比较优势转移,劳动力要素跨行业流动显

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41] 。 数字

技术的广泛应用虽替代了部分传统岗位,但也

衍生出大量与数字基础设施维护、生活服务相

关的互补型就业机会。 农业转移人口流动至高

数字经济赋能区,能够更好地分享数字红利与

产业升级带来的收入溢出效应,从而减少收入

不平等。
(2)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数字经济微观

机制

根据前文分析,劳动力流动通过教育匹配

机制与非常规职业转移渠道,影响了农业转移

人口的收入不平等。 参考已有研究,结合《中

国职业分类大典》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界定

样本农业转移人口从事的具体职业教育标准,
并对职业任务类型进行分类;定义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及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非常规

任务职业,定义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和有关人员为常规任务职业。 农业

转移人口当前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学历标准一

致,定义为职业教育匹配;受教育程度大于职业

学历标准,定义为过度教育;受教育程度小于职

业学历标准,定义为教育不足。
教育匹配机制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列

(1)与列(3)回归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跨

区域流动显著增加了与职业岗位的技能匹配不

足,显著抑制了就业过程中的过度匹配。 与前

文分析一致,教育不匹配的劳动者具有更高的

离职倾向。 列(4) 回归结果表明,职业技能匹

配不足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其跨区域流动对

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大,假设 H3 未得到

证明。 可能的原因为,对于职业技能匹配不足

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匹配不足可能意味着就业

过程中的横向失配,即专业学位和岗位之间的

表 8　 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数字经济路径

变量 (1) (2)

是否流动 -0. 003
 

7(0. 019
 

8) -0. 011
 

1(0. 010
 

6)

数字普惠金融 -0. 001
 

6∗∗(0. 000
 

7)
是否流动×数字普惠金融 -0. 000

 

1(0. 000
 

1)

机器人安装密度 -0. 002
 

6(0. 002
 

7)
是否流动×机器人安装密度 -0. 004

 

7∗(0. 002
 

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537
 

6(0. 532
 

4) 0. 745
 

5(0. 534
 

3)
观测值 2

 

958 2
 

958
R2 0. 206

 

2 0. 2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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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教育匹配路径

变量 (1)匹配不足 (2)教育匹配 (3)过度匹配 (4)收入不平等 (5)收入不平等 (6)收入不平等

是否流动 0. 096
 

1∗ 0. 012
 

4 -0. 169
 

6∗∗∗ -0. 006
 

9 -0. 024
 

2∗∗ -0. 025
 

7∗∗

(0. 053
 

9) (0. 053
 

7) (0. 059
 

7) (0. 011
 

6) (0. 010
 

3) (0. 010
 

2)
匹配不足 -0. 010

 

2
(0. 012

 

7)
匹配不足×流动 -0. 028

 

2∗

(0. 016
 

8)
教育匹配 0. 013

 

6
(0. 013

 

5)
教育匹配×流动 0. 013

 

3
(0. 018

 

4)
过度匹配 -0. 005

 

0
(0. 014

 

3)
过度匹配×流动 0. 020

 

9
(0. 019

 

1)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 161
 

3 1. 835
 

9 -9. 830
 

1∗∗∗ 0. 674
 

2 0. 615
 

4 0. 636
 

5
(3. 367

 

2) (2. 750
 

2) (3. 606
 

7) (0. 529
 

3) (0. 529
 

5) (0. 530
 

1)
观测值 2

 

958 2
 

958 2
 

958 2
 

958 2
 

958 2
 

958

R2 0. 174
 

0 0. 042
 

3 0. 219
 

0 0. 204
 

8 0. 203
 

6 0. 202
 

5

失配状态,具有潜在的赋能效应,是劳动者追求

更高薪资回报或社会声望而自愿选择的结

果[42] 。 此外,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劳动力技能

与岗位匹配不足往往导致严重的工资惩罚。 然

而,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塑了人力资本的匹配逻

辑。 依靠大数据和算法驱动的线上招聘平台、
零工经济平台,为传统劳动力市场中匹配不足

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和灵活就业

选项,使得这部分群体能够跨越局部市场的结

构性摩擦,迅速找到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岗

位,从而有效对冲了由技能错配导致的收入不

平等。 因此,教育匹配不足对农业转移人口的

流动 收入效应产生了积极作用。
过度教育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表现出更高

的离职倾向与离职经历,导致工作经历的“伤

疤效应”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劳动者陷

入不稳定的工作状态。 然而,由于农业转移人

口就业的流动性大、可替代性高,劳动者往往通

过技能换取正式劳动合同,从而匹配至相对稳

定的岗位[43] 。 尽管存在过度教育导致的要素

配置扭曲,但是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并未产

生扩大收入不平等的负面作用。
表 10 回归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

通过促进劳动者向非常规操作型职业的转型,
进一步减少了收入不平等。 与前文理论分析一

致,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呈

极化趋势,具体表现为从事非常规职业的劳动

者增加、常规职业劳动者持续下降。 技术进步

引致的“技能升级”与“劳动降级”导致从事体

力和繁复劳动,以及从事程序化和反复性工作

的常规职业面临较高的替代风险[12] 。 与此同

时,数字技术对非常规任务产生技能溢价。 实

证结果表明,流动促进了劳动者向非常规职业

转移,成了缩小收入鸿沟的关键渠道。 农业转

移人口在流动 就业的职业选择中,不仅减少了

“劳动降级”对收入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市场

对非常规就业的需求获取了高技能溢价,从而

提升了个体收入、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假设 H4
得到验证。

6. 流动轨迹与收入效应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流动性作为我国农业

转移人口的重要特征,随着城镇化的阶段性发

展,流动模式也随之转变,影响着个体的职业发

展与劳动表现。 采用序列分析模型,结合 CFPS
 

2012 年至 2022 年六期数据中工作地点的变

化,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轨迹进行聚类分析,

·781·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4 期

表 10　 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职业转移路径

变量 (1)非常规职业流动 (2)收入不平等

是否流动 0. 160
 

7∗∗∗(0. 057
 

9) 0. 014
 

4(0. 013
 

9)

非常规流动 0. 027
 

8∗∗(0. 013
 

6)
是否流动×非常规流动 -0. 056

 

1∗∗∗(0. 017
 

4)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0. 180
 

1∗∗∗(3. 698
 

3) 0. 568
 

9(0. 529
 

6)

观测值 2
 

958 2
 

958

R2 0. 282
 

3 0. 204
 

9

总结出 10 年间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模式。 根

据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模式,从序时性视角分

析流动轨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异质性结果。
CFPS 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的工作地点,识别为

当前居住村、当前居住乡 / 镇 / 街道的其他村 /
居、当前居住县 / 市的其他乡 / 镇 / 街道、当前居

住市 / 区的其他县 / 市、当前居住省份的其他市 /
区、境内的其他省份、境外(含港、澳、台)、无固

定工作地点共 8 种类型。 为便于计算和分析,
将工作地点的变化整理为本村(无流动)、县域

内的流动、地级市内流动、省内跨市与跨省流

动、不固定等 5 种类型。
(1)序列分析模型

序列分析方法是研究个体生命轨迹的核心

方法之一,该方法关注的是事件在离散时间序

列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采用聚类方法将差

距最小的样本序列归为一类,最终识别出若干

典型序列模式。 通过收集并分析农村劳动力在

一段时间内的流动状态变化,使用序列分析模型

揭示农村劳动力在时间 空间维度上的典型流动

轨迹。 具体而言,通过序列分析方法对农业转移

人口流动轨迹进行分类与分析,采用 R 语言中

的 TraMineR 包构建个体流动状态的序列对象,
基于 Optimal

 

Matching(OM)算法计算序列之间

的相似性。 OM 算法通过量化将一个序列转化

为另一个序列的最小操作成本,较为精准地反映

了序列间的差异性。 在相似性计算的基础上,结
合 Ward 最小方差法的层次聚类方法,对流动轨

迹进行分组,并通过典型轨迹的可视化,直观展

示了不同类别的轨迹模式及其动态演化特征。
(2)空间流动聚类结果

根据算法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六期内的流

动模式可聚类为 4 种类型:第一类以县域为主

要流动区域,且累积占比逐渐增加,具有就地就

近流动务工的现实特征,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县

域流动模式。 第二类包含了多种流动类型,不
固定的比重逐年增多,流动特征不明显,本研究

将其定义为无序流动模式。 值得注意, 2016
年、2020 年与 2022 年不固定流动的累积占比

增多,可能原因为 2015 年底、2016 年初的去

产能政策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
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机会与市场劳动产生

了较大影响,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 流动

选择受到市场变化的干扰。 第三类以村镇为

主要场域,多为不流动的情况,本研究将其定

义为不流动模式。 第四类包含了县域流动、
地级市内流动与跨市跨省流动,随着时间的

变化,跨市与跨省的流动比重逐渐增多、县域

流动的占比减少,变化趋势相对稳定有序,可
能包含渐进式流动、循环流动等模式,具有长

期有序流动的特征,本研究将其定义为有序

流动模式。
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长期来

看存在多种类型的城乡流动模式,体现出其在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进程中不同的就业选择

与资本积累方式。 探讨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

平等问题,需关注流动轨迹导致的群体异质

性,才能更好地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实现有序、
有效流动,提升人口流动带来的积极要素配

置效应。
(3)聚类结果的异质性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以不流动模式为对

照组,列(1)与列(3)表明以县域为主的流动、
长距离有序流动两种流动模式有效减少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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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劳动力流动轨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县域流动轨迹 -0. 045
 

1∗(0. 025
 

6)

无序流动轨迹 -0. 033
 

2(0. 039
 

6)

有序流动轨迹 -0. 120
 

8∗∗∗(0. 039
 

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76 184 173

R2 0. 269
 

7 0. 369
 

4 0. 424
 

5

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 县域为主的流动模式

下,县城作为联结乡村与城市的桥梁,在社会治

理、地理空间与经济功能上具有独特优势。 较

少的发展压力与社会距离、相对稳定的社会结

构与高治理效能,减少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农业

转移人口的隐性排斥;同时,县域为主的城乡关

系构型形成了多要素的协同流动,从而减少了

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 跨市、跨省为主

导的有序流动模式下,城市户籍制度虽然对农

业转移人口产生了定居的阻隔,但是暂居的生

产生活方式也使农业转移人口无需承担城市公

共福利背后的迁移成本,提升了其跨区域流动

性,优化了中国劳动力的空间资源配置效

率[37] 。 此外,多城市、长距离流动对农业转移

人口产生了较强的“学习效应”,促进了劳动者

人力资本的积累[44] ,提升了劳动力市场表现、
减少了收入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县域流动模式和有序流动

模式均表现出显著的收入均等化效应,与近年

来数字经济重心下沉的宏观趋势相契合:一方

面,农村电商、数字农业等县域数字经济的繁

荣,为县域就近流动的劳动力创造了丰富的本

地数字化就业场景,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发

生长距离跨省流动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收入跃

升;另一方面,向中心城市有序流动的农业转移

人口,能够直接嵌入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享受集

聚效应带来的高技能溢价。
列(2)的回归结果表明,无序流动的模式

并未产生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显著作用。 无序流

动意味着不稳定的流动选择,受外部社会经济

环境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动过程中陷入

不稳定就业的困境。 不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

口易陷入低福利政策依赖的困境,损害了长期

收入能力。 与此同时,脱离了数字产业支撑和

明确技能积累目标的无序流动,使农业转移人

口无法捕捉到数字经济释放的红利。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选取 CFPS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2020 年与 2022 年六期数据、《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数据及人口普查数据等资料,实证检

验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
探讨其中的宏微观作用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如

下:第一,农业转移人口流动拓展了收入渠道、
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减少了个体的收入

不平等。 第二,产业数字化通过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显著促进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效率,扩大

了跨区域流动减少农业转移人口收入不平等的

积极作用。 第三,农业转移人口的跨区域流动

通过匹配至技能要求更高的岗位,增加了流动

过程中的职业匹配赋能效应,减少了收入不平

等。 第四,农业转移人口跨区域流动通过促进

个体向非常规职业的转移,减少了劳动降级的

风险,缩小了收入不平等。 第五,农业转移人口

跨区域流动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存在流动

轨迹的异质性。 长期以来以县域为主的就地就

近流动模式,以及长距离、跨省市的有序流动模

式显著减少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
基于以上主要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搭建就业信息平台、进一步向外来劳

动力开放基本公共服务,以促进跨区域流动,提
升资源配置效率。 为减少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

不平等,政府应制定政策降低跨区域流动的制

度障碍,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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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加速转变。 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用地

指标联动机制,切实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跨
省异地医疗结算、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托底问题,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社会融合,以
群体的有序流动优化劳动要素的空间配置效

益,从源头上遏制因流动阻滞诱发的区域间、群
体间的收入不平等。

第二,应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引导产

业转型升级。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高

行业生产效率、优化产业集群架构,为农业转移

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高质量岗位。 应

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创造效应,引导

技术演进向“劳动增强型” 方向倾斜。 通过政

策扶持与产业集聚,培育更多技术门槛适中、知
识密度较高且薪酬增长空间大的就业岗位。 促

进有效吸纳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增量,推动现有

存量劳动力由低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向中高

端价值链网点迁移,完成就业质量的阶梯式

跨越。
第三,应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职业匹配

能力。 为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减少

收入不平等,政府和企业应联合推行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机制。 针对产业转型升级引致的就业

需求与就业结构转变,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
同时,完善并拓展职业技能认定体系,建立全国

互认、衔接顺畅的技能资质通道,提升劳动者的

职业流动性。 通过畅通信息流通、强化技能溢

出,将劳动力的技能与产业结构升级高度契合,
从而降低劳动力在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

称与市场摩擦,阻断低技能导致的收入差距拉

大陷阱。
第四,完善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催

生的岗位就业保障。 随着劳动力市场对非常规

职业需求的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在获取就业机

会的同时面临着不稳定就业的风险,因此对于

新型职业应尽快完善立法,提供必要的劳动保

护和社会保障。 应明确界定新型劳动关系的法

律属性,探索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

保障制度,合理厘清平台企业在社会保障、劳动

时间控制、薪酬支付底线等方面的法定责任,有
效对冲非常规就业的职业脆弱性与不稳定性风

险,在满足市场供需的同时有效推进劳动者向

非常规职业类型的转移。
第五,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开展以县域为中

心的就地就近城镇化及有序流动异地城镇化模

式。 通过发展县域数字经济、优化县域产业布

局、以县域为平台整合产业发展配套设施,为回

流劳动力及就地就近劳动力提供充足的产业支

持。 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

差距,减少劳动力流动的区域差异,最大化劳动

力要素流动的资源配置效益,减少农业转移人

口流动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 通过缩小东中西

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要素空间溢出差距,
弱化因地域发展失衡导致的收入差距。 最大化

劳动力资源的时空配置效益,构建更加包容、普
惠且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收入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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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igital
 

economy,
 

dismantl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barriers
 

that
 

constrain
 

the
 

mobi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s
 

crucial
 

for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sing
 

six
 

waves
 

of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rom
 

2012
 

to
 

2022,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mobility
 

on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cross-regional
 

mobility
 

amo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significantly
 

reduces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Th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t
 

the
 

macro
 

level,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uc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factor
 

allocation
 

through
 

labor
 

mobility.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enables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through
 

cross-regional
 

mobility.
 

At
 

the
 

micro
 

level,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labor-job
 

matching
 

during
 

mig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individual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Labor
 

mobility
 

reduces
 

income
 

inequality
 

by
 

facilitating
 

individuals’
 

transition
 

into
 

non-routine
 

occupations
 

and
 

improving
 

skill-job
 

matching.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rural
 

migrant
 

workers’
 

mobility
 

trajectories
 

in
 

the
 

labor
 

market
 

shape
 

their
 

income-generating
 

capacit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welfare
 

throughout
 

thei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both
 

county-based
 

mobility
 

trajectories,
 

which
 

represent
 

a
 

pattern
 

of
 

localized
 

urbanization,
 

and
 

orderly
 

long-distance
 

mobility
 

trajectories,
 

which
 

represent
 

a
 

pattern
 

of
 

off-site
 

urbaniz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ource-allocation
 

effects
 

of
 

labor
 

mobility
 

should
 

be
 

fully
 

leveraged,
 

and
 

the
 

orderly
 

movemen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should
 

be
 

guided.
 

In
 

this
 

way,
 

common
 

prosperity
 

can
 

be
 

promoted
 

more
 

effectivel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can
 

be
 

advanced.
Key

 

words:
 

the
 

digital
 

economy;
 

new-type
 

urbanizati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labor
 

mobility;
 

income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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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封二)冷冰冰的法条联结,而是以思想的深度认同为根基,以组织的郑重接纳为环节,以终身
的实践献身来确证,其精神气质,是崇高的而非世俗的,是无限担当的而非有限算计的。 这一使命
型契约回答的是“个体何以将有限生命融入无限事业”的价值论问题。 在价值观多元交织的今天,
这一分析发人深思,特别是提醒每一名党员,入党不是入股,不是“搭便车”,而是一场对自身生命
意义的郑重托付。 第四章进一步将视野扩展至党与民众,提出“双重契约”的分析框架。 处于领导
角色的政党与人民之间,是一种道义性契约。 其由历史承诺凝结而成,以情感为纽带,以使命伦理
为支撑,柔软而坚韧,构成共产党执政最为深厚的正当性根基。 除此之外,执政党与公民之间则是
一种法理性契约,也就是党作为执政主体由公民选举决定,保障公民权利与社会公益,公民认可与
接受党的执政,宪法法律对双方的责权利作出规定。 这一契约以宪法法律为尺度,以权责规定为依
据,清晰而明确,构成国家治理的制度框架。 进而言之,道义性契约与法理性契约的关系不是替代,
而是有机结合。 可以说,本书从政治哲学层面,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的内在逻辑,作了透彻分析。

其三,从制度层面着墨,阐发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民主集中制的辩证智慧。 使命不是悬浮的
理念,而是必须落地为组织的有效运转。 本书第五章将民主集中制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组织之
道”,从历史逻辑入手,进行了富有哲学深度的解读。 党的历史上,民主集中制的每一步演进,都指
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以承担历史使命。 在理论逻辑层面,本书着力揭示民主
集中制的辩证结构:民主与集中不是有你无我的对立关系;民主是基础,用来广纳智慧、激发活力;
集中是归宿,用来凝聚共识、统一行动。 这种辩证统一,不是外在的拼接,而是内在的有机融合,追
求的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
这种局面超越机械对立,体现对政治复杂性的智慧驾驭。 在实践逻辑层面,本书指出,健全民主集
中制的关键在于让制度长出牙齿,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保障党员权利、强化监督制约都是使辩证智
慧从原则走向现实不可或缺的环节。 这一章以辩证思维进行制度分析,阐明了民主集中制是深植
于政党的使命逻辑、浸润着哲学智慧的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正是借助这种具有辩证智慧的民主集中
制,党才能在充分汲取个体智慧的基础上锻造出强大的组织合力。 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
代激流中,这种既有坚强领导核心又有广泛生机活力的组织优势,是我们党无惧风浪、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深层组织密码。

其四,向时代前沿敞开,彰显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自觉与新时代新
征程的使命担当。 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经由实践去改变世界。 本书后两章将理论
目光投向鲜活的当下,深刻阐释了使命型政党如何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新时代展现宏大作
为。 本书第六章明确指出,把握住了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把握住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
型政党承担历史使命的核心维度与主要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复制品,而是党基
于使命的主动创造。 具体而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考验的是组织凝聚的伟力;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直指公平正义的初心;物质与精神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折射出对新的文明形态的深
层思索;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彰显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基因。 由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被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凸显了现代化叙事的政党逻辑。 第七章以三重维度展开党在
新时代的历史作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 基于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党以制度建设回应复杂治理的理性自觉;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而“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自我治理,则揭
示了使命型政党永葆生机的奥秘所在。 这三重作为,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由国及天下,构成了递进
展开的实践逻辑,生动呈现了使命型政党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的精神气象。 也正是基于对世情、
国情和党情新变化的科学把握,我们党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习近平党建
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综上所述,在政党政治时代,这一学术力作以历史使命为关键词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
了政党研究从经验形态向理论形态的提升。 本书以“使命”为枢轴,将思想源流、本质规定、关系机
理、组织制度与实践作为融铸成一体,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深刻而独到的学理阐释。 阅读此
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的自信何以
立。 这样一部研究著作,值得推荐阅读!

(原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韩庆祥　 供稿)




